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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现代风景园林开始于20世纪初的欧洲，之后其发展中心转移至美国。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业已成为世界风景园林实践的中心。百余年来，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从业人员的探索与实践，现代风景园林与数千年的传统园林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量上看，近百年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大量的实践活动对土地形态和人居环境的改变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从质上看，无论是空间形式、工程技术，还是包括功能、意义等内在价值，现代风景园林发展均是空前的。然而在惊叹百年风景园林实践成就之余，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加以反思，作基于实践的理论总结却是相对孱弱的。风景园林发展初期，理论的阐述大多沿用美术、建筑等相关学科概念，因而存在着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突破通常以描述性议论为主的理论研究，基于风景园林学科的自律性，侧重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以科学的方法建构现代风景园林理论体系，对于当代及未来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与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现代景观的百年发展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的探索与实践盛况空前，与之相左，当代风景园林界正面临着实践与理论的游离、实践的量远远大于理论积累的局面，由此导致“拿来主义与概念”盛行。然而理论与实践向来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互映衬、伴生发展。理论以实践为基础，推动了实践的转化和发展，并预示未来的发展方向；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引，同时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完善。《现代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丛书》致力于集粹当代风景园林实践、理论及教育的最新成果，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当代风景园林的理论与方法。理性认识是认知过程的高级阶段，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与内在联系为认知对象，具有抽象性、间接性、普遍性的特征，风景园林设计理论正是基于实践、合乎逻辑的理性总结。中国不仅仅是风景园林实践的大国，更应成为现代风景园林理论的研究中心，当代风景园林人有责任也有能力为新生的一级学科——风景园林构建理论体系。

我们在肯定现代风景园林百余年实践所取得成果的同时，也要勇于反思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过往的风景园林理论研究大多侧重于描述，而当下的时髦理论研究又倾向于“宣言”与“主义”的建构，而鲜有触及风景园林学科本体意义与形式规律的系统研究。比较现代风景园林与传统园林，两者在本质和内涵上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风景园林理论构建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凭“感觉”的设计是其基本特征；现代风景园林的关注角度和尺度丰富而多元，它不再以唯美为主要取向，其关注的领域和责任超越于传统园林。现代风景园林具有多目标性，除了对文化与空间的表达，更多地着眼于现世的环境和社会意义，其设计尺度涵盖了从小尺度的社区绿地到大尺度的风景区乃至国土景观规划。不同的尺度所对应的规划设计策略不尽相同；尺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风景园林设计所采取的原则与策略。

作为新生的一级学科，风景园林与建筑、规划有关联性也有着鲜明的特异性。关联性表现在它与建筑、规划以及其他相关艺术一样具有时间、空间和艺术属性；特异性则主要表现在其建成环境的动态属性上，不断的变化和丰富是风景园林的基本特征。风景园林师运用有生命的材料，因此更多地兼顾材料本身的自然属性，除了需要娴熟运用形式和空间法则，还需尊重生物要素的自然规律。风景园林的特异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照搬建筑和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也不能简单地沿用生物学的法则。感性与理性交织是风景园林的基本特征，离开了理性的感性如同失去枝干的叶和花一般，将衰败、枯萎；离开了感性的理性，犹如没有花和叶的枯枝，必然回归机械与教条。依据学科的自律性来构建风景园林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丛书旨在通过风景园林学科各领域的专项研究来逐渐实现对当代风景园林的理论覆盖。

《现代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丛书》坚持开放性、探索性与前瞻性的统一。开放性是丛书的理论架构特征之一。随着风景园林实践范畴与内涵的拓展，或重于实践，或理论思考，将会有更多不同方向与层面上的专著渐次充实到理论体系中来。探索性是丛书的特征之二。将要出版的有节约型园林理论与方法、现代风景园林的评价与适宜技术、景观空间色彩、现代风景园林实时交互式呈现系统等专项研究成果，都将从不同的方向、层面探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前瞻性是丛书坚持的方向。理论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聚焦设计思维、设计手法、设计技巧、设计理念及适宜技术等专题；选题突出强调前瞻性及其开创性。因此，开放的体系、灵活的架构、务实的研究是本丛书的基本特色。

丛书的作者大多是活跃在风景园林学科一线的中青年专家，或者是学有所成的青年才俊。他们与实践紧密结合，将自己开创性的研究充实到风景园林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中来。在倡导开创性精神的引领下，必然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将加入到风景园林理论的建设中，逐步形成具有学科自主特征的理论体系，实现对风景园林学科本体的认知和回归。理论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不断实践中进行的理论思辨，将进一步地推动风景园林学科的健康发展。






成玉宁
 　　


于逸夫建筑馆



2013年6月6日



前言

对美好城市景观的塑造与追求是城市建设永恒的主题，城市生活也需要宜居和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环境。在专业领域，城市景观研究一直是一个跨学科的方向，其产生及演变过程与景观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景观到城市景观，涵盖了风景园林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形态等。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学领域内的学术交流，也不断提示着应当重新审视由专业设计主导下的城市景观更新策略。

研究城市景观的更新与探讨维护城市景观的持续价值以及具有持续价值的特质场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今的城市景观不再仅限于视觉形象的研究，而是跨入了知觉现象的研究领域。就城市景观而言，城市的整体结构形态优于单一景观要素，城市景观的塑造是营造整体环境理念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来自生活的行为方式、事件以及各种城市活动，并将之转换为具有地域特征的场所，是对抗城市空间均质化的重要方向。

本书正是基于整体思辨下的城市景观更新理论，突出基于人的行为模式与活动内容的物质对象判断与塑造。在这样的整体观念引导下，空间介质与空间界面密不可分，两者共同构成了城市空间特质，从而形成具有特殊氛围的场所；同理，在城市尺度下城市景观与城市既有结构密不可分。基于公共开放空间的人本主义和绿色生态构成是城市景观的根本所在，一个代表着基于日常生活的活力因子，一个代表着健康环保的绿色未来。事实上，城市景观实践的范围与尺度、表现与内涵、生态与永续，都显示了景观更新对于城市整体更新的作用与意义。

完整的城市景观应当包含三个部分：特定场所下的活动模式、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物质形态、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这三个部分包含了对现代生活的应对、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既有城市物质形态的响应。这三个方面引申出三个主要的交互层面，展开了本书的理论主体：对应于人的活动模式，本书从特征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城市景观的本质构成；对应于城市的物质形态更新，本书从实践与解读的角度探讨了城市景观的内在技术驱动；对应于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本书从意象与建构的角度探讨了城市景观持续发展历史中的理论思维。

现代城市景观突出整体性、关联性和生态性。专业领域的学术边界以及从业范围不应当成为对城市景观研究的界定。城市景观是一个潜在的学术与实践的中介，它将生态因子、文化因子、可持续发展因子注入城市结构的塑造与更新之中，必然在不同的尺度上起到整合与协调的作用。对城市景观从空间介质与空间界面两方面的解析，也沟通了规划、建筑与景观之间的桥梁，同时在城市设计的框架下凸显了城市景观的特质与价值。因此，城市景观已经具有了成为当代城市建设及研究基础的意义，从城市建设的开始阶段到结束阶段，景观认知的视角、景观实践的范围和景观形象的最终呈现，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陈　烨



1　城市景观的形成

1.1　城市景观的理念

1.1.1　理解景观

景观（Landscape）一词在英语与汉语的语境中具有很多概念上的辨析。景观在汉语中的意思指某地区或某种类型的自然景色，也指人工创造的景色。如果撇开英中互译中的问题，风景美学在中国的汉代（公元前206年）就已经出现，比欧洲早了1200年
〔1〕

 ，中国书面文字“风景”最早出现在陶渊明（365—427年）诗歌《和郭主簿二首（其二）》中，“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这种对山水的偏好结合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寄情山水的意境，产生了“山水风景”的概念。

景观在古英语中的词源与风景或景色无关，而与土地、地区或区域有关。相对应的英文单词是Landscape，该词源于Land加上了词根-scape，使得一个具象的名词转为抽象的名词。

在16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尼德兰地区特别是其所属的荷兰地区出现了一大批风景画家，形成写实的风景画派。其后荷兰语Landschap
〔2〕

 演变成为区别于海景画和肖像画等画种的陆地自然风景画，并作为描述自然景色特别是田园景色的绘画术语引入英语，演变成现代英语的Landscape一词
〔3〕

 ，至此Landscape才逐渐具有了描述风景的含义，是指理想的大地景观。

在18世纪开始的十年，欧洲新园林的思想受到了蒲伯
〔4〕

 和艾迪生
〔5〕

 的影响。随着18世纪欧洲的城市化进程开始，欧洲以英国的肯特
〔6〕

 、布朗
〔7〕

 为代表，摆脱了法国、荷兰的规则式园林体系，受到了中国自然山水式园林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英国园林风格，并进而影响了整个欧洲园林面貌，促成了所谓“浪漫主义转向”
〔8〕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向标志着中国传统景观美学思想与世界景观思想的一次碰撞与融合。

在这次文化碰撞之后，实际上使得Landscape从客观自然的地景概念转换成主观、文化的风景概念的过程更加丰满和完善。然而这种风景理念在回传至中国前，在日本又被回溯至与主观文化无关的“景观”一词，作为对植物景
〔9〕

 的描述。三好学博士的这一翻译从德语的Landschaft而来，而德语的原意则是偏向地理学的客观自然的土地、地域等含义。其后在1916年前后，地理学者辻村太郎把景观概念导入地理学领域；1937年前后，社会学者奥井复太郎把景观概念导入都市社会学领域
〔10〕

 。

1930年在陈植先生（1899—1989年）的著作《观赏树木》的参考书目中列出三好学博士的《日文植物景观》，这是“景观”一词在国内首次出现
〔11〕

 。从此，Landscape在中国作为景观的概念及意义日渐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并一直与传统的风景理念产生交集。虽然追本溯源，Landscape翻译成地景更加贴切，然而“景观”已成为学界常用词汇。景观一词的含义从开始的语义，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境演绎，最终在汉语语境中涵盖或徘徊于客观的地景与主观的风景之间，并且更多地偏向后者。之后的林林总总，此处不再详述。

撇开主观与客观的争议，景观的基本概念可看做是认知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即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质对象的统一。景观来自于观景过程，景观在作为认知的客体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存在。现代哲学的主要发展就是排除了二元分立，强调心物结合，要求将两者之间的联系看做是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过程。而景观正是心物合一的产物，对人自身的研究和变化会影响景观的存在方式。当人和时间作为维度变化，而景观保持不变的时候，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心物之间相互依存，人和景观对象就是这样。从本体论看待景观中的人，是具有时间性的。所以，只有和人发生关系，才能构成整体的景观。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内容与方式。因此，景观是心物结合的产物，具有一元和合的结构特征。

1.1.2　城市景观实践

在东西方关于造园艺术的碰撞之后，Landscape作为带有文化内涵的景观概念渐渐跨洋过海传到美国，对城市建设开始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托马斯·杰佛逊在美国中部通过方格网进行大地测量，其网格形态（图1.1）日渐成为美国国土和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一方法在历史上也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土地控制手段，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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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美国1875年首次大地测量图

早期自然风景理念形成的景观追求对城市结构影响的开始是从奥姆斯特德（F. L. Olmsted）的城市景观实践开始的。作为美国风景园林师之父的奥姆斯特德大量阅读了“尤维达尔·普莱斯（Uvedale Price）、汉弗莱·雷普敦、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和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等英国作家的著作”
〔12〕

 。转而在1858年与英国建筑学家卡尔福特·沃克斯（Calvert Vaux）合作获得了纽约中央公园的竞赛大奖（图1.2）。其后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设计了林荫大道用于在城市中连接各种公园（图1.3），同时也可以供车辆驱使到郊区，他们设计了通向郊区的曲折大道。这一独特的设计取代了网络状的道路设计，在这之前，网络道路是新街道的标准设计模式”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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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中央公园竞赛图纸

[image: alt]


图1.3　城市马车道路

奥姆斯特德因其职业背景的复杂性和从事业务的多样性
〔14〕

 ，在被任命为景观营造师（Landscape Architect and Designer）之后，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Landscape Architecture（L. A.），作为其职业的名称。其中本义为“营造（艺术）”概念的Architecture一词，被日本人误译以及中国人继续错误使用为“建筑”
〔15〕

 ，今人望文生义，把L. A. 翻译为“风景建筑（景园建筑、景观建筑）”
〔16〕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工程院已经规定将L. A. 翻译为风景园林，本书将尽力遵从该规定，即谈及L. A. 时用风景园林，单纯谈及landscape时用景观。鉴于此，本书将Town Landscape和Urban Landscape翻译成城镇景观和城市景观。

尽管Landscape Architect准确的翻译应为“营造风景艺术家”，尽管奥姆斯特德在1866年写给布鲁克林公园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描述自己的职业是用艺术的形式去营造风景作品
〔17〕

 ，但由于奥姆斯特德所设计项目涉及城市公园、城市规划和道路交通规划、用地规划、居住区规划等多个与城市建设有关的范围，加上其职业身份，事实上已经使得传统的景观专业跨越了传统花园与风景的范畴，进入到对城市景观的实质性参与和控制之中。

由于早期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风景园林学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巨大的挑战。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就是其中的重要表征之一，其实质是以手工业为底蕴的城市审美模式的最后抗争。1898年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同样也可以看做是在面对现代化进程的同时，追求传统景观的社会化途径。其中有着明显的对传统美好园艺景观的向往。

风景园林作为古老的学科，正是在面对工业化大规模发展的趋势下，面对机械领域侵蚀传统城市空间时，不断地根据规模的变化而自我演变，直到城市的规划、城市设计学科的产生。

1900年，哈佛大学正式设置了L. A. 这门课程。1909年，佩瑞（James Sturgis Pray）在景观规划设计专业内开设了城市规划课程，成为哈佛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起源。1923年，城市规划专业正式独立。专业的传承与演变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城市的认知而发生的。

1.2　城市景观的研究背景

1.2.1　城市景观作为营造对象

1）城市物质空间营造

在风景园林学的实践范围扩展到与城市有关的公园、林荫大道、居住环境以及大地规划、区域规划的时候，城市中的非自然景观与自然景观开始受到共同关注。这些非自然景观也就是城市所特有的由建筑物、构筑物与市政基础设施形成的物质形态及其围合空间。

1938年，MARS（现代建筑研究，Modern Architectural Research）集团（图1.4）在伦敦新伯灵顿（New Burlington）美术馆组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建筑展，展览中三大主题“建筑、花园、景观”，表征了在建筑及其环境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对立
〔18〕

 。

[image: alt]


图1.4　现代建筑集团MARS—Modern Architectural Research Group, New Burlington Galleries, 1938

其后，戈登·卡伦（Gordon Cullen）致力于城镇景观（Townscape）的研究。从开始的伦敦系列广场、伦敦上流居住区和权贵的大庭园开始，到后来的树木、街道、咖啡馆中的生活场景，逐渐创造了Townscape一词。在卡伦完成他的著作《城镇景观》（Townscape，1961）之前，城镇景观（Townscape）已成为20世纪的重要运动之一。

城市景观（Urban Landscape）一词最早出现在1944年1月的期刊《建筑评论》（The Architectural Review），当时的标题是“外部空间的装饰和Sharawaggi
〔19〕

 ：塑造城市景观的艺术”（Exterior Furnishing or Sharawaggi: The Art of Making Urban Landscape）
〔20〕

 。其作者是沃尔夫（Ivor de Wolfe）。这里首先出现的是Urban Landscape，其中Urban的含义更多的是一种“城市范围”的概念。五年以后，Townscape正式出现，题为“城镇景观案例（图1.5）”，作者是沃尔夫和卡伦
〔21〕

 。其后，沃尔夫又完成了《意大利城镇景观》（Italian Townscape，1963）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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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城镇景观案例

对城市建成环境的关注使得欧洲理事会分别倡议1970年和1975年作为欧洲保护年和欧洲建筑传承年。到了1981年的时候，在英国巴斯（Bath）成立了城市景观协会（City Landscape Conference）
〔22〕

 ，标志着城市景观的保护与研究已经形成了正规的组织。这是对欧洲理事会的欧洲城市复兴运动的重要贡献，该运动由公民信托社、风景园林学会、皇家市镇规划学会和工业艺术家及设计师的社团联合组织。

从Townscape一路发展下来，已经明确将城市中的各种物质空间对象看做一个整体来研究。如同赫克特（Brian Hackett, University of Newcastle）教授所认为的那样，城市景观不仅包括城市中的树木、草地和地形变化，建筑与道路铺装也成为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
〔23〕

 。

以上可以看出，城市景观的演变并不能仅靠某个专业方向来诠释。不过城市景观的研究依然呈现出带有不同专业的明显倾向，倾向以自然风景、城市公园绿地为主体的城市景观研究反映了风景园林学的传统特色，而带有建筑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特色的城市景观研究，逐渐发展为具有各自不同尺度的城市设计方向。

2）物质空间的审美延伸

景观概念的本质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也是寻找人与场所之间的和谐关系的艺术。景观设计是在艺术的理想观念中发展，这一理念源自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思想理论的诠释
〔24〕

 。从景观衍生出来的城市景观从一开始就带有审美倾向与艺术追求，这也是其从风景艺术原意中带来的文化景观气息使然。

早在1793年，法国巴黎的议会就任命了一些艺术家来准备所谓的艺术家规划。目的是发展合适的土地，用辐射状道路建筑的连接来展示被认为尤其重要的建筑艺术
〔25〕

 。

1893年的城市美化运动，得益于设计师们在工艺美术学校（1819年建立）所受到的训练。工艺美术思想的源流，实际上是以手工业为底蕴的城市审美模式。从西特（Camillo Sitte）的《艺术原则下的城市规划建设》（Der Stadtbau nach einen Kuenstlichen Grundsatzen，1889年），到卡伦（Gordon Cullen）的《城镇景观》（Townscape，1961年），都是手工业根源思想的表露。

卡伦的核心思想则是依靠人的知觉经验，去理解城市景观要素之间关系的艺术性。“我们从一个移动的人（行人或车辆）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城镇，我们很容易看到整个城市是如何成为一个造型的经验，一个有着压力与真空的旅程，一个暴露与围合、拘谨与轻松的连续性。”
〔26〕

 景观设计师盖瑞特·埃克博在他的著作《生活景观》（Landscape for Living）中甚至认为艺术与规划是等同的，只不过它们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手段而已
〔27〕

 。

1954年，美国确定城市景观的法律地位，1982年通过“百分比艺术法令”；英国1967年有了城市宜人法案；法国建筑法中对于城市景观也有相关规定，认为是属于公众利益的所在，并于1993年颁布《景观法》；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城市景观的整治作为政府课题，2004年颁布《日本景观法》
〔28〕

 。

然而城市发展日益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早期形成的城市形态特征，城市景观的研究也日益呈现多学科交叉的趋势，从风景园林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带来的全方位的关注与研究表明，城市景观设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与理性的成分，虽然不同的学科研究的手段、尺度、方法都不相同。

将大多数城市研究方面的学科成果集中，进而形成的影响深远的学科就是城市设计。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在1956年召开首届城市设计会议被认为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学科的开始
〔29〕

 。会议的主题就是寻求学科间的拓展和联合，不过现代城市设计包含的理性观念追求的是设计过程的逻辑性、设计成果的合理性，审美需求与传统城市景观的要求已经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3）物质空间中的自然因素

城市物质空间中的自然因素，一直都是风景园林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包括地质地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奥姆斯特德在1858年提出来的Landscape Architecture（L. A.）演变到现在，其专业的核心是城市环境的绿色生物系统工程和园林艺术。

由汪菊渊先生在1951年创立的我国园林学，在2011年3月正式定名为风景园林学，与国外L. A. 专业接轨。这一学科是以“生物、生态”为主，并与其他非生物学科（例如土木、建筑、城市规划、哲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等）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城市景观的研究范围包含有不同尺度与规模的地形地貌设计、种植设计，以及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植物、硬质铺装、小品，等等。

奥姆斯特德的纽约公园与布罗斯派克公园的建设引发了美国城市公园运动，公园和大量连接公园的林荫道被认为可以提升城市的形象，形成有特色的城市景观。由此形成了城市园林绿地系统整体规划的雏形，并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的专业领域。这是从结构体系上对城市景观的影响。早期的规划师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曾经认为城市的最基本结构是受到园林绿地和文化设施设计的影响而形成的，而工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则是次重要的
〔30〕

 。这一观点明显地带有风景园林学的影响痕迹，也是学术边界扩展中的必然。

1990年由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 Waldheim）提出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是近20年来针对城市景观研究的重要理论，再次从结构体系上对城市景观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理论是以景观概念为核心，认为景观已经取代建筑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景观具有了一种新发现的适用性，它能够提供一种丰富多彩的媒介来塑造城市的形态，尤其是在具备复杂的自然环境、后工业场地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等背景之下”。
〔31〕

 研究对象包括城市的景观生态、基础设施和建筑、构筑物等，以开放、流动、变化为主要特征，强调的是城市景观单元的生态性、开放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活力与生机。

1.2.2　城市景观作为研究对象

对城市景观的研究一直存在两种研究倾向，一种是将“城市景观”作为在传统景观的基础上融入建筑等元素形成的整体研究，目的是城市整体营造，这一脉络来自传统学科的拓展，属于土木大学科范畴。另一种是将“城市景观”作为城市整体的外延拓展，重点是将整个城市作为一个景观对象或景观斑块来研究，这一脉络来自地理学，这也是Landscape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本源含义。

地理学中的景观概念的形成滞后风景园林学领域的景观概念。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之一、德国的洪堡将德语的Landschaft作为一个科学的术语引用到地理学中来，并将其定义为“某个地球区域内的总体特征”，形成了此词的“自然地域综合体”的含义
〔32〕

 。这是地理学上的景观概念的起源。

地理学中的景观概念被公认地定义为“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和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含义”。
〔33〕

 当以此景观的概念研究城市这一特殊的人文现象时，城市景观的概念由此而生。

城市景观概念衍生出来三个关于城市景观的词汇，“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城市景观”（Urban Landscape）、“城市风貌”（Cityscape）。

城市形态学是城市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科广泛关注的对象。形态一词源于希腊语Morphe（形）和Loqos（逻辑、学理），用形态的方法分析城市的社会与物质环境被称为城市形态学。欧洲城市形态学由施吕特尔（O. Schlüter）、索尔（C. O. Sauer）和康泽恩（M. R. G. Conzen）奠定基础。一般认为欧洲传统城市形态的研究起源于施吕特尔的工作，他设定了文化景观形态（Kulturlandschaft）作为自然地理学中的人文地理学分支
〔34〕

 。

萌芽于19世纪初的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逐渐吸引了地理学、历史学、城市历史、考古学、建筑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生态学、环境行为学等诸多学科。城市形态基本研究对象是建筑物及与它们相关的开放空间、地块和街道。城市形态学的研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城市具体物质空间形态的描述性研究、城市形态形成过程的研究、城市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的关联研究
〔35〕

 。

城市形态在英文文献中以Urban Morphology，Urban Form或Urban Landscape表达
〔36〕

 。起源于欧洲的传统城市形态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持久性的城市景观
〔37〕

 。因此，在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城市景观与城市形态同属一个研究范畴，或者是代名词
〔38〕

 。

Whitehand J W R的The Making of the Urban Landscape（1993）和Urban landscap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1997）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第一本详述了城市景观的历史动态，看到了城市景观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城市景观很少被系统研究和充分理解。第二本是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合集，偏重城市中的物质形态研究。

1995年，城市学家维克多·格鲁恩（Victor Gruen）合成了Cityscape一词，用来和Landscape区分
〔39〕

 。其范围指的是由建筑、铺地和市政基础设施所构成的建成环境。如今，Cityscape在中文语境中对应的是城市风貌。“城市风貌”的概念与早期地理学意义上的景观概念一致，即城市的风景概貌，主要偏重物理特征，如风景、地形、地貌等
〔40〕

 。城市风貌学是关于城市风貌的历史与逻辑、功效与价值、规划与管理的知识网、价值链和审美准则之总合，英语可表述为Cityscapology
〔41〕

 。

从Townscape到Urban Landscape，与从Landschaft，Morphology到Urban Landscape，体现的是不同专业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尺度、不同的角度对城市景观的研究。

从Townscape而来的是从传统风景园林学的角度往城市化方向的延伸，其核心仍然是以自然风景为基础，带有很强的审美意向。传统风景园林学是从建筑学领域的学科发展而来，重点研究的是如何根据其发展规律去塑造城市景观。

而从Landschaft, Morphology而来的城市景观研究，是从土地的基本特征而来，带有很强的技术成分。由于Landscape词源演化复杂，在1939年的时候地理学家哈特向就在《地理学的本质》一书中提议，将Landscape从地理词汇中去除
〔42〕

 。地理学中对城市景观的研究，重点在于城市景观作为一个景观单元的本身演化发展的规律，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并且被认为与城市设计是同构关系，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43〕

 。

1.3　城市景观的技术脉络

1.3.1　朴素的地域主义阶段——19世纪之前

“地域”一词通常指某特定地理范围内人文与自然要素形成的综合体。其后加上“主义”，就带来了对某类事物认知的倾向性及价值取向的确定性。地域主义的思想源泉来自于对特定地域的地理特征及文化特征的传承，地形地貌、植被、建材及其营造技术在其中构成了独特的基础，而由此诞生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文化传承，而对待这种传承的立场和方法却是引起学术论战的焦点。

最初的地域概念来自地理学中的含义，进而形成了风景园林学中的概念。对地表形态的态度和策略体现了最初对待地域的思考。

15世纪的意大利，曾经形成了别墅园和绣毯式的植坛风格，前者代表了对自然地形地貌的合理组织，园林本身被视作府邸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过渡，而后者则是人文烙印对自然的套叠，是对绿色自然的雕刻。地域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组合中诞生了自身特定的价值取向，从而构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域景观特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Villad' Este（图1.6）和Casino Pio等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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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埃斯特庄园

在17世纪以前，英国园林主要模仿意大利的别墅园，并盛行于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但很快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查理二世的外交官W. 坦普尔认为完全不规则的中国园林可能比其他形式的园林更美
〔44〕

 ，“中国广阔得如同整个欧洲大陆……我们这里建筑物和园林的美主要是建立在均衡的比例、对称和一致性上；我们的人行道和树木被布置得彼此左右相互呼应，而上下完全是等距的……中国人伟大的想象力体现在对景观巧妙的塑造上：美，应该精巧绝妙地冲击双眼，而并非被各种不恰当的教条所束缚，平淡无奇地放在该放置的地方。”
〔45〕



随着18世纪欧洲城市化进程开始，欧洲以英国的肯特、布朗为代表，摆脱了法国、荷兰的规则式园林体系，形成了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英国园林风格，进而影响并改变了欧洲园林面貌。这具有地域主义特色的景观思想被称为“如画派”的地域主义——风景地域主义逐渐成形。核心实质已经从人文形态回归到对地域形态的关注，如蒲伯
〔46〕

 所说，首先关注的不是僵硬的“美的原则”，而是地域独一无二的特征：土地的形态和植被的分布特征
〔47〕

 。

1793年，法国巴黎的议会采用艺术家作出的艺术家规划，用辐射状道路连接来展示重要的建筑艺术，这是早期自然风景理念形成的景观追求对城市结构影响的开始。19世纪初由欧斯曼男爵（Baron von Haussmann）主持设计的巴黎城市结构（1853—1871年间），以塞纳河为脊柱，以围绕凯旋门形成星形广场为轴线核心，加上巴黎圣母院和圣心教堂，以及后期的埃菲尔铁塔（1889年建成）等共同构筑了清晰的巴黎城市结构，这样壮观的结构体系使得现在的巴黎依然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图1.7）。始于1790年的法国建筑家朗方（Le Enfant）的华盛顿规划，采用了类似巴黎的放射状轴线和道路系统，形成了许多美丽的街道景观（图1.8）。只不过这样的规划，被美国人称为最不具有居住功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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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巴黎中心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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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a　1861年的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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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b　2007年华盛顿鸟瞰

18世纪80年代，托马斯·杰佛逊基于民主主义思想，采用通过方格网进行大地测量构建城市网格的方式，形成了美国中部城市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美国东北部开始向英国学习景观设计
〔48〕

 。1858年奥姆斯特德与英国建筑学家卡尔福特·沃克斯（Calvert Vaux）合作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图1.9a，b），带来了英国自然式园林的营造方法：自然的湖面、起伏的草地、成片的林木。这是自然风景理念进入城市领域的标志。其后他们依然采用了林荫大道的方式，连接对象变成了城市公园，而不是早期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建筑，自然景观从形态到意象都进入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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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a　1870年纽约中央公园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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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b　纽约中央公园设计图

景观、建筑、城市就这样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早期的城市受到景观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洛吉耶（Laugier）主张将城市简化为一种自然现象，试图通过将“如画”美学的形式元素扩展到城市结构中，超越固有的城市组织观念
〔49〕

 。他认为：“只要会设计公园就会毫无困难地根据给定的范围和条件描绘城市的建筑规划。一定会有广场、交叉路口和街道；一定会有规则和随意、关联和对立以及偶然因素出现改变着场景；伟大的秩序中有细部秩序以及整体的混乱和喧嚣。”
〔50〕



西特（Camillo Sitte）在《艺术原则下的城市规划建设》中，也阐述了对城市艺术性的不同看法。西特钟情于中世纪的城市空间，就像风景理论家试图从对风景画的分析中抽象出景观设计的原则一样，西特也试图从对历史的范例，特别是意大利中世纪城市中抽象出设计广场和街道的艺术原则
〔51〕

 。不过更客观地说，西特不仅是对中世纪不规整空间的浪漫鉴赏家，西特给我们真正的信息是外部空间必须经过设计，绝非剩下来如何便如何
〔52〕

 。

一般而言，学术研究总是滞后于城市建设的发展速度。即使到了现代风景园林学的发展阶段，在美国依然保持了最朴素的地域主义追求。美国“草原风景园林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延斯·延森，形成了所谓“纯粹地域主义”的标签，他认为某个地区的景观独特性反映在当地生物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偶然综合性上
〔53〕

 。他是现代景观语境中的保守派代表。

1.3.2　机械的高速发展阶段——19至20世纪

19世纪是人类文明高速发展的阶段，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是以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和机器作业代替手工劳动为标志的，奠定了近代机械化大生产的基础。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力科技为标志的近代科技史上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确立了大工业文明在世界的统治地位。这一时期有大量的发明，包括电梯、广告、公用蒸汽火车、天然岩沥青路面、汽车、水泥混凝土路面、商业电力供应、公共卫生和过滤水的供应系统、地铁等，促使了整个社会技术体系发生变革，使得各种专业技术在更大范围内紧密结合，加上城市产业工人数量大幅度增加，旧的城市生活方式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变，从而造就了现代城市发展的基础。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中叶以来，生活方式开始作为科学概念出现在学术著作中
〔54〕

 。

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对自然环境的威胁，基于对城市中自然环境的控制，1840年林内为柏林规划了一个全新的公共公园系统；基于约翰·缪赫（John Muir）和奥姆斯特德等人的想法产生了景观保护主义，也因此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诞生了第一个国家公园；基于对土地的控制，查尔斯·艾略特完成了波士顿都市区公共开放空间框架工程，奥姆斯特德则完成了公园系统规划，即著名的“波士顿翡翠项链”。

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城市呼唤新的城市建设艺术观，景观塑造的思想扩大到城市的建设方面，1893年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带来了城市美化运动，本意是在1893年通过举办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向世人展示芝加哥不仅是美国的商业中心（图1.10a，b），而且还是文化之都，却无意中使得人们对早期现代城市建设艺术进行了一次探索，被认为是健康、功能和艺术的概念结合的产物。这不仅体现在为了满足参观人群大规模聚集需要而产生的大规模建筑群体组合，而且体现在宽大的林荫道不仅具有艺术的魅力，并且使得交通便利，还可以让紧邻的建筑物获得更多的阳光和空气
〔55〕

 。当时以“光的城市”为主题宣传城市的建筑，不但用白炽灯提供了人行道的照明，而且第一次用电来作为展廊的照明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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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a　1893年哥伦比亚国际博览会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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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b　1893年哥伦比亚国际博览会中心水面

而被普遍地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开端的田园城市的思想，则是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受到奥姆斯特德在芝加哥工作时期为伊利诺伊州河岸镇设计的一个作品的影响和启发下产生
〔57〕

 ，在1898年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一书中正式推出。虽然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霍华德关注的更多的是社会问题，提出的是一种合理平衡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概念，但以中心花园为核心的环状的空间结构框架，却清晰地表达出一种功能分区的观念，和对城市景观的初步构想。

景观是感性的，而建筑始终是理性的。18世纪晚期出现了浪漫地域主义建筑，那时候融入了情感的建筑带有政治自由的表征，这是景观的思维在建筑领域的积淀，摆脱了传统建筑美学标准，替代以观察者的观念与情感，正如歌德所言：观察者要加以甄别地感知建筑的品质与独特之处，观察者开始与建筑之间有了亲密而微妙的关系
〔58〕

 。19世纪，浪漫地域主义被引入民俗学的研究，虽然将地方特色寄托在历史元素上过于盲目，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促进。

1.3.3　理性的哲学体系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

1900年，哈佛大学正式设置了Landscape Architecture这门课程，拉开了景观对于20世纪影响的序幕。而1909年，佩瑞（James Sturgis Pray）在景观规划设计专业内开设了城市规划课程，体现了规划与景观专业的特别意义。

20世纪上半叶是哲学成果丰硕的年代，3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建了现代系统论，40年代又产生了控制论和信息论，标志着注重整体的系统思维的研究方法逐渐取代了原子主义的研究方法。60年代又产生了自组织理论，逐渐影响了对景观、自然生态的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结构主义几乎成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形态的基本概念之一。结构主义的核心在于整体设计的概念，“环境的形式是整体的统一和局部的变化；房屋是局部，环境是整体。”
〔59〕

 建筑与建筑、建筑与环境形成的这种整体联系，并上升到“整体设计”（Holistic Design）的概念，又被称为“整体主义”（Holism）
〔60〕

 。

20世纪初期的城市建设要解决大量人口的居住、工作、交通、生活等具体问题，面临巨大的压力，使得对技术的思考和依赖远远大于对城市美好形象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景观规划的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认识到景观是一个由许多重复要素相联系而构成的系统
〔61〕

 。

1931年，柯布西耶将他的规划构想“阳光城市”称作是垂直的田园城市，这个想法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伯纳姆的城市美化运动一起，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三个思想来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背后都有着风景园林学的痕迹，无论是起源还是实质。也因此，雅各布斯认为，这三种来源彼此联系，“全部的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牺牲品”
〔62〕

 。

1938年，MARS集团主持的主题为“建筑、花园、景观”（Architecture，Garden，Landscape）的现代建筑展将整体的城市环境联系起来。1940年，埃克博从风景园林学的角度总结现代景观原则，也特别强调建筑与景观的整体化，而不是“先建筑后园林”
〔63〕

 。

上述所有的动向实质上揭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景观与建筑融合，构成了城市整体的全新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表象的罗列，而是从景观的角度将城市的种种要素组成一个整体。于是，城市景观应“景”而生。

整体化的组合另一个角度就是强调功能的契合，1928年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肯定了功能化的发展趋势，“城市化可以完全不再受到无端的美学束缚，它本质上是功能性的”
〔64〕

 。在以功能城市为主题的《雅典宪章》之后，功能性的城市建设成为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1929—1933年）的灵丹妙药，从此，城市的地域特征逐渐消失，城市的全球化开始蔓延。建筑代表生产、景观代表休闲的观点，使得景观逐渐失去了对城市发展的主导地位。

1.3.4　生活的全面反思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伯吉斯（Ernst W. Burgess）提出了城市活力的问题，其后芒福德提出“社会戏剧”（Social Drama）的概念，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提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的见解。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沃斯（Louis Wirth）更强调充满意义和逻辑的社会学定义的城市生活，超越了城市的物理结构以及文化习俗的特征
〔65〕

 。

其中，芒福德
〔66〕

 的思想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所有的要素——艺术、政策、商业都是为了这个“社会戏剧”服务
〔67〕

 。他看到的是人类的文化和素质的提高与人的城市体验密切相关，而城市的物质形态和经济活动的作用，对于自然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的精神价值方面的重要性是处于第二位的。在这里，芒福德关注的是城市中的人的活动，而不仅是城市的功能运作。早期的工业城市的建设思想在这里向人类的生活实质开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从伯吉斯、芒福德到沃斯，人们的眼光真正开始超越了古典主义的视觉秩序，也超越了现代社会之初的非人尺度的工业技术，真正开始关注人的生活。

在这之后的二战岁月里，城市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基本停滞。直到1947年，古德曼兄弟俩（Paul Goodman和Percival Goodman）出版了《生活圈的意义与生活的方式》（Communitas: Means of Livelihood and Ways of Life）一书，继续了战前关注社会生活的思想。他们把大都市看做是个大的百货商店，关注了很多城市生活细节对城市规划建设的影响，关注了人的生活行为方式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性。

之后，20世纪50年代成为全面反思的阶段，针对的目标就是全面功能化的城市建设，城市逐渐丧失了特色和文化气息，缺少了对地域生活方式的应对。

第一次关于地方建筑对于地方文化价值意义的讨论，也许是美国景观建筑师杰克森（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在1952年对一个小城镇奥普提莫（Optimo）的研究。在书中他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一种完美的生活：“这些人以各种原因来到奥普提莫中心，交际、新闻、花钱和赚钱；放松、娱乐、访友、交易；而且几乎所有的交易都发生在这广场上……在广场周围，最古老的但最有效的服务设施建立起来……特别是对于周围地区。楼上是律师事务所、医院、牙医诊所、保险公司、公共速记公司、农庄管理局。楼下是银行、药店、报社，当然还有商店和咖啡。”
〔68〕

 这是对人、建筑、城市空间的整体描述，不同于以往的古典时期的视觉秩序的组织，开始了对平民化生活内容的关注。

景观是休闲的，景观也是充满生活气息与文化气息的。来自风景园林学的反思表现在很多方面，埃克博写出《生活景观》（Landscape for Living，1950），强调艺术与规划的等同性；杰克逊（J. B. Jackson）在同一年创办《景观》杂志，希望唤醒对景观的重视与保护，并且对早期现代建筑做了点评：“这种自欺欺人式的与世隔绝，无论从建筑环境还是自然环境上看，是典型的包豪斯对于环境的态度。”
〔69〕



1952年，吉伯德透彻地看到了社会学意义下的景观概念外延，从心理学上定义了“精神通道”的概念，认为城市的视觉形象，对人的精神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运用现代技术解决城市的功能问题的同时，城市的形象应与美结合起来。这种美是整体性的，而不是某个建筑或某个广场、公园。吉伯德以视觉美感为主线，讨论了人和城市空间的交流，使得艺术的眼光并没有脱离城市的技术层面。

法律上对生活化的景观的肯定，首先来自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4年确定了城市美观作为公共福利的法律地位，并于1982年通过“百分比艺术法令”，规定市政府各项公共工程计划案必须有相当于百分之一经费预算的费用作为艺术设计的资金，并通过艺术家的干涉来保证公众利益
〔70〕

 。英国1967年有了城市宜人法案（Civic Amenities Act）。

风景园林学的强势，使得景观与建筑及城市的对话重新处于平衡状态。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在1956年召开的首届城市设计会议上，开场白就是“……并试图在城市设计领域找到建筑师、风景园林师和城市规划者之间合作的基础”
〔71〕

 。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于城市建设的法规之外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出现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不要再孤立地看待城市的建设，必须本着研究的态度，而不是纯功能性的行政手段。

而景观设计也在其后被重新定义，单纯的形式化倾向变得模糊，更倾向将景观设计当做是建筑物之间的绿色缓冲的态度，这样也就更类似于建筑之间的连贯关系以及解决建筑内部复杂问题的催化剂
〔72〕

 。

景观不仅是建筑之间的媒介，也成为生活之间的媒介。戈登·卡伦认为：“在未来的50年间建筑领域的什么能够让人记住？最可能的是建设新城镇的推动力，让我们重新发现了景观的艺术，而这一景观——城镇景观的出现是伴随着城市化而具有特征的。”
〔73〕

 作为英国的城市市容顾问的卡伦在书中，以艺术家的眼光，从视觉、心理以及内涵等方面关注了城市景观的细节及组成，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视觉秩序对城市景观的重要性，和古典主义静态的视觉秩序相比，卡伦更强调视觉的整体连续性，是动态的感受。

1.3.5　理论研究的多元化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20世纪60年代，各学科继续在整体的框架下，研究城市问题。自从十人小组用结构主义替代功能主义之后，欧洲不仅产生了对现代主义美学的强烈批判，而且一些充满希望的建筑表达形式产生了。其中最近产生的理性主义者的代表是意大利的罗西、西班牙的波菲尔（Ricardo Bofill）和卢森堡的克里尔兄弟
〔74〕

 。与罗西和克里尔的原型概念相比较，十人小组的原型概念将物质形态与社会学中的人的行为结合起来，并把城市形态作为整体来看，显得更有意义。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主流理论中，也许最重要的是结构主义的出现并融合城市规划和城市形态的基本概念
〔75〕

 。

除了建筑、规划上的研究成果外，还有直接针对城市景观研究的著作。德裔英国城市地理学家M. R. G. Conzen在1960年发表的划时代专论《诺森伯兰郡阿尼克镇：城镇平面分析研究》（Alnwick, Northumberland: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成为城市形态学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在其中，引进了术语“城市景观”作为研究对象——城市空间的三维形态。与此同时，戈登·卡伦直接把城镇景观作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完成他的著作《城镇景观》（Townscape，1961），随后，沃尔夫完成了“意大利城镇景观”（Italian Townscape，1963）一文。

20世纪60年代的风景园林学界，对形式问题（古典还是现代形式）的普遍关注和对美学的质疑令景观设计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逆流。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们重新定义景观设计，把景观设计当做是建筑物之间的绿色缓冲的态度，这样也就更类似于建筑之间的连贯关系以及解决建筑内部复杂问题的催化剂。这是通过整体研究的模式将景观从形式的争议中解脱出来。

社会学方面，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为高速发展的美国大城市带来了批判性的视角。她努力诠释了完美的功能与美好的形式并不能带来真实的生活。她以波士顿一个称为North End的街区的分析为例
〔76〕

 ，论述了这样一个被正统理论公认为是波士顿最糟糕的贫民区和被城市认为是耻辱的、一个很小的靠近工业区的居住区，实际上却是一个具有轻松、友好、健康的气氛和感染力的街区。她强调传统文化，强调功能的多元综合，强调作为真实存在的市民生活，她让专家们认识到城市建设不但要关注市民的生活方式，还要关注市民的思维方式。

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设计》（Design）上发表了《城市并非树形》的文章，阐述了城市建设的复杂性。他认为城市的结构是多元的复杂结构，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功能分区的办法去规划城市。例如，一个音乐厅和歌剧院是没必要放在一起的，虽然它们的功能很接近。在维也纳、伦敦、巴黎等城市中，音乐厅和歌剧院都形成了各自的氛围，在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位置，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77〕

 。在这里，他实际提出了一个结构单元的概念，城市的结构单元并不是以功能来形成的，其中潜伏着整体结构体系。他的许多例子都是很好的说明，如早期工业的前店后院、人车分流对购物以及出租车的影响，还有关于CIAM的娱乐区独立的理论的讨论，等等。理论上的功能一元化和实际生活的多元化有着巨大的差异。

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之后，各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历史环境保护法。1967年，英国《城市宜人环境法》（Civic Amenities Act）的出台，在完善历史建筑保护制度的同时，开始对风貌特征突出的地区通过划定保护区实施整体保护。这种既保护建筑也保护环境的整体保护思想，实际与亚历山大的结构思想互相印证。

1.3.6　绿色的生态演变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

工业的发展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个是功能主义造成的地域特征的缺失，一个是高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功能主义最大的缺失就是地域性生活方式，人因为文化背景而不同，城市因为地域文化而具有特征。

区域规划和景观建筑的教授麦克哈格（Ian McHarg）通过《设计结合自然》（1969年）一书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生态概念。他将生态保护技术细节同基本的设计原则结合了起来，给了后人以很大的启迪。同时他始终认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学科知识不在建筑学教程之内是一个错误
〔78〕

 。

环境的恶化不断加剧，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列里创造了“生态建筑”概念的同时，也创建了生态建筑的乌托邦——阿科桑蒂。

1972年罗马俱乐部麦道斯（D. L. Meadows）的《增长的极限》，从全球和长远的角度，把经济、技术、社会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以系统动力学的理论方法，建立了一个世界模型，通过定量分析指出：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资源耗尽和环境污染的指数增长，最终将导致全世界陷入物尽财绝的困境。这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其意义不仅在于社会学经济与环境保护上的意义，更在于让风景园林学重新找到了契机，如果像三个世纪前那样，有可能重新主导城市的发展。

在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的纠结中，在经历了现代建筑的死亡后
〔79〕

 ，罗西和克里尔兄弟在建筑与城市两方面去寻找原型，此时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柯林·罗（Colin Rowe）和拉波波特对人文生态的关注，以及1977年开始关注社会与人性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性的马丘比丘宪章的出现，提示着历史的进程已经进入了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文明和野性共存，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同置。

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委员会（MAB）在苏兹达利召开了生态规划学术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城市规划中的生态观点，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

1986年，戈顿·H. 奥利安曾经通过对人类选择居住环境的行为模式研究了空间对我们一切生理需要的满足能力的理论，探索了关于景观感受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对象价值的功能性判断是：“完整性、清晰性和准确性”，而且“对居住环境的选择可以被视为联系人类行为与景观体验的基本行为类型”
〔80〕

 。环境对象的特征是衡量与取舍的关键，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下意识的审美反映。

1999年6月，国际建协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十次大会，制定了《北京宪章》。会议肯定了大规模的技术和艺术革新造就的丰富的建筑设计作品对城市景观的巨大改变。同时，面对21世纪的来临，《北京宪章》重新定义了建筑学：“广义建筑学，就其学科内涵来说，是通过城市设计的核心作用，从观念上和理论基础上把建筑、景观和城市规划学科的精髓整合为一体。”广义建筑学的扩展，实际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将城市建设的诸多学科统一起来。如果说，马丘比丘宪章是将功能分区的概念统一在一个持续的环境的整体概念中的话，那么《北京宪章》是将诸多的设计方法和理念统一在以城市设计为核心的整体设计理念中。

《北京宪章》强调一个整体环境，讲求整体思维。设计思想、价值观、哲学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这种对整体的认知是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之上的，“全球化与多元化共生”是《北京宪章》的一个核心命题，体现了设计观念的整体与有机。

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追求、对低碳节能的追求，带来了建筑设计的不断探索，景观与建筑甚至城市结合的尺度不断扩大，以至于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发现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对话突破了传统的建筑与景观的定义，开始允许建筑像景观、景观像建筑的现象发生，以至于逼迫我们去思考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建筑，什么是景观？这些新的混血儿加上现存的全部材料元素，使得我们可以构筑未来城市主义。对于城市而言，景观是文化、社会和政策的原动力，而不仅是形式上和美学上的角色
〔81〕

 。

莫斯塔法维看到了景观的暂时性特征。景观的暂时性特征使得景观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而这个未完成状态可以看做是城市紧密的分区界限的解药。

首先由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提出的景观都市主义，描绘了一个正在进行的重新排列的原则，在其中景观替代建筑成为现代都市主义中的基本建造单元。这意味景观跨越了很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象征，而且也成为现代都市的构成媒介
〔82〕

 。

景观是一个媒介，独一无二的可以对时间变化、转换、适应和连续作出反应……景观作为当代城市化进程的类似表征，作为对无边界开放、不定的、当代城市条件的变化需求的独特的适应媒介
〔83〕

 。

最终，无论未来如何发展，景观代表的文化、生活、健康、活力等积极的一面，终将在城市建设中日益显要。正如约翰·西蒙茨所说：“我们可以说景观建筑师的终身目标就是帮助人类，使人、建筑、社区、城市——以及他们的生活——共同所生活的地球和谐相处。”
〔84〕



1.4　城市景观的意象组构

1.4.1　城市景观的空间语言

城市景观环境带来的空间体验，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根据吉布森的知觉系统研究成果，我们是通过视觉系统、声学系统、嗅觉和味觉系统、基本的定向系统，以及触觉系统来感知环境的。从三大学科的架构角度来说，城市规划主要影响了基本定向系统，建筑学科触及了视觉与触觉系统，风景园林学则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知觉系统。

从三大学科建立的体验要素看，城市规划控制了城市空间的整体架构与空间之间的连续性，建筑学界定了城市空间的界面以及内外空间之间的连续性，风景园林学主导了城市空间的填充物，构建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空间介质，以及在空间介质引导下的连续性。这三个层面的连续性，构建了城市景观的整体感知。

城市景观呈现出来的整体性，以空间介质与空间界面构成基本形态。道路交通、绿色廊道、水系等构成了景观空间的流动与聚集的方式，特定的具体位置成为体系构成的基础与结构层级雏形。因此，城市景观表征着一个城市在结构体系下的空间语言，人对城市景观的体验，就是一个用全方位的知觉系统去识读空间信息的多维度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中具体的空间是一个可以展开的媒介，构成了一个充满信息的场所。

建构景观空间，首先需要从景观实践的角度出发，结合人在日常行为下的活动规律来界定与评价城市景观。城市景观实践通常以公园绿地、开放空间、林荫大道等形式，以生态因子成为城市中绿色环境的代名词。如今，城市中景观的角色在不断提升，在规划层面，最优化的功能规划在不断地与人文生态及自然生态过程融合；在建筑学层面，绿色建筑理念通过建筑景观化实现了由里及外的形象与内涵的整体转换；在风景园林学层面，种植美学向自然选择的生态方向过渡，生活行为转换为行为的表述，从而使得公共空间景观化的过程渗透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因此，“景观取代了建筑，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景观在一种更大的文化想象中的再现，部分归因于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和全球生态意识的觉醒以及旅游的持续增长和保留区域独特个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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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角色提升的根本在于其基于公共开放空间的人本主义和绿色生态构成，一个代表着基于日常生活的活力因子，一个代表着健康环保的绿色未来。而建筑等物质形态构成了空间界面的实体形态，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个完整的城市景观应当包含三个部分：特定场所下的活动模式、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物质形态、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

1）特定场所下的活动模式

海德格尔认为场所和地点是城市空间的根本，人们经历的日常空间是由场所和地点决定的。空间通过场所获得具体性，从而具有存在的立足点。因此，场所和地点具有存在和本体论上的重要性。空间不可抽象存在。特定场所下的活动内容与人的行为模式，对于场所而言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意义，是沟通景观实践理论与方法的根本。

2）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物质形态

空间与场所的不可分割性，使得具有具体地点的场所、附带构成的空间界面以及其中的空间介质等，共同构成了城市景观的整体。

建筑物、构筑物与自然的物质形态（如山水、自然植物等）作为空间的界面而存在。其中，建筑构建了各种内外空间，界定了空间的形态，也赋予了空间性格。城市空间提供了相对恒定，而周边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物质形态的更新却需要给人以逐渐熟悉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城市景观的演替过程。

空间介质以人为主体，以人的活动为基础，以人的感知范围为界定。因此，在规划体系塑造的定向系统下，特定的感知体验会决定特定的建筑物、构筑物与自然的物质形态（如山水、自然植物等）在界面与介质之间的转换。比如，巴黎星形广场中的凯旋门（图1.11）既是空间界面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空间介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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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巴黎星形广场

3）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

城市是由人的不同层次的需求演化而来，城市景观的不同类型与不同时代沉淀下来的生活方式及其演变有关。培根（Edmund N. Bacon）曾经用了帕佐（Andrea Pozzo）的一幅版画形象地表述了人和物质形态之间的关系
〔86〕

 ，如图1.12所示，其中人对观察对象的理解领悟能力受到了哲学、宗教以及自身知识结构的影响，而这种能力直接影响到对观察对象的分析与概念的建立。这种现象就是哲学解释学中的理解的前结构现象，即指在理解和解释之前预有的文化习惯，观念和概念系统，针对对象预有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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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观察与现实

Whitehand曾这样描述：“城市景观是对一个特定地方所发生的一连串繁荣、萧条与个性举措的一种累积的记录，景观是不完整的。”
〔87〕

 这种累积就是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尽管整体的景观形态及其意义都具有不完整性，但这种不完整性正是所谓的理解的前结构的特性，前结构与后结构的衔接的表象特征，就是城市景观的持续发展状态。

1.4.2　城市景观的意象组构

组构最初是B. 桑德尔在1902年作为专业术语引入地质学中，用于描述岩石中几何性和物理性组构要素的内部几何组态。1996年，空间句法的创始人Bill Hillier引入城市研究领域，意为一组存在于事物间的关系，而其中所有的事物又依赖于某种整体性的结构。

意象组构，指的是从体验认知及研究建构的双重角度去审视城市景观对象的方法，通过组构观念整体性地看待景观要素，并以特定的技术手段整合以利于空间体验过程中的感知。无论是景观对象的物质形态还是其累积的意义积淀，都是城市景观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需要在体验及研究的方法上用组构的方法将各种因素整合，才能在不完整中寻求动态的完整性。依托城市空间，将城市中的各种要素进行景观化组构，是基于整体结构下的要素间关系。在组构中探寻城市景观的本质，将有利于思考城市景观组构的三大特征：

1）艺术性组构——审美

从审美的角度组构景观对象，是城市景观本质特征的表现。西特（Camillo Sitte）主张从中世纪的街道和广场中来学习城市建设艺术，他有一段相关论述：“我们掌握了城市规划的三个主要方法，以及一些辅助的类型。这些主要的方法是格网体系、放射体系以及三角形体系，辅助的方法一般是这三种方法的混合。从艺术的角度说，没有一个是有趣味的，它们的脉络跳动中没有一滴艺术的血液。所有三个方法都只关心街道形状的布局，因此，从一开始它们就是纯技术型的。一个街道网络总是服务于一个目的——交流，从来不是艺术，因为它从来不能靠感觉来领会，除了在平面中，它从来不能在整体上被把握……而无论是雅典古城、罗马、纽伦堡还是威尼斯，它们都受到了艺术的关注，因为它们只从整体上去理解，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景观，这里被关注的是艺术的重要性，如一个独特的街道或广场。”
〔88〕



西特的观点遭到早期现代功能主义的抨击：“人们经常建议建筑师和工程师应当在公共性工作上紧密结合……不管怎样……困难始终存在于如何劝说建筑师明白功用性的黄油与面包必须优先于艺术的蛋白与糖。”
〔89〕

 诚然，现代城市的建设已经不可能回到中世纪的古老模式，不可能回到西特所指出的那些图画般的、曲折的街道以及不规则的广场。但景观化组构的整体性策略，挖掘并塑造其中蕴有的艺术性，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事物发展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2）整体性组构——感知

整体性组构是我们在空间体验过程中感知景观对象的基础，是城市景观更新中保持连续性的必然要求。这个整体性包括城市景观应当具有的三个部分：特定场所下的活动模式、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物质形态、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城市景观是城市生活的反映，也是现代城市的构成媒介。景观可以作为当代城市化进程的类似表征，作为对无边界开放、不定的、当代城市条件下的变化需求的独特适应媒介
〔90〕

 。被英国建筑艺术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视为现代建筑死亡的象征的美国圣刘易斯密苏里州的Pruitt-Igoe的住宅更新计划，就是由于“不适当的设计、对社会需要的错误理解以及拙劣的公共空间的构想，使得在17年以后，炸毁它成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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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a　Pruitt-Igoe的住宅被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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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b　Pruitt-Igoe的住宅更新计划

城市景观对象是在景观化组构的基础上界定，从而具有一定的物质形态特征以及内涵。美国格式塔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其《视觉思维》中所创用的视觉思维，即视知觉的概念，强调视知觉的感知过程，就是一种概念的形成过程。视觉不是对视觉对象的各种元素的机械记录，而是对有意义的结构样式的整体把握。所有的经验，包括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都和一定的结构有关。应该在整体结构的基础上对视觉对象进行整体的把握。

3）技术性组构——建构

技术性组构是我们塑造城市景观的基础，在城市环境中，从城市规划开始就已经在影响着未来的城市景观形态。无论是软性的规划理论及其他设计理论与观念，还是硬性的各种建造技术与手段，都是建构城市景观的基础条件。技术性组构是城市景观更新中的时代特征的反映。

在景观实践领域，所有的视觉和非视觉要素，都有着明显的人工烙印。即使是其中的自然要素，也受到周围的人工环境及其衍生规则的影响，受到城市人的行为模式的制约。也就是说，各种抽象的设计规则、控制原则、管理制度已经将我们的城市环境构筑为介于完整与不完整之间的体系，具有先天的整体特征。我们在城市中体验的自然环境，实际已经是经过各种潜在规则规范过的人工与自然融合的环境了。

以景观化组构意象看待建筑、景观及城市，会发现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城市的关系要重于其自身的特殊景观属性。也因此，形式与尺度之间的相互协调成为关键，而景观因其更接近城市的尺度，并且具有多重尺度的适应性，从而景观化的建筑及场地逐渐成为当代的发展趋势。

以整体性的景观化组构意象用于审视城市景观对象，我们会发现针对特定的对象而言，历史发展带来的时间因素重于具体的空间形态、具体地点的空间介质优于空间界面、历史积淀带来的实际影响力重于其历史积淀的内在蕴蓄、空间中活动的可行性优于活动的多样性，这些观念都来自于研究中的技术理性。

城市景观组构的理念包含了诸多的技术性因素以及技术发展方向，如城市景观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间的联系模式、满足城市当代人的需求模式、延续曾经的历史文脉及满足发展需要的均衡模式、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生存共享模式、城市景观的物质形态的构建模式。最终能够连接城市、建筑、景观、社会四大技术学科，能够在不同的层级上实现多元复合组构，从而解决组构之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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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景观特征与认知

城市景观寻求品质。城市中各种物质对象通过人的知觉感知后获得认知形象，这种认知不是解释学所反对的“认知理想”，而是受到历史文化及社会因素制约的认知，是具有理解前结构的认知过程。因此，人及其城市行为模式是研究城市景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时间作为变化维度在具体环境中的生活方式、特定的文化活动与物质对象的自身价值呈现均归属于城市景观的范畴。城市生活是城市行为的核心，城市生活方式既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景观的本质与活力来源。

景观的本质主客一体，其存在方式以及对于人的意义，属于城市景观的基本问题。辩证地看，城市景观作为客体的特征，是物质存在的基础；对于主体产生的价值，则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因此，认知怎样才是城市景观、思考城市景观如何形成，包含了人类的生存意义以及主体在景观实践过程中的作用。

2.1　构成与活力——城市景观的特征构成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城市生活，就是研究城市中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既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景观的本质与活力来源。行为发生场所的空间介质及空间界面，构成了城市景观的本体，生活方式则成为城市景观的内在构成基础。

2.1.1　城市景观的构成基础

1）构成单元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婚姻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人们由婚姻缔结家庭，由家庭组成国家。居住建筑以及居住区，承载着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最持久的城市形态。在风景园林学的历史上，古希腊的柱廊园、罗马的别墅园、意大利的台地园乃至中国的私家园林，也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发展起来的。

阿尔多·罗西这样写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居住区是一个形态结构和单元，具有一定的城市景观，社会内容和功能方面的特征，其中任意一个元素的变化都需要注意限定居住区的范围。我们应当记住，那种在社会或经济阶级划分和经济功能基础上，把居住区当做社会建筑体来分析的观点在本质上与现代城市的形成过程相对应。”
〔1〕



中国传统居住建筑形制及建筑群的布局，与传统社会体制就有着对应关系。孟子有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
〔2〕

 即是说一个家庭至少包括父母、兄弟、子女三代。三代人的居室化，就是中国的合院形制的由来。合院平面方正对称，等级森严。上有天，下有地，堂中有祖先，伦理亲情，相互交融。而城市中的空间布局，则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

居住区的演化成为一个社会发展进程的缩影。由于建筑师和规划师不能轻易地改变一个建成的城市，居住区往往是各种理论的试验田，成为与城市空间互相渗透映射的特殊景观区域。如勒·柯布西耶甚至在1952年的法国马赛市郊设计了超级公寓住宅——马赛公寓大楼（图2.1），它像一座方便的“小城”。公寓内部有各种商店和公用设施，包括面包房、副食品店、餐馆、酒店、药房、洗衣房、理发室、邮电所和旅馆等，此外还有幼儿园和托儿所；结构主义维斯托克（Verhoeven klunder Witstok）和布瑞克曼（Brinkman）在1971年设计的荷兰博克尔-若登雷吉斯（Berkel-Rodenrijs，图2.2）的住宅组团，关注的是建筑和社会的联系，以及社会空间与住宅区内部空间在车行交通上的限制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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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a　马赛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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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b　马赛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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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c　屋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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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Berkel社区

住宅区的环境，不再是庄园府邸的花园主题，而是以社区公共空间为主题，强调的是健康舒适的生态环境。但楼层住户的入户花园的创意，又将以家庭为单元的花园景观意象恢复并提升，实现了公共社区中的半私密景观化空间追求。

对住宅区使用频度较高的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又称非主流社会群体，包括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自从1999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老人年之后，社区发展逐渐开始考虑老年公寓、老年学校、老年活动中心、托老所等设施。老年人拥有充裕的闲暇时间，是城市公共广场、公园、绿地等使用的重要主体；老人拥有的经历与记忆，是城市文明传承的关键；老人的行为模式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老人们带着定型的生活习惯去使用当代公共空间，正代表了历史性的延续。

海登（Dolores Hayden）在他1980年的《妇女和美国城市》一书中通过对诸多住宅的分析，表达了对女性安全空间的关注；戴维斯（Wendy Davies）和波迪特（Bridget）博士关注城市空间中的细节，“晚上6点后，很多城镇除了给单身妇女或者妇女群体带来不安感，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酒吧通常是咖啡后晚餐前仅有的等待区，却早已关闭。妇女在孤立无援和黑暗的多层停车场、汽车站和火车月台有着特别的困难，在那里，她们会经常对纠缠的流氓叫喊”
〔3〕

 。他们认为公共景观的塑造不能仅仅是依赖材料和街道设施，以及概念中的人的需要，而应该对具体的特殊地段有所反映。

简·雅各布斯在阐述她的“城市生态学”观念时，用生动的笔触勾画了“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的复杂生活活动内容：孩子们在公共空间中嬉戏玩耍、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会意地点头问候，等等。她看到了一些人工规划的城市街道上儿童的消失，认为应该保持街道上广泛的使用目的和各种各样的人，赋予公共生活以活力和趣味，这实际就是在造就儿童生长的环境。

2）生活方式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特殊存在，这种自我意识使得人的行为活动具有目的性，这也正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在自然属性以外，人的社会属性又使得全部生活的意义都与社会有关。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认为，社会在平时大多处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阶层与阶层的等级关系和冲突中，社会结构就是这种等级关系和矛盾的外在形式
〔4〕

 。这样的社会结构又映射出社会空间的存在形式。对于现实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阿里·迈达尼普尔这样写道：“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即在现代主义建筑语汇中的形式与功能的关系，这已经是后现代主义向现代主义挑战的重要主题之一。”
〔5〕



生活方式
〔6〕

 就是描述人的现实存在的具体形态，准确地说：“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个人、群体或全体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
〔7〕



按照不同的领域归类，现实中人的生活方式又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工作方式，内含社会生产活动和个人就业活动；婚姻生活方式，内含婚姻方式和家庭生活；交往方式，内含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交往内容；闲暇生活方式，内含闲暇时的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和实践消费三个方面。”
〔8〕

 生活方式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的综合特征，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

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在物质形态方面的外在表现。人的生活方式赋予了城市空间丰富的内涵。生活方式的四个方面，作用于城市公共空间之上，就构成了城市景观的主体，空间的界面则构成了城市景观的形象特征，空间介质构成了城市景观的自然与人文特征。以景观为主导的城市审美不再把建筑与景观、整体与局部分开，空间与空间的界面沿着人们的公共生活足迹构成了城市景观全新的理解。

“事实上，生活方式和人的行为活动的本质、发生的场所和时间的选择可能是最有效的理解城市社会文化，以及从整体上了解诸如社会结构、行为系统、时间安排和行为设定的途径。”
〔9〕

 正如拉波波特所说的那样，生活方式是我们与不同类型的景观之间产生交流，使物质形态与我们的意象形态之间可以有效地保持一致的重要途径，因此，生活方式具有作为城市景观生成动力与构成基础的特质。

回顾人类聚居历史和发展轨迹，我们就能够理解生活方式与城市空间形态、社会经济模式的相关关系，如表2.1中所示。

表2.1　聚居形态的演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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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处于农业社会时，基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人们关注自然，寻求安全与舒适的生活方式。定居的地点选择在有水源的地方，构成了城市发展基础，同时由于地形地貌的特征也赋予了城市景观的最初格局。

工业社会的时期，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带来的是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城市由理性的功能分区与“形式追随功能”的现代主义建筑组成，这时候的功能分区，反映的不是城市空间的“分化”概念，而更像机械零件般的功能组装。这时候建筑代表生产，而景观代表休闲，因而传统城市景观实践有了较长时间的停顿。

由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之后，城市文化多元发展，个人的生活方式拥有了较高的自由度，社会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城市景观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城市建设的核心概念开始转为“平衡”，这是在关注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使得持续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城市建设考虑历史文脉，考虑多样化的城市景观的共生环境（表2.2）。

表2.2　历史发展阶段城市景观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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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城市景观的实践基础

生活方式作为城市景观的实践基础是建立在社会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大生产相对应的生活方式方面，就是人的工作方式，包括社会生产活动和个人就业活动等。

1）产业——历时性发展基础

在前工业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从自然中直接获得自然资源，生活的竞争主要来自自然界。人们的工作方式主要是传统个体劳动，并且以体力劳动为主，“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以对季节、土壤性质和水量这些因素的依赖为条件的。生活的节奏是由这些偶然事件所形成的。时间感觉是一种持续的感觉，是长的瞬间和短的瞬间的感觉，劳动的速度随季节和风雨变化。由于这是与自然界竞争，所以生产率低，经济被自然界的具体变化和世界经济中原料价格反复无常的动荡所左右。社会生活的单位就是扩大了的家庭”
〔11〕

 。

在这种工作方式下，个体的力量对城市景观的影响微乎其微，社会结构等级森严，城市建设在高度集权的情况下，个体力量只能体现在狭小的生活范围内——街道。传统的前店后院、前店后坊甚至就只是沿街的门面，还有沿街叫卖、街头摊点、杂耍艺人，形成了丰富的、富有人性的街道景观，这种工作与生活合一的城市公共空间，形成了早期城镇最典型的城市景观，如中国的传统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所示（图2.3），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图中“所展示的那种质量：各种各样的景观，各种各样的职业，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特有属性——所有这些能组成的无穷组合，排列变化，不是完善的蜂窝而是充满生气的城市”
〔12〕

 。在美国艺术家斯琦利（Alice Schille）
〔13〕

 的绘画格劳斯特（Gloucester）的街景绘画中（图2.4），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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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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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格劳斯特街景

在阿兰·B. 雅各布斯的著作《伟大的街道》中提到的至今尚存的中世纪伟大街道哥本哈根Stroget街道（图2.5），共有200多家商店，其中就有建于1606年的哥本哈根皇家陶瓷厂（Royal Copenhagen）、格犹·琰森银器厂（Georg Jensen）、候姆皋玻璃器皿（Holmegaard Glasv&rk）等公司的销售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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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1984年哥本哈根街道

从景观专业角度上看，人性化街道景观的形成就是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对于工作与生活合一的亲切氛围的体验，这种体验还夹杂着人与人的亲密距离，以及物质对象与空间体验合一的景观感受，这同时也是后期步行商业街的雏形。

工业社会带来的是技术和合理化的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以经济学为模式的：人们如何利用最好的机器，按照何种竞争价格，从掩埋着的一定数量的自然物（煤、石油、煤气、水力资源）里提取最大数量的能量”
〔14〕

 。能源和机器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带来了大规模的人群集聚，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模式集结的大规模群体，使得平民的生活方式对城市景观的影响与日俱增。

工厂及独立的工业区产生了，人们离开家庭去上班形成了新型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工作与生活空间的分离。工厂的严格管理，使得固定时段的大量人流对城市交通形成冲击，促进了城市交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公共交通的形成。

早期的主要工业——炼钢、电力、电报、电话、汽车、航空等，基本上都是发明家的创造，他们对于科学和研究，以及所依据的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都不大注意，他们以及他们发明的使用者，关注的是机械的使用，功能的吻合。早期的城市公园，由私人的土地变成城市公共活动场所，也是符合了城市空间的功能需求。甚至可以说，公园正是为了弥补工作与生活空间分离中的空间缺陷而产生的。

在1853年的巴黎改造计划中（图2.6），欧斯曼（G. E. Haussmann）为了改善城市功能结构，大幅度改善了城市公共交通与生存环境，更多的街头商业开始形成，如可供自由欣赏和购物的街道、位于每一个林荫道交叉口的咖啡馆、重要街道节点的公共广场等，甚至将路易十五的旧猎场公园即博洛尼亚森林公园（The Boise de Boulogne）改造为一个英国形式的公共娱乐场所（图2.7），以及万森纳森林公园（The Boise de Vincennes），其服务对象就是上班族（图2.8）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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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1853年的巴黎改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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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1866年的博洛尼亚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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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1900年的万森纳森林公园

近代科技促生了研究概念，并由此产生了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轻工业和高科技行业，如计算机、电子学、光学等，它们在投产之前主要靠理论研究。这种研究带来的对知识的重视，带动了包括城市建设在内的各个行业的理论日渐丰富和完善，人们的工作方式逐渐由操作工转向管理和研究。知识经济到来，使社会逐渐过渡到后工业时期。

相对于早期的工业区，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是科技工业园，是对知识经济最好的见证。科技工业园给城市景观带来的是全新的城郊开发模式，环境优美，但适应人群单一。科技工业园的兴起是从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创办开始的。位于武汉的我国第一代科学城——珞喻科学城就已经成为武汉的“城中之城”，包括了中国科学院、水电部、邮电部、中国造船总公司、卫生部、国家建材总局、国家地震局、冶金部等近百个研究中心，成为武汉总体规划中的重要一环
〔16〕

 。

后工业社会以服务行业为基础。“如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那么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保健、教育、娱乐和文艺——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准来确定的”
〔17〕

 。第三产业包括：金融业和保险业、宾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以及教育和政府部门等。显然，城市中早期的高大建筑都是来自宾馆和金融业，如南京1983年建成的36层高的金陵饭店就曾经是南京最高的建筑，一度成为南京的标志性建筑（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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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金陵饭店

现代公司是20世纪初的发明，替代早期工业成为新的城市人群聚集模式。现代公司的工作方式是城市中心CBD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工业建筑不同，没有污染的公司建筑，成为城市中大规模建筑群产生的起因。大规模的公司建筑，因为竞争的压力，使得无论在高度和规模的建设上，都处于竞争状态，而高技术含量的建筑形象往往是公司的首选，如早期的芝加哥高层办公建筑群，以及以商业广场为特征的城市开放空间——柏林的索尼中心（图2.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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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索尼中心

当社会经济结构转变时，原有的经济类型消失，会导致城市景观产生历时性的变化，形成产业类城市地段。在1980年美国《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 CERCLA）中就提出“棕地”的概念，针对被遗弃、闲置或不再使用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进行环境治理与优化。1996年巴塞罗那国际建协（UIA）第19届大会提出城市“模糊地段”（Terrain Vague），针对诸如工业、铁路、码头等被废弃地段，指出此类地段需要保护、管理和再生
〔18〕

 。

这类地段和当代城市景观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水运，就涉及城市滨水地段的城市景观。澳大利亚悉尼的达令港（Darling Harbor）的改造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图2.11）。它曾经是悉尼铁路站场和港埠所在地，后来被废弃而衰落，现在被改造为包括会展中心、花园、国家海洋公园、市场和宾馆等一系列用途的旅游中心。而荷兰乌德勒支的老城中心的河流，曾经是水上交通要道，两岸特别做成跌落状，用于仓库存储，如今，两岸水边改造成双层露天咖啡座，节假日时这里人群如织，热闹非凡（图2.12）。赢得联合国亚太文化遗产奖的江苏省镇江市西津渡古街，享有“中国古渡博物馆”的美称，因其特殊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及其在研究长江和京杭运河交通史等方面显现的重要文物佐证作用而备受关注。镇江市人民政府从1996年开始，先后投入500多万元用于古街的保护和修复性建设（图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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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a　悉尼的达令港改造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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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b　悉尼的达令港改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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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乌德勒支老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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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镇江西津渡

城市中废弃的工业厂房，则是更加普遍的现象。如美国纽约的甘特里广场（Gantry Plaza）州立公园，曾经是西皇后区（Queens）繁荣一时的工业区，还特地留下了标有“长岛”（Long Island）字样的巨型钢架作为对昔日大规模的工业区的纪念（图2.14）
〔19〕

 。同样，广东的歧江公园也是改造自原来的粤中造船厂，该公园建成为以造船修船为主题的公园，维持了原有的场地风格。并且，还提炼了铁轨、齿轮、水塔等工业化符号，体现了工业化时代的特色。保留下来的领袖头像、标语口号等则暗示了特定的历史氛围（图2.15）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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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纽约的甘特里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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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歧江公园

2）交往——共时性发展基础

生活方式作为城市景观生成的共时性发展基础，指的是生活方式在交往方面的表现，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对城市景观形成所具有的内在影响力。

经济交往

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区域经济的联合使得“城市群”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新方向。国际经济的交往使得城市中出现了很多跨国公司、国际连锁店，不仅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国际超市的出现，当可口可乐、麦当劳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快餐文化，当国际知名品牌遍布城市繁华地段，当上海外滩的一圈建筑的顶部都被国外名牌广告侵占，当我们的商店摆满了本地产的国外商品时，我们知道，经济交往已经成为时代的特征，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了。经济交往对城市景观的影响，不只是表面的几幢跨国公司或者几个店铺广告这么简单，它带来的影响是根本性的，逐渐改变了我们城市的外表，比如作为南京形象的法国梧桐，实际是英国的悬铃木，只是因为当初曾留学法国的东南大学教授常宗惠从上海法租界购得悬铃木数千株，并分别种植于陵园大道、中山北路、长江路、江苏路等处，因而一直被称作“法国梧桐”。

政治交往

政治交往，是缓和阶级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政权与平民之间交往常常表现为宣扬。纪念性建筑与场所大多是为了表现政治性目的而生成的。虽然罗西认为城市中能够永恒的只有纪念性建筑和住宅，但住宅是以类型而延续，纪念性建筑则是以单体或组群而延续的。法国巴黎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是拿破仑为纪念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败奥俄联军的功绩于1806年兴建的。如今，星形广场上凯旋门在巴黎城市景观体系中，不仅是一个单体建筑，也不仅是星形广场的控制性核心，而是还构筑了一条巴黎最重要的景观轴线。20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德方斯大门，则是为了与之呼应而产生的城市新景观，在视觉上延续了整个轴线。

1981年华裔美国学生林璎（Maya Ying Lin）设计的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心区、靠近林肯纪念堂的“越战纪念碑”，是政治纪念性场所景观的代表。德国首都柏林的布兰登堡门和柏林墙（图2.16）是政治遗迹的代表，是冷战时期为了划定东西柏林的界限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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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a　柏林的布兰登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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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b　柏林墙纪念

战争，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
〔21〕

 。克劳塞维茨认为，政治是战争的母体，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

战争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契机，提供了重新构建城市秩序的机会。图2.17中所示，是荷兰鹿特丹在炸弹攻击之后的场面，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空地。实际上，现代建筑和现代规划都是在二战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建设为现代理论提供了实践和检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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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炸弹攻击之后的荷兰鹿特丹

德国柏林的动物园火车站的西南边残缺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毁严重，残留部分现在被保留下来，作为警世的纪念。1959年至1961年，旧教堂边建起了一座现代风格的新教堂。残缺的老教堂建筑被称为柏林的标志性景观之一（图2.18），这是战争历史带来的人文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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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原威廉皇帝纪念教堂

舟山市人民政府在1995年建设的定海竹山公园，又称为鸦片战争遗址公园，因为这里是鸦片战争古战场遗址，现在是一处集纪念和休憩为一体的公园。

类似战争的天灾人祸同样会给城市景观带来非常大的变化，包括地震、火灾和水灾等。如中国唐山、日本北海道大地震等；英国爱丁堡1824年（图2.19）、伦敦1666年、莫斯科1812年、芝加哥1871年的大火等；188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约翰镇的大水灾（图2.20）、1913年俄亥俄大水灾等。其中，1871年芝加哥的大火，是使得现代城市标志性的天际线在芝加哥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意大利古城庞培因为火山喷发而毁灭，现在火山成为庞培的重要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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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英国爱丁堡1824年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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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　1889年约翰镇的大水灾

文化交往

在城市建设中，有着各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最典型的就是殖民地和种族隔离。

如曾经作为中国最大殖民地的上海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接受了来自异国的经济文化的输入，迅速从一个小城市发展成为中国甚至远东的最大城市，成为旧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世界闻名的冒险家的乐园。而上海的发展过程就是租界的不断扩张的过程。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多个国家（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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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a　1930年上海城市租界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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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b　1926—1929年上海租界

租界类似城中之城，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肌理。当时上海老城区是中国传统狭小方格形石板道路，一般在2至3米宽。而英租界内道路是称为“棋盘街”的简单方格网，间距在100米以下，宽度在10米左右，沿街全部为商业店面。上海著名的里弄建筑，就是在19世纪末从传统的合院结合西方建筑风格演变而来，平面变化接近西方的联立式住宅，立面采用英国式、西班牙式等。上海高层公寓的出现也是因国外的淘金者而产生
〔22〕

 。

类似的例子还有香港，同样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在发展初期，英国殖民者急于建立强大的精神统治的形象，直接移植了欧洲的一些传统建筑模式，建筑的形态首先要能体现大英帝国权力的象征，而圣约翰教堂更是作为精神统治的象征。此外，还有总督府、皇后广场等，都是历史留下的殖民文化的城市景观。

随着早期旧中国大量向国外移民，今天几乎世界各处都有中国城。比如在洛杉矶的日落大道（Sunset Blvd）的北边的中国城（图2.22），是早期中国移民的落脚处，有很多中国餐馆、商店、银行。中国城在1850年时只有两人居住，现在大约有一万人居住，成为洛杉矶华人的文化生活中心之一。不过，新一代的台湾移民几乎都聚集在北边的San abriel，反而是越南人逐渐在中国城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切，都体现了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接触后发生的转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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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洛杉矶的中国城

位于美国新奥尔良法语区边缘的Marriott宾馆，则用高大简洁、与周围建筑截然不同的高大体量，下意识地表示出它并没有进入法语区，而刚好位于边缘的位置没有破坏法语区的历史建筑的肌理（图2.23）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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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法语区边缘的宾馆

2.1.3　城市景观的活力因子

人们在闲暇时间里的生活方式，区别于机械的工作模式，有较大的自由度，从而构成城市景观的活力因子。在勒·戈尔顿和埃·弗·克洛波夫等人写的《下班后的人们》一书中认为：“生活是一个表示生产和公共活动以外的社会活动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领域是业余时间的领域。就其生活内容来说，有物质和精神的价值消费和与此相关的劳动。”
〔24〕

 对应于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带来的就是空间消费。物质性的消费多对应于城市的商业空间，而精神性消费多对应于可以产生精神寄托的景观空间。两者结合，就会产生如滨水商业街、度假村等类似对象。

物质消费

食品、衣着、居住、日用品、交通工具、教育、体育、娱乐，这是一般家庭的消费需求顺序
〔25〕

 。在中国，城市的涵义本就是由“城”和“市”组成，古老的语言直白地记录了城市发展与市场息息相关。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中的市场，从春秋时依附于宫的“后市”转变为独立的集中商业区，又从南北宋时“集中的市制进一步扩大为遍布全城的庞大城市商业网络体系……而推动了旧坊制改革，从此，彻底摆脱了农村古典邑形制的约束，清除了城市聚居生活中农村邑的阴影，使城市聚居形态得以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26〕

 。这是日常生活方式改变城市形态的典型例证，从此街道上出现了日用生活用品店铺、酒肆、茶坊等，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式的传统商业街（图2.24），如今传统商业街的文化情境优于功能布局、尺度形象优于商业业态，正是因为文化理解的“前结构”已经形成并积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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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传统商业街（黄山老街）

西方城市早期的市场，是与教堂同时发展起来的，“市场常设在教堂的前面，或是设在教堂附近，占一方块广场或一块锲形空地，但那时市场的作用与我们今天的市场不大一样，那时的市场是集市，过一段时间赶一次集……市场之所以要设在教堂附近，是因为教堂是居民们常常相聚的地方”
〔27〕

 。图2.25中所示是1929年的德国Silesiade的市场情景，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片繁荣热闹的场面。

[image: alt]


图2.25　1929年的德国Silesiade的市场

无论东西方，商业领域从来都是人流集聚的区域，这里人文气息与商业气息构成了独特的景观特质。城市中很多著名的广场就是从这样的集市发展而来，如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原先具有的乡村市场功能逐渐被政治和社会的功能所取代，市场被一步步地转移到城市别的教区里了。罗马著名的西班牙阶梯，曾经是花卉市场，现在成为游人如织的重要城市景观，很多人来这里，常常只为坐在台阶上看人来人往、日升日落。

在美国，大部分城市的市中心都有一条主要的中心商业街道，居民为了购物方便，往往使住宅围绕这条马路，因此形成居住与商业共存的城市结构形态，成为美国传统的规划思想，进而形成为“主街”文化。这可以说是商业性的生活方式自然形成的城市形态。“主街”文化代表了城市空间规划的历史与人文的一面，后来又被称为“大众主义”，被以文丘里为代表的理论家们所提倡，成为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一个体系。

现代城市中的市场由相对集中的购物街不断扩展规模，发展到购物中心的庞大建筑组群，再进而形成有顶的巨大商业街（Mall）模式，使得良好的、不受自然条件约束的购物环境成为可能，如意大利米兰大教堂边上的庞大室内购物中心（图2.26），甚至还将巨大的城市发展模型放在此处，与市民交流。在当前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购物环境依然还在不断扩大，结合汽车的行为模式，建设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购物商城成为可能，图2.27中所示为美国高尔夫盖特（Gulf Gate）的庞大商城，与之相对应的是周围更为壮观的停车场地。这种购物场所功能非常全面，娱乐、购物、休闲、餐饮应有尽有，已经成为商业行为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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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　意大利米兰大教堂边上的庞大室内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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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7　美国高尔夫盖特购物中心

库哈斯在他的著作《城市计划2》（Project on the City 2）中，详细讨论了世界城市以商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他认为，商业购物中心构成了邻里单位的核心，以邻里单位为基础，逐渐构成了我们的城镇、城市、中心城市，商业中心俨然已经成为城市形态发展的基本组成结构（图2.28）。与改变城市结构相对应的，是商业广告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城市的表面形象，我们可以从每一条商业街上的无数招牌广告看到这一点，我们还能从街头的灯箱广告、橱窗广告、建筑物顶部和墙面的广告等看到这一点。毫无疑问，商业包装改变了我们的城市景观，有些包装是炫目的，而有些包装则是像狗皮膏药一样的丑陋（图2.29），这是另一种拼贴，掩盖的是曾经灿烂的建筑文化。更有甚者，一则名叫“龙篇”的立邦漆广告作品引起了国人的广泛争议：一个中国古典式的亭子，亭子立柱上的龙因油漆的光滑而滑落（图2.30），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感
〔28〕

 。这种商业行为实际引发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景观概念，迪勃尔（Guy Debord）认为“当商品已经赢得了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景观便产生了。与商品关联的不仅是可视性，而且是除了它不再看到任何其他事物：人称意的世界是他自己的世界。现代经济生产无所不及地且强有力地延伸了它的独裁地位”
〔29〕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广告成为主要的社会推动力，城市的整个环境渗透了无数的商业景观，在建筑物上，在街头巷尾、城市的角落，甚至在移动的机动车上，直至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完整地包装了我们的城市，与其说它们与建筑物的结合产生了全新的景观形式，不如说是一个基于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城市景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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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8　购物中心和邻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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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9　阿尔卡拉多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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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0　立邦漆龙篇

精神消费

文化背景不同，人们闲暇时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也不尽相同，“在中国和印度旁遮普省村民总是在主要街道的宽阔处相聚，在北非，妇女聚集在井边而男人则是咖啡屋……在法国是小酒馆和咖啡屋，在意大利是广场、画廊和咖啡屋。在英国，工人阶层在酒馆和街道上，中等阶层在家里或俱乐部。在古希腊是城市广场，而罗马是公共浴室”
〔30〕

 。不过，个体的闲暇转变为集体的娱乐行为时，就给城市带来了非常有意义的人文景观。这是不同文化带来的景观从而形成机制。

从1996年开始，每年都有苏黎世的街头狂欢游行，每次都大约有35万人参加，而且风雨无阻，人群挤满了瑞士商业之都的核心地段，非常壮观，每到这时，当地电视台都全程转播。同样的娱乐行为在荷兰鹿特丹也有发生（图2.31），街头的跳舞游行，也为城市带来了欢乐。由中法文化年北京文化周带来的2004年巴黎香榭丽舍新春盛装大巡游，将北京风情舞动在巴黎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既代表了城市文化的多元发展，也代表了城市空间功能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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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荷兰鹿特丹狂欢游行

近年来，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还有剧场化的倾向。像罗马圣保罗巨大柱廊围成的广场上聚集的教众和游客，也许是个特例，但在柏林动物园广场上每到周末都有众多的自娱自乐或唱歌或跳舞，还有弹吉他的艺人与观众（图2.32），这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空间多元化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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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　柏林动物园广场的周末

在所有的闲暇活动中，旅游可以看做是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消费。根斯提尔（Genestier）曾指出，当代的城市普遍性形态、景观、美学和文化的传承是建立在西方旅游的商业本位的标准上
〔31〕

 。不管这一观点是否偏颇，旅游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的重要生活方式。

旅游已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重要产业，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旅游目前约占世界商品出口的10％，对于一些风景秀丽的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甚至成为支柱产业之一。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统计资料，1950年以来，国际间游客的人数增长了25倍，1997年游客数达6.17亿人，旅游成为国际民间友好交往的一座重要桥梁。

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的城市公园，将自然引入城市，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减少城市污染，成为市民们所喜爱的游乐消遣场所。然而，当时间与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市内的公园和绿化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闲暇需要，除了自然风景外，主题公园成为新型的城市旅游景观。从世界著名的迪斯尼公园，到中国的世界之窗（图2.33），都体现了商业本位的景观创造概念。巴黎市区内最大的公园之一、由法国建筑师屈米设计的拉·维莱特公园，则是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多元文化特征的新型城市公园，综合反映了法国的社会状况、科技文化、哲学思潮以及公园的周围环境。1999年，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主题则体现了世界共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商业娱乐到社会文化，再到生态环境，既体现了人的闲暇生活方式对城市休闲环境塑造的观念的改变，又体现了人们对城市环境与社会结构相互关系的不断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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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3　中国的世界之窗

旅游行为对城市景观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城市景观的塑造上，还体现在对现有景观的保护上。对传统街区、重要建筑，文化的保护与更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自身的旅游价值。如北京故宫、上海的城隍庙、南京夫子庙、苏州的观前街等，任何一个历史城市的传统文化及其物质形态，都是潜在的旅游景点，而那些人造的、没有文化根源的商业景点往往是可笑和浅薄的。

2.2　认知与价值——知觉作为价值的基础

城市景观是交互的，主体生活方式决定了城市景观的构成与特征，主体认知体系决定了城市景观的价值。认知体系取决于长期形成的知觉“前结构”，生活方式则立足当代，面向未来。

2.2.1　知觉体验中的城市景观

知觉体验在审美活动中具有认知的普遍性意义，而评定景观对象本质特征的能力形成，来自于长期累积的知觉经验和群体思维的结晶。我们身体感知的世界，实际上是我们根据知觉体验而形成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重叠。而知觉体验中，身体的反应才是体验的根本，绝不仅仅是视觉。查尔斯·穆尔批判现代主义只重视视觉的倾向，他说：“虽然这种观念在量上是正确的，但在质上却是不正确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的感觉活动都伴随着身体的反应时，就更是如此。”
〔32〕



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的知觉系统包括视觉系统、声学系统、嗅觉和味觉系统、基本的定向系统，以及触觉系统。这种全方位的感受，城市环境几乎都能提供，也因此，城市景观塑造需要一个全方位让人感知的内容，就是我们通常定义的“氛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觉记忆不仅包含印象图画，还有行进其间的身体行为和感知经验等。

知觉体验意义上的城市景观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外在表现，其间能被我们感知的是景观对象的整体特征，是将我们能感知的空间介质以及空间界面整体景观化组构后的特征，而这一整体性特征必然包含着吉布森的六大知觉系统带来的整体体验，对于城市而言，就是具有一个整体的“氛围”。就好像我们走在国内和国外感知的氛围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国内，北京的文化氛围与南京的文化氛围也不同。

所谓特征，就是指一事物异于其他事物的特点，是从本质上确认或识别某物的一系列特点的总和。有了这样的本质特征，城市景观才具有了可识别性。

建筑物虽然构成了城市景观中的最重要的物质形态，但只有当人们不再把建筑仅仅看做是艺术表现形式，而更多考虑到其和周边城市空间以及空间内人的行为时，建筑才会在基于集体知觉经验累积的基础之上逐渐消隐，跳脱而出的是潜在的整体性体验对象——城市景观。城市景观的特征只有以知觉体验为基础，才能真正构建知觉与特征之间的桥梁。

舒尔茨这样看待建筑的本意：“什么是真正有人性的建筑？是形态和原型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意义，因为它们保持并解释了人类的生存状态。”
〔33〕

 五年后，瓦尔德海姆这样看城市景观：“景观取代了建筑，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正因为跨越了多个学科，景观不仅成为洞悉当代城市的透镜，也成为重新建造当代城市的媒介。”
〔34〕



相对建筑而言，景观的关注对象是地平面以及“行为发生场所”。城市中的各种公共开放空间为人们活动提供了可能，也就为全方位的知觉体验提供了契机。公共空间的连续性则保证了人们知觉体验的连续性。当代景观实践中，常常把整个城市表面的基础设施、建筑物的屋顶和地面构筑成连续的体验对象（图2.34），正是契合了这种全方位的体验要求。而如今很多建筑师、规划师与景观师的作品都是基于此的整体大尺度的创作，例如预计在2015年完工的Bologna中心车站的设计作品，这个项目考虑到了意大利城市独特的文脉，基于城市的正交网格，方案采用了一个清晰的几何化平面布局，并连接了一系列内向型庭院和花园。这个大尺度的交通设施建筑，在形象上虽然与传统建筑有很大区别，但却很好地打破了内外空间、人工与自然的界限，使得人们得到了全方位的城市体验（图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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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4　某城市局部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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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5　Bologna中心车站内景

就规模而言，从一个城市街区，到一组建筑群，再到单个的建筑或广场绿地，反映的是人类的聚合形态。就意义而言，可以是一组纪念性建筑、广场、街道，甚至就是一座雕塑，一棵树，反映的是城市的文明历史。而我们通常说到的小巷、街道、公路、广场等，则有不同的尺度和用途的区别，反映的是人对空间的使用。任何对象，在具有特征的同时，就具有了被人们知觉感知的意义。特征的历时性，将有机会积淀成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整个人类文明史和城市环境建设的整体产物，正是基于此，人们拥有了相互交流的基础。

城市景观在整合了视知觉的基础上，还依托身体的其他知觉系统，共同构建了基于整体性的特征及其意义。克莱夫·贝尔
〔35〕

 认为视觉艺术作品中能激起我们审美情感的线条和色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组合构成了“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这也是所有视觉艺术作品所共有的一种性质
〔36〕

 。从景观实践的角度看，城市景观的塑造不仅是有意味的形式，而且是有意味的氛围。

文化的感知是个更为复杂的过程，涉及知觉与记忆的过程。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化的回顾，这始于记忆；一种是文化的差异，这始于记忆与知觉感知的差异。例如，南京的夫子庙（图2.36）和上海的城隍庙（图2.37），无论是其承载的城市功能还是形态特征上，在各自的城市中都有着明确的、类似的传统文化意义，但两者在尺度和氛围上又有所区别，一个平和宜人，一个富丽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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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6　南京夫子庙前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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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7　上海城隍庙街区

城市景观的本质特征不仅包含了历史文化背景赋予的深厚内涵，还应包含城市中的相对位置、领域和地位等，这是因为空间与场所不可分，城市景观也不可抽象存在。如传入中国的佛教寺庙的型制布局从早期的印度式样逐渐过渡到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明清时期以四大名山为其圣地，和自然山体结合，应该是受到了崇尚自然的中国道家文化影响的结果。

总之，特征的意义就在于城市景观具有明确的独立性，相互之间不应混淆，因为景观对象的特征在历史进程中与社会文化的意义不断结合，具有了某些特定的、超越形式的内涵，拥有了本质特征。就像克里尔所比喻的咖啡壶和酒瓶（图2.38），咖啡壶可以用来装酒，但它还是咖啡壶，这就是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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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8　leon krier的咖啡壶和酒瓶

2.2.2　城市景观价值的生成

通常，“城市景观设计也可以说是在城市中将自然与人工的环境和景物从功能、美学上进行合理的保护、改造、组织和再创造的活动”
〔37〕

 。这种设计活动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塑造景观对象，还在于探究城市景观的环境脉络及整体关系，探究蕴藏在其中的社会人文环境背景、物质形态的动态演化过程，从而引发我们对于城市空间与实体、环境保护与改造、对象功能与价值等方面的不断思考。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思想并非强加给社会的理性抽象形式，而是引发出一种潜藏于物种中间的组织秩序
〔38〕

 。

城市景观的生成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此景观对象与人本身存在着这种潜在的相同结构，使得城市景观承载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并呈现出来，也由此城市景观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价值——记录并再现人类文化。阿恩海姆认为，客观事物能表现人类的特有情绪、情感和心理。事物的这种表现性就存在于事物的结构形式之中，这种结构形式同主体心理结构形式的相同或相似，使事物具备了表现性。这种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异质同构”体现了两者之间力的样式的相同结构
〔39〕

 。对主体的知觉体验而言，就是通过审美体验感受到的审美价值、通过记忆映射感受到的文化价值、通过行为模式感受到的功能契合的价值、通过全方位的生理系统感受到的氛围营造的场所价值。

城市景观的生成过程，同时也主导了主体价值观的形成。“在人对景观的感受性背后，存在着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先于感受而发生作用，并且决定了人对景观的态度。”
〔40〕

 人通过知觉体验产生的对城市景观价值的不同观念和看法，就是人对城市景观形成的价值观。“任何人的价值观都不是凭空产生和改变的，归根到底它反映了人的社会存在，即生存方式、生活条件和实践经历等特征。价值观的深层基础是主体的根本地位、需要、利益和能力等具体情况，是人的价值生活在头脑中的反映和积淀。因此价值观总是和人的现实状况相联系，不同地位、不同条件、不同经历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在存在着阶级、民族等多元化现实基础的人们之间，价值观也是多元的。”
〔41〕



城市景观的感受主体是多样的，一个公众化的城市景观对象就需要用公众参与或公众调研的办法，来捕捉公众的价值判断标准。并以公共空间为主题，以公共活动为主线展开研究。公共活动同时也是不同主体的体验过程，体验是通过全方位的知觉来展开，但内行和外行、游客与本地人、设计师与使用者、有经验与无经验者之间的体验会有所不同，其关键在于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质朴的表现，如能够反映景观对象的营建和构造逻辑，没有或者较少融入作者知觉经验，因而也就更容易被人体验，反之则不然。或者说体验者需要体验的对象更加清晰明了。设计作品作为产品的最终定义是有使用者和观察者，即后期参与者会赋予其意义和各种活动的可能性。

现象学美学理论家莫里茨·盖格尔曾经讨论过艺术形式的价值，他认为这种艺术作品形式的节奏韵律、和谐律动的协调性所具有的价值，不仅可以辅助审美对象的内容价值渗透到人们的心灵中去，而且也能对审美主体的深层自我构成影响，是具有独立意义的
〔42〕

 。而如果将对城市景观的审美体验看做是城市生活的人的基本欲望和需求的转化，那么这种欲望和需求在不断实现的过程，既是人类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城市景观实践能力的提高过程。

艺术类产业的表现形式因其具有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和艺术内涵，具有独特的景观生成能力。艺术家的工作总是能给城市增加独特的艺术感染力，进而生成独有的城市景观。如上海苏州河畔崛起艺术家群落，将记录了上海开埠百年来城市发展的旧厂房、旧仓库，更新为类似于美国纽约苏荷区（SOHO）的城市社区，在这里艺术家特有的艺术魅力结合历史建筑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强烈人文气息的城市景观。由美国丹佛LAA
〔43〕

 在那瑞莫（Larimer）广场组织的艺术家街头现场绘画（图2.39），给广场增添了浓重的人文气息。画在地面上的绘画既是装饰，又是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其实，在欧美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活动（有的是街头卖艺），但规模没有这么大，也没有一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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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9　Larimer广场现场绘画

城市景观价值从其生成开始就具有了，并随着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北京的圆明园遗址现在具有的历史人文价值和旅游价值与建设之初并不一样，体现了鲜明的历时性变化（图2.40）。同样，罗马的帝国广场和图拉真广场的废墟，以及卡拉卡纳浴场、帕拉丁废墟以及古斗兽场遗址等使得今天的罗马仿佛建立在废墟之上，然而这些废墟形成的城市景观所具有的价值却由于昔日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而超出了国界。而且，城市景观的价值并不随着城市居民的改变而消失，因为它们记录的是历史。今天在意大利南部的庞培城市的遗址（图2.41），就是这样一个例证，整个古城作为具有很高的考古与旅游价值的城市景观而存在，原有的古城居民和生活方式却都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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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0　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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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庞培古城遗址

罗西认为城市类型其实是生活在城市中人们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是由人们对城市空间和实体的记忆组成的。不同城市类型又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也具有不同的价值。历史文化古都体现的是历史文化价值，旅游胜地体现的是旅游价值，而商业城市体现的是商业价值。比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可以将埃及的金字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的形式搬过来，加上自己的商业文化特征，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景观。还引发了后现代代表人物文丘里对城市建设在理论高度的深入思考，甚至提出要向拉斯维加斯的模式学习。

不过，景观价值具有可变性也对价值的评判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搭准时代的脉搏，寻求符合公众利益的评价标准，对设计者和决策者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求。我国目前某些城市建设满足于视觉上的“现代化”，不顾地域文化的底蕴，生搬硬套，互相模仿，造成千城一面的后果，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2.2.3　城市景观内在的意义

什么是景观的形式？景观的形式意味着可以感知的形式，也就是可以在人的知觉体验下构成的综合性物质形态，包括建筑的实体界面、自然因素的色彩、味道和肌理、特定地点的声音等。比如说，滨水景观就可以刺激人们的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等，而不仅仅由表面的形式组成。

人的行为对景观意味着什么？行为与景观不可分割。行为促成了记忆与文化的形成，并会以某种方式再现。身体是通过占据空间而体验空间的，景观是通过人对景观的占据而体验的。人通过观景的过程，在心中占据了景观对象，通过活动的体验将对象雕刻在记忆之中。因此，观景是城市景观对象存在的感知，而活动的体验才是景观对象在知觉中的真实存在。比如说，青岛海岸边的钓螃蟹活动（图2.42）。活动本身的时间与方式，是人们对滨水景观的体验方式与过程，活动的过程又成为青岛滨水区的人文景观，并构成了特定城市特定地点的文化记忆并得以传承。人们对这项活动的体验既促成了景观对象的存在，也促成了景观对象在知觉中的存在，因而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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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2　青岛海边钓螃蟹活动

反之，对于没有触动主体的景观对象，主体的知觉体验停留在浅表层次，这就是没有意义的景观对象，对主体意味着空洞乏味。佩雷斯·戈麦斯认为，艺术品和建筑并不仅简单表达“某种”意义，艺术和建筑使得意义呈现自身
〔44〕

 。而这种意义的自身呈现，就意味着意义本身得以界定，并在人的知觉体系中明细而构成特定的对象——景观对象的概念。

城市景观的形成和人的经验与解释密不可分，城市景观的观感建立在对象的概念中得以传承。总之，城市景观因主体的存在而存在，因主体的感知而具有意义。

城市景观具有的实用性是其存在的基础。詹森（Rolf Jensen）这样说：“……任何试图辨别托尔斯泰和罗斯金的道德快乐主义的善、亚里士多德的实证主义类型、康德和科尔里奇的知性论、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克罗齐的表现主义以及对经验对象的智力爱好（Einfuhlung）的直觉理论的努力都不太可能指出理解实用的城市美学的方向。”
〔45〕

 景观对象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艺术对象的基本属性与主体和客体的交互性息息相关，因此其中不仅蕴蓄有审美与文化价值，还有场所价值及生态价值。这些价值的存在使得景观对象的意义与城市存在的意义密不可分，因为城市景观更需要关注知觉体验和功能，而不仅仅是艺术形式。

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城市景观的这种同时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实用性特征，使得城市景观和其他艺术相区别开来，也因此使得作为艺术的城市景观和再现性的艺术形式（如绘画、诗歌、戏剧等），以及同是表现性艺术的音乐都有着不同之处。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听觉去创造音乐，根据视觉去创造绘画，但却不可以仅仅根据视觉去设计城市景观对象，而需要引入更多的功能性因素，需要兼顾全方位的知觉体系，从而营造整体的环境氛围。所以，对于城市景观的知觉体验必然需要结合对象的实际功能来判断。

在城市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开始对于生存环境的选择，还是对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理论上说，是对生存环境的持续选择）的把握，都体现了实用性的价值判断。戈顿·H. 奥利安曾经通过对人类选择居住环境的行为模式研究了空间对我们一切生理需要的满足能力的理论，探索了关于景观感受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对象价值的功能性判断是“完整性、清晰性和准确性”，而且“对居住环境的选择可以被视为联系人类行为与景观体验的基本行为类型”
〔46〕

 。环境对象的特征是衡量与取舍的关键，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下意识的价值判断，相对于城市景观来说，就是从功能的角度讨论了城市景观的存在意义。

从城市起源地选择山水胜地的原则到山水景观特征的形成，这里面必然有着对生命象征的“水”以及资源象征的“山”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城市景观审美判断以及其自身存在的意义是在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持续选择中带来的，因此具有普遍的意义。同时，这种意义也不断地积淀在城市的物质形态之中，并通过人的知觉体验获得相应的认知。除了自然山水景观外，城市中的其他景观对象，也都具有这种实用性特征，无论是作为人们生存活动容器的建筑与场所空间，还是作为交通枢纽的桥梁、道路，作为生态表征的植物绿化等，甚至是广告牌、路灯、水塔等小品，都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角色。

传统的城市环境，通常都与传统文化的意义有关，如在印度，所有的传统建筑环境基本上都与宗教意义有关
〔47〕

 。现代工业社会开始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大多与理想城市相关联，探讨的是城市的最佳存在形式及意义，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柯布西耶的现代城市理论等，都是在不断地尝试建设适应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城市基本功能的美好的城市景观。这种对城市建成环境的控制与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说明，城市中存在的环境，已经不再由简单的表象特征构成，其背后有着历时性的规则与制度，并承载着历史记忆和公众愿望。这样的环境，需要在构建与拓展中成为各种关联的载体，同时具有表征存在的物质性、表征意义的表现性以及可容纳想象力的可能性，这些才是城市景观存在的根本意义。

2.2.4　状态与分化——城市景观与社会空间

美国社会学家史域奇（E. Shevky）、威廉姆斯（M. Williams）和贝尔（W. Bell）最早研究了城市社会空间领域的问题，认为随着工业社会规模不断扩大和工业化的深入，城市社会出现了三种趋势：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变化、社会功能的分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史域奇和贝尔将这三种趋势转换成三个概念：社会经济状况、城市化（家庭状况）和隔离（种族状况）
〔48〕

 。这三种社会空间类型叠加在一起，就是现实中的综合城市社会空间（图2.43），表现出了高度的差异性和异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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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3　社会空间类型理论模式

社会空间分化的本质就是日益复杂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导致了日益丰富的生活方式与公共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意义的多元化，直接影响到了城市景观的生成模式。如平民化的市民广场、大规模的建筑综合体、现代城市中心形成的商业景观、城市公园开放化趋势等，都是日趋复杂的生存状态及生活方式的体现。

另外，社会空间的分化，实际也是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变的表征，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环境的需求等也发生了变化，从而直接引发了主体价值观的改变，不同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例如，对住宅区的优质景观要求是住宅私有化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经济水平提升和市民利益的追求；对大规模、大尺度城市景观的追求，是政府、商业集团利益群体的必然选择；而对建筑艺术的世俗化追求，是开发商利益群体追求的必然选择。利益群体的分化与冲突，在城市建设，尤其是旧城更新中表现得格外明显。而种种矛盾的本质，就是现状并未形成有效的公共利益保护机制，或者说，多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机制尚未形成。

城市景观与社会空间同构，城市景观的建设在本质上是“为日常活动和稳定的市民生活提供引导和建设性构架，而不是感性或形式的表达”
〔49〕

 。城市景观不仅需要表达适当的纪念意义，还应该反映公共生活的本质，同时满足建立起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协调机制的可能性。也只有如此，城市景观才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进而具有潜在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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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景观实践与解读

3.1　技术与空间——城市景观的技术实践

工业技术对传统城市环境的冲击在迅速扩张的规模中显现，在城市的面貌大幅度改变中凸显。从专业角度看，当景观实践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私人花园后，城市景观在公园绿地、林荫大道等的实践中展现自然，在开放空间、广场、街道等场所中展现人文气息，其中技术的影响力也渐渐显现出来。

技术促进了城市的高速发展，抛开技术对环境的破坏，我们会像海德格尔一样，发现技术对文化具有影响力，技术的本质具有转变任何事物的能力
〔1〕

 ，同时也应当看到，技术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技术的运用方式和目的是值得研究的。

3.1.1　景观实践中的空间秩序

自从20世纪60年代城市设计专业出现以来，在学科领域内人们逐渐认识到被看做实体的建筑与被看做空间的广场、街道等作为城市设计基本单元的重要性，部分地解决了城市公共空间、重要的公共建筑与交通引导的关系以及潜在的审美需求。但由于城市设计师与交通工程师之间的参照系与设计领域的不同，因此对城市生活的回应上存在着差异。城市景观实践在满足城市生活方式以及设计范围的扩展性方面的优势，成为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关键，使得曾经执著于功效性的城市空间秩序再次走向城市公共生活成为可能。

城市空间由道路骨架构成的网络，构成了城市中第一层面的空间秩序。这一层面的空间秩序，自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形成以来，其实用主义的最优化理念，体现在对城市道路布局的控制上，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目前日渐趋同的全球化城市特征，而自然山水条件以及历史人文积淀成为其中的变数，使得城市整体景观特征有了变化与缓冲。

作为城市骨架的交通空间，由于在沟通公共空间上有重要的连接作用，随着城市建设技术的日益进步，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当景观营造的理念关注在基础设施及其周边空间时，其对于城市景观的意义便凸显出来。

1）路面技术与空间的连续性

自从19世纪奥姆斯特德在城市中设计林荫大道连接城市公园开始，城市道路、林荫大道与公园体系逐渐构成了城市肌理中的结构要素。

在机动车问世之前，铺筑路面的材料大多为石块、石板、卵石或木块。1854年法国巴黎首次采用了天然岩沥青路面，1865年英国因佛内斯首次修筑成功水泥混凝土路面。到19世纪后期，石油炼制和煤焦油加工的残渣替代了天然沥青，突破了材料的瓶颈，很快被广泛用于修筑路面
〔2〕

 。20世纪以后，高级的沥青路面和水泥混凝土路面得以迅速发展。沥青路面在我国的发展较晚，到20世纪20年代才在广州、上海等少数城市修筑。

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路面技术的提高，促成了大规模的网格道路形态的形成，使得道路结构和城市结构之间几乎画上了等号。城市空间秩序开始围绕日益便捷快速的交通展开。沿线的建筑组群、空间、自然山水等也逐渐成为了专门的研究课题。

日渐强有力的工程技术、交通方式与交通空间已经成为城市活力的主动脉。城市道路的体系化给城市景观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景观的更多可能性与可控制范围的扩大化。城市基础设施的提升与建造极大地拓展了城市空间，成为城市表面的组织结构，构成并激活了城市活力之源。城市空间在与基础设施连接的同时得以延展并构建秩序，城市景观也在城市表面的材质及其区分上构建了景观体系。

事实上，现代工程技术形成的路网，已经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城市的空间类型。路网形成的空间划分带来了分割状态下的城市形态，城市中连续的空间秩序除了连续性的天然山水体系外，只剩下路网以及与路网连接的空间，这样的连接既包含了自然与人工空间，也包含了城市中的广场和公园绿地。

连续的空间介质能够形成城市景观的整体网络，构成动态的城市景观秩序。奥姆斯特德（F. L. Olmsted）在1878年建立的波士顿城市公园系统（图3.1），因长达16千米被称为波士顿“翡翠项链”，其建立在淤积河泥排放区域的块状公园体系，将河流的防洪和排水与城市景观体系完美结合，构成了动态的景观秩序。这一公园系统在实质上正是为了对抗道路网络造成的空间割裂而形成的保护性连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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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波士顿公园系统

如今人们认识到道路交通与城市空间存在相互制约问题，因此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整体性空间秩序成为发展方向。2007年，在巴塞罗那的Sant Marti区沿道路空间（图3.2）将机动车交通、绿化、水面、建筑群、公共活动和城市广场、停车场等结合在一起，在居住区道路两侧构建了不同的运动中心，实现了城市空间与道路的结合。其中，基础设施与运动场地的结合拓展了城市介质边界的连接类型，将不同的功能构建为一个整体结构，改变了机动车道对行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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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a　巴塞罗那的Sant Marti区沿道路空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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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b　巴塞罗那的Sant Marti区沿道路空间-2

从景观体验角度看，道路网络构成了叠加在城市空间与人的心理空间之上的动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对环境感知的连续性和持续性使得人的行为具有了对环境持续参与的可能性，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提供了参与方式与心理感受的不同。例如获得城市空间设计欧洲大奖赛特殊荣誉奖的波尼恩特海岸散步道（图3.3，贝尼多姆，西班牙，2009年），这里曾经是一个因为缺乏相关服务设施，而荒凉的村庄。这个全新的散步道将城市和海滩连为一体，不仅有规模集聚带来的连续性，而且通过创造丰富多彩的公共场所，更新服务设施，使得对大规模休闲及旅游产业的支持大大提高，给这个曾经不起眼的沙滩散步道赋予了无穷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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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波尼恩特海岸散步道

连续性的动态秩序还能带来景观敏感度与景观尺度上的挑战。景观的动态秩序的实质是人在连续的运动中得到的视野对景观建构有着全新的回应，尤其是机动车带来了运动方式以及高速运动构成了一种被霍尔称之为“视差”的景观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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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由远近距离物体快速运动构成的变化以及变化的连续性，在景观体系的研究中打破了传统静态景框的局限。同时动态“景框”的叠加构成了景观尺度上的变更，这种潜在的调整完全取决于运动中的交通工具与运动速度和人的感知速度之间的互动。

2）交通方式与连续性的阻断

城市交通方式的变更有技术的原因，也有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推动力。“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百年来城市大规模交通运输发展，可以发现运输手段和交通设施在20至25年间会更新一次，或者通过其他创新代替或补充。”
〔4〕



交通方式与交通空间相关联，而交通技术与路面技术是其根本。按照10千米／小时的步行速度作为衡量标准，速度越快，对城市空间的阻断效果越强。在轻轨电车出现以前，城市交通主要靠步行和马车（速度20千米／小时），那时候城市用地范围从未超过3英里半径（即4.8千米），这样的范围横穿城市需要接近1小时，马车需要半小时。这样的距离无论是步行还是马车，都是亲切宜人的尺度。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的大约半径为1英里（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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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1889年第一个轻轨电车出现在德国，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到1900年就完全取代了马车，图3.5是1895年的瑞士温特图尔，轻轨电车已经成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时至今日，欧洲很多国家的城市主要交通还保留着轻轨电车，因为它没有污染，准时有效，而且轻轨电车的最大优点是在路面上只需要两条铁轨即可，路面其他部分可以和绿化融为一体（图3.6）。轻轨电车的缺点是在道路上空，留下了如蜘蛛网一样的电线，成为视觉景观的障碍。在19世纪末，地铁首先在伦敦出现，之后是巴黎和柏林。伦敦的第一条电动地下铁道在1889年交付使用。地铁和轻轨电车以及机动车等逐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共交通体系。“19世纪的城市是定位和适合于公共交通系统的，主要交通道路连接了密集建造的居住小区，它保证了短距离的到达和足够的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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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轻轨还是地铁，由于交通方式与步行相互之间干扰不大，因此对于城市空间的阻断效果也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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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1895年的瑞士温特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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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德国某城市轻轨车道与草地、公路

第二次科技革命之后，20世纪中期城市中相继出现了铁路和高速公路环线，交通速度得到大幅度提升。火车站建筑也就此成为城市公共景观的关键组成部分。如1923年的美国华盛顿中心（图3.7），中间是美国众议院，右下是众议院办公楼及图书馆，在众议院正上方，顺次是参议院、火车站。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重要公共建筑之一，火车站建筑的公共性、在城市中的地点区位和对交通的影响，以及对周边城市空间的张力等，使其在城市景观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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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1923年美国华盛顿中心

火车站派生出来的车站广场和火车站大街，在欧洲一直是容纳城市重要商业行为的场所，对节日气氛和人文气息的营造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德国慕尼黑火车站前的卡尔广场和对面的商业街（图3.8），直通著名的玛丽亚广场，这条轴线构成了城市中重要的聚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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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慕尼黑火车站前卡尔广场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个人机动车交通得到了快速发展。机动车不仅改变了人们出行的速度和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集聚方式。由于早期工业城市的环境日趋恶化，机动车使得城市郊区化成为可能，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组织结构，从而改变了城市规划理念并促成了城市疏散形态的产生，导致了快速公路景观成为一个新的景观类型。而低密度郊区住宅群的产生，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带来了新的聚居景观形态。

机动车的增加改变了城市空间尺度，随着道路不断拓宽，属于人性尺度的公共场所日渐分离，景观空间的连续性常常被快速交通阻断。

如图所示，早期的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图3.9），停车场的空间占有率使得城市肌理在很大程度上发生改变（图3.10）。多层车库的出现，实际上是通过停车的行为改变了传统建筑的“内部”空间尺度，让汽车在城市中也占有了一定的空间展示面积。在芝加哥甚至出现了高达20层的高层停车库（图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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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地表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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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华盛顿汽车占用土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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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芝加哥20层的停车库

道路、高架、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如仅仅具有功能而不具有景观的角色，那么城市空间就会支离破碎。纵横交错的道路网与铁路线立体交叉，这是交通本身的强势定位带来的城市空间连续性的阻断，城市公共空间行为的主体开始让位于追求效率的大尺度交通工具。

由机动车的快速交通和行人的慢速交通之间的矛盾衍生出来的人车分流概念，是在满足功能的基础上，凸显城市空间连续性的阻断效应。早年柯伯特（Harvey Wiley Corbett）为了缓和纽约交通拥挤而构思办法，首先分开人行和机动车的交通，在现有的建筑上伸出悬臂高架桥；其次架空建筑，这样就产生了六车道，可以有两车道停车；最终，将人行道升空，底层街道拥有了8至10个车道（图3.12）。

[image: alt]


图3.12　纽约高架4部曲

但高架桥带来的空间阻断不仅是形象的，而且对经济业态、活动人群均有影响。荷兰NL事务所在思考阿姆斯特丹的Carve场地处理的时候（图3.13），就尝试通过利用高架路下方的空间恢复市区两侧之间的联系，将超市、花店、鱼店、停车场、河流、公园和涂鸦画廊很好地联系起来。很好地解决了30多年来的空间阻断和利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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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阿姆斯特丹的Carve场地高架桥

机动车的速度，使得城市地块之间的距离感大为减弱，城市高速公路的连接作用显现出来。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有很多大型的购物中心出现在城市高速公路的节点处。

如今，高速公路不但连接着城际交通，高架交通体系也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形象。拥有完善的高架道路系统的上海市，内环线的高架道路被评为2001年十大新景观（图3.14）。然而，高架道路对城市的竖向形态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不但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尺度，而且对城市的历史文脉与城市的肌理都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改变了原有的空间关系，毁坏沿街的空间界面。而且以汽车的速度去感知城市空间形态的新方式，带来的是大尺度化和大规模化。机动车的速度还使得影响城市景观的诸多细节成为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于是标志物、广告牌等日益变得高大，城市景观的细节不再精致，变得粗犷、浮躁、商业化，城市空间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机动车的尺度，街道转变为公路，人性化的空间不断地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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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上海高架景观

总之，交通方式带来的高速度，也带来了空间的高阻断效应；交通组织（机动车与步行）模式，带来了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景观实践类型的变化，比如城市中心区公共空间、步行街及广场、环城道路及景观带、郊区停车场及购物中心等。城市景观实践的发展，关注的类型、规模、整合度都有不同的改变，策略也各有不同。

交通方式造成城市空间连续性阻断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行为节点产生的可能。这些行为节点，有些可能只是交通分割带来的外部空间，也有些可能是原有的剩余空间，或者是缺少功能，从规划布局中消隐的零碎空间。在城市景观的实践中，正需要巧妙地在这些失去或限制人的参与可能的城市空间内，将停车、照明、绿色、游憩等需求与复杂的工程技术结合，创造出与高速空间交织在一起的富有活力的低速空间，因为只有低速，才具有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只是慢速空间与现代城市生活的高效节奏是有冲突的。如孟加拉国首都出现的繁忙的街道，公路上有汽车、黄包车、自行车、私人公车以及随意的行人（图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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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孟加拉国首都繁忙的街道

由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大力推动的“大巴黎城市发展计划”在未来10年至20年间将巴黎建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其中城市中的带状公园、公共设施和铁路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新的带状公园长达7000米，包括新的公共场所、横向道路、一座基础设施（能源、可再生能源、垃圾、综合回收和物流中心）。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目标包括资源合理利用、高速发展、市民集会（图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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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a　带状公园、公共设施和铁路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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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b　位于铁路系统之上的带状公园和公共设施

3.1.2　景观实践中的空间对象

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由建筑群构成的城市物质实体，景观对象处于一个物质实体构筑的空间边界之中。也正因此，城市景观实践中的空间概念涵盖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中，建筑作为边界参与到景观对象中来，抑或建筑本身已经成为景观对象的一部分。在现代城市的塑造过程中，肯尼斯·弗兰姆普敦指出：“至关重要的是与景观的协调一致，而不是独立的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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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整体协调的基础上又涉及城市设计的专业领域。因此，从建筑、景观及城市设计的不同专业尺度下整合而来的空间对象，从空间界面及空间介质两个方面完成了景观实践中的空间对象的表达，其中空间界面包含构成空间围合边界的物质实体，空间介质包含空间中的实体对象与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文化因子。

1）显性的空间界面

空间界面的构筑依托形式与材料。在不同的尺度上，材料技术对于塑造城市表面、构筑不同层级的空间界面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材料及其表现特征涵盖了城市空间的所有界面，从视觉景观的角度来看，包含了路面铺装的材质以及建筑及构筑物的材质，这些人工材质与城市中的自然植被组合，构建出完整的城市空间界面。只是在实际建造与控制的过程中，建筑、道路、地面铺装及自然植被分别属于不同的设计领域。

建筑在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领域被视作重要的基础组成对象来研究，其外在的显性材质、建筑形态及其组构特征构成了城市公共空间的表情，也因此成为城市景观主体。

技术的影响

建筑的建造技术受到了材料的结构特征制约，很长时间都局限在石材、木材、砖瓦等可塑性较差的材料范围内。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天主教堂的穹隆顶就曾经因为技术问题而使得施工期长达百年之久，如今也因其历史性的技术突破成为佛罗伦萨最重要的城市象征。

1850年，法国园丁约瑟夫·蒙捏（Joseph Monier）通过水泥和铁丝网组合来制作花盆的实验，取得了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方法。这个方法给建筑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可塑性和高强度。1875年的底吹碱性转炉炼钢法的发明，又大幅度降低了钢铁的成本并且提高了钢铁的质量，使得钢铁的大规模运用成为可能。到1890年，欧美各国都开始广泛采用这一结构手段来建造房屋，逐渐成为20世纪的主要建造技术。钢筋混凝土的建造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材料的建造方法，就此改变了整个城市面貌。在法国人戈涅（Tony Gamier，1869—1948）的工业城市的思想中，曾设想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城市中的全部建筑。到20世纪初，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建造效率，从而为城市大规模建造活动奠定了基础，只是同时也制约了传统材料与手工工艺建造建筑的可能。

1853年伊莱沙·格雷夫斯·奥蒂斯（Elisha Graves Otis）发明了载人电梯（图3.17）。而被称为“倾斜升降机”的自动扶梯（图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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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91年投入使用，进一步解决了大量人流的垂直与横向交通。从此城市的高度就产生了革命性变化，不断向新的高度挑战。柯布西耶在1935年发表的“阳光城市”的规划方案，被称作是垂直的田园城市，同时也是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雏形，其理念的技术支撑就来自于高层建筑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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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1853年Otis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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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1905年自动扶梯的使用照片

1851年英国水晶宫采用现代的铁架和玻璃结构是钢结构的先驱，但直到芝加哥学派的艺术构思同现代钢结构技术结合起来，才促进了现代高层建筑的飞速发展。早期美国纽约和芝加哥是有增高趋势的核心城市。纽约曾经在3年内出现四度刷新世界最高纪录的建筑物，它们是曼哈顿银行（283米）、华尔塔楼（289米）、柯瑞斯勒大楼（319米）及帝国大厦（381米），图3.19所示是1978年的麦迪逊大道上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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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1978年的麦迪逊大道

1851年的水晶宫和1889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代表了现代城市建造更大和更高的两个建设趋势，是一个世纪以来科技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自动扶梯和电梯的使用解决了大量的横向和纵向人流的移动问题，为这种趋势提供了保证。

表皮与形式

现代结构体系将建筑的围护墙面从受力体系中彻底解放，使得建筑表皮的形式构成有了较大的自由度，城市面貌大幅度改观。

对可持续发展与节能技术的认知，使对建筑维护界面的理解逐渐向气候边界的理念过渡。平板玻璃技术带来的玻璃盒子建筑，基于节能的角度逐渐被轻质板材替代或被遮阳百页包裹，简洁理性的建筑形式在20世纪后期受到了文化缺失的质疑，对地域建筑形式的探索又引来了新一轮的城市景观的更新。

建筑形式的特殊性在于建筑的外围护界面是内外空间分隔的中性介质，对内部而言，建筑表皮的构造技术与节能技术等能够带来内部空间的品质，但对城市外部空间而言，建筑群的整体表皮构建了城市景观的空间界面。现代建筑学从对建筑空间的关注开始，到如今从建构的角度出发，关注构成空间的实体边界——建筑表皮在构造技术以及视觉表现上的意义。由于建筑表皮对公共空间界定的优势，使其具有了对内外空间的双重定义。当这种意义在城市设计中显露时，同时也间接地成为风景园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Carl Fingerhuth在瑞士巴塞尔利用一个产权属于城市的建筑夹缝用地上，创造了一个小尺度上与城市进行对话的机会，通过设计竞赛发动了一场建筑与城市对话的机会。结果苏黎世建筑师尤里·马尔巴赫（Ueli Marbach）和阿瑟·瑞格（Arthur Rugg）的设计充分尊重了现有城市结构以及场地形态要素，塑造了一个通过单个小尺度建筑立面既沟通了时代美学主题，又与场地周边建筑形态契合的作品，对公共空间界定的城市主义压倒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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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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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瑞士巴塞尔竞赛

20世纪晚期，全球范围内对生态环境关注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对城市景观的全新诠释。基于整体的角度观察城市，建筑作为独立单元的角色在消解，而城市、建筑、景观相结合的无边界、无图底城市的特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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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成为共识。作为整体意义基础上的景观概念，正在替代建筑，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

从城市、建筑、景观相结合的角度审视作为整体意义基础上的景观化理念，可以在不同尺度、不同结合方式和程度上消解或组构空间界面，包含了以下几个方向，这些方向潜在的风景园林学意义，往往跨越了学科边界而具有方向性的引导作用：

（1）建筑构成场所基面：建筑体量与表皮同时景观化的处理手段。例如，FOA事务所在1995年设计的横滨国际港口（图3.21），利用建筑连续的表面，消解建筑墙壁和屋顶的概念，使得内外空间一体化设计，构建了具有强烈场所感的屋顶活动平台，与建筑内部使用空间浑然一体。位于巴塞罗那Rambla Brasil大街上的城市墙修复是另一个特殊的例子（图3.22），这是覆盖城市高速公路Ronda del Mig上方的大街，作为巴塞罗那最具吸引力的道路之一，其地理区位所具有的价值体现在城市景观的整体塑造上，而原本裸露的墙体就不再仅仅是建筑的一面无窗山墙，而成为该场所构筑的重要界面，成为了一个“周围生活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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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利用多变的墙面纹理，结合街边的路灯、长椅和树木，构建可以使人们从不同角度和速度下获得视觉体验的场所感。最终建筑师David Bravo Salva利用松木板条和标准化的结构肌理与变化，并采用灰色基座的处理手法将墙面与地面糅合一体，进一步与城市空间融合，承担了基于整体城市功能，构造了一道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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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横滨国际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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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a　Rambla Brasil大街建筑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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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b　Rambla Brasil大街建筑山墙改造后

（2）建筑与景观环境一体化：建筑在保持自身体量的情况下，从体量、肌理、技术等方面寻找与景观环境结合的方式。例如日本“穿越福冈”项目（图3.23），这是位于福冈市中央区天神地区的一个政府公共设施综合体，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建筑高度约60米。该项目基于对基地原有环境的尊重理解，提出将“穿越福冈”项目设计成与南侧中央公园连续不断地整体的开阔空间。采取的方法就是削弱建筑庞大的体量，将占体量约40％的没有采光要求的建筑功能埋入地下以换得地上建筑的灵活布局。将地上建筑从南面第1层开始到第13层逐层退台形成阶梯状的屋顶景观空间。这一退台方式获得的屋顶覆盖植被，实现了与南侧中央公园的绿色空间的连续性与联动性，在削弱建筑体量的同时也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延续。退台景观在各层运用了一个悬垂的设计，即每层的植被由退台屋顶植被和种植于下层墙体上凹槽的植被组成，植被通过混植大修剪使其一体化。退台景观空间背靠建筑实体，在高空不易产生空气对流，被强风干扰，因此可种植较大的乔木或灌木，创造出如真山一般连续漂浮的空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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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穿越福冈

（3）消解建筑界面：通过增加吸引视觉的构筑物，减少建筑界面对空间的影响力。例如塞维利亚的标志性工程——大都会遮阳伞（图3.24），建于西班牙最迷人文化景点之一的恩卡纳西翁广场，激发了其作为塞维利亚新的城市中心的潜力。这个巨大的遮阳伞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不仅仅覆盖了历史城区，还在食品市场和贸易区域汇聚了日常生活，并为各种活动提供了公共场所，如冥想、休闲和贸易。这把“伞”带来的介于内外空间之间的城市活动空间，白天带来了阴凉，晚上则是舞台，与各种文化、商业活动整合在一起。大型木材板折叠形成的构筑物，很好地衔接了内外空间，将空间界面模糊化，增加了透明性和视觉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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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大都会遮阳伞

（4）建筑表皮的景观化趋势：通过建筑表皮与自然材料相结合的手段，包括植物、自然石块等。例如有西班牙事务所Nieto Sobejano Arquitectos设计的圣塞瓦斯蒂安的圣特尔莫博物馆（扩建中，图3.25），建筑师与艺术家Leopoldo Ferran和Agustina Otero的密切合作，在由穿孔钢板构成的建筑墙体上面种植植物，将现代金属材料与景观材料、旧建筑表面的石材融为一体，产生了特殊的景观效果。

[image: alt]


图3.25　圣特尔莫博物馆扩建

（5）城市、建筑、景观一体化规划与设计：这是从一开始就进行整体化的景观构思，模糊了专业之间的界限。例如BIG事务所完成的斯德哥尔摩SLUSSEN（整体规划中，图3.26），以城市尺度的大手笔打造立体的城市空间，创建了一个独立于交通工具之外的公众海滨活动空间，多层次的弧形线条梳理了交通体系，将建筑、港口地形、基础设施、广场景观与滨水廊道等完整地组织在一起，完成了一个城市、建筑、景观一体化的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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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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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6　斯德哥尔摩SLUSSEN整体规划

2）隐性的空间介质

空间界面围合中的空间介质，是风景园林学科的传统研究范围，也是城市景观的核心部分。建筑学研究从建筑空间开始，依托建构理念，逐渐扩展到建筑围合界面。城市景观的核心则是从视觉意义上的空间界面转移到空间介质上。从技术实践的角度出发，这样的空间介质承载着文化表达与生态构成等技术环节。其中，涉及核心技术部分的是隐藏在视觉表象之后的电力、电子科技以及特定的人的活动及文化积淀，构成了特有的景观基质，成为体验景观、生态景观、事件景观和数据景观等产生及培育的土壤。

19世纪下半叶以前，城市照明多使用煤油灯。1878年在巴黎歌剧院周围安装了16支“电烛”（弧光灯），是城市照明的开始。早期照明用的弧光灯由于光线太强，常用于较大场所的照明，如车站、剧院等。1879年除夕，蒙罗巴克公园挂了360只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泡，整个公园亮如白昼，形成了3000人聚集的大规模盛景，这一盛况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报道
〔12〕

 。从此，电力照明开始逐渐普及。首先出现的街道照明是在1879年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区和滑铁卢之间的区域，很快也相继出现在美国的格里夫兰
〔13〕

 。与世界有电的历史几乎同步，很快电灯也照亮了中国上海的公共租界（图3.27）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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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1887年上海外滩

城市照明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城市生活节奏。城市夜生活的需要催生了新的建筑类型，如影剧院、歌舞厅、夜总会之类的娱乐场所。商业活动更是如鱼得水，闪耀着光怪陆离灯光的大规模商业购物中心，逐渐成为大城市标志性城市景观。有的因此积淀而成为独特文化氛围，如著名的上海南京东路（图3.28），由于解放初期的影响力，已经成为繁华都市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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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上海南京东路夜景

电力照明的出现，使得需要大规模电力照明的公共场所成为可能，1893年美国芝加哥的国际博览会就是以“光的城市”为主题宣传城市建筑，不但用白炽灯提供了人行道的照明，而且第一次用电来作为展廊的照明
〔15〕

 。

电力对城市而言，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城市的基础能源供应，它更加干净和高效率，这不是可燃气和煤能够比拟的。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公共卫生和过滤水的供应系统也开始普及，干净的自来水和家用电力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先建筑上的烟囱逐渐消失，街头闪烁的油灯被电灯所替代，街头电车取代了马车，城市环境变得干净整洁。当电力技术与景观手法相结合的时候，可以塑造出非常丰富的动态空间介质，如喷泉、广播、电子广告等。当电力技术与生活文化进一步结合，产生的景观效果对空间场所的塑造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例如杭州滨湖景观更新项目中，街道照明的灯具通过尺度的放大和形式的抽象，已经有了图腾文化柱的底蕴（图3.29）
〔16〕

 ；瑞典Odenskog交通环岛上，灯光照明与雕塑概念结合，成为城市入口地标（图3.30）
〔17〕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火车站前庭的历史大道上，薄金属板、彩色玻璃与荧光灯铺设（图3.31），构建了一条发光的街道场所，人们在此可以阅读历史事件的简介，感受历史与激情
〔18〕

 ；瑞士日内瓦中心区（图3.32），通过将LED灯巧妙地嵌入地面石块中，构成了满地星光的特殊场景，灯面刻录了不同的问候语，非常富有人文气息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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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9　杭州滨湖文化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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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0　ODENSKOG交通环岛雕塑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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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火车站前庭的历史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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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瑞士日内瓦中心区

以电力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人类通讯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电话、无线电通信、无线电话、移动电话发明、公共电视广播等相继出现。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标志是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再次极大地增强了人类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些电子科技从声音到图像飞速地完成了人们一般交往的主要内容，从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城市景观的塑造上，电子科技更多的是在内涵上改变城市，让城市的空间介质更加丰富并具有张力。街道上出现了各种公用电话亭，成为街道固定的家具。广场上可以看到大屏幕动态电子广告。信息的多维度渗透、移动电话的普及，使得人们对于城市空间的知觉体验具有了现象学的意义，城市景观不再仅仅是视觉意义上的景观，视觉形象的丰富变幻、听觉的多维度拓展导致空间的张力具有渗透性，城市景观也就有了更多潜在的意义。例如，在洛杉矶群星大道边的露天景观绿地上，一条简单的混凝土条石带来的场所感是和人们的电子生活分不开的，而且，单独的个体行为逐渐替代群体公共行为（图3.33）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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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　绿地上的手机使用者

电子载体结合计算机的科技，使得城市的所有信息都可以数字化，在城市建设的控制层面，有城市地形数据库、航摄遥感数据库等基础数据，汇集城市建设各方面的信息而形成的数据库，使得“数字城市”的概念成为可能；在城市景观的表现层面，数字化的景观手法包含了大量的技术手段，如在荷兰阿培尔顿车站广场，场地中有一个位于地下人行道和自行车道采光口的玻璃墙，设计师使用了大量的LED灯管，利用自动控制设备，模拟沙暴的画面效果（图3.34），极大地丰富了空间的趣味性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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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　荷兰阿培尔顿车站广场沙暴墙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纤通信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以及软件技术的综合发展，使得整个信息技术成为新技术革命中最活跃、影响最大的领域，进而形成了信息产业。以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信息产业的革命，30年来已经渗透到了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实现知识的共享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同时，不断完善着城市的基础功能，日益改变着城市的面貌，形成了城市的“潜结构”。信息技术本身也逐渐成为一道文化亮点，在季隆海关广场的设计中，广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刻着电子条码信息的无缝钢板（图3.35），在水景的点缀中，成为文化艺术品，象征着如今电子条码化的社会生活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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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　刻着电子条码信息的无缝钢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各国纷纷建置网络并相互联结，电子载体和计算机的科技终于结合而完美地实现了电子网络。网络不仅改变了我们的交往模式，改变了商业运作的模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地理概念。人们对于城市以及周边环境理解的整体性也随之日益增强，对城市景观空间的整体性、连续性和独特性的要求也必将随之提高。

3.1.3　景观实践中的技术方向

技术具有改变物质对象的能力。聚焦到作为城市景观生成土壤的城市大环境，技术实践的首要目标就是保持城市的生态平衡、保持城市绿地系统在生态和空间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从城市整体角度看，依托城市绿地系统的生态性和空间性，结合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很自然地会将水体、河湖、湿地以及人工的道路、交通空间纳入整体的视野之中。基于此，在景观实践的技术领域中，就涉及大尺度的关于城市整体空间秩序的生态技术及基础设施技术，以及小尺度的关于城市空间对象的构造技术，包括空间界面与介质的构造技术，以及基于空间体验的环境营造技术。

1）整体空间秩序的技术方向

风景园林学科内对城市整体空间秩序的影响主要在城市绿地系统。城市绿地系统的认知是从风景园林学的角度看到了地形地貌构成的地理格局对城市的生态意义，更进一步的相关概念是生态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

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简称EI）的概念最早见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1984）的研究，表示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

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简称GI）是美国保护基金会（Conservation Fund）和农业部森林管理局（USDA Forest Service）联合政府机构及相关专家提出的定义（1999）：是国家自然生命支持系统（Nation's Natural Life Support System）——一个由水道、湿地、森林、野生动物栖息地和其他自然区域，绿道、公园和其他保护区域，农场、牧场和森林，荒野和其他维持原生物种、自然生态过程和保护空气和水资源以及提高美国社区和人民生活质量的荒野和开敞空间所组成的相互连接的网络
〔23〕

 。

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都是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关注，由于定义来自不同的组织，因而在表述的角度和倾向上略有不同，相对而言，后者表述更加具体，有针对性。两者都以基础设施为立足点，是看到了基础设施的城市尺度，以及本身具有的整体连续的空间体系。

基础设施在城市建设中提供了技术保障与经济推动力。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基础设施包含能源系统、给排水系统、交通系统、通信系统、环境系统、防灾系统等工程设施。这些设施是基于为城市建筑群服务的。而绿色基础设施的实质是在城市河道、开放空间、公园甚至建筑群等城市与自然环境的交汇处，融入更多的景观元素，在自然资源层面，将资源利用的有效性扩大化；在生态技术层面，将环境生态的修复、连接等与功能高效整合；更重要的是在基础设施层面，融入更多的绿色生态元素，从构建技术到表现形式、从基础功能到生态体系全方位地整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协调性问题显现出来。城市基础设施因其本身的技术特点与功能成为三者之间的切入点。城市中各种类型的基础设施在尺度、功能与形象上与景观结合构成的综合体，成为城市景观实践的首要目标。城市中的建筑群因作为空间的边界而具有的景观化趋势，以及近年来建筑设计领域的建筑与景观一体化的趋势，间接地参与了人工干涉下的自然生态的修复过程，使得建筑本身也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中各种规模的绿色地块，在绿色基础设施概念的引导下，作为生态调节的关键环节被审慎地纳入了城市基础设施范畴，其本身具有的保养水土、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在维护城市环境平衡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毫无疑问，绿色基础设施成为引领城市整体空间秩序的重要概念，其本身具有的整体性和空间秩序性，在整个城市范围内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绿色基础设施概念与交通系统结合，不仅能够将城市的各种功能性用地纳入自然资源系统内，而且在空间体系上构成更加完整的绿色空间秩序。例如温哥华的陆地桥（图3.36），经过原苹果树公园连接哥伦比亚河文艺复兴海滨步道，采用绿色流线的设计手法，既解决了被14号高速公路和铁轨阻断的空间流线，又满足了人们与滨水空间的艺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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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　温哥华的陆地桥

绿色基础设施概念与给排水系统结合，传统的泄洪渠道就成为城市公共开放的绿色空间，甚至成为城市规划中的基础构成理念。例如，1972年，在美国运用生态原则规划的第一个新城“伍德兰兹新城”（图3.37），麦克哈格以排水设施问题为突破口，采取了满足地表水饱和度与延迟排水的技术手段，规划布局以土壤的渗透性为标准，路面铺砌材料也是以渗透性技术手段为标准，排水线路参与到地块的功能划分中。新城中的开敞空间在原有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形成了涵盖全城的自然生态排水系统。在整个规划中，针对水文环境的一系列技术手段构成了该规划的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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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7　伍德兰兹新城

波特兰雨园（图3.38）是另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是处理城市雨水排放与净化方面的典范。波特兰是一个雨水充沛的港口城市，由于城市地面大多被街道、停车场和建筑物所覆盖，所以每年流经市区的大量雨水很难渗透到地下。雨园巧妙地在解决雨水排放和过滤的过程中，创造了优美的景观环境空间。雨园中的水渠和池塘让当地居民直观地感受雨水收集和净化的过程。建筑屋面汇水的过程中，采用的玄武岩堆砌的乱石点缀，连续跌落的七个蓄水池也被景观化处理，形成了连续跳跃的整体区域。鹅卵石和水生植物过滤水中杂质，植物的根系和土壤中的微生物能吸收水中的污染物，起到进一步净化雨水的作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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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8　波特兰雨园

绿色基础设施概念与能源系统的结合，从根本上推动了对低碳城市的思考。城市绿地是城市中自然碳汇根源，不需要消耗能量。而城市绿地系统的合理布局可能比自身的碳汇作用还要高，因为城市生态秩序的潜在效果在于微气候的改变和调整。而整体的生态秩序，对城市气候低碳化起到了潜在的积极作用。城市绿地系统对于低碳城市的作用主要体现在7个方面：固碳释氧、降低园林自身的碳排放、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减少建筑能耗、引导绿色交通、城市农业基地、碳减排宣传和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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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构建更加完善的慢性空间系统和在城市中重视自行车道的设置，也将大幅度减少能源的消耗。

绿色基础设施概念与环境系统结合，关注点就在于保证城市环境的生态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将环境系统景观化。城市中可能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包括工业污染、交通运输污染和生活污染等。目前，针对工业遗存、棕色地块的设计理念就是在技术处理污染的基础上融入景观，特别是技术与景观化的处理手段和时间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城市环境景观化的过程与变化。

其中，土壤与水资源是最重要的环节。土壤是生物、空气和水源之间的接触及过渡地带。土壤能为植物、微生物等提供栖息场所，同时又能消化、降解和平衡外来的污染物，从而成为城市中自然的净化系统。乔治·哈格瑞夫斯（George Hargreaves）在1991年建成的加州帕罗奥图市的拜斯比公园（Byxbee Park），将原基地18米高的垃圾填埋场，用30厘米厚的表土覆盖。考虑到保护表层土壤的要求，没有种植乔木，只使用当地的草种通过一系列地手法构成全新的景观，北部成片的电线杆也成为景观构成的重要部分（图3.39）。甚至公园利用下层的沼气形成经久不息的火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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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9　北部成片的电线杆

相对于自然环境，城市中存在大量的非透水性地面，从而改变了水的自然循环体系。城市硬质路面技术中，混凝土和沥青材料的路面技术是最成熟的，并发展出更加抗裂抗高温的改性沥青混凝土路面、抗车辙沥青混合料等，在路面材料及施工技术日益稳定的前提下，城市地面的透水性能就必须完全依靠其他手段作出生态性补偿。自然土壤在城市中的比例下降，使得土壤所具有的蓄水排水的功能不能达到自然平衡，这是造成城市区域河流干涸、洪水泛滥的原因之一，进而又会影响地表植被的生存状态。这些问题暴露了城市基础设施在技术保障与设计策略上都存在问题。

2）城市空间构造的技术方向

城市公共空间的营造目标是生态化的绿色环境，以及面向人们空间行为的体验环境。这是两大基本方向，注重生物的生长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特殊的空间体验和氛围的塑造，才能让公共空间更加充实，更加富有感染力，让公共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就物质形态构成的空间界面的外在表现来说，构成空间的各种材质以及材质带来的活力，或者说承载隐性空间介质的物质形态构成技术才是整个技术平台的发展方向。

（1）空间界面的物质形态构造

从物质形态构成角度解析，地面与垂直界面是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地面的材质是空间承载最重要的部分。城市中的垂直界面除了构筑物以外，大多由建筑立面来界定，前文已有表述，此处不再展开。事实上，景观实践的技术主要是围绕城市地表展开，包括城市硬质铺装技术、城市土壤的生态技术以及雨水利用技术等。目前的技术手段有以下几个方向：

①雨水收集与利用

雨水属于天然水源，雨水的收集与再利用目前成为住宅与公共建筑环境中的重要部分。通常雨水被收集来用于清洁用水和种植用水。前文所述波特兰雨园是一个例子，柏林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广场（Daimler Chrysler）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位于柏林波兹坦广场中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广场（2001年），其周边建筑的环境形成了水流与池塘的网络体系，汇集了17000平方米的屋顶雨水，用于清洁用水、种植用水，以及和生态与美学结合的水环境。Alelier Dreiseitl通过构建湿地结构的模式，在收集雨水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净化生境。通过混合的高渗性沙矿混合物（90％沙、5％矿物添加剂和5％火山岩）过滤雨水，形成良好的植物生境，其中快速的水循环减少了水藻的产生以及赋予营养物高效的新陈代谢（图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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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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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0　戴姆勒克莱斯勒广场

②道路的渗水技术

城市中硬质铺装通常都有渗水排水的技术，但城市中大面积的不透水道路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从而造成地面塌陷、影响植物生长的问题。比如苏黎世园林管理部门已经开始研究如何通过可调的金属件来满足城市树池的透水问题（图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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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　苏黎世可调节透水面积的树池

城市在成为人造沙漠的同时，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一方面被迅速排走，一方面水分蒸发造成空气湿度加大。雨水的收集与利用是通过技术手段有组织利用雨水的局部策略。面向城市整体性的策略是通过材料技术改变路面的透水性。

彩色透水混凝土路面技术和透水沥青路面技术是目前重要的技术手段，也代表了路面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它能够改变破坏城市生态的地面肌理，从根本上改变城市中的雨水循环问题。两者都是在传统材料中，掺入透水性大骨料来达到透水的目的。透水混凝土是一种多孔轻质混凝土，由粗骨料表面包覆一薄层水泥浆相互黏结而形成孔穴均匀分布的蜂窝状结构，达到透水的目的。透水沥青路面是采用多孔沥青混合料（Porous Asphalt Concrete, PAC），构成了骨架—空隙结构。

目前由于透水性路面的色彩可调性与透水保养性，在园林景观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

③土壤修复与改造技术

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城市中的很多工业遗存用地、垃圾填埋用地、矿场等的土壤面临如何修复的技术问题，而有些不宜种植的土壤如盐碱地等也面临改造的问题。通常处理的办法就是通过挖掘污染土并置换新的种植土，如在中国盐城，由于历史原因，沿海地块都是盐碱地，技术人员采用的办法是部分置换的办法，在新土和盐碱土之间还需要通过技术手段隔离，防止泛碱。如果不更换土壤，那么就需要通过生物治理技术净化用于种植的表层土壤。在澳大利亚的前英国石油公园中（图3.42），技术人员采用有机物以及有效微观有机质（EM）混合，并每隔三个月翻转土壤的办法治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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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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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a　前英国石油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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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b　土壤治理技术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韦斯特盖斯布里克文化公园中，采取的是将场地土壤分离、控制和检测（ICM）的策略，进行研究后针对性地处理（图3.43）。在美国洛杉矶河的治理中，采用类似的办法，只是更加注重时间作为一个特殊的手段来参与治理，认为“我们的城市景观99％是时间创造的”，设计师大卫·弗莱切也因此获得了2007年区域和城市设计的AIA奖。

[image: alt]


图3.43　韦斯特盖斯布里克文化公园

（2）空间介质的物质形态构造

空间中的物质形态对象，是空间介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空间在尺度上有很大幅度的变化，在空间界定上也存在空间过渡的层次性和空间套叠的可能性，但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主要有两大部分形态构造技术，分别是针对植物形态的种植技术和针对景观小品的建构技术。

①植构形态

通过种植技术产生不同的种植形态构成的景观对象，称为植构形态。

传统的植构形态是通过修剪直接赋予植物一个几何形态，如柱状和球状的灌木造型都是常用的手法。通过引导植物生长的方向，尤其是通过技术手段改变生长环境的高度，即垂直绿化技术，是现在常用的技术手段。

这项技术探索是从法国植物学家帕特里克·布朗克（Patrick Blanc）开始的，他从1970年代开始“无土花园”的实验，研究植物在各种条件下的生长情况。1988年，布朗克发明的“垂直花园”系统获得了国际专利，并在巴黎的拉维莱特公园里实现了他的第一面植物墙。1998年，布朗克与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合作设计了巴黎卡地亚基金会的入口植物墙（图3.44），使他的垂直景观系统开始与建筑结合。在巴黎原始美洲博物馆中，他在约800平方米的外立面上种植了150多种约1.5万株的植物。

[image: alt]


图3.44　巴黎卡地亚基金会入口

垂直绿化需要考虑植物生长环境特征，在下部多为阳光照不到的阴暗面，因此在植物选择上考虑耐阴植物，而上部为阳光强烈的地方选择喜阳且生命力较强的植物。此外，垂直绿化需要作为结构部分的金属支架，以及其中的灌溉管道，可均匀对植物进行灌溉。如与建筑外墙结合，还需要有与外墙结构连接的构造以及对建筑外墙面防水处理的构造技术。

目前垂直绿化有多种种植方式和技术手段，如下表3.1：

表3.1　垂直绿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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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nova和Hernanhdez设计的绿窗形态是将植构技术与人的情感文化结合的实例（图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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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瑞士洛桑Belvedere广场地铁口顶部，这个绿窗的形象很好地将自然、城市和工业产品在美学上结合起来，形成了特殊的城市景观形象，这个有窗的绿墙构成的城市景观完成了市民与公共空间的互动，引动了空间中的潜在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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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5　绿窗形态

植物种植除了能够带来生态化的绿色景观环境外，还能通过植物的生存适应性修饰我们的城市环境。如巴黎伊夫里城门附近的城市轻轨（图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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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常浅的种植深度条件下，需要寻找适应性的植物构筑绿色植毯，如蔓生百里香、马蹄莲、常春藤等，生物的多样性和生存能力极大地丰富了城市轻轨地面，这也是欧洲轻轨地块的常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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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6　巴黎伊夫里城门附近的城市轻轨绿化

②技构形态

通过材料和电子科技的建构技术产生的景观形态，称为技构形态。

人们不断地在尝试通过相关领域的技术手段与景观形态结合，从而达到改变空间品质的目的。目前技构形态的技术领域包括能源技术，如太阳能、风能、热能等；包括新的建材技术，如新型环保材料、反光材料等；包括电子的数控技术，如前文所述数字控制LED灯管产生的沙暴画面、数控传感等。

马德里的生态大道是一个构筑物景观化的技构产物。马德里近郊的巴斯卡耶区是一个自然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致力于该地区环境的复兴并通过组织竞赛选中了贝琳达·达多和何塞·路易斯·瓦耶霍合作设计的“空气树”方案。设计需满足两个要求：一是为这片新兴住宅区创造公共空间；二是这一空间必须实现气候宜人的效果。设计师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种大量的树，但要达到绿树成荫至少需要15—20年时间，因此他们设计了“空气树”这一植物替代物的方案，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长期种植的效果。巴斯卡耶生态大道设置了三棵“空气树”，为了创造新奇的公共空间的目标，三棵“树”除了调节气候这一共同特征之外功能各异，有用于举办小型演唱会、播放视频的“媒介树”；有供儿童活动的“快乐树”；最后是通过干预城市环境湿度和温度来调节微气候的“气候树”。“空气树”由轻质构件组成，表层都有植被覆盖，顶部设太阳能板产生电能供“空气树”运作。“空气树”拥有开放的结构，在天然植被生长成熟之前，“空气树”会起到天然植被的作用，等天然植被成熟时“空气树”就会搬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图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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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7a　马德里的空气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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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7b　马德里的空气树

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青翠步道（The Verdant Walk，图3.48）是一个装置艺术与太阳能灯管相结合的产物。该设计是为了让人追忆城市的钢铁产业，装置采用了具有透明度的材质，五个静止的绿色装置白天可以收集太阳能，晚上发光。这个装置和条形草坪构成了非常特殊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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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8　青翠步道

属于技构的景观形态由于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巧妙构思。如菲特烈堡（Frederiksberg）改变雨水收集与排放方式的环形研磨槽（图3.49），是从城市公共设施的角度出发的构思；在哥本哈根的哥伦比亚园中，公园的灯柱能够在白天吸收炽热的阳光，在夜晚将白天储存的光能释放，这是公共设施低碳环保的想法；在东京国家艺术中心前，由日本艺术家Shigeko Hirakawa创造的光合之树，由光色色素构成的人工树叶，在阳光下产生独特的色彩变化，警示人们由于污染，叶绿素正渐渐消失，我们的氧气来源和空气质量都正受到威胁，这是利用人工形态与自然形态结合产生的警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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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9　菲特烈堡Solbjerg广场上的环形研磨槽

总之，技构形态的介入，使得传统的城市空间更加具有表现力和吸引力，无论是在启发公共思考，还是在提供公众城市生活质量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3.2　解读与体验——解读作为体验的基础

城市景观实践在不同的尺度上有着不同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发展方向，而作为城市主体的人，通过自身的体验方式去解读城市景观，在这样的过程中，在感知层面存在着转译与互动的过程。

3.2.1　解读中的差异与相似

勒菲佛认为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三合一，作为“社会空间的三个重要时刻”，彼此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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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重要时刻就是空间实践、空间表现和具象空间。人们通过社会组织完成空间实践的过程，就是将自身与城市的真实性之间的转译过程，最终呈现出来的空间必然受到社会主导群体的影响，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体现了相似性，而在相对长的历史时间段内，体现了差异性。

不同的人的转译过程是不一样的，因此获得的空间体验也必然不同。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座城市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相似的人不可能使一座城市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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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城市人群对城市景观实践的解读也必然是不同的。城市景观实践需要不断寻找与城市人群在实践与体验的过程中的契合点。同时存在城市生活经历与城市景观实践之中的核心动力，是技术发展带来的推动力。

城市景观是在城市空间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景观化空间秩序，城市景观之间的差异和相似的关系是在可识别特征的基础上，围绕景观实践与体验的交互过程通过相互比较而形成的逻辑关系。差异代表了发展的必然，而相似代表了历史的连续。

人在观赏过程中，在识别出对象的本质特征之前，也就是在把眼前的景观对象和以往的知觉体验中的对象相匹配、比较之前，首先感觉到的是景观对象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来自历史的积淀，来自人类不同生存阶段和状态带来的不同意义，正是相互之间的差异才保证了城市景观的可识别特征。但人们在解读城市景观对象的过程中，必然会跳跃表面的视觉层次，而进入哲学解释学中理解的前结构状态，将眼前的城市景观对象与在潜意识之中作出非专业水平的解析，这就是解读城市景观的过程，也是城市景观在面对解读行为的转译过程。差异与相似作为最基本的原初感受，在这个解读过程中带来了前后历史的连续性。

例如，在坐落于一座小山上的西班牙历史街区Vitoria-Gasteiz（图3.50），丘陵地貌使得城市的历史中心始终没有改变，但单一的商业业态使得这个旧中心与城市的其余部分相对分离而渐成贫民区。坡道上的现代电动扶梯以及玻璃壳体的介入，在原来山地台阶上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玻璃罩解决了人们登山的安全性，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功能，同时也强化了现代元素注入的鲜明体量，不锈钢外壳的不断旋转的形态很好地保持了上升中的运动感和兴奋性，同时引入了时间的线性体验。现代材料与技术在历史环境中带来了强烈的差异感，但人们在行进的过程中，原始登山的功能性并没有改变，电动扶梯和登山步道的功能相似性和人们行为的相似性，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这种全新的体验，历史的连续性在技术的反差中得以体验。在这个例子中，场所的空间界面没有改变，只是在空间介质中引入了一个玻璃体，其功能与原有功能类似，因此有了很好的传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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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0　西班牙历史街区Vitoria-Gasteiz

承载差异的实体对象，既可以是城市中的建筑实体，也可以是建筑围合的空间部分。在四川乐山罗城镇（图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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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船形公共空间，围合的建筑群是同时代的产物，具有相似的体量和风格，是建筑群在特定的连续位置上的差异组合形成了中心广场。事实上，中国传统城市在建筑的等级差异和空间的等级差异上是并重的，形成了不同等级建筑围合成的空间等级秩序，用以反映传统社会结构的强烈的等级观念，但建筑的构建方法和形制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且由于制度传承，导致了这种相似性延续了漫长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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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四川乐山罗城镇

差异的产生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两大特征。共时性指的是同时代的差异，代表了不同的理念、方法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反映。而历时性是指在不同时代产生或转变带来的差异，如现代城市和中世纪的城市肌理就有很大的不同。历时性在哲学层面，有潜在的“中心”意义，以中心的角度看事物变迁，才有了起源、过去与未来的概念，对象的“相似性”具有过去的特征，而城市文化传承的基础就是在体验熟悉的过程中感受到的相似性。城市景观要素之间的相似关系比差异关系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是在差异的基础上，强调了比较对象的本质特征中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

在巴西Sao Paulo的繁华街道上，有一组用五颜六色的集装箱构建的商店Decameron（图3.52）。设计之初，客户的要求是低预算、可快速组装并尊重现有的树木。而用现成的废弃集装箱容器很好地满足了要求，两条货柜形成的空间内部流线，巨大的聚碳酸酯材料的半透明的金属仓库滑动移门在城市与内部花园空间之间构筑了动态的屏障，内外活动在视线通透的情况下实现了特殊的联系。这一环保且相对低成本的建筑构成，大大地减少了现实的经济问题。该设计还获得了世界上最好的购物场所建筑奖。这个例子的特殊性在于集装箱的形象和购物行为的结合挑战了人们的体验中的差异和相似感受，鲜艳的集装箱色彩在人们熟悉的氛围中融入了商业气息，购物行为的满足与改变集装箱用途的新意使得城市中出现了一处现代技术与文化并存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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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　商店Decameron

人在对城市景观的观赏过程中，借助以往的知觉体验，对景观对象相互匹配、比较之后，会得到部分相像或相同的本质特征。其中，以往的知觉经验起到了桥梁作用。格式塔心理学家通过试验证明人的每一次观景都是一次知觉判断，而这种判断是不需要经过理智能力作出的，与观看活动同时发生。在此基础上，将对象在知觉性质方面作相应的分离判断，并在心理上进行组合，从而达到一定的秩序。在哲学上，“相似性原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公理，认为世界万物都有一个或多个基本的同构单元，在这个同构单元的基础上世界万物是相似的。相似性原理被认为是近代自然哲学、宇宙学假说和基本粒子学说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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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哲学意义上，相似介于相同和不同之间，由于相互之间具有基本的同构基础，因此相似还具有传承、协调、融合、共生的意义，摆脱了非此即彼的逻辑，带来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西班牙建筑师莫里斯（Manuel Manzano Monis）在研究了西班牙小镇弗恩特瑞比亚（Fuenterrabia）长达十几年的基础上作出了更新规划（图3.53），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一排十几栋建筑紧密连接而成的有坡度的街道，组成这一风格协调的街道的每一栋建筑都不相同，不同的材料、开门开窗的方式以及不同的色彩等被有机的组织在一起，其关键的因素在于它们具有相似的坡顶、规模和比例尺度，相同的垂直分段特征以及相近的时代特征，这些相似使得它们共同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正是这些细节让这组建筑处于相同与不同之间，彼此差异在统一的整体中显示了动人的活力，也因而在融合共生的基础上，共同构筑了小镇的地域文化特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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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3　西班牙Fuenterrabia镇街景

总的来说，城市景观对象之间的差异是根本，相似则是化解差异、导致同构的手段，是城市景观整体协调的基础。

3.2.2　技术决定发展方向

城市建设，无论是物质形态还是空间环境，其可能性都是由人类的技术能力所决定的。罗杰埃（M. A. Laugier）在《论建筑》中这样描绘建筑的始源：“野蛮人，在用树叶搭起来的庇护物中，还不懂得如何在四周潮湿的环境中保护自己……森林的落枝是适合目标的良好材料，他选择了四根结实的枝杆，向上举起并安置在方形的四个角上，在其上放四根水平树枝，再在两边搭四根棍并使它们俩在顶端相交。他在这样形成的顶上铺上树叶遮风挡雨。于是人类有了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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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垂直的树枝对应于柱子，相交的顶部对应于山墙，原始的茅屋具有一切建筑元素的胚胎。罗杰埃的想法代表了以自然为类型的建筑类型学。这种形式上的对应关系就是相似的逻辑关系，来自于对历史元素的继承。而差异的产生来自于技术的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相似则可以看做是历史连续性的必然结果。

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工业生产带来了标准化、追求效率的功能主义理念，而且使得城市中的经济活动向社会化、生产专业化方面大幅度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城市的发展由此进入了现代城市的发展阶段。在设计领域，建筑被看做是机器，建筑元素有了统一的标准，讲究功能与效率的现代化建筑形式迅速蔓延；城市被看做机器群，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解决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功能活动的正常进行；景观被看做是休闲活动，是代表生产的建筑的附属产品，甚至是多余产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的大量的技术发明，推动了城市面貌的大幅度更新。无论是城市基本建造方法，还是改变城市建设的基础科技的发明（如电力），还有钢筋混凝土和电梯等带来的新材料和新技术，以及象征着现代大都市景观的高楼大厦等，无不具有鲜明的工业技术特征。在现代城市走过了一个世纪之后，高楼大厦、城郊住宅、电灯照明的街道、飞机场、高速公路、停车场等，都已成为我们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特征。

20世纪60年代之后，第三产业革命带来服务业高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作为全新的事物与概念，成为全球的热点话题。经济全球化同时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发展，设计思潮日渐繁荣兴盛。从对现代主义的质疑到各种新“主义”带来的新形式，从满足简单的功能需求到满足社会历史文化的需求，城市景观随之发生了重要改变。人文景观日渐得到重视，今天在欧洲可以看到打着太极拳的“老外”，也能看到牛仔裤成为我国年轻人的流行。甚至在2004年的中法文化年活动中，华人新春巡游在著名的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这是巴黎市政府第一次允许外籍侨民在“法兰西第一大道”上举办节庆大游行活动，这体现了城市空间不仅能容纳活动，还能容纳文化。多少年来，旅法华人的春节游行已成为巴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方位的文化冲击，使得设计师们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主动或被动地担负起地方文化维护和发展的重任。

至此，作为城市基础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在逐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冲击中被动更新，在国际交往中日渐趋同。产业与技术的发展已经触及城市形成的基础和本质。当然，城市的发展过程是不可逆的，不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去重塑城市，但是城市的局部重组却势在必行。因此，城市更新中的景观问题以及触及的设计理念的更新日渐重要。

景观问题触及背后的环境生态问题，让我们真正开始思考城市的生存环境质量。从生存环境角度来看，环境质量的标准也是建立在技术能力的基础上的。从遮风蔽日到水电的供应，进而对温度和湿度、光线和声音的控制，再到废物的利用以及能源的循环等，无论是绿色建造技术还是低碳控制技术，都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地提升。这种提升不仅是技术的，也有审美意识上的，既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时代特点，也反映了历史的进步。

产业革命带来的技术与文化的进步是城市形态演变的根本原因，因此而形成的时代特征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文明进步的表征，是社会结构变化和生产力进步的体现。每一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并因此形成的时代特征构成了阶段性的历史特征，也构成了城市景观的形式源泉。比如，城市标志性景观往往是运用了时代科技的产物：佛罗伦萨的主教堂以史无前例的穹顶技术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报春花；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是1889年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举办的巴黎国际博览会的产物，成为当时世界工业革命的象征；今天北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也是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太空金属钛板材料，投入了数10亿的资金，这些建筑景观无一不是代表了各自时代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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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景观意象与建构

4.1　意象与理论——城市景观的意象建构

人们最初理解的城市景观就是城市的整体，常常处于乌托邦理想之中。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对城市景观有影响力的有统治者、社会活动家、军人、学者，然后才是设计师。历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倾向。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群都有着各自不同城市景观意象。城市景观也在不同的意象中成熟并丰富起来。

4.1.1　灵魂统治意象

从广义上说，早期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探索往往和宗教联系起来。宗教将我们对宇宙的一般经验和我们置身之处的城市中的特殊经验相结合，从而去探索宇宙中最终意义。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是西方古典主义的代表，古典主义包含了一种倾向：“把城市看做美好生活的地方，一种由神的天赐、恩惠和保护确定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而围墙围起来的西方城市中神秘的教堂以及“分成四部分的修道院庭院成为希伯来典籍和基督教圣经中所描绘的田园诗般的天堂的象征”
〔1〕

 。

在中国，从风水堪舆学的起源同样可以看出古人朴素的自然观，渊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象天法地”思想，从先秦开始就让我们理解了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营作朝宫帜丰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一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窗山之颇以为朗。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即使是在《考工记》的详细规定之下，依然有因循自然的办法，如《管子·乘马》载：“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又有《管子·度地》载：“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房注：其国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缘水泽，然后建）。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房注：谓于都内更为落水之渠，以注于大川）。”《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西方城市中，纯朴的景观思想在城市的塑造过程中，是从花园、城市公共空间，以及其后构成的大尺度城市轴线开始的，这样的城市轴线通常都表现为林荫大道。1539年，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卡比多广场（图4.1），在卡比托林山构建了一处庄严的城市空间，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处充满想象力的典范。其后的伯尔尼尼（Lerenzo Bernini）重点调整了纪念性的教堂建筑的宏伟和与普通建筑的平凡之间的对比，塑造了诸如圣彼得教堂前的柱廊环绕的广场、西班牙广场以及大台阶等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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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卡比多广场

教皇西斯塔五世时期的罗马规划，在教皇费利切和建筑师多梅利科·冯塔纳（Domenico Fontana）通过路网调整，将罗马重要的教堂、剧场、广场等连接在一起，在多个轴线的基础上构成了重要的旅游及朝圣路线（图4.2）。而费利切的长达7英里的输水道间接构成了罗马27个公共喷泉，成为以后城市造景的重要手段。这样的道路，在被柯布西耶讽刺为中世纪的“驴道”的蜿蜒小路的背景体系下，显得壮丽而充满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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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教皇西斯塔五世的罗马规划

当16世纪的意大利将个人英雄主义的园林景观设计手法应用到城市范围的时候，个人英雄主义演变为教会或统治阶层的城市英雄主义。欧洲在巴洛克时期君权统治进入盛世，城市建设以典型的城市轴线表现强烈的空间秩序。在城市中心的广场上，出现了以市政厅为核心的城市广场，如意大利锡耶纳的坎波广场（图4.3），也有市政厅和教堂并置的，如德国纽伦堡的集市广场（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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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意大利锡耶纳的坎波广场

[image: alt]


图4.4　德国纽伦堡的集市广场

完整影响到城市的整体景观规划是凡尔赛的规划体系（图4.5）。凡尔赛从早期的花园扩大到具有中央林荫大道以及其他几条横向轴线构成的城镇框架，穿插着放射状的轴线体系并无边界地延伸出去，其间连接着一系列的喷泉、水池、雕塑、摩纹花坛等，整体的空间组织结合建筑群的布局，构成了大尺度的城市网络（图4.6），对后来的园林规划及城市规划奠定了重要基础。法国的园林模式在17和18世纪的城市规划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放射状的空间结构提供了戏剧化的公共场所，具有震撼力的空间效果为政治文化提供强有力的表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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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凡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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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1866年凡尔赛地图

1790年，法国建筑师L'Enfant在华盛顿的规划中，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在正交与斜交的轴线体系中，拥有16个广场，以及宽达400英尺的林荫大道，长1英里，两侧都是花园。城市空间的纪念性手法与绿色开放空间结合，使得自然要素成为城市框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之后的1793年，法国巴黎同样也基于辐射状的林荫大道来设计城市的“艺术家规划”。直到1853年欧斯曼（Baron von Haussmann）男爵主持的巴黎重建计划开始，主要内容依然如此。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拆除老街廓，拓宽巷道形成林荫大道和公园，道路后退形成广场并连接林荫大道。

中世纪的时候，巴黎就已经是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了。在法国工业革命
〔2〕

 来临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巴黎重建计划可能是当时最伟大的城市更新的模式。当时巴黎正处于1848年法国革命之后的过渡时期，为了防止暴民设置路障以及用投掷物对警察造成威胁，同时也为了满足军队集结的可能性，宽大的林荫道是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林荫道上的树木是为了使障碍制造变得困难。笔直宽大的林荫大道，既解决了供水和排水系统的需要，又增加了交通流量和速度，还允许紧急情况下的军队的调度。同时，对着主要纪念物的景观视角，宽大的马路和主要的城市公园形成了统一的景观结构，使得巴黎中心非常有特色。

巴黎重建计划可以说是城市景观与政治需要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产物，而形成的宏伟壮观的巴黎中轴线，使得巴黎的城市景观模式具有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解决问题的景观生成模式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的雏形。

至此，景观的三大范畴，从花园、公园到城市完成了在设计理念上的统一。从花园中延展的轴线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控制手段，而凡尔赛城镇与花园一体化的构成模式，也影响到未来的城市设计思路的发展。

4.1.2　城市公园意象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在文化上与西方有较大的区别，不过从《周礼·考工记》而来的完备且严格的城市规划制度表现的等级制，同样是对君权至上的颂扬。只是西方的城市是以轴线为代表的线性序列，而中国古代城市是以围墙空间为代表的环形等级序列，城市空间在宫城、皇城、都城、外郭城的等级制度下展开。荷兰大使馆成员J. Nieuhof在17世纪到中国后曾感叹中国城镇都是同样的类型和外观，仅仅是大小和财富的差异
〔3〕

 。但中国园林作为另外一种崇尚自然的体系，从17世纪末就开始受到英国的关注。1692年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发表了“论伊壁鸠鲁的园林，或论1685年的造园”（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 or, Of Gardening in the Year 1685），文中谈论到了中国人对“不规则无秩序园林”的偏爱。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国园林中自然手法与观念间接地影响了英国的园林审美，并在18世纪中叶形成了自然风致式园林。这样的思想在欧洲各国间发展成熟，但在以轴线及林荫大道控制下的城市体系中，自然风致式园林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早期的田园城市的代表巴斯（Bath）是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实例，成为当时的“理想城市”规划模式。“皇家广场边起伏的绿地上总有羊群在嬉戏，周围有Avon峡谷的美丽景色（图4.7），很快超过了广阔大道，成为城市中最吸引人的林荫道。公众对这种规划形式很有兴趣，认为这是一种真正发挥园林作用的方式。”
〔4〕

 但建于18世纪的巴斯，其城市中的皇家广场和摄政公园，始终还是属于皇家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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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Avon峡谷的美丽景色

1840年，继英国之后，德国著名景观设计师彼得·约瑟夫·林内（Peter Joseph Lenne，1789—1866）为柏林规划了一个全新的公共公园系统（图4.8）。虽然英国、法国、德国相继出现供大众休闲的公园，但19世纪开始的大众公园运动直到奥姆斯特德的中央公园完成，才开始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从而使得景观学的思想开始赋予城市景观以新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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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Peter Joseph Lenne柏林规划

奥姆斯特德对城市公园具有完整的想法，其所具有的民主人文主义思想，提倡营建远离拥挤的工作区的城市公园绿地，同时与美丽的乡村风景相协调。他认为：“无疑，娱乐是有一定形式的，我认为大部分有吸引力的娱乐形式在于合群倾向（Gregarious Inclination）的满足，而且这些娱乐形式备受喜爱，以至人们的要求是如此重要。如果我自问，在公共场合和户外，或是在树林中什么地方，我体验到的最彻底的快乐是什么？我发现就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漫步中。我多次看到万人参与其中的场面。而且越看到他们的参与，我就越有信心相信公园具有消除城镇生活罪恶的价值。”
〔5〕

 当然，“公园的真正目的在于营造诗情画意，使人摆脱每日的琐事束缚，净化自己的心灵。”“建筑和雕塑的设计都应该服从于景观，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元素都应该使公园显得宁静优美，具有乡村特色。”
〔6〕



19世纪的美国经济发展迅猛，是世界的加工厂。最后30年美国经济呈现出罕见的高速度，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末其工业产值跃居世界首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城市不仅出现了公园，还出现了歌剧院、百货商店、博物馆等，并且出现了第一份廉价报纸《太阳报》，其后报刊经营全面商业化，使得民主气氛日益浓厚。因此，美国的城市生活的公共性日益凸显。1857年之后，由奥姆斯特德引领的城市公园运动影响逐渐扩大，构成了美国景观建筑学专业的诞生背景。从此，以乡村田园风光为代表的自然风致式公园在规模与数量两个方面大幅度向前发展。

奥姆斯特德的视野宽广，他进一步认识到用高速公路连接公园群的规划理念，而这样的理念比之前个体规模巨大的中央公园更具可操作性，更有实际意义和实践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就是波士顿“绿宝石项链”。

在美国自由民主的氛围下，欣赏风景是公众工作之余的重要休闲意象，而欣赏风景的道路无意中构成了城市景观的骨架。美国城市公园体系的建立，在能够享受到更多阳光和绿地的同时，也打破了由杰佛逊带来的方格网的空间模式，成为19世纪下半叶城市景观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步。18世纪由轴线带来的林荫大道，连接的是城市中的重要建筑。如今由欣赏风景衍生出来的林荫大道，连接的是公园群，这是以后城市绿地系统的基础。马车道也逐渐演变成快速通道，道路系统的延伸也渐渐不再局限于公园，还包括了城市周边的乡村景观以及城市周边的山水风景。

19世纪末，奥姆斯特德与沃克斯在伊利诺斯州的河边区通过一个交通系统（图4.9），在解决居民与游客互通的问题基础上，还考虑到了社会房地产的发展过程和娱乐活动的长远影响，使得这一设计具有了规划的雏形，成为当时美国都市设计的范例。而被普遍地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开端的田园城市的思想，则是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受到这一设计思路的影响和启发下产生
〔7〕

 ，并在1898年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一书中正式推出，成为欧洲具有影响力的同时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史上的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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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奥姆斯特德的伊利诺斯州的河边设计

4.1.3　都市田园意象

19世纪是工业文明高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发展改变了城市的建设方式和速度，甚至改变了城市的存在方式。霍华德倡导的田园城市构想既有当时主流的田园风景意向的影子，又是社会学角度的城市规划雏形。

田园城市理论的宗旨是通过小型的新城镇来解决大型工业城市的人口平衡问题，将城市和乡村的优势结合起来，解决社会就业机会、娱乐场所、高收入等社会问题，同时城市建设上结合有灯光的街道等城市基础设施和高大的建筑物形象，并且利用乡村的自然风光的优势，形成兼有大城市和乡村风格的城市布局，从而不仅能够获得新鲜的空气、充足的水源和明亮的阳光，而且还有低租金的房子
〔8〕

 。这个理论对既有城市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新城的建设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田园城市真正实现的机会来自1903年的距伦敦55英里的东北部的Letchworth（图4.10）新镇建设计划。当时的建筑师及规划师雷蒙德·安温（Raymond Unwin）和拜瑞·帕克（Barry Parker）努力地将霍华德的整体构想和所有细节转换成真实的城镇建设，使得Letchworth得以成为第一个实现了霍华德大部分想法的田园城市。虽然田园城市是空前的，但是霍华德所作的这个理想社会的社会学模型，迎来的首批住户并不是来自工人阶层，而是先锋的理想主义者，再后来是制造业者和商人
〔9〕

 。因此，霍华德认可的这个最符合田园城市构想的Letchworth，在社会学意义上并不成功。但这样的概念和发展模式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在英国、北美、法国和荷兰都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田园城市，还有很多花园般的郊区在城镇的边缘。只是这些大多是表象的复制，是对于乡村住宅风格的建筑、街道布局的拷贝，从这点上来说，具有了城市景观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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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Letchworth新镇模式

田园城市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在于促成了城市专业规划。这就是20世纪开始的30年间，将一系列提高城市生活条件的步骤和观点汇集而形成系统的城镇规划（town planning），最早产生的契机就是由雷蒙德·安温在1909年发表的著作《实践中的城镇规划》（Town Planning in Practice），提到了包括第一个田园城市Letchworth在内的很多田园城市的实践，其中1907年的Hampstead的花园郊区（图4.11），一度成为英国居住区规划的范本，并使得田园城市理论在世界广泛传播。最早的城市规划是为了解决所有的城市问题，包括为了美化的城市景观的理性发展和基于整体结构的田园城市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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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William Ratcliffe绘制1907年的Hampstead的花园郊区

1909年，英国第一个《城市规划法》（The Housing, Town Planning, etc. Act, 1909，英国城市规划第一部正式法律，标志着英国城市规划体系的建立）
〔11〕

 通过，第一次国际规划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并且第一个规划专业在哈佛产生。1910年利物浦大学成立了英国第一所规划分院，开创了城市规划的高等教育体系。同年6月，在柏林举办了全国性的城市规划展览会，10月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城市规划从此开始成为一个正式的、合法的标准技能，用于解决城市出现的问题。

从欣赏风景开始构成的城市景观意向，促成了田园城市思想乃至城市规划专业的形成。但由工业社会带来的产业意向对城市景观的冲击却体现在另一个方向。

1893年，奥姆斯特德应邀成为先锋建筑师伯汉姆（Daniel H. Burnham）领导的美国世界博览会设计组的核心成员。这次博览会涉及芝加哥、底特律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19世纪40年代欧斯曼的巴黎城市改建有着一定的渊源。伯汉姆曾经负责复兴法国建筑家朗方的华盛顿规划的纪念建筑和林荫大道、购物中心等。包括重新校准街道使得他们成为宽大的林荫大道，市政厅、政府建筑、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重要的公共建筑都在其中。而1790年朗方的华盛顿规划则是参考了包括巴黎在内的8个欧洲城市。可以说巴黎的以轴线与纪念性建筑组成的城市景观结构，是它们共同的母题。

当时由于考虑到43％的美国人（虽然最终只有10％）会来参观，奥姆斯特德和伯汉姆选择了杰克森（Jackson）公园作为基地，以适应庞大的规模。主要的展览建筑群整齐地围绕着一个巨大的水池（350英尺×1100英尺）进行布置。建筑师们创造的这种城市景观模式，被阿达姆斯（Henry Adams）称为美国思想上第一次和谐统一的整体表达
〔12〕

 。这种统一并不是单一的建筑风格的统一，而是多种风格的结合。建筑师在市民场所用了罗马风格，在沿轴线的组织结构上采用了巴洛克风格，在表面装饰上采用了文艺复兴的风格。他们用了同样的设计语汇和材料。而且主要建筑的高度是相同的。奥姆斯特德虽然认可了突出建筑物和增强娱乐性的要求，但依然利用地形构思了巨大的中央水景（图4.12）以及泻湖和岛，与整体建筑群构成了统一和谐的建筑与景观结合体（图4.13），形成一个具有巨大冲击力的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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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1893年世界博览会中心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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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总图鸟瞰

本次世界博览会的精华在于将公共建筑群在功能与形式上组织起来，并结合景观设计手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景观。由于这种方法可以快速的美化几乎所有的城市，城市美化运动影响了20世纪初的15年。这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很多城市中心以及州议会大厦还没有完成，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火车站等公共建筑正待建设，而永久性美好的城市景观是建设的共同目标。今天城市中到处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城市中心，如文化中心、市民广场、体育中心等，都和城市美化运动有着不解的渊源。

城市美化运动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景观控制体系：纪念性建筑手法、轴线规划和几何式景观控制与自然田园式风光的公园并存。不过，城市美化运动将城市景观的视觉艺术凌驾于所有问题之上，对住宅和社会改革没有必要的关注，这只能说是来自商人和工业家及政府的早期工业城市的景观需要。

城市景观的建设与规划必须与社会和技术的进步相协调，城市美化运动因芝加哥作为商业中心的展示需要而产生，这样的思路并不是通行无阻的。伯汉姆在1909年为芝加哥做的总体规划，就由于没有预料到汽车和摩天楼的出现，而远远脱离了实际。

20世纪初期，大多数学者还是以理性的思维结合都市田园的意象，不断地思考着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试图在不放弃田园风景的美好意象的基础上，逐步解决大工业城市带来的问题。

大约在1910年，佩瑞（Clarence Perry）延续了英国田园城市的观点，构建了超级区块（Super Block），将住宅和街道布局的形态从习惯的网格控制中剥离出来
〔13〕

 。他强调生活细节与公园的结合，如完全分离的人行道和汽车道；住宅背向街道，起居室和卧室面对花园和公园，辅助用房通往道路入口；公园成为超级区块的核心。这一理论被称作邻里单位（图4.14）。

[image: alt]


图4.14　邻里单位的解释

1922年柯布西耶发表了关于300万人口的城市方案构想，这个构想是一个在花园中的城市，它有四个基本原则：没有拥挤的交通的城市中心、提高总的密度、提高交通循环的方法、扩大绿化面积。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现有的问题，而是构想一个在理论上无懈可击的现代城市模式。1931年，柯布西耶接着发表了他的“阳光城市”的规划方案，这个方案是他的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比较成熟的体现，柯布西耶将他的“阳光城市”称作是垂直的田园城市，因为在道路和住宅之下，自然融化在其中。

作为CIAM的核心成员，柯布西耶的观点被CIAM（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ongre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完全接受，体现在1933年的CIAM第四次会议决定的《雅典宪章》中，深刻地影响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数目可观的规划师们开始有机会建设他们自己的城市，穿梭在摩天大楼中的高速公路的景观与柯布西耶的构想非常的相像
〔14〕

 。

赖特最早在1924年，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上提出的广亩城市概念（Broadacre City），这个概念与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观点以及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的构想在哲学上有相通之处
〔15〕

 。这是个以低密度、低层次的建筑为主的城市形态的构想。主要特点是广阔的、大众化的城市景观。在他的理论中，城市的主体形态几乎消失，没有城市中心，只有“很少的农场、很少的工业住宅、很少的工厂、很少的中学和大学”
〔16〕

 。图4.15所示是赖特的广亩城市，与低密度住宅结合的郊区和乡村，每一个市民既是城市居民又是农场主，这一景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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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广亩城市

赖特形容他的广亩城市：“广阔无边的，有很好景观的高速公路，新型的整体式分级交叉的通过式交汇点的建立，或高架，或地下通道……巨大的道路，同样也是伟大的建筑，通过式的公共服务设施不再是难看的东西，而是扩展为像一个好的建筑物……农场单元、路边市场、花园学校、居住场地，每一个都在数以亩计的个人建立的土地上……通过私人汽车和公共交通满足速度。和土地相关的这个整体的生活分布组成了这个伟大的城市，环绕着这个国家，这将是明天的广亩城市，实现了的民主。”
〔17〕



美国城市50年代以后的郊区化现象与赖特的广亩城市构想有很大的关联，实际上，广亩城市利用高速公路连接乡村田园的思想与奥姆斯特德连接公园的想法非常接近。郊区化的思想是在工业化城市中对景观环境的缅怀与妥协，也是新的追求。只是郊区化的问题在于耗费大量的能源、土地、道路、停车场等，不利于生态环境。

4.1.4　人性回归意象

工业大幅度发展对城市景观造成了冲击，也促成了城市规划专业与管理体系的产生。但城市规划的发展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城市的构成机制，以交通与功能为主导的现代城市规划导致了传统城市面貌大幅度改变。

卡米欧·西特（Camillo Sitte，1843—1903年）
〔18〕

 认为，在现代工业城市之中文化在消逝，快速交通导致了传统宜人的交往空间的消失。面对早期工业城市的众多弊病，在对未来城市发展方向迷茫的情况下，他试图从那些没有经过规划的城镇中的公共空间、广场、街道以及连接的序列关系中，寻找一个内部结构、一个隐藏的模式，他追求的是图画般的景观模式。1889年出版的关于城镇建设艺术的著作《符合艺术原则的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 According to Artistic Principles），表达了他强烈的艺术追求。西特认为：“城市的美学是恰当地进入或者停留在这样一个广场：它本身以及在广场周围与之相关的场所，包含了正确的结构选择和配置。这就是希腊中世纪或者文艺复兴中的城市生活的因素。”
〔19〕



西特坚信如果给予现代城市合适的理论指导，是能够做到满足市民生活、文化和人性的需要的。他的很多关于城市规划和建筑的观点，和他从传统工艺以及世俗艺术得到的功能性美学的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这种经验性的模式语言，甚至影响到了后来的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的建筑和城镇建设的模式语言思想。然而时代已经进入了早期现代城市的发展期，高速发展的城市人口和高速扩张的城市形态已经不能用单纯的艺术性的解决方式来解决诸多的城市社会问题，人们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必须寻找新的艺术语言。

西特以如画般的景观需求警示了人们城市规划需要艺术，为我们定义了城市生活的精神实质和建筑的无穷潜力，他的这种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和艺术地建设城市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作为关于城市建设的作品，“无疑是三个里程碑之一，第一个是罗马人维特鲁维
〔20〕

 （Vitruvius），第二个是佛罗伦萨人阿尔伯蒂
〔21〕

 （Alberti），第三个就是西特（Camillo sitte）。”
〔22〕



事实上，文化景观往往在于时间跨度带来的厚重积淀，从而景观得以自然呈现。手工业城市面临早期工业发展的冲击的时候，其自身的特点与审美感受在差异性中自然呈现出景观特征。西特发现了早期城市形态带来的文化景观与空间体验，并用经验主义的语言肯定了下来。

西特的经验主义设计思想和审美体验，已经跨越了代表强权的、政治性的宏伟城市景观，从欧斯曼式的辉煌的林荫大道走向了平民化的、如画般的城市景观形象。西特寻求一种艺术景观的模式。半个世纪之后，英国的城市规划专家戈登·卡伦（Gordon Cullen）也研究这种模式，他用经验的办法研究城市景观要素之间关系组合的艺术。

卡伦在《城镇景观》（Townscape，1961）一书中，同样用经验的方法将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工程师和交通专家等的相关需求组合起来。在视觉上，他强调视觉的整体连续性，就是结合人的感受的动态的城市景观。他强调场所感，因为这是人和周围环境天然的联系，是人的本能。在城镇的整体构成上，他强调现存景观与浮现景观，强调人对城市整体结构的认知。而强调对环境的归属感和场所感，是人文主义城市规划的重要特征。

卡伦的核心思想就是依靠人的知觉经验，去理解城市景观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艺术性。“我们从一个移动的人（行人或车辆）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城镇，我们很容易看到整个城市是如何成为一个造型的经验，一个有着压力与真空的旅程，一个暴露与围合、拘谨与轻松的连续性。”
〔23〕



作为英国很多城市的市容顾问，他做了很多实践性的工作，包括参与了印度新德里的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在Maryculter的新城的规划建议中，卡伦的核心概念包括与地形协调发展、有可识别性特征整体地标等。虽然Maryculter并没有建造，但是卡伦形成的一整套分析——设计的方法，可以用在任何一处地方，对现代城市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延续并深化了自西特以来的经验主义设计理论。

在从西特到卡伦的70年的跨越中，大多数城市设计者与建造者们的核心思想却是如何应对高速发展的工业城市带来的问题，从理性的角度寻求通过合理的规划来实现对都市田园景观的追求。只是这其间发生的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城市建设毁灭性的破坏，极大地限制了追求美好城市景观的意向。

帕萨格（S. Passarge）在1913年创造了景观地理学一词，力求完善景观形态与分类的解释。在景观地理学中，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是在人地互动作用的大基调下，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景观单元而存在的，研究的是大尺度下城市景观变迁的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上半叶，从结构主义发展而来的“整体设计”（Holistic Design）的理念，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与目标的设定中，始终保持了对城市中各个环节的整体认知，建筑与空间构成的城市整体形态成为研究与设计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英国G. E. 赫特金斯（Hutchings）和C. C. 法格（Fagg）将景观的规划也推动到一个整体认知的高度，认识到景观是一个由许多重复要素相联系而构成的系统。

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发生巨大变化，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大量的反思才开始出现。旅游成为国际民间友好交往的一座重要桥梁，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景观的进步和思索，根斯提尔（Genestier）曾指出，当代的城市普遍性形态、景观、美学和文化的传承是建立在西方旅游的商业本位的标准上
〔24〕

 。在这样的背景下，盖瑞特·埃克博在他的《生活景观》（Landscape for Living）之中，提出了从艺术走向规划的观点，即“艺术与规划是等同的，只不过它们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法”
〔25〕

 ；杰克逊（J. B. Jackson）创办《景观》杂志，希望唤醒对景观的重视与保护，他认为景观是可见的历史，需要对我们的环境投入更多的关注。并且，他偏爱乡土景观，关注地域性的差异。

与此同时，以刘易斯·芒福德为代表的理论家开始全方位地思考地域主义的思想与实践，认为从赖特与阿尔托那里可获得比柯布西埃更多的文化内涵。他提出“湾区学派”，认为国际风格可以被地方风格取代。地域主义思想与方法跨越了经验主义的视野，既认识到具体场所中的要素的重要性，也认识到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同一和统一性的优势与不足，对场址的形态肌理、环境文脉、地形地貌、气候特征等全方位的研究可以探寻具有人文文化倾向的城市形态。

20世纪60年代，传统工业不再是经济增长点，工业化生产逐渐被个性化商品所取代。这也是地域主义产生的大背景：抓特点，强调可识别性，强调地域特征。

其后，吉伯德的“精神通道”的概念、阿恩海姆的视知觉构成的“知觉场”、西格弗里德·吉提翁（Sigfried Giedion）的“新地域主义”、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提出的建筑学中的文化象征意义等，以及后来大量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思考，都鲜明地将城市建设中的文化问题凸显出来。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早期工业城市带来的景观，在当时是理性的物质形态，并没有考虑审美感受以及视觉体验。但当时代进入到后工业时期，工业城市的遗存成为工业遗产时，时间的积淀、历时性的跨度带来了文化上的厚重，也带来了文化上的知觉体验以及审美需求，景观在历史的跨度中浮现出来。

4.1.5　都市生境意象

奥姆斯特德有个重要的观点：“娱乐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需要。”而公园在城市空间中承载着休闲活动舞台的角色，因此成为城市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一个层面肯定了城市需要重视人们的每日生存环境。他认为：“如果精心设计后，人与自然之间能取得和谐，那必将赋予自然以美丽。”
〔26〕

 奥姆斯特德倡导建立的城市公园体系理论，逐渐发展为世界城市绿地规划的主要原则
〔27〕

 。城市绿地系统在战后（1945—1970）年间，随着欧亚各国大规模的规划与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城市景观的实践与理念在对城市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中显得日益重要。城市景观塑造的意象已经不满足于自然与人文的视觉盛宴，而发展为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切实关注。

1960年俄亥俄州Canton在市中心创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有人气的中央步行区（图4.16）。这个项目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非公园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取代了以往的林荫道和城市公园，同时这个项目的意义还在于和市民的生活需求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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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俄亥俄州Canton市中心

同样是1960年，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该书被称为“是第一部由科学家为全球环境准备的强大宣言”，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序中写道：在本书出版前，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之后，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于1970年成立。1992年，一个杰出美国人的组织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影响的书。因为该书从技术环节的角度详细描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环境威胁，如草坪及花园使用的狄氏杀虫剂、马拉硫磷等带来的长期危害，“化学药物的生产起始于工业革命时代，这个生产高潮现在已在我们的环境中涌起，随之，一个激烈的变化已作为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而出现。”

美国景观设计杂志《景观建筑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在1967年1月刊首次发表了关于“生态”的讨论专题。其后，麦克哈格（Ian McHarg）通过《设计结合自然》（1969年）一书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生态概念。他对景观研究建立了多个评价体系：场所的自然条件、生态因素、重要的历史文化，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结合起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生态学作为设计理论引入城市绿地规划。1971年，联合国召开了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协调会后，国外城市绿地建设呈现了重视生物圈的新特点
〔28〕

 。这一切的发展动向表明，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长期危害，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城市绿地中休闲娱乐，而需要将包括城市公园及其他各种林地、绿地在内的城市绿地系统转换为既满足景观要求又满足环保要求的生态绿地系统。

MAB城市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围绕城市的能量、物质及废弃物循环展开研究。涉及城市及其腹地的关系、城市绿地的功能作用等问题。其中包括城市绿地的规划管理，包括市民对绿地的需求及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的负荷等。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最有影响的是对于绿色的觉悟。人们领悟到对于绿色的渴求不仅是视觉上的美好环境，而是完整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品质。绿色已经不再是绿色植物的指代，而成为健康美好、生态环保的代名词。

其后，各国将绿色环境进一步细化，如美国细分为国家公园系统、绿道和开敞空间系统、城市森林、绿色基础设施等。其中专门定义了城市绿地由公园、自然保护区、名胜区、历史古迹以及高密度聚居区点状绿地板块与绿道组成
〔29〕

 。英国细分为公共开敞空间和城市绿地空间、都市开敞地、绿链、都市人行道、环城绿带、城市自然保护地、受损地、废弃地和污染地恢复、农业用地等
〔30〕

 。

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CERCLA）》，提出了“棕色地带”的明确定义，“棕色地带是指一类不动产，这类不动产因为现实的或潜在的有害及危险物的污染而影响到它们的开发、复兴和再利用。”对棕色地带的关注意味着城市环境不再仅限于保护，而且具有了修复的动向和能力。

到了20世纪90年代，德国鲁尔区进行了一项针对属于棕色地带的工业遗存进行生态更新的重大项目——埃姆舍公园，对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其中的重要理念在于将工业区改造成为公众休闲场所，在对原有工业设施进行生态化改造的同时，保留了工业设施作为景观特色的可能性。其中由德国慕尼黑工大教授、景观设计师彼得·拉茨（Peter Latz）设计的杜伊斯堡风景公园（Landschaftspark Duisburg Nord，图4.17）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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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杜伊斯堡风景公园

整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350千米长的埃姆舍河及其支流的生态再生工程，净化区域中被污染的河水，恢复河流两侧的景观；建造300平方千米的埃姆舍公园，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改造现有住宅，并兴建新住宅，解决居住问题；建造各类商务中心，解决就业问题；原有工业建筑的整治及重新使用等。这些项目包含了城市的绿地系统的调整、基础设施的更新以及建筑及景观的生态化改造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景观实践，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也是各个不同的专业协同合作的结果。

伯纳德·屈米设计的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 1987）是全面思考城市绿色生态环境的重要城市公园之一。他提出了“园在城中、城在园中”的城市公园模式。通过解构主义的手法力求与城市结构相融合，公园的结构在视觉上被打散，同时将城市建筑引入；他还提出了“昼夜公园”的概念，从时间上去适应城市生活；他提出可塑性空间的概念，通过节点亭子作为控制手段，而将景观环境的季节及长远持续变化纳入体系之中，从而成为应用景观都市学理论的第一个成功案例。景观要素在其中作为一种复杂媒介构成了隐形的“场”，将城市交通、公共活动及未来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熔为一炉，构成了应对未来的诸多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绿色基础设施”这一概念。1999年5月，美国总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在“可持续发展的美国——争取21世纪繁荣、机遇和健康环境的共识”（Towards a Sustainable America Advancing Prosperity, Opportunity, and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报告中，将“绿色基础设施”确定为社区永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期，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和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通过《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一书，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总结与宣言。景观都市主义带来的思考角度，让城市景观的发展史在景观意向上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轮回，其中诸多实践项目，无论是注重棕地修复还是绿色基础设施的修建，或者是来自建筑与规划领域的生态化、景观化设计手段，都使得城市中的景观实践重新回归到了风景园林原初的基本原则：尺度、生态、时间性和环境协调，突出了景观本身所具有的暂时性、多样性、转换性、不确定性和连续性的特征。

英国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勋爵在2008年正式开始承担马斯达尔城的设计工作（图4.18），该城是世界上第一个按照零碳、零废物标准建设的环保城市，“一个新的600万平方米的城市将应用传统城墙城市的规划方法和现有的科技来达到零碳、零废物社区……这个城市是没有小汽车的，交通站点和便利设施最远不超过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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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城市将建设成为以电力为动力的个人快捷交通系统，并且将是一个紧凑的低层高密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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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马斯达尔城

与此同时，启动的法国大巴黎计划（图4.19），是一个针对现有城市的生态化改造计划，目标是将巴黎改造为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不再有郊区概念的绿色环保大都市。设想通过长达7000米的带状公园，将公共设施与铁路交通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新城乡道路将城区的公园和城市新技术（能量、垃圾、回收、综合物流）与周边区域（包括凡尔赛、枫丹白露、戴高乐机场以及迪斯尼乐园等巴黎周边地区）整合在一起，以创造更多的城市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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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法国大巴黎计划

一个新城一个老城，正向着更加宜居的目标迈进。而城市景观的意象在此回归至城市形成之初的需求。如今对于城市而言，景观既是城市形式与美学上的追求，又是文化、社会和政策的原动力。

4.2　多元与发展——理念作为发展的基础

4.2.1　基于组织的多元城市景观

美国建筑学家凯文·林奇用归类的方法概括出人类城市原型：一是神秘主义——宇宙城市原型；二是理性主义——机器城市原型；三是自然主义——有机城市原型。按照时间顺序，正好对应着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城市的原型并不能决定城市的未来发展，城市发展进程注定会逐渐包容来自不同历史阶段的景观意象，并以此构成城市景观的不同内涵。

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在研究未开化的社会部落时指出，部落形态类型和在未开化部落所看到的实体排列相对应。城市的内部结构就是这样“正在那里发生”的个人和社会诸功能作用的复合结果。当城市规模扩大时，这些结构形态便形成阶梯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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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景观的多样化是社会结构在城市整体上的自然表现，并受到城市原型、社会组织结构、规模、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城市景观的多样化特征也反映了社会历史进程与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例如，与大城市相比，一个小城镇的社会组织结构就要简单得多，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小城镇的主要街道都十分雷同（图4.20），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时期相似、社会组织结构相似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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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中国县城街景组图

在小城镇中，由于大型公共建筑的缺乏，街道两旁的住宅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大部分建筑都是底层商店、上部住宅的格局。由于经济实力的问题，导致沿街商铺都是以小铺面为主。新规划的主要街道往往过宽，而两旁的多层为主的建筑群对街道的限定较弱，致使比例失调，街道往往显得空旷无力。与之相比，大城市的街道景观的变化就要丰富得多，比如南京新街口地区的主要街道，挤满了不同时期建成的各种大型商业建筑，有商场、银行、宾馆等，不到一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云集了近700家商店。

城市景观的意象建构不是一挥而就的过程，经历了漫长的认知与发展阶段。同样，城市景观多样性特征也绝不是表面多样化的形式堆积，没有深层社会生活意义的驱动，没有文化背景的支撑，基于“拿来主义”的形式表达，只能反映表面的浮躁，社会组织结构的紊乱。2004年，建设部对全国正在开展的CBD做了调查，结果发现虽然我国具备发展国际性CBD条件的城市只有3个，但是全国提出CBD发展计划的城市数量却超过了美国，其中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有36个之多。甚至某县级市一位市长称欲投资1700亿元打造地方CBD。“CBD是中央商务区，所以CBD里面一定要有商务，但有商务不见得就有CBD，只有这种商务行动被高度聚集的时候，才会产生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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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近年由于植树造林符合城市发展的生态环保低碳的新动态，各地又出现了盲目的“绿色攀比”。栽树追求越大越好，绿化带越宽越好，树种越有欣赏价值越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在不考虑养护成本的情况下高价购买精品草皮，在成活率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移植大树、精品树种，甚至衍生出“绿色摊派”。

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离开基本的社会组织结构去建造空中楼阁，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城市景观多样特征的外在表现是社会组织状态的反映，人的生存状态的多样化和多意义才是引发城市景观多样化发展的根本动因。

4.2.2　基于体验的城市景观组构

我们的意象构建了城市景观，但感知中的城市景观建构却是基于我们的知觉体系。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归纳了几大知觉系统：视觉系统、声觉系统、嗅觉和味觉系统、基本的定向系统以及触觉系统。人们通过这些系统感知的整体外界信息，就构成了完整的空间“氛围”。心理学家阿恩海姆认为：在视觉对艺术品的把握中，只有对对象的整体或统一结构形成完整的视像，才能创造或欣赏艺术品；在这种把握中，人的诸心理能力也是作为一个整体活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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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点与吉布森的知觉体系是一致的。

城市景观作为人的观赏对象，整体统一结构产生的基础就在于其结合关系，这也是整体结构的外在表现，这种整体包括建筑与景观的结合、场所与人的活动结合、不同历史片段的结合等。人们观赏城市景观的任何一个视角，其心理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活动，不断地捕捉一个个连续的景框，从而对景观对象形成一个整体认知。

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论》一书中，进一步把诸形式组合成一个有意味的整体的活动，称之为构图，他认为这样的价值远比诸形式因素简单相加的价值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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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认为，城市景观的视觉表现是以整体结构为基础的，这个整体结构揭示的是城市景观对象形成的复杂结合关系。曾经轴线构成的林荫大道以及城市公园体系就是不同的组织结构，如今城市绿地系统与城市空间肌理构筑的整体结构是更为复杂的体系。

城市景观对象间的结合关系，从主体心理活动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在意识领域内的组构过程。惠尔泰墨认为，在一个式样中，各部分在某些知觉性质方面的相似性的程度有助于使我们确定这些部分之间关系的亲密性程度，而那些使得某些部分之间的关系看上去比另外一些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的过程就是他的“组合性原理”的实际应用，这个原则又是那个更为基本的原理——“相似性原理”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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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组合性原理是使景观要素在我们的视知觉中有机结合的基本原理。

在组合的基础上建构从而达到整体性的结构形态就是组构。组构最初是B. 桑德尔在1902年作为专业术语引入地质学中。组构是在理论模型基础上完成的，是一组存在于事物间的关系，而其中所有的事物又依赖于某种整体性的结构。这是一种内在的关系，与具体的物质形态、美学标准无关。

城市景观相互结合的关系也揭示了这一点：组合需要结构手段来支撑。例如，我们通常说到的街道景观，实际是建筑、绿化和道路的结合，其中结构关系包括街道侧分带绿化与建筑的关系、建筑实体与环境背景、城市空间与围合的实体界面等。此外，与纵向的历史文脉的结合和与横向的城市局部环境的结合，都是形成城市景观的整体特征的途径和方法。

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图形和基底的关系，即能从背景中突出的“图形”部分和在视觉中仍留在背景中衬托图形的“背景”部分，可以从一个方面揭示这种结合特征。这种图底的选择和转换以及图底各自的视觉组合构成了丰富的景观对象。

不过，不同的城市景观要素的结合，可以是保持各自完整特征的简单拼接，也可以是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全新的统一体，成为一个新的城市景观对象（图4.21）。而如果不考虑环境背景的差异，仅仅是艺术形式的堆积，将历史上的形式作为符号任意拼接，而不是在尊重每一个历史发展片段的基础上组构，就会产生令人困扰的城市景观对象，造成内容和形式的混淆，使得我们从景观对象的认知中获得的知觉经验与人类累积下来的经验结晶无法匹配，从而造成城市景观的混乱（图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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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多样性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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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内容和形式的混淆

城市景观对象的多样特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城市景观对象之间的结合、结合的方法和程度，以及在表象底层的逻辑结构，是提高城市景观整体质量的基础。

4.2.3　基于构成的景观发展模式

城市景观地域特征包括了城市景观的物质形态构成、地方生活方式和人文风情，以及地域性自然环境因素等。从城市建设之初的选址开始，就透射着文化意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象建构下，不断积淀形成日益丰富的地域特征。其中，景观及规划的意象构成了城市的结构框架，建筑是结构填充体，构筑了城市的主体空间与主体形象。绿化公园等景观构成了其中的生命呼吸机。

城市建筑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因为“文学、音乐和绘画艺术的作品都不受场合的限制，可以通过演奏，或者移动，或者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复制的方法再现出来。……它们所处的场合也可以变化而审美特征仍保持不变。同样的情况对建筑来说不存在。建筑物总是构成了它所在环境的重要面貌特征，随心所欲的复制必然会带来荒唐的不合理的结果。同样，随心所欲地改变环境也会影响到建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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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城之初的自然环境、城市公园体系、绿色基础设施等景观特征诠释了现代城市景观的具有生命力的方面。古老的田园风光意向在今天成为山水城市、园林城市、生态城市、绿色城市等一系列概念发展的源泉。

自然环境因素对于地域性景观特征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环境的优势和制约，这包括了对自然地理气候、日照、风向以及地形地貌等关键因素的考虑。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以及上海的黄浦江、南京的秦淮河、成都的府南河等，都是一个城市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景观水域。像常熟的“十里青山半入城”、桂林山水中耸立城市中轴线上的独秀峰、南京的“虎踞龙盘”等都已经成为城市结构的重要一环。再如，德国的海德堡、弗莱堡，苏格兰的爱丁堡等，山体与城堡已经融为一体，不仅成为城市的标志性景观，而且成为城市的名称。自然因素不仅为城市提供了地形地貌，还提供地域性的建筑原材料以及相应的构造方法，如不同的石材、木材等，对地域性景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地域性生活方式是城市景观地域性特征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城市社会学家克劳德·费西亚提出的城市环境直接影响居民的决定论，还是诸多社会学家提出的城市规模和其他物质因素对城市生活质量、家庭组织和地区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构成论，以及亚文化群理论等，都认为文化和环境因素相互影响而且在一个统一体内发挥作用。不同的文化将形成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可利用的城市中的物质环境
〔38〕

 。

现代城市设计理论中从空间概念到场所概念的变化，就是基于对地区历史文脉的重视，这包括了特定环境下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相应的审美标准和意义。例如，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活动中，全国各地的庙会、灯会等就各不相同，并且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场所，既成为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风景线，同时也加强了特定场所的文化气息。如南京夫子庙的灯会（图4.23），以夫子庙广场为中心，在方圆1000米的夫子庙传统文化区的范围内，都挤满了各式的人群，民间杂耍、小商品交易及传统美食等活动交织其间，还有水上的龙舟游船。无论是广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还是组成广场的建筑群，以及广场上的“天下文枢坊”和人群的活动，都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城市景观整体结构，其中人的活动与活动的空间是使景观客体相结合的主体因素，协调的传统建筑形式是造成视觉上结合的客体因素。在这里，场所本身和人文活动都已成为城市景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起到了文化的传承与提高城市空间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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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南京夫子庙灯会

城市不可复制的地域性特征，构成了城市景观发展的基础，也决定了城市景观在本质上是一种讲究整体性的艺术形式，同时也正是每一个具有可识别特征的城市景观对象之间的结合关系构成了地域性的整体特色。我们通常认知一个城市的标志性特征，都会联想到各个城市独一无二的标志性城市景观对象，如悉尼的歌剧院、巴黎的凯旋门、罗马的斗兽场、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等，每一个景观对象不仅具有特殊的环境脉络，而且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对城市结构的相关领域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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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景观的结构视野

5.1　结构视野下的理论与实践背景

5.1.1　结构的起源

当代城市景观实践关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与景观的生活化、城市历史形态与现代化的关系、景观实践中的文化多元问题、景观实践中的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景观实践的技术手段与当代理论、景观实践中的人文主义关怀等。面对如此纷繁多元的研究方向，需要建立一个认知与思考的体系来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学科建设的发展过程与西方哲学的影响密不可分。当前的西方哲学有几个倾向：从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从一元论走向多元论、从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从体系化走向方法论。在不同尺度的建筑设计与景观设计中，均体现了非理性主义的理念，而对方法论的重视也均远远超过体系建立的热衷。从体系化走向方法论，需要从当前的景观实践的范围与方法上，看待其与整体结构的关系：是在建构体系还是在消解体系？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古希腊的本体论阶段、近代的认识论阶段和现代的语言学阶段，分别表现为对始基的性质、认识的性质和语言的性质的重点强调，表明各个阶段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或者说思想的对象是不同的。”
〔1〕

 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都来源于现代阶段的语言学。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雅各布森等在语言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结构”理论。

“结构”的概念形成了结构主义（Structurlism）的核心。结构（Struc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tructura，其原意是“部分构成整体的方法”。结构主义范围很广，追述专业领域的结构主义的源头，首先是在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
〔2〕

 那里引起反响。当时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后，革命的信念对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同样产生了影响。俄国的构成主义建筑设计思想就是探索“对于表现的单纯性、摆脱代表性之后自由的单纯结构和功能的表现，以结构的表现为自身的最后终结”
〔3〕

 。这是一种理性的结构表达方式，其代表作品就是塔特林（Vladimir Tatlin）之塔（Tatlin's Tower，图5.1）。俄国艺术家马勒维奇和塔特林等人在前苏联十月革命后提出这种艺术理论，对后来的结构主义思想是否有影响不得而知，但在对结构的看法上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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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塔特林之塔

结构主义流派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结构主义的重要人物皮亚杰（J. Piaget）在1968年出版的《结构主义》一书中写道：“人们常说，要规定结构主义的特征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家说到的种种‘结构’，所获得的涵义越来越不同。”
〔4〕

 在对“结构”概念所作的各种释义中，皮亚杰是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他认为在众多分歧中积极方面的共同性比较多。于是皮亚杰从结构观念的积极特征方面入手，把结构看做一个自足的内部系统，并进一步指出，这一结构包含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

整体性指结构是按照一定组合规则构成的整体，各成分在结构中具有有机联系，不是独立成分的混合，其整体优于部分，在此突出的是关系概念，只有通过各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各构成成分，才能够把握事物；转换性指结构不是静止的，结构中的各个成分按照一定的规则互相替换而不改变结构本身，内在规律控制了结构的运动和发展，构成成分对整体结构处于服从地位；自身调整性意指结构是自足的，依据本身的规律而自行调整，不借助外在同其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所以结构是封闭的。

皮亚杰的系统总结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且他代表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是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中间阶段。结构主义主张有一种固定的结构，后结构主义则认为结构是流动的、变化的、不固定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则正好是从发生学来说明结构如何发生变化的，这为流动的结构论奠定了基础”
〔5〕

 。皮亚杰在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过程中，引导了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产生，建构主义强调结构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中不断地丰富和提高。

结构主义整体与系统的观念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整个理论界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城市建设方面，最突出的是Team 10小组的贡献。

1954年1月在荷兰杜恩的会议上，Team 10小组成立。会议发表了著名的《杜恩宣言》，指出：“按照雅典宪章考虑并发展的都市化所产生的城镇，不足以表现出生机勃勃的人际结合”（Human Association），并建议按照城市、城镇、村庄和住宅的不同特性去研究人类居住问题。

Team 10小组认为城市的形态与社会结构有关，城市和建筑空间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体现。他们强调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设计思想。他们强调建筑群与交通系统有机地结合，建筑物将表现出“流动”、“速度”、“停止”、“出发”等特性，城市空间更有动态和发展的含义。他们用生长的概念去看待城市发展，认为城市重叠的网状结构，每一代人必须选择对整个城市结构最有影响的方面进行规划和建设，而不是重新组织整个城市。他们把城市看做是个有机体，城市的发展是一种新陈代谢现象。这一点，与同一时期出现在日本的以黑川纪章为核心的“新陈代谢”派观点类似。黑川的思想表现在由丹下健三主持的于1960年提出的“东京规划方案（图5.2）”中，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已经认识到不管是建筑、建筑空间还是城市空间都有一种结构的存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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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1960年东京规划方案

然而，这种结构主义思想还有很大局限，虽然考虑了物质结构形态与社会结构形态的关系，但他们概念中的人是标准的人，没有考虑人性的作用，没有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人的偏好。正如朱蒂克（J. Joedicke）所警告的那样，“关于生活在这种超级结构中的人的条件问题，以及在这种住宅中他们是否预先意识到可识别性的问题，没有人提及。人们会放弃他们保持了数千年的偏好去居住在这样的世界？或者说能够找到适合他们的房间吗？建筑是否能够诠释人性，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被回避了。”
〔7〕

 这种缺陷正是来自于结构主义的先验的假设，由于关系比构成关系的成分更重要的理论基础，而忽视了构成成分之一的“人”的本身差异。

事实上多年的实践证明，城市的有机特性在建筑群的机械生长中表现并不突出，反倒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城市设计思想指导下的城市更新以及20世纪末出现的景观都市主义思想，用景观单元替代建筑单元完成了曾经的“流动”“速度”等生长变化，更加贴近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描述。

被誉为建筑哲学家的Team 10小组主要成员之一，凡·艾克（Aldo van Eyck）延续了建立在人的存在基础之上的新的观念，改变了现代主义以来的设计思想。他关注社会结构与建成结构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中人的行为模式。凡·艾克在现代建筑思想的空间—时间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重要的“场所”的概念，他认为不管空间和时间有什么含义，场所和场合有更多的含义。因为，在人的意象中，空间就是场所，时间就是场合。空间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房间，时间对人来说也不是个特殊的时刻。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在城市的尺度上，将社会结构中的人与城市结构中的人全方面地结合起来，在结构主义的思想下将物质形态和人文形态结合成新的城市建设体系。

凡·艾克强调城市规划艺术的重要性。在规划中考虑社会经济、地理、政策和形式的可塑性，才能满足人的生活方式的要求，才能具有可识别性。他认为应该从结构因素上去寻找美学因素，附加的小单元细胞将转变为主要的结构因素，当规模提高后，完整的形式将使得它更加可以理解。结构的整体关系是最重要的，毕竟要能够吸收人们每天的生活产生的变化，而且应该包容在相关的小尺度的肌理内。

凡·艾克运用列维·施特劳斯的方法论，专注于发展人类文化和城市—建筑的生成结构，他的奥特洛环是这一思想的代表性视觉表达（图5.3）。这与简·雅各布斯提倡的“街道芭蕾”，强调真实存在的市民生活的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亚历山大在《城市不是树》一文中，着重强调城市的结构特征并不是如丹下健三所做的东京规划那样的树形结构，而是结合了社会结构的更为复杂的网络结构，他认为：“当我们借助树形思维，我们正在以富有活力的城市的人性和丰富多彩为代价，换取仅有益于设计师、规划师、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的概念上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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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凡·艾克的奥特洛环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结构主义几乎成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形态的基本概念之一。结构主义的核心在于整体设计的概念，不但体现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各自领域，它的意义还在于逐渐将建筑和规划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建筑与规划应该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项完整的工作，“环境的形式是整体的统一和局部的变化：房屋是局部，环境是整体。”
〔8〕

 建筑与建筑、建筑与环境形成的这种整体联系，并上升到“整体设计”（Holistic Design）的概念，又被称为“整体主义”（Holism）
〔9〕

 。

5.1.2　解构与建构

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后，很快在其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进而产生了分化，导致了后结构主义的产生。后结构主义在80年代成为美国高等学府最流行的理论，并渗透人文史哲各领域。德里达
〔10〕

 于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报告被看做是后结构主义诞生的标志。他认为结构不是一个各种同质成分相互转换的体系，而是动态的结构，即由不同性质组成的重叠结构。这个观点动摇了结构主义封闭、自足的结构概念。

德里达于1967年发表的《书写与差异》、《论书写学》、《声音与现象》等三部力作，对结构主义科学理想作出了实质性的突破。而1968年在法国哲学学会（巴黎）上提出的一篇论文，即所谓迪菲昂斯论（Differ-ance论），则被认为是解构主义的宣言。解构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落户在美国，被称为“后结构主义”。准确地说，解构主义是作为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的德里达的代表性理论，同时也是后结构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

解构一词源于法语词汇Dèconstruction，不过，德里达始终强调解构并非一种消极的行动，它并不是要消灭结构，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改变并重建。也就是说解构的目的是重构，而不是结构的解体。德里达强调：“仅仅说解构不应被简化成某种可操作的程序和方式的一种工具还不够，也不应声称一件解构的‘事体’（Event）是孤立的现象，酷似一句成语或一个署名，我们还应明确解构并非一种行为或一次操作。”
〔11〕

 德里达的这一说法，和皮亚杰的建构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事实上无论是解构还是建构，都是看到了结构的发展方向。皮亚杰概念里的“不平衡”就是德里达所述的解构，两者的目的都是在重构中找到新的平衡。

后结构主义源自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继承，它突破了封闭的“结构”观念，是结构主义自我反思的一个环节。后结构主义虽然不是个完整的理论，但是后结构主义强调多元共存，反对二元分立；强调无永恒之理念、概念，无永恒的结构，强调结构中的中心只是一种功能，强调运动和变化等，而建立新的结构才是最终的意义。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着复杂的渊源关系，“后现代主义的‘西洋禅’滋生于法国结构主义时代，二者表面上都使用新颖名词，但结构主义企图用新名词来提高人文思想的精确性，而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始源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则企图用新名词来加强人文话语的模糊性。”
〔12〕

 而后结构主义思潮本身也是错综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思想的流派。文化上的后结构主义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与城市规划理论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也不尽相同，不过“话语的模糊性”却一脉相承地引入到设计理论之中。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文丘里在他的《温和的宣言》中这样说：“建筑师再也不能被正统现代主义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所吓服了。我喜欢建筑要素的混杂，而不要‘纯净’；宁愿一锅煮，而不要清爽的；宁要歪扭变形的，而不要‘直截了当’的；宁要暧昧不定，而不要条理分明、刚愎、无人性、枯燥和所谓的‘有趣’；我宁愿要世代相传的东西，也不要‘经过设计’的；要随和包容，不要排他性；宁可丰盛过度，也不要简单化、发育不全和维新派头；宁要自相矛盾、模棱两可，也不要直率和一目了然；我赞赏凌乱而有生气甚于明确统一。我容许违反前提的推理，我宣布赞成二元论。”
〔13〕

 他的二元论是不分主次的“二元并列”，他提倡“两者兼顾”、“适应矛盾”、“矛盾共处”、“不定性”、“双重功能”、“违反前提的推理”等主张，这些观点都体现了鲜明的后结构主义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特征。

1972年文丘里在费城附近设计的富兰克林纪念馆（图5.4），将建筑的实体部分采用虚化的空间手法转换成为一座纪念性花园。通过地面铺装暗示的建筑平面和不锈钢框架勾勒的建筑轮廓表达了消失的建筑灵魂，而铺装、绿地和树池穿插其间共同构成了一处结构关系依旧存在但结构元素完全改变的场所。这是用新的结构元素和旧的结构关系结合而成的建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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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富兰克林纪念馆

建筑评论家詹克斯（Jencks）在1988年出版的《后现代建筑语言》中，这样写道：“后现代主义者明确宣称，他们的建筑植根于场所和历史……并且他们找回建筑表现力的全部技能：装饰、象征性、幽默感，以及城市环境……依靠现代的结构方法和历史的记忆，雅俗共赏，（他们的）建筑物是双重译码的……”这些正是文丘里在他的另一部书《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明确指出的观点，要在现代建筑中采用历史因素，改变建筑单一、刻板的面貌，那些过去认为是低级趣味和追求刺激的市井文化其实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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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拉斯维加斯的街头

多伦多大学的雷夫（E. Relph）在《城市景观》一书中甚至认为在规划领域，城市设计的出现和发展是后现代造成的。他认为后现代城市设计有三种主要倾向：新解释学倾向、解构倾向和建构倾向。新解释学倾向重历史意义，重理解对话；解构倾向重差异，重消解；建构倾向重整体，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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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解构主义开始进入城市设计领域，强调对现代主义城市设计原则的消解和颠覆。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伯纳德·屈米的拉维莱特公园（图5.6）被划分为解构主义代表作品，而其中开放的景观结构体系又被认为是景观都市主义的先驱。他通过模糊的建筑语言完成了设计语言踪迹的游戏，打破了二元分立，构筑了没有等级和秩序的新型规划理念。像屈米这样的后结构主义者塑造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风格。事实上，屈米在1997年完成的弗雷斯诺当代艺术中心（图5.7），用了一个巨大的屋面将新旧建筑都包容在一起，打破了历史与现代的界限，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新旧结构，更能体现其后结构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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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拉维莱特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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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弗雷斯诺当代艺术中心

曾经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合著《唱诗日记》的艾森曼，本身就是一个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大师。如果说其早期的住宅系列体现了鲜明的结构主义特征的话，在其后期的作品中，融入了多元复杂关联的场域结构特征，体现了解构主义的特质。艾森曼消解的对象就是建筑设计的语言，他通过双重网格的叠加消解了基地历史与现状二元分立，通过不同建筑尺度的并置消解了人体尺度标准的唯一性，通过几何体的三维转换消解了柱、墙等传统建筑语汇，并通过立体形的变化来表达结构的不稳定性，打破了传统静态结构的美学思维。在维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图5.8）的设计中，鲜明地体现了上述手法特征，从而在理论意义上完成了对传统建筑设计手法的全方位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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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维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

后结构主义以结构观念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作为突破口，进而揭示二元对立是人赋予对象的，而不是对象本有的，它是一种构想的结构，是一种人为的游戏。然而，这种突破是具有真正的认识论意义呢还是走入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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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要寻找这样的答案并不容易，一不小心就会从一个混沌走向另一个混沌。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策略是颠覆“真实”与“主题”的观念，从而形成由接受者产生的解释，而不是来自创造者的强加式表达。

1988年建筑领域的解构主义者分别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现代美术馆首次举办解构主义建筑7人展，参加展览的有富兰克·盖瑞、屈米、艾森曼、哈迪德、库哈斯等。解构主义建筑从此正式登上建筑舞台。但是筹办人之一的威格利并不愿意给解构建筑下定义，他认为：“只是展出了7位互相独立的、美学上各不相同的建筑师作品，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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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强调理性和随机性的对立统一，设计是共时性的，设计可以不对历史踪迹的记忆作出反映，但意义必须在历史中产生，不过，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解构主义认为历史建筑不一定能反映历史进程，建筑形式充满了随机与变化的可能性。其中，记者出身的库哈斯直接指出，他关心的不是建筑，而更重要的是社会生活，建筑是实现的生活手段。这与凡·艾克认为的关于结构改变的原因的想法是一致的。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重要动因，就是人的生活可以引起结构的变化和解体。

与其他6人不同，库哈斯集幻想家、实践者、哲学家、实用主义者于一身，他的关于建筑与城市规划的思想把他推上了当代建筑界的争议焦点
〔17〕

 。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城市现象，从曼哈顿的城市秩序中，他找到了称之为“淤塞文化”的现象，物体的形式与内涵都以某种形式聚合叠置在一起。城市简化的巨大的尺度缺少足够的要素去反映城市生活本身，人们与城市的建成结构之间的联系就被割断，城市生活因此产生的复杂片段之间可以有联系，也可以是互不相干，甚至是对立。这种城市形态与任何关于城市的理想都不符合。他的思想反映在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的《疯狂的纽约》一书中，体现了解构主义典型的不确定性。

而亚洲城市，尤其是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是促使他提出了“普通城市”的概念的重要原因，对于“普通城市”的个性价值，他认为历史文脉、可识别性的价值在面对被滥用的过程中，逐渐被丢失。库哈斯曾用讽刺性的口吻说：“可识别性像一个捕鼠器，越来越多的老鼠跑来抢食饵，但靠近一看，那个捕鼠器可能已空了几个世纪。”文化遗产的匮乏或丧失，使得城市高速度发展成为可能，城市在解体中得以重建，文化在破坏与建设中交替完成，现实主义打破了理想主义。库哈斯主张正视这种缺乏历史文脉和可识别性的“普通城市”。

不过，解构主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多元的意义替代了唯一性的本质意义，但却没有提出基于重构的建构理论和方法，在城市建设的可操作性方面缺乏明确的方法论。荷兰MVR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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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的威尼·马斯（Winy Maas）认为：“解构主义者总是喜欢谈论世界有多么多么复杂，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不做一些研究，把世界简单化呢？他们只是对这种复杂做了一种符号化的表达，我想这其实是对复杂性更严重的忽视。我觉得这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很愚蠢。他们只是在玩弄哲学概念，赋予建筑一种符号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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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城市是复杂的，我们要尽量让我们的设计去反映真实的复杂，但不是停止思考复杂的问题，而是在思考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建构的可能性。城市中的人及其生活方式每天都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设计理论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这方面，库哈斯在哈佛做了很多工作，在他的系列丛书《关于城市的计划》（Project on the City）中，他调查分析了包括巴黎、罗马、伦敦、莫斯科、休斯敦等在内的世界上的重要城市，以购物行为为切入点，发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历史文脉的城市中，在购物行为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以此他总结了以购物行为主导的新的城市设计方法。

可以认为，追求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思维是相信理想城市形态的建筑师和规划师的灵感来源，也是现代城市建设理论的基础。而后结构主义则揭示了人类不断反思的矛盾心态，颠覆了人们的理想境界。这方面，福柯用“异托邦”（Heterotopias）概念制造了另一盏明灯。在福柯看来，“乌托邦”只是思想家们的理想和虚拟，它本身是不真实不在场的；而“异托邦”则是在空间的关系网中可能被实现的存在，是既反映社会又对比或对抗社会的真实而另类的空间。就好比现实的镜像，超然于现实之外但又是真实之地。从而通过对比，修正现实。这一点，较之乌托邦的幻想，更具有现实意义。

5.2　城市景观建构的三个层面

城市景观在表面的视觉秩序之后，有个隐形的结构。表面的形式只是结构的基本组成之一。梅洛·庞蒂认为：“不带偏见的心理学对知觉的研究表明感知的世界并不是客观物体的综合，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不是那种思考者与思考之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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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的本意是想说明知觉的肯定性是观念肯定性的基础，但也说明了在认知过程中观念所起的作用。这实际上也表述了事物的内涵与表现的内涵之间的差异，以及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差异。经验主义者就是把观念上升到知觉的肯定性之上，而经验是让人产生观念的原因之一。

一个好的城市景观，需要解决的是在知觉与观念之间搭建桥梁，这就是结构框架的雏形。经验主义不可取，因为在承载过去的文化积淀的同时，有着脱离现实带来的知觉障碍的可能；但先验主义带来的知觉桥梁也不可取，因为先验的结构体系脱离了感知的过程，存在很大的偏差可能。

因此城市景观的结构体系应该是开放的，是在感知中建构，并在动态平衡中不断重构，而不是先验的结构体系。城市景观应当在开放的体系中去研究景观要素之间的关系，系统地研究城市景观所具有的三个层面的对象有：

（1）人工与自然的物质形态，潜在影响因素是景观实践的技术；

（2）特定场所下的活动模式，潜在影响因素是人的生活方式；

（3）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潜在影响因素是文化及其传承。

5.2.1　人工与自然的物质形态

1）物质形态的技术与环境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任何城市的发源地都和自然资源密切相关。所谓“国必依山川”（《国语·周语》），考虑自然景观及生态因素，考虑水源及水陆交通，是城市建设的基本思路。因此，城市发展之初，城市景观的产生与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

中国传统城市布局上除了基本的礼制思想，还融入了风水观念，考虑了自然环境的因素。如在元大都的城市布局中（图5.9），构成东西横轴线的水脉（水源）和构成南北纵轴线的龙脉（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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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在其他的构件数量、色彩上的控制等，无不关系到“五行”的思想。日本的传统城市规划也有个突出自然因素的观念，街道往往根据城市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来定，如山形县鹤岗市（图5.10），街道的布局都以周围的山脉为对景，在城市中心则对着中心的古堡。在岗三市也是同样的情况。

[image: alt]


图5.9　元大都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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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日本山形县鹤岗市

技术能够改变城市的整体形态，如17世纪早期通过一系列的人工筑堤发展起来的阿姆斯特丹，以13世纪Amstel河边村庄的形状为基础不断扩展。后期由于1571年西班牙毁掉了安特卫普（Antwerp），阿姆斯特丹成为区域范围最重要的港口，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使得在1607年就在填海出来的土地上扩展了4倍面积
〔22〕

 ，图5.11所示是1663年的城市扩展计划。在围海填沙的过程中，地基的基桩使用的是木头，因此随着年代的久远，木质腐烂造成地基下陷，很多房子倾斜成为危房，也因此成为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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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a　1649年阿姆斯特丹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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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b　阿姆斯特丹鸟瞰

同样是水上城市的威尼斯，依靠过海铁轨改变了威尼斯的对外交通，也部分改变了城市结构。图5.12中所示是1724年意大利画家Joannes Blaeu的版画
〔23〕

 和21世纪的卫星照片的对比，城市的左端有了巨大的变化，新建的火车站、码头等填海出来的土地，在城市入口部分使得威尼斯城市的物质形态有了重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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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1724威尼斯的版画和21世纪的卫星照片的对比

技术的进步改变了城市建设的可能性，新材料新技术不仅改变着城市面貌，还改变着城市生态环境。电梯和钢结构技术使得城市整体高度增加，高层建筑成为可能。只是经济上的土地的级差效应，往往在城市的中心造成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的大量集聚，形成丘陵状建筑景观，这使得城市的风道受到阻碍，极易造成气流在小范围内产生涡流，使污染物质迅速排走和扩散而停滞在某一地段内，加深污染，造成局部生态环境下降，影响树木的成活率，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且，高层建筑密度较大，商业裙房过大，易形成高楼风，即狭管效应
〔24〕

 。

新的材料和技术在建筑界面上的运用，形成了建筑在城市空间秩序中的视觉优势。生态观念促进了绿色建筑材料的选择和使用，对调整能耗、降低环境噪音、内部通风以及通过百叶调节不同季节时段的采光的生态技术，使得在建筑构成的物质形态不仅具有视觉优势，更具有与自然因素的协调上的责任，并且对周边环境气候产生影响，促进了绿化、雨水的循环与利用方式的生态性改变。现代城市规划布局逐渐开始考虑对噪声的控制、可再生能源技术、对太阳能的利用、绿化与景观用水的控制、污水和雨水的回收再利用等方面内容。

技术与生态关注的结合，对于城市滨水环境、城市山林环境均有影响。如上海外滩、苏州河的整治等，体现了协调共生的理念。而以“城市美化”为目的的我国某些城市广场，堆积了华贵的石材、精美的喷泉，但是往往由于缺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这些替代了草皮的大理石和花岗岩铺地，改变了城市地面的透水性，硬地铺装还减少了种植面积，特别在南方城市广场中，使人在灼人烈日下举步维艰。

技术能够对城市环境提供保护，不仅是表面的形象，而且还保护了表象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如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技术、产业棕地的再利用技术、废弃工业用地土壤的改良技术等，都是在保有原景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再生或重构城市景观的结构环境。

2）物质形态的要素与关系

透过我们日常所见的城市形态看城市景观，具体地点和场所是首要和根本的。城市空间只有通过具体地点才具有在城市中的立足点，也就具有了与其他城市空间发生关系的基础。而空间之所以能够转换为场所，在于时间以及人的参与赋予其转换的契机。

凯文·林奇认为：“城市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式，一个整体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列或者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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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老城中的景观要素之间的联系早已被证明并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瑰宝被反复研究，西特在讨论城市广场时这样说过：“相当多的公共生活被持续地共享着，并最终发生在广场中；正因为这样，这里保持着一些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就如同那些在广场与围合它们的纪念性结构之间的许多本质上的联系。”
〔26〕

 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就是凡·艾克所说的场所结构，也是舒尔茨强调的场所精神的由来。

城市空间只有融入人的活动去构建场所，才有了城市景观诸要素之间发生关系的可能，也才有了构建景观的可能。早期的城市景观塑造正是通过林荫大道和公园体系构建了人们活动期间的可能性，而林荫大道带来的轴线空间，则给予了重要的人工与自然景点呈现的方式和可能性。

这种重视结构关系的思想在1893年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上就有表现，主导了城市美化运动的建筑师伯汉姆，在当时就曾经指出：“有两种建筑美化的方式，一种是独立的建筑，一种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序列和布局，建筑之间的关系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27〕

 伯汉姆的思想同样是有渊源的，我们只要从巴黎、华盛顿这些经典的传统城市中，通过各种林荫大道形成的轴线以及由此构成的对景等关系组织城市景观的手法里，就能发现这一点。

在现代城市空间的组织体系中，主要有格网系统、放射系统、三角形系统等，不过这些图案可以组成城市的肌理组织，但却无法组成城市景观，因为“它们毫不关心艺术性，因此无法从整体上去理解它们，观众只能看到单独的街道或者独立的广场是具有艺术的重要性的”
〔28〕

 。西特就此得到他的结论：现代城市是没有艺术性的。但从中世纪城市中提炼出来的充满智慧的城市结构的构筑办法并不适合大规模高速发展的现代城市，因为，这样的场所结构与当代人们的行为特征及自由式建筑布局是不符的，这就是现象学所论述的：观念的肯定性与知觉的肯定性之间无法搭建桥梁。

对现代城市结构与人的知觉体验之间的研究，是从凯文·林奇开始的。他将人们对环境的意象分解为由识别、结构和意义组成。其中，观察者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目标的空间与图形的关系以及目标对观察者产生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复杂的结构体系。他归纳出五大城市形象的组成因素“节点、路径、边界、标志、区域”，并认为这些只是构成了城市环境形象的原材料，它们还必须合乎逻辑的根据各自关系有机组合。并简明地提出了结构形成的四个不同的阶段，不过，在当时科学界普遍的原子主义大方向下，林奇更多地研究了这些结构要素的各自特点，在整体上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在他的波士顿城市的调查中，其中一个三角形区域由于四边铁路对这一区域的封锁以及误认后湾与南端的街道平行而致被忽略的现象，非常重要地说明了实际城市结构与知觉感知结构的差异。

在柯林·罗和弗瑞德·科特的《拼贴城市》中，“拼贴”是作者理解的诸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一种无秩序的秩序。他们举出了很多可以用来做城市拼贴的景观元素：令人难忘的街道，如纽约沿着中央公园的第五林荫大道、爱丁堡的王子大道等；城市中起稳定作用的景观要素，它们往往没有具体的功能作用，体现为一系列协调的几何元素，如有几何形态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景观实体，如罗马的天使城堡；还有城市中表现出来的潜在的重复的片段，如建筑立面、街道等；还有辉煌的露天剧场、各种高差形成的阶梯等；还有城市中巨大的结构体，混合在一起的建筑群，如城市中的老城区形态，北京故宫这样的建筑组群；花园、纪念物等。这些景观元素大部分都是有着具体内容的形式，都记载着生活中的特殊意义。

林奇的五大要素是建立在城市形象基础上的几何抽象，它们本身并不是城市景观。城市中有众多独立的城市景观对象，每一个景观对象必然包括其构成的空间界面与空间介质，其物质形态的空间界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也可以是一组建筑物，既可以是城市的广场，也可以是著名的街道，或者是一处公园。其中的空间介质可能是空间界面周围或其中的人群活动、街道家具，也可以是景观种植、景观小品。城市中的景观可以是这样的多种类型，既可以是单一的对象，也可以是一个子结构，更可能是一项人文活动。但最重要的是城市景观要素之间的关系，它们既可能将构成要素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合理、稳定的结构，也可能表现为散乱、具有高度可变性的不稳定结构。

在罗马城的城市结构体系中（图5.13），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景观序列上都有着不同的景观要素，有各种各样的广场，还有如凯旋门、斗兽场和城堡之类的构筑物，不同的序列相互交织成一个网状的结构。整体的城市景观结构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尺度上的结构，在不同的尺度上还存在着不同的子结构，子结构相对封闭，但作为上一级结构的成分，它服从更大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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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罗马城结构分析

结构是人的心灵无意识地投射到社会文化现象中的，也是通过人们的空间体验感知在意识中的建构。如果我们把城市看做是文本，寻找语言结构的过程就是在人的内心中对城市景观结构的一次建构和组合，而城市景观结构发展过程，就是使景观要素的结构性优化和整合的过程。城市景观结构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基于主体的视知觉而产生的，包括了感知、思考与理解的过程。1959年出现的“整体设计”一词，就是这一思想的表现之一。它是“一种将事物联系起来去解决现实或问题的观念”
〔29〕

 ，各成分按一定的组合规则构成的整体，整体优于部分，把城市当做一个有机整体去看待，每一个成分相互作用而存在。而在协调关系的基础上整体地考虑问题，这样整体发展的城市景观结构必将更加稳定，结构关系更加清晰而合理。一般认为20世纪欧洲的城市设计理论存在四种理论倾向：功能主义、人本主义、系统主义和形式主义
〔30〕

 。其中，系统主义的观点以十人小组所倡导的可理解性作为价值基础，认为应该将城市的空间和场所作为有机的复杂整体来考虑，而不是单个的建筑。重点研究的是多样性的大尺度城市秩序。

5.2.2　特定场所下的活动模式

基于发生学的持续性演变视角，城市景观对象不应该仅仅依托物质对象来判断，而应当基于人的活动内容与行为模式，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过程也依托于人的活动。

1）场所与活动模式的两重性

场所中的活动模式与场所的物质形态构建了城市景观对象的基础平台，作为两级互动而建构景观对象的内在结构体系，如同安东尼·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两重性特征
〔31〕

 。两重性的观点反对静态的两极对立，主张两极间的运动。德里达主张“颠覆”两极间的对立关系，福柯则主张分析对立的不同类型、不同层面和不同功能，总之，要看到对立本身是分化的
〔32〕

 。对城市景观而言，就是，强调主体行为意义的确定与场所、知觉的前结构之间的联系，即在强调环境制约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主体的互动作用。

城市景观的两重性强调两极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同时也看到这种互动关系在时空交集方面的特性，即相对静止的共时性特征和历时性发展，也正是历史的连续性才打破了结构永恒的稳定性，打破了“主体离心化”的观念，主体的活动模式融入的根基是形成景观对象开放性的前提。一方面，城市景观受到来自社会人文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场合发生有规律的转换；另一方面，城市景观的历史连续性带来的人类记忆痕迹，引导着主体的认知与创造行为。

长期以来的科学研究的原子主义倾向，使得人们习惯将城市环境简化为空间关系、功能等抽象概念，这将使我们可能失去对环境整体的把握，物质环境将失去具体的存在意义。列昂·克里尔认为真实的城市是人们生活的街道、广场与重要的纪念物的整体结合（图5.14）。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街道和广场代表了人们的日常活动方面，是人们的日常真实生活赋予了城市以存在的基础和意义。纪念性建筑物则代表了人的精神方面，是人类持续永恒的精神的代表。正是人的活动与城市物质形态的结合才组成了完整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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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真实的城市

G. 卡伦曾经同样将城市景观塑造的众多因素归纳为两大方面，即人的因素与物质因素。他认为人的因素意味着从相互关系中提炼出来的引起人们愉快与沮丧、满足与失望的条件。而物质因素意味着城市环境实际的形态和组织，是人类浇灌的土壤。卡伦同样看到了在人的活动和活动发生场所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两者的联系是迷宫般的因素（Maze Factor），是“暗示不同愉悦程度的复杂性，以及在相关的框架内的个体寻找自身定位的选择机会。我们感觉个体的主动性的等级来自于社会和视觉两方面”
〔33〕

 。

人的活动是城市景观生成的直接动因。大规模的人群活动对城市空间来说，更具有非常重要而直接的影响。1819年，罗西（Carlo Giovanni Rossi）负责圣彼得堡宫廷广场的重建工作时，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将广场作为巨大规模的军队阅兵的舞台，而这样导致的相关要求是：与之相联系的供部队集结的场所，可以是建筑、广场或辅助性空间；一个如凯旋门般的纪念性构筑物；巨大的建筑背景，提供可能的看台；行进的空间需要（图5.15）
〔34〕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景观对象呈现过程就是在满足活动要求的基础上的物质形态建构过程，两者构成了一体同构关系。此外，巴黎主轴线上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的形成，也是因为军队的集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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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圣彼得堡宫廷广场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巨大规模产生也有着类似的原因。从1955年开始扩大的面积，到1959年的扩建，逐步奠定了广场和主要建筑物与广场空间的性质、规模和尺度。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的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虽然有批评家认为存在尺度过大、硬地面积过大、绿化不足等弊病，但是广场扩建的目标就是用于国庆日大规模人群集聚，国庆10周年时就曾经容纳了70万人，国庆50周年时，也有50万人。图5.16所示是天安门广场集聚人群的壮观场景，这个人群规模基本奠定了空间的形态和性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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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北京天安门广场

2）场所与活动模式的适应性

活动模式与场所适应性之间，体现了地域特征的历时性积淀和共时性的环境脉络的影响。这是一个已形成的地域特征对发展的制约与传承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活动在已形成的体系中的自我适应过程，也是结构体系的自我调节与转化的过程。

活动模式与场所的相互适应过程，通常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场所结构的特征保障了活动的可能性。如意大利著名的锡耶纳坎波广场（Piazza del Campo）偶然具有了作为举行礼仪场所的功能，作为城市中的主要开放空间，自然地发展成为每年一次的赛马场地
〔35〕

 ，并因此而闻名（图5.17）。而平时，则是游客、居民聚集的场所，周围一圈的咖啡座成为看台，中间的空地成为舞台，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这里发生。在这样的模式中，场所对不同时代活动模式的适应性表现在空间界面上的弹性，周边建筑底层空间的开放使得空间周边的活动模式相对固定，与场地中心的活动产生了各种对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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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　意大利锡耶纳坎波广场

场所结构的特征空间界面的界定特点是决定了公众活动模式的关键所在。场所的形状和位置都不是公共场所成功的关键，除非它们能够成为能吸引观众的、适合公共活动的室外剧场。具有类似特点的还有城市中的下沉广场。如洛克菲勒中心（图5.18）和华盛顿的Pershing公园。其中洛克菲勒中心的位置和周围的高层建筑作为看台的效应相协调，非常像一个人们活动与视线互相交流的场所
〔36〕

 。而大部分的下沉广场因为没有适宜的人群或多样化的活动可能性，而很容易成为新的城市空洞，失去了生活的活力，如南京鼓楼的下沉广场，是地下人防设施改建而成，由于周边的人流不能提供各种活动模式的保障，导致最终关闭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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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洛克菲勒中心的下沉广场

在现代城市设计中，昌迪加尔的规划是个典型的反例。那里有基本的网络结构，有重点的景观结构，有相互之间的协调比例关系，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尺度，因此对活动模式的适应性极度欠缺。

第二种模式是场所结构要素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场所中的空间界面具有自我完善和更新的可能，而人的活动也具有某种功能性的需要，这种需要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在图5.19所示的例子中，墙面上的艺术绘画，作为文化的印迹，使得普通的建筑物有了基本的特征，也因此成为景观对象，与周围的物质及人文环境形成了一个整体。商业广告是另一种文化印迹，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以独特的方式体现着现代生活观念，改变着城市物质形态，从建筑内部空间到城市外部空间，从建筑的表皮到各种媒体。图5.20所示，是前文提过的上海南京路夜景，附加的各种静态和动态的广告形成了商业景观的活力来源。前文提过位于巴塞罗那Rambla Brasil大街上的城市墙修复的例子，基于同样的道理，正是由于原本裸露的墙体通过材质与肌理的改造，成为场所建构中的重要界面，成为了一个“周围生活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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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建筑墙面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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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　上海南京路夜景

位于英国伦敦帕丁顿桥身长12米的翻滚桥（The Rolling Bridge，图5.21）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考虑到船只通过性，设计师Thomas Heatherwick通过技术手段将其设计为可自动卷起变成圆环形的8段结构，成为城市中充满智慧与技术的特色景观。该场所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与人的行为产生交互的特殊空间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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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伦敦帕丁顿翻滚桥

第三种模式是场所结构与活动模式相互调整和适应性转换。城市空间为人的活动提供了可能，而人的活动也具有自身的适应性。传统的街道曾经是市民活动的主要发生地，雅各布斯的“街道芭蕾”、芒福德的“城市戏剧”的概念都是这一概念的生动描述。在没有广场的中国传统街道上，也成为人们主要的活动场所。行走、购物、聊天、卖艺等，甚至还有街头象棋、演讲、游行甚至犯罪，这些都是那些著名的老街道为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可能性，如今也许只能在步行的商业街中窥其一斑，因为机动车的交通排挤了活动的可能性，街道变为“道路”、“公路”，以街道为核心的景观体系与人的行为模式之间发生了转换，场所结构面临重构，导致了封闭的步行街区的出现。

G. 卡伦曾参与1982年开始的伦敦的Docklands的大规模环境发展计划（图5.22）。这个复兴计划目标是促使城市分区发展，要求反映城市生活真实条件的环境塑造，而不仅是表面的视觉目标的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景观的视觉分析方法不再是最好的工具，难以提供合适的框架以利于21世纪的城市环境的提升。这个视觉上的景观结构是建立在视觉体验基础上的，缺乏反映现代城市生活的知觉体验基础，因此遭到了质疑，被认为并不成功
〔37〕

 。这是由于来自于旧的生活经验的形式化手段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城市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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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　Docklands发展计划

纽约高线公园是一个全新的例子（图5.23）。穿越与曼哈顿西部工业区的高线铁轨，曾经因为解决铁轨和道路的交叉而建成，成为从1934年开始后50年内的重要交通，这一次的改变是让铁轨在空间上脱离了市民生活活动的范围。之后，由于运输方式的变更，高线结束了作为运输工具的使命，而一直处于是否拆除的争议中。在废弃了近30年后的2009年，终于完成决定性的功能置换，成为高线公园。设计师采用了有机栽培技术，选择了浅根性植物，在保留基地的历史和野性的同时，创造出一个新型公共开放空间。在这个场所中，空间界面因植物栽植而改变，空间介质因开放公园的功能性变更而具有了公共生活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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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3　纽约高线公园

5.2.3　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

1）城市景观意义积淀的层面性

在人类学中，列维·施特劳斯就把他的结构定位在介于基础和实践即有意识的意识形态之间半路上的一个由若干概念图式组成的体系里面，这是因为“人类学首先就是一种心理学”的缘故
〔38〕

 。从城市景观的两重性特征来看，主体创造性的城市景观实践既是两重性特征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是中介。相对于个人而言，结构作为虚拟的秩序体现在景观实践的互动之中，内在于人的活动，结构不是在场的某种形式，而是在场与不在场的交织，我们需要从表象中推断出潜在的内涵。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39〕

 指出语言具有的两个结构层面，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即语言的语法结构，属句子的形式方面；深层结构即语言的句法结构，属句子的意义方面。“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
〔40〕

 相应的，城市景观实践也是基于我们的每日生活，是以城市的记忆痕迹为基础的。这种记忆的痕迹就是罗西所说的集体记忆，来源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集体无意识“已含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和行为的全部模式”。因而意识精神的全部功能是由无意识结构预先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是驱力和本能之源，也是将创造性冲动和集体原始意象结合起来的人类思想感情的基本形式之源。

建筑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舒尔茨也强调基于整体概念的场所精神，他认为人与其环境构成了基本的结构关系，当人体验到场所和环境的意义的时候，他就有了存在的立足点，场所因而也就有了“精神”，而建筑是将这种场所精神视觉化。场所的结构形式可以变化，但场所的精神却可能继续存在。

在这样的结构视野下，我们去探究城市景观具体特性，就会发现景观的建构是内在的过程，景观对象是在被体验的过程中产生景观，这种内在的过程需要同时与景观对象和人的意识行为之间发生关系，就必然需要具备相关的两个层面，即与景观对象发生关系的表层，以及与意识行为发生关系的深层，两者之间的层面属于物质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多种复合关系的可能，这就是城市景观的多层面。

在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图5.24）的保护规划中，对古城的特色作了全方位的思考，认为应该从水平结构和垂直结构两个角度进行探讨。其中水平结构包括了平面上的轴线与主要街道和建筑的关系，而垂直结构“由形态、活动、信仰、观念4个层面组成。各类物质景观是古城的表象，各类活动如商业、宗教、民俗活动是景观的内容。信仰与观念是景观结构的基础，是古城文化的深层结构……从要素与结构的分析可知，平遥古城的特色在于结构的完整性与视觉上的统一感”
〔41〕

 。这里的垂直结构正是表达了城市景观构成中丰富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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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4　平遥古城

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直接选用美籍华人贝聿铭负责整修卢浮宫，当时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卢浮宫是代表法国光辉历史的建筑物和该国文化的枢纽，具有深厚的象征意义。贝聿铭最终完全没有改变卢浮宫，而是将所有的服务设施都建在地下，把地下设施的出入口建成一座高20米、底宽30米、80％透明、20％反射的玻璃金字塔（图5.25），成为卢浮宫的主要出入口。在大金字塔的周围还交叉设置3个静水池和4个喷水池，与大小金字塔相映成趣。新建的金字塔与古老的卢浮宫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结构关系，表层是玻璃金字塔与坚实的卢浮宫构成形式上的对比关系，而内在的深层是全部下地的概念得到了法国上下的一致认同，而且表达了用具有永恒意义的金字塔形式对法国古老悠久文化的敬意。最终，贝聿铭取得了成功，而成功的原因正是在于功能与意义上的满足，不仅是形式上的优秀，“现在卢浮宫可以说，大家都觉得是对的，并不是说金字塔是对的，金字塔也不错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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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5　卢浮宫前的金字塔

在城市景观意义积淀的多层面特征中，与意识行为发生关系的深层面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层面在虚拟建构的过程中体现的是心灵无意识的构造能力。

在德国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广场上的残缺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毁严重的残留部分与后来新建的现代风格的新教堂，就构成了一组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体系。残缺的老教堂建筑就是一个意义的召唤物，是一种对历史的引用，这种建筑形态组构就是依靠人们心灵的无意识构筑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深层面来作为基础的。这种设计观念比之完全恢复的复古手法要高明许多，而复古的效果还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正如尼克斯·A. 萨琳加洛斯所言：“每一种建筑形式，不管是仍然存在的还是已经死亡的，都会唤起人类精神的回应，这种回应一方面是源于我们的感知神经系统（眼、耳等），另一方面是源于我们的脑神经系统（记忆体、先天的关于世界的概念，等等）。总之，这些神经系统结构在人类自身和外部形态之间搭建起了联系的桥梁。”
〔43〕



与意识行为发生关系的深层需要保护与维持，是城市景观的活力来源。在中国北海市有两条法国殖民地时期建的全法式建筑老街，蕴含了古老的地方传统与殖民地时期的城市建设历史，是极富个性的人文景观。政府本着保护的原则规定不许拆，只能维修。现在虽然处于很好的保护状态，但是原有的生活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难以支撑和维系现有的生活需要（图5.26）。在现在城市高速发展的今天，如果依然靠原有的生活方式，老街必将持续衰落下去。北海政府就针对性的考虑通过设置老式茶楼、粤剧会堂等
〔44〕

 ，以再现传统历史文化，保持老街的生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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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6　北海中山老街

总之，城市景观具有结构化的特性，是关系的束集，而不是可以清晰看到的可视化形态，如果有，那也只是城市景观表现出来的形式。如果我们发现有些结构具有明显的形态特征的话，那也应该是经由社会及人的心理确认的。比如边界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心理感觉的概念，它需要经由人们的视知觉分析以及心理完形而构成，而不仅是形式上的边界。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种明确的边界形式更容易产生心理上认同的边界。

2）城市景观意义积淀的触发性

城市物质形态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是“凝固的音乐”，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在现代主义之前，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之后，“凝固”了政治与宗教要求下的景观形象。现代主义开始后，在产业技术的巨大冲击之下，使得历时性的人文因素对城市景观塑造的影响缩减至历史低点，柯布西耶认为建筑不过是一部“居住的机器”，而忽视了社会组织的内在形式，普遍适用性的审美因素几乎成为建筑造型的唯一主导因素；阿道夫·鲁斯提出装饰就是罪恶；密斯·凡·德·罗提出“少就是多”，然而这种没有人情味的早期现代派设计观念，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在现代主义之后，以文丘里为代表的众多的后现代主义者，开始用隐喻、符号等来回溯对于历史文脉的关注，不过由于后现代主义停留在用形式主义的观点对现代主义风格进行反思，因而思想性薄弱，只是成为现代主义之后多元发展的一个契机。不过，理论家们从政治、美学、伦理、现象等角度对建筑设计的反思，为建筑、景观与城市规划的观念打开了大门。

作为城市景观的形成基础，人文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城市景观构成因素之一，并且参与了城市景观构造过程。皮亚杰认为，结构作为转换体系的观念，与连续形成的建构论（Constructivisme）观念是相一致的，而自身调节就唤起了自身建构的作用。

城市景观意义积淀的多层面性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建构城市景观的各个方面，景观对象建构的过程既是其表面的形式化过程，也是与意识行为发生关系的过程，整体而言，就是多层面相互沟通的过程。

1980年法国Port d'Albret新镇建设的时候，曾经作了9个重要观点的概括：

“对于开放空间：

（1）空间的分级体系应该很容易被理解

（2）Portd'Albret将作为整个区域的度假的地方

（3）建筑应能带来邻里和共享空间的观念

（4）居民和来访者能在室外空间表达生活方式和活动

（5）方便的车辆交通，而不应当具主导地位

关于建筑：

（6）参照地方传统风格

（7）应能够使Port d'Albret成为一个特殊的场所

（8）个体单元建筑应具有可识别性

（9）居民能根据他们的需要和想法改变环境”
〔45〕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9个要点，我们会发现来自居民生活方式的约束与对景观形式的要求几乎是混在一起的，如果不是非常严格的归类的话，第（2）、（3）、（4）、（5）、（9）点可以看做是深层的要求，第（1）、（6）、（7）、（8）点则可以看做表层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所有的9点都是关于人的需求来设定的，设计师根据居民的需求转换成具体的结构关系，进而根据具体的结构关系完成景观对象的建构。同时，设计师也赋予居民根据需要改变环境的权利，使得这一结构具有了自身调节性，调节的基础还是人的需求。这种逻辑关系显示了人的需求的重要性，人的需求实际上也因此构成了城市景观多层面之间的连接基础。一方面，人的需求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人的需求控制了景观对象的形式化过程，也是景观对象的特征的形成过程。因此可以说，城市景观中的人文因素触发了景观对象的赋形过程。

城市景观的多层面相互制约相互转化，构筑了景观对象产生的完整过程。表层形式向深层意义的转化，体现了地方风格特征的历时性积淀和共时性的环境脉络，深层意义向表层形式的转化，体现了历时性的文脉对城市景观塑造的约束和共时性的地方风格的形成。这种双向转化的连接是维系景观对象稳定的重要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城市要形成自己的景观特色，首先就要有相应的人文基础，然后才可能具有景观形态方面的特征，单纯物质形态的搬移和塑造，无法形成稳定的城市景观，这也是个因果关系结构。另一方面，如果有雄厚的人文基础，但是表层的景观形态与之脱节，就必然导致结构基础的薄弱，从而使得结构解体，城市的文化基础也将逐渐消失，地方性的城市风貌就难以形成。正如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历了所谓“欧风”的侵扰，又盲目引进国际风格的新形式主义，而不深入探究各城市本身的发展基础，以致大量的新风格新形式占据了城市景观的主导地位，形成千城一面的后果。

深层意义向表层形式转化，就是人文因素的触发从而影响景观对象的赋形过程。需要考虑的人文因素如公众性、经济性、社会性、持续性、可达性等对景观对象赋形的影响。例如大型的城市广场，由于形成的历史跨度，往往能够凸显出历时性文脉的影响力。著名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图5.27），被拿破仑称为“欧洲最美丽的客厅”。老萨里宁也在《城市》一书中写道：“……也许没有任何地方比圣马可广场的造型表现得更好了，它把许多分散的建筑物组成一个壮丽的建筑艺术总效果……产生了一种建筑艺术形式的持久交响乐。”然而这个重要的场所并不是一挥而就的。圣马可教堂建于公元830年，是为了从水上迎接（公元827年）从埃及亚历山大城来的圣马可的遗骨。圣马可大教堂则是为了安放圣马可遗骨而特别兴建，这就具有了公众性与社会性的基础。广场中公爵府建于公元814年，对面的圣马可图书馆则建于1536年，但是不同年代的建筑却采取了相互配合的布局，相互协调的建筑风格，共同构筑了这个广场的整体，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历时性的文脉对城市景观塑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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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7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同样，上海的人民广场（图5.28）在历史上曾经是号称“远东第一”的上海跑马厅（图5.29），1951年政府将跑马厅的南部改为人民广场，次年将北部改为人民公园，当时的跑马厅大楼改成了现在的图书馆，看台改建为体育馆，昔日的赌窟成为开放的市民场所，可容纳120多万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浦东的开放带动了整个城市结构的变迁，人民广场因其深厚的历史文脉，成为开发商和政府大力投入资金的重要区域，相继建成了地铁1号线、市政大厦、上海博物馆、大剧院等诸多有影响力的建筑设施，而人民广场本身也演变为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公共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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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8　上海人民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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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9　上海旧跑马厅

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图5.30a，b），是为纳尔逊（Nelson）1805年在西班牙打胜仗而建，Nelson纪念柱在Trafalgar Square的中心，铜像是20年后建的。现在的特拉法加广场是伦敦交通的枢纽，有12种公车和5线地铁经过这里。而且成为伦敦每年除夕夜狂欢的所在，同时也是一百多年来人民政治示威的场地。作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公共广场，它的周围逐渐环绕着英国最好的东西，有国家艺术馆、大英博物馆、考芬花园、苹果市场、毕卡第大街、牛津街、威斯敏斯特教堂、唐人街，等等。

[image: alt]


图5.30a　1908年的特拉法加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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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0b　特拉法加广场

以上的实例说明成名的广场绝不仅仅是靠大规模、大尺度、铺装豪华的大片花岗岩空间堆积而成，深层的内涵是每一个公共空间的灵魂。

从需求开始的城市景观对象，在不同时代社会活动影响下，完成了深层面的触发及与表层等多层面的连接，在此过程中必然经过多个转换，同时也完成了多个建构过程，每一次转换都在丰富意义积淀的多层面性，使得整体结构日趋稳定。当人文因素的历时性积淀集中了个人和社会历史的集体记忆时，深层面上的影响力将扩大进而形成城市整体的景观特征。

在很多欧洲中世纪城市中，教堂和国家军队曾经拥有的权力在很多城镇中都留下了印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核心的教堂，看到封闭的堡垒，还可以从城市形态中读出封建等级社会的社会结构形态。最后一点，在中国的传统城市中表现得更加鲜明，无论是《周礼·考工记》里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背市”，还是以君为本的“宫城、皇城、都城、外郭城”的都城制度，都体现了“以礼治国”的国策。

在亚历山大和他的同事们提出的城市设计理论中，就认为“每个项目首先应该是具有经验的，然后是可以表达的，作为可以用内在精神的眼睛可以看到的现象”。积极的城市空间应该是：“每一个建筑必须对相邻的公共空间产生界定作用，以相互协调。”
〔46〕

 总的来说，触发意义积淀的深层去满足表层的赋形过程实际就是在城市建设中以人的活动及其意义为核心，从而获得景观对象在塑造过程中的意义来源。

3）城市景观意义积淀的表现性

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首先表现在对人的行为模式的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在类似城市空间的细节方面，在空间形式、空间界面的组织、建筑的风格和材料、建筑的拥有与使用者、地形特征等方面都产生很大的区别。图5.31中显示的是十个不同历史背景的街道平面，有古埃及的墓地柱列（1），用柱子的序列表现空间；罗马营地（Celentium，2）表现出的是军队的特征；叙利亚古城（Palmyra，3）和意大利帕勒莫城（Palermo，4）显示出不同的绿化处理；而维特伯（Viterbo，5）则是自由生长的散乱的网络状结构；另一些是街道的处理和变化，由于融入了很多新的功能，交接了不同的广场，体现了城市发展中的不同压力和进程，比如美国的蒙彼利埃（Montpelier，6）、意大利的皮亚琴察（Piacenza，7）、罗马的科尔索（Corso，8）、巴黎的林荫大道（9）和直线形态的摩纳哥居民区（Monaco，10）等
〔47〕

 。在世界范围的城市舞台上，作为基本景观对象的各种街道空间，表现出不同的人文背景，讲述着丰富的人生故事。

[image: alt]


图5.31　十个不同历史背景的街道平面

在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的背景下，人的活动是推动景观形态演变的根本动力。在著名的希腊城市米利都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点体现的尤为明显。米利都的发展都是基于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的方格形街道网络的布局（图5.32）。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时期，当时的格局仅仅包括了最少的生活必需的建筑物，矩形网格将居住区有机的组织在城市中，成为公共部分的基础背景，体育中心、在广场河港口之间的柱廊、神庙等公共建筑构成了城市的基本格局，但并没有封闭和定义公共空间。在希腊化时期（公元前2世纪），城市有了规模庞大的发展，建筑布局强调对称性，建筑群定义了空间的基本形态，但依然没有封闭公共空间的发展可能。城市公共空间进一步形式化，规则的形式自由地组织在一起。而到了罗马时期（公元2世纪），所有的项目都利用完全环绕庭院的列柱，将空间隔离开来，使得每一个空间都有各自的特点，有不同的建筑的形式
〔48〕

 。米利都的城市形态是在控制中动态发展的结果，“它和中世纪欧洲一簇簇布置建筑物的山城，具有不同的形式。前者代表了自由民组成的城邦国家，后者在它的构成中明显地表现了一种宗教结构社会的僧侣统治的秩序”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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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2　希腊城市米利都发展过程

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从最初的行为模式的意义及目的开始，逐渐表现为形成的观念带来的影响力。最为直接的表现在于对城市形态、环境等设计理念的影响。在加里·海克在《总体设计》的中文版序言中总结了中国“土产”的总体设计传统与西方实践的五点重要区别：第一是使用强有力的形式语言以组织空间中人的活动。第二个重要差别溯源于从若干世纪以来建造人类居住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根本不同的自然观念。第三是中国的总体设计常常超越功能或者抽象或几何形格局，只有引用隐喻借鉴，而美国的设计被功能支配，采用抽象的或几何形格局。第四与中国规划设计中的时间观念有关，中国考虑长远规划而美国更少考虑不确定的因素。第五是相互对立的创造观念，中国以一种新的方式赋予已经确立的建筑方式以新的意义的设计常常被以为是最伟大的创造性贡献，而西方设计师们则是市场意识下对独特性的追求
〔50〕

 。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是设计观念形成的沃土。如加里·海克所言，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今天东西方设计观念的差异。

即使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依然表现出不同的意识和观念的差异。巴黎主轴线上与凯旋门遥相呼应的德芳斯大门的设计与实现的过程，就是个典型的例证（图5.33）。德芳斯商务中心是经过了30多年讨论、融入了《雅典宪章》和柯布西耶原则的产物。1972年关于轴线的收头，曾经出现过两个方案：一个是贝聿铭建议的200米高的V形摩天楼；一个是埃劳德（Emile Aillaud）设想的2座55米高的镜面楼，喻意是巴黎主轴线的结束。1980年新一轮的方案征集带来了22个方案，中选的维勒瓦尔（Jean Willerval）的构思是中央开洞几座不高于50米的水晶大厦，目的是巴黎历史轴线可继续延伸。1982年的新的国际竞赛由丹麦人斯普瑞克森的方案中选，这个被称为“人类凯旋门”的构思对巴黎主轴线的定义既不是结束，也不是简单的继续延伸，而是“在瞻看未来时的暂时的休止”。这是对新时代的交代，又打开了巴黎通向未来和世界的窗口，预示着城市组织的继续发展
〔51〕

 。在这个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工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半个多世纪的设计观念的发展，那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共同尊重，而一个默默无闻的丹麦建筑师的胜出，也是法国文化向世界开放的表征。巴黎城市的主轴线形成的景观结构也正是在这个开放的观念引导下完成了整体的完美转换，使得巴黎城市建设格外令世界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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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3　德芳斯大门

对美好城市景观的追求不仅要考虑到技术与文化的制约，还要考虑到时代的特征。城市景观是历史的交汇、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果，对现在的尊重与肯定才是对历史与未来的尊重，对自身文化的尊重才是对世界文化的尊重和贡献。意识与观念是技术与文化的先导，对美好城市景观的追求本就具有无形的精神特征。树立对此时此地、对地方与民族文化的尊重的观念，是城市景观生命力的源泉。“中国城市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观念——克隆西方，失去风向标，迷失在变幻之中。”
〔52〕

 而正是这种没有生命力的克隆观念，才使得我国城市景观的建构大多停留在表面的形式追求上。今天宗教与政治的影响力逐渐让位于人性的转化，现代城市的全球化趋同的发展趋势引来了对地域文化的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从技术型的可持续发展过渡到绿色设计与低碳设计。今天的城市中的建筑，早已不再仅仅是挡风遮雨的遮盖物，而是融入了无数意识和观念的人类文化的结晶。城市景观塑造的观念已经牢固地与地域特色的追求站在了一起。

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最终会形成社会制度或规范，并进而影响城市建设，对城市景观的塑造产生深远的影响。制度指的是人类相互往来所形成的诸种关系、等级、制度，等等。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往来是制度形成的基础。中国传统城市布局的根源就是传统的礼仪制度，直到宋代人们的经济交往的市场模式才逐渐对城市布局产生触动。在南京历史上最重要的明代改扩建计划中，在传统营国制度的基础上，抓住了工商业发展的契机，大力调整了城市经济性分区的结构，形成了大量的批发集市，还有滨水区的大规模榻坊——商品仓库，这些对于传统的城市形态都是很大的突破。到近代民国期间，国民党建都南京，政府机关云集，使得政府建筑与居民区大增，地理位置与之相接近的新街口迅速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图5.34）。这些都是制度下社会经济与文化作用的结果，对城市整体形态有很强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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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4　首都计划中的新街口

美国的Savannah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实例（图5.35）。该城市基于James Oglethorpe的基本网格构筑城市的基本单元，定义了人们的行为模式。每一个基本网格单元由8个矩形块围合而成，单元中心是公共广场。8个矩形块中的4个，是教堂、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另外4个是由小体量的住宅和街道组成。每次城市扩展，都采用附加基本网格单元的方式，到1856年为止，一共产生了26个这样的单元。之后，开发商根据市场需要，经常用连排住宅替换掉一个家庭的住宅，或者进一步转换为直线型的街道和体块，而中心的景观广场逐渐消失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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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5　美国Savannah发展过程

5.3　城市景观建构的三个特征

城市景观建构的过程，既有外在的物质形态的塑造，也有活动模式的适应，还有社会共有意义积淀在其中，但要能够通过人们的空间体验感知并在意识中建构完成，就需要将三个层面的内涵整合一体，并能够在特定的时刻完成相关要素的自我转换。当自我转换无法适应时代特征时，就需要景观对象的适应性调整甚至重新建构。

5.3.1　整体建构

景观和观景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景观是一个以观景的方式去实现的一个基本类型的集合，两者的概念是相互涵盖的。作为在个体视知觉基础上产生的集体印迹的总和，景观在每个孤立的个人层面上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性的记忆中才完全存在。

在荣格的基本思想里，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各个部分的集合
〔54〕

 。作为心理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被称为原型，是一个储藏所，它储藏着所有那些通常被荣格称之为原始意象的潜在意象。城市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所在地，集中了个人和社会历史的集体记忆。罗西通过建立建筑类型的组合概念形成整体城市，因为这种基础正是来自于集体记忆。基于同样的思想，城市景观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整体的概念。

由于城市景观客体与主体的二元交互性特征，也由于人的社会属性，还有城市景观的地域性特征，使得城市景观无法不从一开始就在一个整体上去研究。正是人们的每日生活赋予城市以新的意义，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城市形象。皮亚杰也这样说：“一切有关社会研究的形式，不管它们多么不同，都是要导向结构主义的：因为社会性的整体或子整体，都从一开始就非作为整体来看不可。”
〔55〕



有学者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民族审美心理的深层积淀，不同的民族，出于深层心理的集体无意识的差异，以及制约和形成审美心理特征的群体规范不同，其审美心理也表现出各自的特殊性。作为民族共性的审美心理特征，只能存在于个性心理特征之中，是通过集体审美活动表现出来的
〔56〕

 。这个观点与城市景观的地域性特征有很多相像之处，同样说明了城市景观在本质上是一种讲究整体性的艺术形式，而且，这种整体性具有不可复制的唯一性特征。林奇通过对城市的调查发现，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一个由许多人意象复合而成的公众意象。这种公共意象意味着城市形象的集约性整体，已经被历史和时间整合过，是对“有意义的整体结构样式的把握”，城市中的“不同元素之间可能会互相强化，互相呼应，从而提高各自的影响力”，这是城市整体结构要素的构成结构之一
〔57〕

 。

通常我们说到城市风貌的概念，就是对一个城市形象的整体感知，“反映出了一个城市特有的景观和面貌、风采和神态，表现了城市的气质和性格，体现出市民的文明、礼貌和昂扬的进取精神，同时还显示出城市的经济实力、商业的繁荣、文化和科技事业的发达”
〔58〕

 。显然，城市景观的整体性不但具有明显的形式化特征，而且还整合了城市文化的多元性，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西淳（Paul Citroën）的关于巴黎的照片拼贴中，他表达的不仅是巨大规模的建筑繁殖，还表达了他们同时存在并同时发生着故事的整体意义。这是将城市景观的整体形象的概念通过现代艺术蒙太奇的手法做出的精彩表达（图5.36）。

[image: alt]


图5.36　1923年巴黎都市意向

城市景观是在整体中建构的，也需要在研究中建构整体的景观体系。英国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的地方议会在1998年对城市景观体系的研究中（图5.37），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老城区还是新城区的主要城市景观，都需要从城市的不同的角度去考虑，不仅有可达性、可视性，还要分主次轻重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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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7　利兹城市景观体系的研究

在南京的明城墙风光带规划中（图5.38），目标同样不仅是城墙本身，而是将城墙与城河看做是整体组成部分，同时还要考虑到控制范围的宽度和厚度，并且认为明城墙风光带是“南京主城绿地系统的主骨架”，“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南京悠久历史的重要象征”，肩负着“展示南京城的山水景观与城市风貌”
〔59〕

 的重任。可以说，无论是在形态上，还是在内涵上，都是从城市整体景观的高度来规划和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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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8　南京明城墙风光带规划——开发利用规划

5.3.2　自我转换

城市景观整体性建构的特质来自于它的社会属性，来自于对城市多元文化的整合。从本质上看，城市景观按照无形的规律生成，这些隐性的规律同时起着构造作用，其中每一个生成过程既是受到了各种影响因素的制约过程，同时也是形成了自身转换规律及可能性的过程。它们在构成了城市景观整体的同时，也使得城市景观成为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

城市景观一旦建构完成，就具有了体系上的制约与转换的可能性。如图5.39所示，是波兰首都华沙的老城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严重的毁坏，在1945年，华沙政府建立了专门的历史建筑保护部门，将历史区域作为重点保护起来，并禁止任何形式的改变（图5.40）。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建设了中世纪老城。其中，有些是根据旧的照片通过调查研究以及卡拉来托（Canaletto）的绘画，才将这些局部甚至全部被毁坏的历史建筑完全照原样重建起来
〔60〕

 。其建筑物内部的设施在大部分现代化的同时，建筑物的外部形式没有丝毫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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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9　二战后的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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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0　1945年的华沙

这种方法在学术界引起过“真实性”与“原真性”的讨论，从理论上来看，正是老城区的历史意义积淀制约了老城区风貌的更新，建筑完成了老建筑与新建筑的转换，在外观上保持了与历史建筑的一致，内在完成了现代化的适应性调整。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慕尼黑玛利亚广场的老的钟塔（图5.41），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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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　慕尼黑玛利亚广场上的钟塔

日本伊势神社从8世纪开始每20年重建一次的现象，则是体现了来自社会文化的内在转换规律。反映了日本人追求与自然和平相处的思想，他们承认自然的法则，保护的不是物质上的存在，而是建筑的表现力和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荣格所说的整体上的人格，它的作用就像一个指南针，调节和控制着个体，使它适应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密斯的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展览馆在消失了60年以后，又在原地耗资百万美元“死”而复生的现象，同样也是来自于这种内在的转换规律。这个建筑当初只存在了8个月，“但是，它在全世界的建筑师和评论家的心目中，却是一个永不消逝、永不褪色的现代建筑的典范”
〔61〕

 。正是这种存在于全世界建筑界专业人士心中的不变的精神实质，使得德国馆得以重建。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也有不少。例如在历史上，天津城市中心十字街处曾经有个鼓楼，近600年来，成为天津重要的建筑物之一。鼓楼在清朝末年遭到破坏，辛亥革命后，由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等人发起，又重建了一座鼓楼。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把它拆除了。1998年，天津市政府着手改造老城区旧房，再次重建了鼓楼。重塑了城市传统风貌街区，鼓楼再次成为地区性的标志性建筑（图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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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2a　曾经的天津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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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2b　如今的天津鼓楼

上述例子中的保护性恢复，实质上只是城市景观形式化过程，同时也是自我转换过程，过程中不变的是内在的文化性以及历史意义的积淀，据此赋予内容以形式，完成要素转换后的整合，其中要素之间的关系并未改变。除了上述这些形式上的自我转换外，还存在着不同转化方式，这种方式往往伴随着内容与功能的转变，甚至是景观对象本身发生更新。

活动模式的变更是引起景观对象自我转换的原因之一。图5.43中所示，是德国慕尼黑的主要大街Kaufinger，这里曾经是主要交通的轴线，是城市主干道，后来由于城市交通体系的调整，而成为现在的步行街。在这个例子里面，表面上看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但从理论上看，空间的使用方式发生了改变，活动模式的变更改变了景观对象的本质。空间的使用主体与空间本身的物质形态的结构关系并没有改变，但是使用方式改变了，景观对象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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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3　德国慕尼黑的大街

物质形态的变更是景观对象转换的原因之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Santa Croce街区（图5.44），圆形竞技场历史性地转换为街区房产
〔62〕

 ，圆形剧场本身的外在构成形态并没有改变，城市周边公共空间的形态没有改变，但使用方式发生了变更，内在的建筑空间也随之发生了变更，这个景观对象的内容与表现出来的形式，实际上完成了自我转换，但作为一个历史上的竞技场的影响力依旧存在。

[image: alt]


图5.44　佛罗伦萨的露天剧场改变后的平面

新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阿克（Pérez d'Arce）关注过城市形态的转换方式，他归纳出城镇发展的三种基本方式：通过新区的城市化发展；通过替换生长，新城市因素替代原来存在的因素，包括毁坏和重建；附加的转换，靠新的部分的沉淀和增殖而使得原来的核心发生了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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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讨论中，第一种由于全新的新区发展有了很高的自由度，缺乏社会共有意义的积淀基础，实际成为全新的建构。后两种方式可以看做是城市景观的自我转换，不同之处在于用不同的方式替换掉了相应的组成成分。第二种包括了各种结构转换规律的可能性，而后一种则实现了结构的更新。

5.3.3　适应性调整

景观对象的自我转换是阶段性的特征，在遇到重大转机时，转换就演变为更新。转换是暂时的，更新是永恒的。有时候要素还在，但结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结构已经完成了更新，也就是解体重构。城市景观的适应性调整，就是指在保留部分要素及结构关系的情况下，存在解体重构的可能，融入具有时代适应性的构造规律，去完成景观对象的建构过程，也就是景观更新过程。

以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为例。从1857年开始考虑的中央公园，曾经试图作为休闲作用并具有振奋工人阶层的目的。纽约中央公园始建于1858年（图5.45），设计者奥姆斯特德提出了城市“绿肺”的概念，坚信城市中的大面积绿地对于城市的发展、缓解城市压力的重要意义。这个公园由于其大众化的服务性质而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公园。中央公园占地800多英亩，建园前后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漫长的100年时间里，无论市区范围如何扩张，这块绿地一直保留了下来。从景观对象的结构视野看，公园空间形态始终没有改变，周围建筑虽然在持续更新中，但围合界面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公园的景观形象在持续地变化中。在早期的经济低潮中，这里曾经沦为废墟，频频发生打劫强暴等犯罪行为，以致遭到质疑，图5.46中所示是1930年的公园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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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经济的影响肯定了中央公园的价值。在中央公园建成后的15年里，曼哈顿地价增长了1倍，而中央公园周边三个行政区本来位于房地产活跃地带以北2.5英里，但它们的地价却增长了9倍。如今，这块绿地真正成为纽约的绿肺（图5.47），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公共活动舞台，1980年在纽约中央公园举行埃尔顿·约翰的音乐会，参加人数达到40万人，此外还不定时地有其他的大型活动。正是市民生活的真正融入，才使得这个城市重要景观对象开始稳定，同时也说明了市民的活动内容与方式决定了景观对象的价值，促进了景观对象的适应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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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5　1858年的中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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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6　1930年的纽约中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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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7　今天的纽约中央公园

景观在建构中的适应性调整还表现在规模与影响力方面。如沙特的圣城麦加的Ka'ba区，由于大量朝圣的香客而成为麦加著名的标志性景观，这个景观对象中的活动方式在历史性的发展中不断地促进城市形态在有秩序地更新。原先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香客聚居在古老的贸易路线上。一开始，聚居形式围绕着圣坛布局的，随后由于需要更多的周转房间，居民被迁走至外围地区。9世纪时，在圣坛周围建起了柱廊，16世纪重建了清真寺，并且20世纪再次重建（图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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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更新的过程中，有明显的秩序感的城市形态随着规模的扩张不断改变，人们的活动内容和景观对象一同变得更加丰富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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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8　圣城麦加的Ka'ba区

景观在建构中的适应性调整，最重要的原则是需要遵循其内在的建构规律。这个规律在其产生的初期就内在于景观对象，在历时性适应性调整中不应轻易地改变，在结构理论上对应的就是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城市景观的适应性调整是否导致景观对象的重新建构，就在于能否保持这种关系。南京新街口孙中山铜像的历史性演变，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思考的例子。1942年日本友人赠送的孙中山铜像被放置在新街口广场转盘核心（图5.49），为这里增添了人文气息。“文革”期间的1968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为防止人为破坏，将铜像安置到中山陵园保存，代之而起的是三把铜钥匙，象征拥有知识、科技和教育（图5.50）。1996年，在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之际，南京市人民政府重新制作了一尊孙中山先生铜像替换了原有的铜钥匙，恢复了曾经拥有的历史人文气息。2001年因地铁工程的施工，再次移走了孙中山铜像。如今的新街口交通环岛已经取消，原定回归的铜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焦点在于历史文化与商业文化是否协调。2010年5月23日，孙中山先生铜像重回新街口（图5.51）。这个铜像定义了整个新街口广场的场所气氛，在70年的漫长时间里，即使周边的建筑群在不断更新，空间形态也在不断调整，甚至广场的交通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铜像本身的意义积淀作为内在的建构规律始终没有改变，因此，这个广场的变迁更像是景观对象在不断地更新中，找到了文化与商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双重建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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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9　1946年的新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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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0　1972年的新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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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1　2010年的新街口

需要指出的是，结构的适应性调整有两种，“至少从新结构的构造过程的观点来看，应该把两个等级的调节作用区分开来。有一些调节作用，仍然留在已经构成或差不多构造完成了的结构的内部，成为在平衡状态下完成导致结构自身调整的自身调节作用。另一些调节作用，却参与构造新的结构，把早先的一个或多个结构合并构成新结构，并把这些结构以在更大结构里的子结构的形式，整合在新结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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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保留部分子结构或者结构要素的基础上，第二种调节性的作用体现在参与构造新的结构，从而完成了结构更新，而上述新街口广场的例子正印证了这样的结果。

5.4　城市景观建构的三个类型

拉普卜特在论述建成环境的表述中认为：“环境被看做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一系列联系。这些联系是有序的，即它们具有模式和结构——环境不是一种事物和人的任意拼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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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模式与结构需要一种思维中介去显现出来。从城市景观建构的三个层面出发，基于在其表述、研究以及评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偏重。由此建构而成的景观对象，就存在不同的结构类型。基于城市景观的整体性，本文描述的城市景观的建构类型，均不是独立产生的，而是相对于城市形态的整体或其他部分，在比较中产生的界定。

5.4.1　均质结构

均质结构可以看做是最基本的城市景观的结构类型。组成整体的各个成分之间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的属性，因而在一定的背景下可以被看做是一些具有相同属性的成分结合成的群集，成分与成分之间的关系均等，用公式来表示，就是“A＝B”。

均质指的是景观建构的三个层面均有类似的偏重，因而可以看做是一个整体。在城市形态的整体背景下，均质结构的判断有利于识别城市景观对象的规模和范围，在这样的规模和范围内，具有相同的评价标准。

城市中的居住空间，是最普遍的均质结构。一个居住组团、小区甚至是居住区的建筑风格，由于统一设计而具有相同和相似的特点；同时，单一的生活模式以及共有的意义积淀都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因而可以被看做是个均质结构。

通常，景观要素在相似性的基础上组合而成的结构，即相同时代，或者具有相似的高度、尺度、规模、功能等的建筑物及其作为空间界面限定的相关场所，都是构筑均质结构的潜在对象。而我们通常考虑场所文脉、考虑与原有风格协调的设计观念也给均质结构持续稳定地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均质结构为城市景观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稳定性，但如果均质结构规模过大，城市整体将陷于单调乏味。从理论上来说，形成的均质结构规模越大，其占据城市建成区的比例就越大，城市整体景观风貌就越趋于简化，城市景观的多样性就越差。

判断均质结构的标准，应以城市景观最基本的可识别特征作为基础。均质结构的概念，只是对城市景观分析评价的工具，因而具有相对性。比如，一个历史保护街区，相对于城市其他部分来说，就具有了作为均质结构的特征，因为其中的行为特征以及建筑的风格、街道的布局、建成环境的密度等都有很强的相似性。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同时期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新区建设等，都有成为均质结构的潜在可能。而通常我们所说的“商业中心”、“商业圈”，因为在深层意义和内涵上的一致，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均质对象。

5.4.2　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是指组成结构的各个成分之间以拓扑关系形成的结构，是“建立在邻接性、连续性和界限概念上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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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公式来表示，就是“A≠B”。A和B可以互补，但不可能转化。在空间上，根据要素之间围合的闭合与非闭合的状态，由于组成结构的各个成分之间没有可比性，因而始终保持原有的围合状态。拓扑学是关于空间关系的最为一般的科学，它的基础是“组分”（Part）和“整体”（Whole）之间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是“被包含在内”（Being-included）的概念。

拓扑结构类型是景观建构的内在层面单独或全部存在差异，但相互之间又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因而可以看做是一个整体。拓扑结构类型对应于景观对象的特色建构，正因为在不同层面之间存在的差异而具有了自身的特色，因不同层面之间存在的相似性而具有了成为整体的可能。拓扑结构类型，有利于深入分析景观建构的三个层面，并以此展开研究与评价。

柯布西耶在1936年为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所作的方案（图5.52），单一的城市结构形式，300英尺高的屋面上是机动车道，这个设计方案的概念是连接所有的山顶以“创造里约热内卢的平面和城镇景观的秩序”，直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想法才部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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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以山顶连接为基础的构思，使得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了连续的映射关系，构成了基本的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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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2　1936年里约热内卢方案

被人工环境包围在城市环境中的自然因素，与城市中的人造物构成了城市景观中最基本的拓扑结构。如图5.53所示，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沿河的道路结构与住宅的组合形态都受到了河流的影响，形成了和谐宁静的稳定拓扑结构，这种人工与自然之间的基本拓扑结构关系，不会因为对自然因素的人工整形而改变，这也是拓扑结构的基本特点，类似的还有威尼斯、苏州、周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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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3　江南水乡绍兴

特兰西克认为，传统城市中有三种实体形成的原则（图5.54）：公共纪念物和公共建筑；城市区块中的显著体块；限定边缘的建筑。另外有五种主要的具有不同功能的城市空间类型：入口空间；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通道——区块内部空间；半私密空间——街道和广场；包含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公园和花园；和建筑化的城市形态对比出来的节点，线形的开放空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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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论包含了物质形态和部分的活动行为，但无法包容相互之间的多层面的关系。比如巴黎的星形广场及周围放射状的街区（图5.55），就包含了公共纪念物和公共建筑、线性空间的交汇以及居于中心的公共广场。具有纪念意义的凯旋门构成了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凯旋门与周边建筑、与环形空间构成了双重拓扑关系，观赏行为与车辆交通行为以及放射状街道中的购物行为构成了多重拓扑关系。环形广场空间可以作为建筑实体的位置的结果，是通过实体围合产生，同时也成为周边建筑产生的原因。无论这个实例中的三个层面具有多少程度的复杂性，毫无疑问这些要素依托社会共有的纪念性意义而构成了一个景观对象的整体，一处重要的城市标志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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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4　城市的空间和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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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5　星形广场周围放射状街区

城市中类似空间与实体的拓扑结构普遍存在，但城市景观的建构还需要具有最基本的可识别特征。一个具有景观特征的对象，例如某个优秀的建筑单体与周围的空间、一个重要的广场与周围的围合建筑，都具有基本的拓扑关系。

从城市的整体角度来看，不同规模性质的景观结构可以作为子结构加入到更高一级的结构中去，相邻的子结构之间也可能形成更高一级的拓扑关系。如图5.56所示是南京城区中的一个普通街区，在现有的网络和几何形态中很容易注意到图中三个区块与众不同的图形特征、技术特点和风格、密度等，这是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产物，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了一道模糊的边界，共同构成了一个拓扑关系，这种边界不是人为的交通边界，而是历史的积淀，是客观的。这个边界在消失之前，无论现代建筑如何蚕食传统建筑空间，两者的拓扑关系始终保持不变。同样的道理，不同的文化区、人种区等，与周围环境也构成了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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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6　南京城区普通街区

拓扑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在变换中保持原有相邻的结构要素之间关系的连续性，从而也保持了自身的特色。

5.4.3　秩序结构

秩序结构是指组成结构的各个成分之间有可比照关系，相互之间的构成能形成一定的节奏和序列，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整体。如果用公式来表示，就是“A＞B或者A＜B”。问题并不在于A和B的大小，而在于A与B以不同的等级序列形成了结构关系。这种秩序结构的原型是“网”，“网”用“后于”（Succede）和“先于”（Precede）的关系把它的各成分联系起来；因为每两个成分中总包含有一个最小的“上界”（后来的诸成分中最近的那个成分，或“上限”）和一个最大的“下界”（前面成分中最高的那个成分，或“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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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尔海姆（Rudolf Arnheim）将“秩序”认为是“必须被理解为任何有组织的系统在发挥功能作用时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不管其功能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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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只有在具有秩序特征的时候，才能发挥出相应的功能作用。

城市景观的秩序结构类型正是一种能将各组成成分协调起来发挥整体作用的类型，这种秩序关系是在各组成成分在某一个或多个层面中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并构成在各个层面上统一起来发挥作用的联系纽带。城市景观的秩序结构类型，对应于景观要素之间的相互组构的策略与技巧，有利于扩大景观对象的影响力，挖掘不同层面的评价深度。

在城市景观中，这种共同的属性可以是在同一个视觉走廊上的空间位置的前后关系，也可以是景观对象在体量上的高差，也可以是反映政治等级、宗教集权、商业价值差异等。中国传统城市的景观形态就是秩序结构最典型的体现（图5.57），在景观对象的物质形态层面是层层围合的形式产生的序列，在景观对象的深层面是以“君”为本的强烈的封建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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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7　考工记中城市平面

“秩序是一种必要的强制。秩序规定有关的一切人和一切物的位置和功能。产生系统的秩序的那些原则和目的并不简单地重复支配着各组成元素的那些原则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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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这种秩序结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表面的形式组织，各组成元素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部分。如在伊斯兰教的城市形态中，虽然以清真寺为核心，但周围的住宅群呈现出的是无序状态。同样在欧洲的中世纪老城中，围绕在教堂周围的建筑群呈现的是以街道为组织秩序的独立状态。

现代城市的商业中心，往往由于激烈的商业竞争使得景观形态呈现出形式上争相拔高的无序状态，但是在人们的内心依然有一个中心的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于商业用地的土地价值的级差（图5.58，丹麦哥本哈根的城市中心价值示意模型）
〔74〕

 ，这是一个隐含的秩序结构，也隐喻了城市中心区的景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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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8　丹麦哥本哈根的城市中心价值示意模型

在城市中，可以看到很多形式上的秩序组合，它们以对称、轴线、中心等形式出现。Roger Trancik归纳出6种实体和空间的组合形式，如网格、角度、曲线呼应、放射、轴线和有机组织等（图5.59），但如果没有深层的内涵和意义是不能构成完整稳定的城市景观的，因为简单的结构转换就可能导致整体的改变。如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Pruitt-Igoe的住宅更新计划，因为规划没有考虑人的现代生活方式而最终被炸毁，这就是一个极端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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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9　实体和空间的组合形式

城市景观的秩序结构类型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一个或多个秩序结构组成的城市整体更能表现出城市的内在文化特征。而它的组成成分可以是由均质结构、拓扑结构和秩序结构形成的一系列的子结构构成。如何形成秩序结构，属于不同理论背景下方法论的范畴，这里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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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景观更新理念

6.1　城市景观的更新时机

6.1.1　城市变迁

城市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以及代表城市发展与定位的历史因素，是引发城市景观更新的五大重要因素，是城市景观更新的内在动因。

城市历史是连续的历史，这种连续是由很多的片段组成的。甘德尔松那斯（Mairo Gandelsonas）总结过西方城市的七大景观
〔1〕

 ：文艺复兴的城市、巴洛克城市、连续网格中的美国城市、摩天大楼的城市、现代城市、郊区城市、远郊城市（Ex-urban）
〔2〕

 。虽然这种观点主要是针对美国城市而言的，但是讨论范围涉及文化、经济、发展模式等，直观地反映了西方城市七个发展阶段。对比西方，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更多地体现了礼制文化的理念表达与象征意义，只是从近代开始受到西方文化巨大冲击，在近代与殖民文化、当代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城市变迁表现得格外明显和深刻。

大规模的城市景观更新都和城市的五大更新要素分不开，两者的关系既是促因也是结果。阿姆斯特丹是因为成为了区域范围内的重要港口，而使得城区面积数倍拓展。巴黎整体保护政策使得在压力下的寻找发展之路走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从1640年卢浮宫广场前的几排树开始，巴黎向西发展的主轴线此后经历了玻璃金字塔、卡鲁塞尔凯旋门、杜伊涅利御花园、协和广场、方尖碑、香舍丽榭大道、戴高乐广场、凯旋门等一系列的各时代的纪念性景观的生成过程，最终丹麦建筑师普瑞克森（Johan Otto von Spreckelsen）的德方斯大门为主轴线画上了精彩的“顿号”
〔3〕

 ，使德方斯新区成功地与城市主体形成牢固的结构体系，同时也极大地缓解了城市发展的压力。

产业经济的变化是景观更新的重要促因。前文我们说过荷兰乌德勒支水边仓库的更新与中国镇江的西津渡，两者都是因为航运经济的衰落而造成了更新，不同的是乌德勒支更好地结合了水域，在公共生活中找到了定位，因而充满活力；而西津渡则是因为江水的远去而失去了与自然因素结合的机会
〔4〕

 ，张祜夜宿西津而描写的意境：“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只自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5〕

 已不复存在，昔日的繁华随着承载着公共生活的江水消失而失去了灵魂。今天的西津渡在保护中正探索着新的公共生活主题——旅游。

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交通压力的剧增，引起城市环境逐年恶化。在萨夫迪
〔6〕

 看来，现代人正经历着后汽车时代，对汽车的依赖使得我们不断拓宽公路，在城市中寻找更多停车空间，建造更多高速公路，而这样之后，城市空间就会更快地变得超负荷，形成恶性循环。城市成为汽车的城市，而不再是人性的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已经普遍面临这种交通的压力，公众也开始质疑交通的发展方向。就在各国政府大力提倡小汽车的高速交通的同时，丹麦是少数几个面对压力率先提出改变方案的国家，哥本哈根成为欧洲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1962年，在舆论激烈反对的情况下，政府将哥本哈根的主要街道斯特勒格街（Stroget，图6.1）转变为步行街，并且这种禁止机动车的新环境很快受到哥本哈根市民的欢迎。“这就是城市中心区巨变的开始，即从一个拥挤的交通环境变成一个安静但很有生气的、以人为本的城市中心。”
〔7〕

 在之后的34年的持续不断的转变中，城市主要街道逐渐脱离了机动车的影响，城市广场也逐渐从停车场的命运中解脱出来，与城市中心区形成了完整的步行网络。从景观结构的角度来看，哥本哈根转变的意义在于成功地将物质方面的转变转化为人们活动的转变。人的活动内容与方式逐年增多，出现了街头演出、小朋友的游览、自行车手的聚会，甚至绿色农产品市场和跳蚤市场的出现等，一年四季不断变化，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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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a　1974年Stroget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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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b　哥本哈根的Stroget街道平面

同样作为首都的北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迎来了转变的时机。但是这种更新带来的是大规模的传统四合院的拆除，城市老区块成片消失，代之以大量的商业办公大楼。以至于1998年，政协委员刘西拉教授等9位知名人士联署向九届全国政协递提案，对北京旧城的改造模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8〕

 ，而一个法国女人华新民四处呼吁保护北京胡同的呼声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著名导演陈凯歌更是为此拍摄了短篇《百花深处》
〔9〕

 ，用于对胡同大规模消失的现象提出反思。事实上，北京大规模的危房改建，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无论是平民还是专家，而究其根本原因是大规模地拆除旧房的行为，不仅是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了北京的古都风貌，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旧有的景观存在基础受到了冲击。

面对经济发展的压力，位于市中心、淮海中路南侧的上海新天地展现了另一种成功模式（图6.2），成为具有上海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景点。上海新天地的开发模式是以上海独特的石库门建筑旧区为基础，改造成具有国际水平的餐饮、商业、娱乐、文化的休闲步行街。这样的景观更新模式与哥本哈根的模式实质上是相同的，就是没有动摇表层的物质形式，而是以新时代的生活方式去适应并逐步更新原有的景观存在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以传统文化主题的形式被放大加以强调，使得属于个体生活内容的民居更新为承载公共生活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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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上海新天地

除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会对城市景观更新带来契机外，政治的改变也会成为景观更新的时机。德国柏林的波茨坦广场曾经是“二战”前柏林最重要的广场之一（图6.3a，b，c）。在东柏林和西柏林对峙期间，为了方便战士的军事行为，广场基本被拆毁。德国统一后，波茨坦广场肩负着国家统一和城市再生的象征，经过1991年的国际竞赛，最终的实施方案是希尔默与萨特勒事务所（Hilmer & Sattier）的构思，按1940年的城市平面做严格的重建，并且要与历史上的广场一样具备多元化的功能。但是在具体建筑的表现形式上，则展现了最新的建筑技术和材料，体现了时代特色。在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以波茨坦广场为核心的景观结构的更新，一拆一建，实际发生了两次，最终对历史的尊重体现在对原有的生活方式的延续上，新的景观形象与原有的街区平面的结合，实际是对历史场所精神的尊重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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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a　波茨坦广场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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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b　1890年至1905年间的波茨坦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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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c　现在的波兹坦广场

同样作为东柏林和西柏林的分界线，柏林市中心菩提树大街上的勃兰登堡门也是德国统一的象征。其周围环境的恢复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根据1901年和1935年的建筑布局完全恢复，在勃兰登堡门的左右两侧新建了Liebermann和Sommer两座双胞胎建筑。其建筑风格仿照了历史上著名建筑家Stüler的建筑风格。德累斯顿银行大楼等新建筑除了新材料和技术外，在规模、体量、尺度上都和历史建筑协调，使得半个世纪之后，以勃兰登堡门及巴黎Pariser广场为核心的城市景观结构体系顺利完成更新，恢复了景观要素之间的原有关系（图6.4）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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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勃兰登堡门及巴黎Pariser广场

6.1.2　偶发事件

在有规律的连续性社会变迁的同时，城市景观更新中还存在具有重要影响的偶发因素，有些是属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可理解的突发事件，它们促成了城市景观历史性更新，如世界博览会、奥运会的举办；有些则是非理性因素造成的偶发时机，如地震、战争、“9·11”恐怖事件等。每一个偶发的事件，都可能引起城市景观更新，同时也是城市建设发展的时机。

世界博览会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重大行动，可以通过展示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的重大成就来提高举办城市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促进经济、文化和旅游业的发展。世界博览会是从集市演变而来，是一个有着深厚基础的人文活动。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博览会是1851年5月1日英国伦敦的博览会，10个国家参展并持续了161天，吸引了630万人次前来参观。在伦敦的海德公园内建造的“水晶宫”（图6.5），是英国风景建筑师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因时间紧迫提出的应急方案——花房式钢铁骨架和平板玻璃组装而成的温室，这个建筑只用了8个月。但正是这个建筑不仅显示了英国的工业技术，而且领导了建筑技术的潮流。1893年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带来的城市美化运动，更是影响深远，形成了在美国影响了16年的大规模建设公共中心的运动。1878年、1889年和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三次国际博览会同样也分别产生了托卡德罗官（Trocadero Palace，展后拆除，1937年在其原址上模仿原样建设了今夏约官）、埃菲尔铁塔和国际大街（Rue des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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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引起人们对城市景观的关注，并改变了巴黎的整体景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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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1851年英国伦敦博览会

1986年的温哥华世界博览会是第一次具有自主性的、对城市景观更新产生直接影响的博览会。温哥华的世界博览会从一开始就具有促进温哥华的老市区改造的目的，像一艘停泊在海湾的航船的加拿大国家展馆偏离市中心的布局，以及城市交通现代化改造计划的一部分——新型高速轻轨车系统等措施，都为未来的城市格局埋下了伏笔，也形成了城市整体景观更新的契机。2010年，基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巨额资金投入，上海世博会成为对城市景观更新产生巨大影响的最大的一次盛会，这里不再赘述。

除了像世博会、奥运会之类的促进城市发展的偶发事件外，也有些天灾人祸会导致城市发展的灾难，进而产生机遇，如地震、火灾、大水，甚至战争等。如今，恐怖活动也偶然成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在举世震惊的“9·11”事件中，作为纽约市象征的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被炸毁，纽约城市的一个重要景观消失了（图6.6）。不过，一个景观要素的改变还不足以改变整个景观结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周围的建筑布局、地理位置都没有改变，甚至人们对未来的新塔楼的期望值也没有改变，而2012年正在建设中的新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图6.7）的性质和功能也没有改变。因此，对于景观结构来说，要素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重建计划仅仅是重塑一个景观要素的表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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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世界贸易中心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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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自由塔

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体现对市民意愿的尊重，如何关注市民生活的基本意义，往往会成为重要的关键，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偶然事件上。如南京紫金山观景台因影响整座紫金山的景观及其他因素，遭到市民质疑和反对，还未建成就停工并被炸毁。在南京大范围改造城市道路中，南京市民自发地组织保护一些几十年树龄的行道树，致使“拓路不毁树”成为南京市政部门的一项基本原则。无独有偶，在厦门市的道路改造中，也同样保留了一些大树，既保护了绿化环境，又保护了场所的集体记忆（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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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厦门大树

总之，偶发的事件背后都有着必然的原因，城市景观的更新都是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需要被形式化的过程。城市建设需要尊重每一个偶发的时机，用优秀的片段去组成完美的历史，用景观对象的适应性调整去构筑历史的连续。

6.2　城市景观的更新语法

6.2.1　语法概念

城市是个具有包容性的空间与实体的组合，是一个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化了的物质集群，它承载着市民过去与未来的生活。市民对城市空间的解读是因人而异的，城市是多重意义架构出来的交互文本（Inter-text）。

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开始，一切文化现象都被认为具有语言性质，于是语言本位思想消融了人，出现了“主体离心化”现象。而德里达、巴尔特和福柯等从书写与阅读开始解构文本，提出了文本的愉悦，将人性再度拉回。城市景观是城市文本的精华提炼，每一个景观对象就是一个精华词汇或精华短语。城市中的精华部分可能只有一个词、一个句子，也可能是一个段落，甚至是一片华美的文章。其中，“文本的愉悦”体现在知觉体验城市景观对象而获得的价值感受之中。

一般来说，“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主要是指词的构成、变化和分类规律；句法主要包括结构规则、句子类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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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究语法，除了句法学以外，还有语义学、语用学、语境学。将城市景观对象与词汇相类比，景观的整体组织体现了句法的概念，解决的是词汇之间的关系；景观所蕴蓄的内涵体现了语义学的概念，显示的是语言的意义；运用景观去表达继而影响人的价值判断，是语用学的范畴，研究的是语言意义如何影响人运用和理解语言；景观的表现形态与意义应当注意不同的场景和文化背景，属于语境学的范畴，研究的是表达与理解境界；景观要素在语法组织下构成更大更精彩的景观整体，就是城市景观的组构。

城市景观更新是在语法规则与历史机遇下的更新。“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是过去社会的图像，而这种图像正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些东西的结构转换，不管它们是更好还是更坏。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观点来说，我们的处境并没有什么特别优越之处”
〔13〕

 。历史是连续的历史，不过，“人类学家尊重历史，但并不给予它特别的价值”
〔14〕

 。过去、现在与未来，都需要尊重，但更需要解析其中的语法结构和运用手段。

城市景观更新需要关注更新的实质，即在整体结构更新中，去确定被更新的是什么，又更新成什么，以及更新是如何发生的。当我们用同样的思维去关注城市发展中的保护与更新的矛盾时，会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保护的是什么，更新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构的。

在城市景观更新中，有两个基本因素可能被改变，一个是景观对象本身，另一个是景观要素所处的语法环境，这是整体结构形成的基础。这两个基本因素在特定的时机下引发了城市景观更新。

6.2.2　自我转换

城市景观更新的语法首先是景观对象的自我转换，相当于语法中的词汇更新。景观对象在语法环境的制约下，基于无形的规律完成自身的转换与建构过程，并且在转换过程中及之后均保持了其存在的语法环境，就完成了景观对象的自我转换过程。其中，景观对象转换的规模与方式、形式与功能，具有可变性。

通常，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中对环境文脉的关注，新建筑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实际就是自我转换中的整体性思维。在德国法兰克福城市中心的老城中，由于建筑拥有者的产权问题，老建筑与新建筑连立在一起，在保持了体量、高度的限制之后，给予了建筑形式的充分自由（图6.9），新建筑带来的新鲜感，并没有损害原有的景观结构，反而添加了新的活力。因为时间带来的仅仅是表面形式上的改变，新旧建筑之间的形体关系、实质内容都没有改变，新建筑很好地与老建筑协调起来。这一过程中，体量、高度等方面的控制就是蕴含其中的语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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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法兰克福老城

苏黎世在城市形态的保护上做得非常突出。如（图6.10）所示的例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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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景观对象的场域特征非常明显，从14世纪到19世纪的数百年间，每一栋具体的建筑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整体的景观空间形态始终保持完整，空间界面的轮廓保持不变，从城市景观的角度去审视，是空间界面的表皮完成了自我转换，历时性的变化加厚了该场域的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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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苏黎世500年间建筑更新对比

景观对象的自我转换能适应小规模的城市更新，一旦规模无节制扩大，将大幅度破坏原有环境的语法结构，直接动摇其存在基础，这个规模的衡量标准在于人们的感知方式。景观对象的自我转换会给城市的整体形象带来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在对历史街区的保护中，如何古为今用，已经是文物保护的一条重要原则。“利用就是积极的保护……它使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得以保持他们的正常机能状态及和谐一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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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保持原有建筑的外观，或者仅保留作为空间界面的建筑外表皮，而改变内部的使用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常用的手段。

6.2.3　关系更新

城市景观对象之间的关系更新，相当于语法中的句法更新。城市是一个整体，景观要素所处的语法环境，是整体景观结构形成的基础。对应于句法和语法，城市景观就是城市整体形态中的精彩片段，这些片段如何整合，进而上升到语用学的意义及影响力，最终达到语境学的追求高度，依托的是其中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词汇、段落之间具体的规则。城市景观要素正是在此规则的基础上组构而成一个整体。

规则的运用和改变决定了片段是否能以片段的构成，进而组构成精彩的篇章。在城市景观要素之间，就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使得要素之间形成结构关系，并进而作为子结构参与到更高一级的结构中。这是使得相对独立的非连接关系转向有机的结构关系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出发，建筑形态与自然景观形态之间的结合，就是一种关系更新的行为。城市中的自然因素，如河流、湖泊、山川等，在城市发展之初就早已存在，我们用各种建筑形态与自然因素发生关系，实际上就是通过两者的接触，产生城市建筑形态与自然结构形态之间的有机互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例如，爱丁堡的王子大街（图6.11），爱丁堡城堡与山体的结合是一个基本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构成模式，爱丁堡城堡山体和山下的公园作为城市景观结构体系，与街道另一侧的建筑构成一个更大的结构层级，容纳了公共活动内容，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街道景观结构。此外，建造在山上的雅典卫城，建造在水上的威尼斯、苏州等，都是这样一种与自然形态之间关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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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a　爱丁堡的王子大街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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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b　爱丁堡的王子大街

在城市中，空间和实体是一对具有拓扑关系的基本语法构成，实体对空间的占有以及空间对实体的制约都是两者调节关系的重要手段。其中，街道和广场是两个最重要的空间形态。以街道的线型空间为主导的轴线关系，以广场的面状空间为主导的围合关系，引领了城市景观组构的可能，体现在大规模的以几何图案为构架的城市形态中，构成了空间环境对建筑形态的制约。例如美国纽约1902年由芝加哥建筑师伯汉姆（Daniel Hudson Burnham）设计的当时世界最高的“熨斗楼”（Flatiron Building，图6.12），由于地形的特点，加上独特的形式，被认为是最有文化的、最美的建筑物，一度成为艺术家讴歌的对象，成为纽约市城市文化的象征之一。这个位于第五大道与23街交汇处的“熨斗楼”，正是因为成功地将街道形成的基地关系转换为建筑实体，才形成了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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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1930年的纽约熨斗楼

空间与实体是相互构成的关系，作为城市上层结构的建筑形态一直是城市公共景观的重要界面，只是当今建筑规模越来越大，逐渐侵蚀城市外部空间，也是其作为公共景观界面的物质形态逐渐远离人们能够欣赏或者注意到的范围，景观的意义就呈现一种内外交叠的透视性，比如现代火车站与飞机场，由于其庞大的建设规模以及与城市交通完整结合，使得人们在整个接触过程中，常常在看不到建筑形象的情况下已经远离。这正是作为空间界面的建筑实体与城市空间之间的结构关系发生了深度改变的原因。

城市空间是公共活动的主要载体，因此以空间为主导构成的关系组织是城市景观结构体系形成的关键。在早期以功能及效率为主要手段的现代城市规划中，地块的平面划分与建筑的布局上都缺乏对空间形态的考虑，这是促成城市设计方向产生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正进入后汽车时代，作为公共活动载体的城市空间正一步步被汽车交通和停车场分割与蚕食，宽阔的道路、高大的楼房造就的城市景观更多的是表面的形式，以及支离破碎的空间界面，空间对公共活动的组织作用越来越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设置步行街的趋势，可以看做是街道空间最后的“自留地”，其间保留的正是空间作为行为发生场所的关系，是构成完整空间介质的基础。

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定义了城市景观更新语法中的深层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政府决策者认为：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城墙的存在限制和妨碍了城市交通和经济的发展；拆除城墙，可得到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于公路的建设，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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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1954年至1958年底，号称世界第一大城的南京城墙拆毁过半，城门也大多被拆除。今天，决策者看到了历史人文因素对整个城市景观形象的重要性，仅余的20多千米城墙成为南京建设明城墙风光带的根基（图6.13）。无独有偶，在法国哈德良时期的奥朗日（Orange）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古建筑，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剧院建筑（图6.14），是人们的活动中心，后来在战争期间，被用作防御用的堡垒。如今，时过境迁，由于无法在现代生活中找到相应的使用功能，被作为“露天采石场”，这是由于失去了适应性生存的可能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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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南京城墙玄武湖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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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在今天的欧洲城市中，有很多从市场转变而来的市民活动的广场，这是因为该空间具备了功能适应性，改变的仅仅是活动模式与空间的关系，意义的积淀却在未来的历史中延续。

6.2.4　适应性调整

景观对象的自我转换与关系更新，如果同时发生，那么景观要素所处的语法环境就将深度改变，使得由空间界面与空间介质构成的整个结构体系面临适应性调整。调整的结果视规模大小而不同。在众多可能的结果中，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积极性、破坏性、平衡性的结果。

积极性的结果，是指景观对象在调整后达到了更理想的状态，要素之间的联系更加明确、稳定，并且在整个结构体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安钟鼓楼广场的城市设计是这方面的优秀实例。坐落在西安旧城中心的钟楼和鼓楼是古城的标志（图6.15）
〔18〕

 ，分别建于1384年和1380年。1953年的城市规划确定由钟楼和鼓楼分别组成两个相邻的广场，这样实际就形成了两个景观对象构成的场域。1983年的城市规划将两个广场合二为一，在两者之间开辟绿化休息广场，从而在钟楼与鼓楼之间形成视觉通道，在这个更新中，新的秩序将原有的两个景观对象整合，其中的语法关系发生了适应性调整，景观片段构成了景观章节。只是该规划没有考虑与活动模式的互动，而成为单纯的休息广场，同时也没有考虑经济杠杆的束缚，大量的拆迁量和建设资金难以筹措，规划停顿下来。直到1994年的规划方案中，在保持1983年的基本格局的情况下，在广场下开发地下空间，在广场北侧增设步行商业街，从而使得公共活动的内容大为增加，促进了新的景观整体的诞生。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两楼之间的关系有了巨大的改变，原有的各自的景观空间结构实际已经解体，在新的语法环境中组构而成的景观整体找到了与当代公共生活的结合点，成功塑造了一个既有历史内涵又有时代气息的城市核心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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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钟楼和鼓楼

破坏性的结果，就是景观对象在调整后，要素之间的关系不再牢固稳定，甚至面临解体。并且在整个结构体系中起到了消极的作用。1958年，法国ílot Dupin的某区块（Rue Saint-Placide, 6th Arro-ndissement）的发展更新中（图6.16），一个板状的现代方盒子建筑取代了原有紧凑的传统建筑群，同时产生了可供停车的区块内停车场。事实上，这种城市更新并不成功，逐步上升的租金、迁移、过度拥挤以及糟糕的公共卫生，以至于历史学家寇皮瑞（Pierre Couperie）这样评价：“新住宅大部分过于狭小，常常粗制滥造（这些‘新贫民窟’的1/4应当拆毁），而且总是很贵……”
〔19〕

 在这个更新的例子中，原有的城市肌理被改变，新旧建筑对峙而成为城市的碎片，同时新建筑也没有形成牢固的基础，没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不能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这样的碎片累计，对城市的整体景观来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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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　法国ílot Dupin的某区块更新

中国高速发展的深圳是另一个例子，深圳城市中心在文化上被认为是空无一物。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试图将红色理想建立在城市与市场的长期停顿上”
〔20〕

 。“文化大革命”毁掉了深圳老城的结构形态，而现代化与新自由主义式的建设与更新，更进一步毁掉了历史，使之成为“文化沙漠”。如今的城市中心基本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建造的。

不过，破坏性的结果在导致原结构解体的同时，并不排除形成一个景观对象融入新的生活基础，并进而形成新的结构体系的可能。例如扬州的石塔寺石塔，南宋嘉熙年间，石塔移建于石塔寺院中，寺庙因为石塔而得名。历经多个世纪后，于1979年开筑石塔路，寺庙建筑大部分都被拆除，而石塔原地保留，只是从寺院中的塔变为石塔路中分带中的塔，成为醒目的公共目标，与石塔路一起，构成了新的景观（图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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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7　扬州石塔

平衡性的结果，就是景观对象在适应性调整后，要素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改变，结构整体基本没有变化，景观要素协调地融入新的景观结构体系之中。这种情况往往是有意识的保持原状，比如我们在保护文物建筑的时候，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在整治和修复中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其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在很多历史环境中以及周围建筑影响下的旧建筑改建，或新建筑建造的时候，有意识地与原有环境协调，从而维持了原有结构语法，保持了要素之间关系的平衡。如前文提到的德国法兰克福的老城区的新建筑的建设就是一例。而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南京明城墙，因其极高的保护价值，有关保护已经进入了地方法规，其中“第八条现存城墙保护范围内禁止新建任何与城墙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第九条在南京城墙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的建设，其建筑物、构筑物的高度、体量、建筑密度应当与南京城墙的环境风貌相协调。其审批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等
〔21〕

 都体现了维持原有景观结构关系的要求。并进一步以城墙为核心，形成了明城墙风光带，不仅是城墙、城门、城河三位一体，而且以城墙为轴，整理与其相关联的山林与水体。

6.2.5　秩序建构

均质结构会导致景观的单调，拓扑结构的连续性界面会保持结构体系的完整与独立，时间只是提供更新的机遇，只有将不同的景观结构体系在更高一级的结构中形成新的秩序体系，才能对城市景观起到积极作用。正如阿尔海姆所认为的那样，秩序是结构系统发挥作用的必备条件，是结构转换的强制性目标。结构只有在新的秩序下才能趋于暂时的稳定，从而形成新的秩序结构。

新秩序的形成，来自于景观要素的位置与功能的规定，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稳定并共同满足基于景观整体的组构要求。对于城市景观来说，结构所起的功能作用是在建构了要素之间语法关系的基础上满足社会活动的要求，因为人始终是景观对象的主体，“主体是功能作用的中心”
〔22〕

 ，城市景观正是按照社会新的需要改变或改善了功能，引起了城市景观的更新。因此，秩序结构的形成应该是视觉形式与内在功能的统一，其中积淀的社会共有意义是功能内蕴的价值。

其次，城市景观是公众性景观，是在满足社会性要求基础上的精彩篇章，其意义就是对城市、对公众的贡献。以巴黎的凯旋门为例，凯旋门的作用是起到政治纪念物的宣传作用，周围放射状的街道构成的实体与空间满足了可视性的要求，星形广场则满足了交通的需要，这个景观结构就是由核心的凯旋门与周围的街道空间与广场空间共同构造而成，凯旋门广场定义的公共空间满足了公共活动的需要。

城市景观秩序结构在物质层面基于视觉与形式的组织。人们依赖于视知觉去体验物质形态，不仅在于欣赏对象的形式，还包括视觉的可达性，即视点、视距、视域等。更进一步的要求是视觉对象的可体验或可理解的程度。景观对象的形式组织应结合视觉的感知通道来组织，并反映城市地域文化的特征。城市景观的结构体系是城市形象的表征，就好像故宫建筑群之于北京、王子大街之于爱丁堡，都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因素。

形式的组织不仅仅是点、线、面的几何形式的组合，还要根据整体语法环境研究控制原则。在柏林波茨坦广场的重建工程中，整个工程由不同的建筑师分包，主体设计人依据历史资料控制了建筑的高度、街道模式和城市功能分布，对场地内建筑的主次高低都作了合理规划。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的作品虽然是第一个竣工的建筑，但是被要求设计为看上去不太显眼、甘做配角的建筑；皮亚诺的奔驰公司塔楼则形态突出；在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广场的环境整治中，为了保证主体教堂形象的突出，以及相应的防火安全，同时为了开辟一定规模的活动场地，拆迁了大量的相邻建筑，清理出6640平方米的场地；在西安钟鼓楼广场的城市设计中，为了保证两楼之间的视觉通道，同样也拆除了大量的相邻建筑。

形式的组织过程，就是城市景观组成要素之间依据环境语法调整相互关系的过程，也就是复杂的空间组织和优化调整的过程。在19世纪的波兰华沙某地块的调整，包括了建筑的改建、道路的调整、绿化的布局等，在建筑围合的中心地带调整出一个规整的绿化带，并且通过轴线的处理，使得绿化周围的建筑都发生了相应的对位关系（图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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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8　波兰华沙某地块的调整

这样的大规模调整，还涉及经济、管理、功能等众多复杂因素。秩序的形成，必然关系到诸多复杂的因素，比如法国Toulouse的圣瑟林（St. Sernin）教堂周围环境的整治过程中，就包括了私有财产的征收、修道院的拆除等（图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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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　圣瑟林教堂

城市景观秩序结构在行为模式方面基于场所功能的组织。主体是功能作用的核心，这个功能包括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功能。通过对景观对象的观赏和体验获得的精神愉悦，包括表象背后的社会文化的体验，从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物质上的需求是基于公共活动中人的行为模式而来的，例如观赏性的行为，要满足人们聚集的空间规模、观赏的立足视点、可视的范围控制、环境的噪音处理等。而公共活动的行为模式，则要求包括相关的休憩、交往、购物等需要。

景观结构中的个体要素功能应服从整体功能要求，两者要统一在整体框架内。而且，个体要素往往涉及在城市局域定位的问题，涉及诸多复杂的因素。例如1998年开始的南京总统府旧址的保护与更新中，虽然对总统府的保护是基本目的，但整体的目标则是将其建成为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并且是兼教育、博览、旅游于一体的高品位、园林式历史文化旅游区。同时与梅园新村一起，担负着形成长江路文化街的整体形象的重任。总统府历史悠久（历史上曾经是明汉王府、清两江总督府、天王府、临时大总统府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周围建筑隶属关系复杂，有多家政府机关和学校，还有军区用地。因此，整体的协调，尤其是功能结构的调整成为重中之重（图6.20）。再如爱尔兰的都柏林坦普尔沙洲的改造工程中（图6.21），总的功能性目的是形成一个巨大的交通枢纽，不过在规划中，考虑保留了原有的多用途空间，并加以转换，包括“扩展爱尔兰电影产业、建设更多的商店和餐馆以满足旅游与本地人的需要”
〔23〕

 。另外还考虑了许多可供活动的公共空间，如坦普尔沙洲广场、礼拜堂广场及很多文化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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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　南京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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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　坦普尔沙洲

景观结构中的个体要素功能之间的协调同样非常的重要。1975年由贝聿铭设计的波士顿基督教科学中心的现代城市更新中（图6.22）
〔24〕

 ，充分尊重了老教堂的历史结构和功能，将之作为新综合体系的核心因素，新的建筑围合在老的教堂周围，通过广场中的反射水面，将佩利（Paley）公园和基督教科学中心的大规模和尺度与老教堂的尺度协调起来，新增要素与原有要素和谐地组构在新的结构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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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2　基督教科学中心

1951年为了纪念二七罢工的历史，将郑州的西关长春桥旧址扩建为二七广场，并建了非永久性的木塔——“二七纪念塔”。纪念塔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1971年倒塌后，又重建了集亭台楼馆各种建筑形制和功能于一体的连体双塔，成为郑州的象征。在2004年3月的“一座塔与一座城”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在高度评价二七塔的历史意义的同时，指出了广场周围商业气氛过浓，严重影响了以塔为中心的形体秩序和空间的问题。德国包豪斯大学欧洲城市研究中心的Hassenpflug教授更是认为，现在的环境没有使二七塔更加突出，塔周围的建筑没有向心性，不是服务中心，而是各有个性，显得有点乱。他建议：要突出二七塔的历史地位和文化特征，就要尽量保持塔原有的历史环境，不能切断历史的脉络；二七塔本身蕴涵着很深的文化内涵，又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要尽量使车辆走地下，扩大步行的商业区域，突出纪念塔地位。这就是现代人的生活行为和城市功能未能很好地与城市景观结合的原因（图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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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3　郑州二七纪念塔

城市本就是人们生存的场所，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必然需要多样化的功能载体与之协调，组织这些功能载体，就是在组织我们的生活。景观组构的过程里蕴藏着大学问，就好像贝聿铭的波士顿基督教科学中心那样，只有现代与历史、科学与信仰、个体功能与群体功能的有机交织，才能形成一个结构整体。尊重历史与文化，是新的秩序结构形成的出发点。尊重人的行为模式，是满足功能秩序的基本保障。历史是连续的历史，城市景观更新的完成只是暂时的停顿，城市景观的整体必将随着城市的发展持续更新下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既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思考，也是对城市发展的要求与保障。结构与功能、发生与历史、个体与社会，是贯穿在整体更新的整个过程中紧密联系的基本问题和出发点，并且将一直持续下去。

6.3　城市景观的更新意义

6.3.1　物质形式的更新

勒维纳斯曾在《弓》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一个例证：“我总是……想起1940年的逃难，败兵们到达了对此尚一无所知的地区，咖啡馆照样开门，女士们争相时髦，理发师理发，面包师做面包，子爵与子爵相遇，互相讲述子爵的故事……而一个小时之后，还是在这个地区，一切都解体了，大门紧闭，或居民倾巢出动，汽车与逃亡的人们形成洪流，这洪流释放出他们的深刻的过去，人们在一个难以记忆的过去中被大迁徙打上了印记。”
〔25〕

 这一段描述的是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败兵来了之后，各种各样的人们都还存在，但是，他们之间的用以维系的原有关系就此解体，过去的一切仅成为回忆，同时所有的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脱，充满了建构新生关系的诸多可能性。

城市景观更新中的物质形式的更新，本身并不意味着巨大的破坏。更新的着眼点是以一种新的语法逻辑来组织原有景观要素，而不是改变要素本身。只是每一个景观要素作为整体结构中的组分，相互之间的关系正是维系整体结构的基础，关系一旦改变，城市景观也就不再是原来景观，城市景观也就实现了自我转换中的更新。

城市景观在自我转换中的更新，指的是在原有景观要素的基础上，用新的语法逻辑来组构原有的景观要素，这就是哲学理论中描述的“解体重构”。米勒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一文中对“解体重构”进行过描绘，他写道：解体重构意味着把统一的东西重新变成分散的碎片或部分，其形象就像一个小孩子玩耍父亲的手表，把它拆成一堆零件，却根本无法把它重新修复。
〔26〕

 城市景观的解体并不仅是如表象般的解体，而是功能与意义的消失。从整体到碎片，作为“钟”的功能与意义已经消失了。城市的发展也极具相似性，如果我们不顾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放纵手中的权力与欲望，迷信自己手中掌握的“真理”，那么我们的环境必然遭到破坏性的解体，城市是这样，自然生态环境也是这样。

在20世纪60年代的苏格兰小镇Ardrishaig上
〔27〕

 ，曾经有过一个现代化过程。大量的建筑被拆除，小镇以非自然的速度发展，规划师将面海的一边大量陈旧的建筑拆毁，那些代表的是渔人的历史，整个街道只剩下教堂，而计划中的步行街没有真正实现。造成城市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原因如下：

●将旧的居住建筑看做是贫民窟而被全部拆毁，这个想法可能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对城市卫生健康的关心；

●没有文脉的瑞典风格的建筑，源于有些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师对北欧风格的偏好；

●占据山丘、坡地的住宅区，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农场用地，用于发展；

●步行区的规划，没有很好的装备，原因是由于1963年对交通问题的报告。

显然，该规划不仅毁掉了大部分的原有结构性景观要素，而且改变了剩余要素的关系，渔人的道路成为步行街，并为汽车交通所困扰，大量改变自然要素（山丘、坡地）的住宅区，住宅采用的是没有地方文化根基的北欧风格。于是，原有的语法关系解体，在重新建构的过程中，采用的是没有文化积淀的北欧建筑形式。遗憾的是，同样的事情又在中国无数的小城镇发生，“欧风”建筑、多层住宅、汽车以及对新生活的向往，重复着历史不可阻挡的脚步。

城市景观更新正是从这样的每一个局部开始的，教堂、街道、住宅与山丘，每一个都是城市景观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但一个部分的变动即可能改变整体的语法结构，从而更新为不同的城市景观形态。南京的鼓楼市民广场是另一个例子，因为广场西南角上的鼓楼而得名，鼓楼公园的上方还有一个检阅台（图6.24）。鼓楼在南京人的心目中，就是南京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区域。1982年，中国第一个大型市民广场——南京鼓楼市民广场建成。当时，在南京市最为核心的区域为周边市民休闲娱乐去专门修建一个广场还是一件新鲜事。在人们还不明白什么是市民广场的概念时，就拆除了检阅台，开始修建了鼓楼广场。从此，鼓楼广场削弱了政治中心区域的地位，融入了市民中心区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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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　有检阅台的南京鼓楼广场（摄于20世纪70年代）

在每一个城市景观更新过程中，部分和整体在语法逻辑的组织下完成更新过程，也构成了历史的延续。这一更新过程，既是旧结构解体的过程，也是新结构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主体人成为始终存在的中介，因为没有主体，就谈不上景观对象。围绕人的活动模式，构成了景观更新的可能，也打破了转换与更新、历史与发生、景观多层面之间的界限。但新的活动模式一旦与原有的模式冲突，那么也会对城市景观造成破坏。

2000年，在通往悉尼歌剧院的景观通道上，出现了一栋高层公寓，之后立即遭到了包括澳大利亚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许多机构也坚决反对，于是市政府作出了拒绝批准使用这栋公寓的决定。实质上看，看似在空地上耸立的高楼其实改变了以悉尼歌剧院为核心的城市景观结构体系，威胁到了优美的港湾景色。无独有偶，2002年，由于没有对自然景观问题做慎重考虑，建在紫金山最高峰头陀岭上的“观景台”（实际上是江苏省气象局的高水平观测站），还未完全竣工就因破坏紫金山景观而遭到了南京市民的强烈反对而炸毁。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旧的结构不断解体、新的结构不断形成的过程，尤其是城市高速发展的时候。如图6.25所示，是我国深圳从1982年到1994年间18层以上建筑的数字统计，可以看出1992年到1994年间，建设量突飞猛进，事实上，深圳的城市面貌也获得了巨大的改变，原有的城市景观几乎全部解体，不复存在（图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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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5　深圳1982—1994年间超过18层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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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6　深圳老城的碎片

在20世纪50年代的波士顿城市中心的高速发展中
〔28〕

 ，由于城市主干道的支路的建设，导致大量的商业建筑和住宅都被铲平以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于是在城市中心和港口海岸线之间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意味着不仅造成了局部景观结构的解体，而且造成城市核心与海岸线之间的景观通道结构的解体，形成了波士顿历史上最大的破坏（图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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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7　波士顿城市中心高架桥

新的城市景观的建构实际上就是以城市局部解体为起始，新景观比之旧景观的优越之处，就在于新景观之于现在的意义。只是“过去永远不能与现在分割，若过去不总是保留在现在之中，若将来不已经在现在中露头，那过去与将来就会什么都不是了。现在是从过去传下来的，向未来伸展，现在不可能停留在‘点’上，现在的生活中没有‘零点’。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未来的预设”
〔29〕

 。新景观的优越性也仅是对于现在这一点，历史从这里连续，城市景观也将从此点继续更新。

6.3.2　观念形态的更新

长期以来，西方有所谓“逻各斯中心论”，就是以某个终极的所指为一切经验、思想和表达的基础，这一终极所指有许多名称，如存在、本质、结构、实体、上帝、理性等，但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为“逻各斯”的多变面相行使着对思想的暴力和威压
〔30〕

 。城市景观的更新不同于科学研究，一方面确实需要理解事物存在的本质，并运用理性思维去分析研究进而形成潜在的意识结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在固定的思维惯性和定势的桎梏下，解放思维，去寻找延续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不同的理念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思维定势，存在着不同的赋予事物以秩序的方式。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认为理性的秩序是绝对的，当我们以惯常的方式踏着理性的步伐通过整体更新得到新的秩序时，我们始终还可能发现其他的途径。

事物本身发展的秩序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如福柯所言：“每一种文化的基本准则从一开始就为每一个人建立起了他从一开始就要应付并在其中找到归宿的经验秩序。在思想的另一端，存在着说明秩序为什么普遍地存在，它遵循何种普遍规律，什么原则可以说明之，为什么是这种特殊原则而不是另一种得以建立的科学理论和哲学解释。”
〔31〕

 事物的发展处在我们的经验秩序与科学秩序之间，需要我们解放思维，去寻找更多的可能。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的思想，让自然因素牢牢地嵌入到城市景观的整体结构之中，同时也开始了用社会结构来辅助建构城市景观的序曲。雅典宪章对人的生活行为分类，是社会结构的进一步细化，产生了另一个观念结构，四大功能分区的理念在观念上构成了城市结构的基础，其本身是对以西特为代表的艺术化城市景观观念的消解。《马丘比丘宪章》看到的是连续与流动的价值，是在对功能分区的批评上进一步融入全新的理解，城市结构不再满足于社会结构的指导，而是朝着与社会结构同构的目标迈步，《北京宪章》则在理论上完成了两者的同构，并找回了曾经失去的艺术思维。人类社会每走一步，都是对理性桎梏的一次解脱和升华，我们曾经认为正确的理念不再绝对，但所谓的“逻各斯中心论”在每一次的新章程形成之际又恢复存在。

历史的不同阶段对城市景观的理解与塑造是不同的，历史是连续的历史，由无数个片段组成。断点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意义所在，但断点又并不“真”的存在，因为过去保留在现在之中，没有现在，过去就失去了意义。连续的历史保证了主体的中心地位，是主体人的社会活动推动了城市景观的历时性更新；而寻找历史的断点，是城市景观更新的开始，接续断点，则是城市景观建构的根本。

城市建设史上的理论思想、社会结构、表现对象、表现手法的不同，都是形成断点的原因。甘德尔松那斯（Mairo Gandelsonas）总结出西方城市七大景观，就意味着六次断裂的存在，每一次断裂都是新的理性思想火花对旧有理性思维的冲击，而理性的一贯存在虚幻出表面的历史连续。不过，城市景观的更新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不是说理性造成了任何进步，而只是说：事物存在的模式和在把事物呈现给理性之前就分化它们的秩序模式深刻地改变了”
〔32〕

 。如今，我们能看到古典城市景观与现代城市景观的差异，看到西方城市与东方城市的不同特点，正是因为事物存在的模式与我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的缘故。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经济高速发展，城市景观日新月异，当我们开始追求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去构造拥有摩天大楼的城市时；当我们利用汽车的普及，去构造郊区城市时；当我们呼吁城市特色，不要千城一面时，应该意识到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模式正与事物的存在方式一起，处于东西方城市文化融合同构的时期。文化的冲击不仅针对我们城市景观的根本，而且在建构中难以避免地吸收了外来的基因。

观念形态的更新从根本上改变着对城市景观的理解。1983年南京最高的金陵饭店曾经是南京城市景观的标志，如今更多更高的大楼将这一标志丢弃在遗忘的角落。在2000年南京市规划局为调整好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所做的调查中
〔33〕

 ，对南京城市景观要素的印象更多的是对自然与历史文化景点的关注，接近一半的人开始认为建造高楼会破坏南京的古城风貌。20年的景观兴衰过程体现了历史的断裂，但对更高、更大、更突出的建筑追求依然保持了观念的连续。

像金陵饭店这样标志性景观的消失，促使我们去思考城市景观的价值所在。为什么有些景观可以持续千百年，有些景观却如昙花一现？这个问题对于历史保护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保护对象的价值在哪里？又如何实现？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同样可以借助更新发展的过程来思考。城市景观的不稳定性来自于景观要素之间的关系，景观的建构是关于差异与重复的游戏，当秩序结构中的要素之间差异不断扩大，结构便摇摆于拓扑结构与秩序结构之间。当要素之间的特性不断趋同，要素也趋向重复，结构便摇摆于均质结构与秩序结构之间。金陵饭店的价值在于曾经是最高的建筑，这种形式上的差异性很快便消解于不断出现的高楼大厦中。城市中的交通组织也体现了同样的道理，城市道路与地铁的差异与类同，在潜在地组织并争夺着市民的注意力。当地铁成为主要的交通流线时，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被重新组织，地铁沿线构筑的景观带就成为新的意义上的景观建构，这是因为交通方式组织了人们的每日行为模式。

城市景观结构与城市结构相比较，前者更重视纵向联想的历时性意义，有着语境的需求，有着艺术的愉悦。而城市结构更重视横向的共时性意义，反映的是现实。前者要求的是纵向的聚合，后者是横向的组合。纵向的聚合是持久性的景观本身的要求，也是其价值所在。城市景观的物质形式虽可以千变万化，却是最易于模仿的，只有在纵向聚合中的生活是与时俱进的，过往的生活意义在此时显现并组合在现代生活之中，每一天生活过程中永恒不变的意义积淀，才是城市景观建构的基础。历史可以连续与断裂，却无法重复与模仿。也许有一天，当金陵饭店的价值转变的历史成为其景观价值时，它将再次融入城市整体景观结构之中。

生活方式既是城市景观建构的动力，也是促成其解体的动力，两者是统一的。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构成了一个历史的断点，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的相应变化促成了旧有城市景观的解体，各地的老城区遭到新时代建筑的大规模冲击有着必然的内在原因。而且，中国经济速度发展太快，这种突发式的政治、经济的体制改革凸现了历史的断点，进而导致了传统形式语境的突然消失，政治经济因素成为断点重构的阻碍。

美国早期的城市常常以理想城市模板将城市设计成为完美的形状。如Ohio（图6.28）是坐落于Scioto河边的小镇，圆形城市道路和放射状的林荫道由德瑞斯拜克（Daniel Driesback）在1810年设计完成，基于圆形核心的考虑，圆形的广场由八角形的庭院住宅界定，是印度风格的建筑。但是圆形周围却是可以无限延伸的网格状结构。圆形街道迅速消失的重要原因，是对直角房间的需要，渐渐地圆形中心的住宅建筑被移走，改为商店和公寓。在几十年后，圆形的痕迹完全消失，被外围的网格吞噬与同化
〔34〕

 。这个例子中，生活方式的需要促成了局部结构的解体，改变了居住结构的形态特征，完成了整体结构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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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8　Ohio小镇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还看到了设计师的历史局限。对于创作者的角色问题，福柯认为“作者不是作品意指的不尽源泉，他只是一种尺度和原则。我们在一定的文化中，按这个尺度和原则来限定和取舍作品，但尺度和原则又是我们任意支配和处理其作品的障碍”
〔35〕

 。创作者只是上下文之间的重要连接，提供了一种有局限性的尺度和原则，生活才是作品真正的不尽源泉。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及城市规划的理论更新本身就是个结构体系的不断解体重构的过程，不断地适应生活，与生活同构，才是理论思维的最终目标。

形式指向内容、表象指向意义、能指指向所指，是城市景观的建构基础，也是城市建设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当形式被赋予意义，形式直接指向形式，形式也就获得了自由，结构也就濒临解体。20世纪早期贝尔拉格（Hendrik Petrus Berlag）主持的阿姆斯特丹南区的规划（图6.29），从鸟瞰的角度与奥斯曼的巴黎规划极其相似，两者都用了圆形广场和多叉路口，在通过主要干道集中的重要地方，形成了一个有待发展和填充的三角地带，两者的相似性在此处终止。在庄严、粗野的巴黎，合乎逻辑的填充可以不去考虑，“但是在20世纪早期严谨的荷兰，这种十分随意的普遍网络或‘肌理’是绝对没有的。而且由于法国的原型，其结果就是荷兰式的窘困”
〔36〕

 。柯林·罗深刻地讽刺了这种缺乏自信的“忧郁的”街道概念所表现出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来自于观念的差异，形式的构成来自形式的互相引用，没有了“语境”的形式就如同放飞的风筝，失去了控制。无须评判阿姆斯特丹南区规划的失败与成功，我们需要的是总结经验，尤其是在我们不断的使用形式指向形式的手段来建设城市的年代。异国风格建筑的泛滥，对国外当代建筑的模仿，是形式共时性的指向，而所谓大量的历史建筑符号的使用，对以大屋顶为代表的民族形式的片面坚持，其实是形式历时性的指向。我们需要确认，在形式指向形式的同时，意义是否可以通过形式的更新而获得，否则我们将面临城市景观缺失意义沟通。城市景观的意义来自于建构之初，结构的意义不能产生于结构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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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9　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南部

6.3.3　景观更新的意义

城市景观是艺术，观赏城市景观的愉悦来自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是复杂而多样的。城市景观背后的社会共有意义积淀，使得城市景观成为文化的表征。而文化因交流中的冲突与融合以及自身的发展，始终存在不稳定性。因此城市景观的结构体系是具有满足人的活动、反映人类生活真意的系统，它不同于完全“以人为本”的存在主义，也不同于“主体消亡”的结构主义，而是游离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主体与客体、共时性与历时性、能指与所指之间，是多元化发展的城市景观。

城市景观的更新，目的在于发现历史的断裂点，寻找城市景观需要弥合的新平衡点，这是我们契合历史的发展轨迹，在不稳定中寻求稳定、寻求发展的根本。例如传统城市的商业点是依靠步行的交通体系，内向性布局是交通方式带来的可能性。如今灵活的交通方式、全新的经济模式、货物运输和存储的便利性，导致了商业行为的逆城市性，商业空间向外扩散。而目前继购物中心之后出现的购物公园正是针对这种历史性的断裂而出现的新的平衡，在购物公园中，既有传统的街道商业空间，又满足了当代交通便利的要求。

城市景观的更新过程就是历史意义的显现过程。从柯布西耶、密斯和格罗皮乌斯开始的现代主义建筑，抛弃了任何与历史相关联的可能性，以“形式服从功能”产生的简洁的方盒子形象成为国际式的建筑风格。没有了历史文化束缚的现代建筑理论因此可以在任何的历史环境中生存，现代建筑一度成为世界的城市语言。然而，经过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新乡土主义的崛起，曾经丢失的历史、生态、社会、经济等多元化的因素一起重新注入了建筑、景观及规划理论之中。历史在断裂后又重新接续，历史的意义在后续历史进程中得到确定和显现。

城市景观更新的意义就是城市历史显现的意义，在更新中体现历史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之间的平衡。吉登斯认为：“历史并非像许多社会理论所解释的那样是随着某一既定的发展线索内部自身演进的结果，相反非延续性或者说断裂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37〕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延续与断裂并存，现代社会给予了人类无数享受生活的机会，也带来了无尽的问题与烦恼。同样的，现代建筑、景观与规划理论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将城市的发展领入了全新的方向，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创造与继承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实际上却从未完全分开。

柯林·罗将两个同时代的建筑师贡纳·阿斯普伦特（Gunnar Asplund）和勒·柯布西耶放在一起比较，选择了阿斯普伦特的皇家官邸的方案与柯布西耶的伏瓦生规划方案（1922年，图6.30）。在两个方案中，我们看到一个是面向过去，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一个是面向未来，强调历史的断裂、新时代的开始。阿斯普伦特建构了形式化的历史，柯布西耶则建构了新社会的思想；阿斯普伦特塑造了不息的生命，柯布西耶再现了“凤凰涅槃”
〔38〕

 。一个是在继承中创造，一个是在创造中继承，这两种同样有价值的思想纠缠了近一个世纪，带来的依然是对过去的困惑和对未来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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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0　阿斯普伦特的皇家官邸方案与柯布西耶的伏瓦生规划方案

城市景观的历史连续性与断裂在更新中重新赋予了我们选择的机会，使我们在每一次的建构中获得新的体验，让我们去确认过去仅仅是记忆，未来也许是梦想，而现在才是生活。

6.4　城市景观更新中的建构

6.4.1　建构与更新

建构与更新是城市景观演变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建构是相对静态的概念，强调的是结果；更新是相对动态的概念，强调的是过程。

因为需要而建设城市，因为追求而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空间形态，这就是城市景观，城市景观需要精心建构，对城市景观的追求与艺术表现是城市建设的使命。朱光潜曾指出要将“艺术看做人改造自然也改造自己的这种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
〔39〕

 。而席勒将追求“在阳光的照耀下事物清晰可见的形式”作为人的“形式冲动”的目的，他认为人类正是、也只有通过形式来把握事物。在这里，形式冲动就是理性冲动，是人与动物的区别
〔40〕

 。表现主义美学的创始人B. 克罗齐以及科林伍德更直接的认为艺术就是人心灵的表现，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情感经验。总之，对艺术的追求从城市的产生开始，就一直存在于城市建设的各种实践当中。城市建设反映的是生活的实质，获得的是生活的经验，而城市景观的建设，或者说创造则是为了创造精彩的城市文本。“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称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
〔41〕

 。如果城市仅仅是对生活内容的直接反映，那我们对城市将失去感觉，如果城市的形象仅仅是一种无意义的形式，那城市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因此，分析城市景观的构成，研究城市景观建构与更新是非常有意义的。

刘易斯·芒福德曾这样描述过巴洛克时期与现代城市建设的区别，“爱丁堡一个壮丽立面的背后：棚屋建筑临着狭长小路；风景画中对背后的景色习惯性的漠视。一种门面的建筑。美丽的丝绸，昂贵的香水。思想的雅致和疵瑕。眼不见，心不烦。现代的功能性规划使它从这种纯粹视觉概念的规划中区分开来，通过诚实和完善地处理每一个方面，废弃对前部与后部、可视与污浊的草率区分，并建立起在每个维度都是和谐的结构”
〔42〕

 。这一段话正是两次大战之间的观点的典型代表，当时对城市建设的标准是诚实和卫生。另一方面，这一段话正体现了徘徊于城市景观艺术的追求与城市的基本生活功能之间的城市建设观念，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并没有互相排斥的特征，如何选择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正是城市景观建构与更新的重要方向。城市景观并不是对真实生活的直接反映，它需要我们去创造，去寻找反映我们生存意义的城市形态，而不仅是反映我们的生存状态。这种创造是本能的，是与生俱来的，就好像生存和意义从来就是同步的。

从城市景观的尺度上看，城市景观对象所表现的内容总是有所选择的，住区环境与住宅建筑表现的是居住，公共建筑与公共环境表现的是公共生活，纪念性建筑与场所则表现了永恒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局部的景观表现具有单一性，也正因为如此，整体的城市景观体系才具有了聚合的价值和根本出发点。景观的更新产生了城市文本的精彩片段并可能成为长久的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说，更新与建构的目的正是为了建构一个积极的片段或成为永恒。

6.4.2　建构的层面

将整个城市看做文本，每一个局部的城市景观就是城市文本的一段精彩片段，是城市景观整体的一部分，可以看做是一个子结构。每一个子结构产生的转换或建构过程，都可以看做是城市景观整体的更新。而如前文所述，城市景观结构的更新与建构是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在城市建设中，子结构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可能从一个类型转变成另一个类型，从而不断完善整体结构体系，不断加强整体优于局部的概念。这个过程可能是历时性的，也可能是共时性的。

在意大利卢卡的椭圆形广场中（图6.31），同一时期的建筑物排列围合成椭圆形的广场空间与建筑构成了一个拓扑结构，这个由拓扑结构形成的连续的界面由于具有强烈向心倾向，因而进一步可以看做是一个秩序结构，这样一个依靠连续的拓扑界面形成的向心秩序完成了一个整体优于局部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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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1　意大利卢卡的椭圆形广场

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结构的形成依赖于几何形式的约束力，不过形式与意义的共鸣才是最终目标。米凯尔·杜弗莱纳在他的《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指出：“当我们为了活得欢乐而凝视审美对象时，它在我们眼中是一个整体：它被形式统一在一起。但是这形式不再仅仅是感性的统一，而且是意义的统一……形象正如居约姆先生所说的，是一个‘占有着形式、轮廓、结构’的整体，它具有‘功能的性质’，并且由于‘任何连接都可以有功能性的变化’而具有一种‘内在结构’。”
〔43〕

 事实上，形式所统一的各种关系建构了城市景观表层，并指向了深层意义的统一。

城市景观深层表达了形式的内容和意义。人类学家认为，每个人类社会都有自身的文化，它包含的三个主要的区域或子系统是：技术、社会交往、意识形态等
〔44〕

 。这些都是影响社会文化转变的子系统。如果我们去对照潜藏在形式之下的城市景观的多个层面，我们会发现这个表面的椭圆形广场的支撑体无疑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去建造的，同时这个公共空间也是用于社会交往活动的，而意识形态更是无所不在，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个公共空间，既是公共生活的载体，也是集体意识形态的载体。卢卡的这个椭圆形广场，实际曾经是个椭圆形剧场，现在的老住宅是在千百年的古剧场遗址上建造的，因此呈椭圆形。而且这里是卢卡早市和夜市的所在，是公共活动的中心。

在景观的深层面，城市景观建构的核心是对秩序的追求和满足，这种秩序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形式是表象，意义是灵魂。以悉尼歌剧院为例（图6.32），悉尼歌剧院是周围水域形态的核心，两者构成了另一个向心的秩序结构。在这个特殊的结构体系中，建筑的形式强有力地呼应了水域环境的脉络，白色风帆式的建筑形式成为悉尼标志性的城市景观，这是因为伍重设计了一个“超越时代、超越科技发展的建筑奇迹”
〔45〕

 。不过，正是因为这种超越，悉尼政府为了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且在这个辉煌的形式背后，音乐家对其内部感到痛苦不堪，音效差到极点，常驻的悉尼交响乐团每次要录音时一定要跑到国外找个像样的场地。从景观建构的角度看，正是只注重了表层的形式秩序，结构深层的秩序没有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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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2　悉尼歌剧院及周围水域

城市景观秩序形成，在于对核心主题的表现。而主题的选择与社会文化、公共生活息息相关。古希腊的雅典卫城从防卫的目的发展到祭祀的神庙，再到创立泛阿西娜节，再发展到后期的全希腊盛大的公共庆典，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主题，历时性的公共生活对逐渐形成全希腊最辉煌的建筑群——雅典卫城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46〕

 。而同样是意大利的城市空间，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风格、巴洛克时期对集权的表现无论是主题方向，还是风格都有很大的不同。现代城市的发展虽然和古典时期的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人文、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却更加细致，现代城市建设的理论发展本就是对生活实质不断探求的过程，既有对未来的大胆展望（如早期的现代理论），也有对历史的尊重，而更多的是考虑到与今天的每日生活的结合，是对现在的思考。在哈尔滨的圣·索菲娅教堂的环境整治中（图6.33），就是以历史建筑为核心形成的景观整体，同时又考虑了与现代的城市生活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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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3　圣·索菲娅教堂的环境

在景观的表层面，城市景观秩序建构的核心有两种基本的模式，即以建筑为核心和以空间为核心的模式，代表就是欧洲传统城市和美国现代城市。甘德尔松那斯（Mario Gandelsonas）认为：“欧洲城市空间（如广场和街道）为建筑提供了城市实践的基地，欧洲城市平面是纯偶然性的结果，是多种经济和政策交汇下的产物，相对而言，美国是空白的石板，在城市建设之前，建筑具有优先权，而在欧洲，建筑对城市的干预在城市空间建设之后。”
〔47〕

 从城市的整体来看，美国的发展是加法，而欧洲的发展是减法，减去的是城市空间。

优秀的城市景观就是城市文化的象征，就好像我们提起北京，就能想到规模宏大的故宫建筑群；提起巴黎，就能想起长达8000米的卢浮宫到德芳斯大门的主轴线；提起纽约曼哈顿，就能想起时代广场和世界贸易大楼（尽管已不存在）；提起威尼斯，我们就能想起圣马可广场。这些都不能仅仅用标志性建筑来归纳，而是标志性的城市景观体系，因为它们包括了建筑群和特定的场所结构，甚至还包括了历时性的公共生活的记录。

总之，历时性的更新对城市景观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而不同的表现主题和表现模式是景观形成的关键，也是促成更新的原因。

6.4.3　建构的跨度

单个的实体或空间构成的城市景观对象，就仿佛一个优秀文本中好的句子或段落，完整的优秀文本需要不断丰富、不断联系以及不断积累完善的城市景观的结构体系。城市中的建筑或城市公共空间，构成了基本的景观单元，这种小尺度的单元过渡到大范围的城市形态与肌理构成大尺度单元，其间包含了建筑群、街区、城市分区与城市整体的多层次结构，也涉及多个专业背景下的技术问题。

城市景观的多层面内涵，使得景观成为转换与整合城市尺度的重要媒介。在物质层面，城市景观具有整合城市肌理与空间层次的能力，与城市形态的更新具有关联性；在生态层面，城市景观可以在不同尺度的区域范围内融入生物因素，进而具有与设计相关联的环境生态进程控制能力；在社会共有的意义层面，城市景观具有维持与控制、承继与发展等多种作用。

凯文·林奇曾经通过调查，从人对城市形象的感知角度得到认知结构的四个发展阶段（图6.3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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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4　认知结构形成的四个阶段

a．各种构成因素都是只有独立的，相互之间无联结关系。

b．另一种情况是结构有一定的地位。各部分按总的方向或许是互相间的距离而大略地联系起来，然而仍然处于非联结状态。

c．结构通常是灵活的。各个部分以一种松散的方式相联结，类似一种柔软的弹性联结。各种活动和事件的次序都是已知的，但认知地图可能有较大的变形并在不同的时间变换。

d．当联结成倍增加时，结构获得了刚性，道路在各个方向都肯定地联结起来，任何变形都是内在的。

认知的这四个阶段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当“当联结成倍增加时，结构获得了刚性”，这就是结构稳定性的来源。城市景观的内在结构依赖于人的感知，是人们心灵的映射。城市景观的建构过程和人们对城市景观的感知过程是同构的，区别在于建构过程还包含了人类活动的主动参与，是一个交互的过程，而后期的感知阶段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城市景观形成的基础体现在第一个阶段，首先要有独立的构成因素，即要保持并完善自身的独立特征，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只有让‘部分’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我独立，才展示出‘部分’的真正特征。一个‘部分’越是自我完善，它的某些特征就越易于参与到‘整体’之中。”
〔49〕

 如在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附近的Zola Predosa居住区的规划设计中（图6.35），采用意大利城市空间设计的传统手法，用一系列的公共空间将在重要的公共建筑，诸如市政厅、医院、邮局、运动中心等组织起来，其中包括了一个2000人的拱廊广场
〔50〕

 。在这个设计中，每一个独立的部分都具有自身的可识别性，在形式空间秩序上很好地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整体结构很好地满足了当地居民的公共活动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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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5　Zola Predosa居住区

城市景观的建构需要强有力的连接来保持整体的稳定性。而连接就带来了建构的跨度，也就是城市文本的衔接能力。社会结构秩序是城市形态内蕴的最基础的连接体系。有学者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秩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
〔51〕

 。社会结构带来的共有意义的积淀构成了城市景观连接的基础。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在研究了树形结构与半网状结构时，曾指出任何城市结构应当与一定的社会实体相一致，他以哥伦比亚规划为例，认为“方案中的实际布局和它们作用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愈来愈强地封闭在一起的社会组织的等级状况。这种等级的范围自整个城市起直至家庭，每一社会组织由不同强度的社团束缚扭结而成，然而这完全是不真实的”
〔52〕

 。

强有力的连接实现了小尺度城市景观到大尺度城市景观的过渡。在城市规模较小，社会发展早期，这种跨度与景观秩序之间的衔接会显得清晰可辨。如图6.36所示，是荷兰那登（Naarden）的鸟瞰图，我们可以看到由水面、城墙多层围合的城市中，突出的核心是高大的教堂建筑，体现了明显的多层向心的秩序结构。而当城市规模日益庞大、社会生活日趋复杂时，城市景观也呈现出多个城市景观结构体系组成的网状结构，如在法国巴黎，从卢浮宫、凯旋门到德芳斯新区的轴线景观序列，以及以星形广场为核心的放射状景观序列，还有夏乐宫、埃菲尔铁塔和军事学校构成的序列等，与被作为脊柱的塞纳河连接在一起，构成了巴黎整体景观体系。部分和整体都奏出了辉煌的篇章，巴黎也因此被称作欧洲最美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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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6　荷兰那登的鸟瞰图

6.4.4　建构的基础

建构的基础也是更新的基础，就是保持社会生活带来的活力。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总会有不同的建筑类型产生，以及建筑规模的变化，这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同类型的建筑，也必然导致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组合。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自然生长的城市建立在生活方式演变的基础上，因此，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这样产生的城市景观是由深层面的意义积淀向表层面的物质形态转化而带来的合理性。

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古城表现出来的就是宗教影响下的市民生活。如图6.37所示，在威尼斯的两大广场（SanStefano和圣马可广场）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广场空间，每一个广场都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组合在一起就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网络。大多数广场上都有教堂建筑作为核心，也有由市场形成的广场空间。随着生活的推进，被拿破仑形容为“欧洲最美的客厅”的圣马可广场上的总督府和教堂已经演变为旅游参观对象。从19世纪末电影的产生，到1932年的第一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历史上出现了诸多新的建筑——电影院。近些年来的威尼斯，随着旅游导致的店铺租金猛涨，先后造成托儿所、肉铺关门，电影院也几乎全停，如今威尼斯市中心仅剩吉奥尔吉奥诺影院。这是因为旅游带来的活力压倒了当地市民生活的需求。有趣的是在2007年，威尼斯整体的旅游形象作为一个新型的“建筑类型”出现在澳门，成为大型娱乐场威尼斯人的建造模板。其中，物质形态所具有的深厚意义积淀造成了跨国界、跨时代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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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7　SanStefano和圣马可广场之间的联系

社会生活带来的活力，既作为城市景观建构的基础，也能作为城市景观更新的动力。城市景观的结构体系形成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保持持续的发展状态。在人的感知角度，可能由于个体或社会的科学认知水平、活动的参与程度、时间的跨度等而导致对城市景观对象的感知产生停顿；在建构的角度，会由于城市生活、政治与文化需求等原因导致城市景观的自我调整与转换。例如，古罗马由一系列的纪念性建筑、宫殿、浴场、体育场、竞技场、集会广场和高架渠组成，有着高度的组织秩序。几个世纪以后，由于战争等历史原因造成这些组构成分消失，罗马沦落为无组织的城市。直到16世纪末西斯塔五世直接通过巨大体量建筑和街道形成轴线，将城市组织起来，罗马才重新恢复秩序
〔53〕

 。很多城市都有过像罗马这样的大规模结构调整，巴黎是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欧斯曼男爵所做的巴黎重建计划之后，华盛顿的结构体系的建构则始于1790年的法国建筑家朗方（Le Enfant）的规划。

在某些一开始就作为整体设计的城市中，由于没有历史文化的积淀，缺少社会生活的驱动力，城市景观的建构只能依赖形式化手段。如1956年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规划方案（图6.38），总平面是一个象征巴西腾飞的飞机形象，还有一个象征着天主教的城市主轴和两翼的交叉十字形，但是宏伟壮观的形象过分追求形式、对社会文化背景认识不足等使该规划受到了很多的非议。规划师科斯塔（L. Costa）在巴西利亚形式上作出的试验的同时，也试图变革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但后来政府政策的改变，以及并不符合当地社会情况的郊区发展模式（虽然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过成功的经验），使得规划的目的最终没有达到。像巴西利亚这样如“水晶般清晰”的规划概念无法根据动态的城市发展作出调整
〔54〕

 ，创造了一些无法适应社会的居住模式。正如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概念那样，“社会是由完全有内在的规律的变化相联系起来的整体”，并不是完全可以通过人为的设计来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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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8　巴西利亚规划图

城市景观不是独立于主体创造性之外的东西，而是需要主体积极参与创造的过程。并且城市景观的产生，就好像文学作品如何成为文化精品，需要从结构与内涵上去深入探讨，需要融入基于生活的美学经验。如果把城市景观比作语言学中的文本概念，那么人的行为相当于对文本的解读。不同的人群的解读行为是不一样的，城市市民的生活是对城市景观的解读与塑造，专家阶层是解读与评价，旅游者行为是解读与体验。

在城市景观的建构中社会文化因素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虽然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一样是两种城市建设模式的代表之一，但由于早期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因素，美国城市整体秩序的产生实际是从对欧洲的模仿而来，如早期的佩恩（William Penn）的费城的规划和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的大草原（Savannah）的规划，以及后来的华盛顿规划，都是以城市空间为组织放射状加轴线的组织方式，然后逐渐转变为以杰斐逊（Jefferson）为主倡导的、以一英里长度为基准的连续网络模式，而建筑作为一种有机的组织将两种几何形式结合起来
〔55〕

 。20世纪60年代，凯文·林奇去除了城市形态的众多物理细节，为底特律中心提出了一个“设计框架”（图6.39），包含有现存于规划的标志性景观、可视性、通道、视觉焦点、可视区域等研究
〔56〕

 ，但由于缺乏对人性考虑而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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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9　底特律中心的设计框架图

20世纪90年代，特兰西克总结城市设计的三种主要理论：图底、联接和场所（图6.40），认为城市景观的整体结构应该“将城市的空间和实体结构化，组织部分之间的联系，反映人类的需要和环境的特点。城市景观的物质空间结构应该结合这三个相关的理论”
〔57〕

 。诚然，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城市都有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城市景观的整体结构的建构需要综合考虑影响城市发展的多种因素，只注重城市形态的自然生长（如欧洲中世纪城市），或只注重满足城市基本功能的机械化美学（如早期现代城市），都是行不通的。城市的发展是个连续的历史，需要在历史中随着社会生活而不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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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0　图底、联接和场所

城市景观是城市形态中的特殊存在，并不能涵盖城市形态的所有部分，往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无法形成景观、没有艺术性和可比性的建成环境。凯文·林奇曾经从城市的形象上总结出混乱、漂移、边沿不清、孤立、中断、模棱两可、缺乏特征、不便分辨，等等问题，从一方面可以看出“非城市景观形态”的部分特征。而他在泽西城的受试者的草图上的大片空白和零零碎碎的笔画，更能说明一个城市形态的景观特征的缺乏，这是个缺乏社会共有意义积淀的城市形象，一位妇女这样说：“泽西城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果有人从远方来到这里，这儿没有任何事情让我可以说，我希望你去看看这里，它实在太美了。”
〔58〕

 形象上的欠缺，以及内涵、意义、功能、价值等社会因素的匮乏，来自于和社会生活的脱离，是城市中充斥着“非城市景观形态”的重要原因。

城市景观有静态、封闭、共时性的一面，也有动态、开放和历时性的一面，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交流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城市景观的意义存在于包括内容、环境、时间以及塑造手段等在内的整个交流行为之中，城市景观创造的语言如果不考虑相关的“语境”，就可能失去意义。如代表高技派的巴黎蓬皮杜中心，刚开始就不被理解，但是代表了先进的超前的景观对象具有引导作用，在后期被广为接受正说明了景观结构的历时性的一面。不过，同样失去语境的落后的对象，有时候就会显得可笑，如不伦不类的“假古董”，体现了语境的错位。其中，先进与落后的判断需要依托当代社会生活的内涵。

6.5　城市景观的更新原则

6.5.1　保持历史的连续性

城市景观的建构与更新都需要建立在对社会生活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而社会生活形成的共有意义积淀却需要在保持历史的连续性之中存在。福柯认为：“连续历史是主体奠基功能的必不可少的关联物，是让一切逃避他的东西回归他的保证……将历史分析变成关于连续的话语，把人的意识变成一切历史发展和一切行为的源初主体，这是同一思想体系的两个方面。”
〔59〕



城市中的历史连续性表现为不同地段、不同历史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城市形态，就好像柯林·罗笔下的拼贴城市。居伊迪勃尔（Guy Debord）在他的拼贴图中（图6.41），将这种历史的连续作为主题，通过对荷兰城市海牙的拼图，暗示了殖民、战争与城市化等方面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中国传统城市的规划思想以春秋晚期《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为基础，从古代农村建邑经验及井田制度移植而来
〔60〕

 ，服从于礼制营建制度的需要，在几千年的连续传承的历史中构建了深厚意义积淀，成为城市内在的控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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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1　居伊迪勃尔的拼贴图

对于城市景观来说，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就是强调建构与更新的双重理念。福柯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差异都可以还原为某种单一形式、某种世界观的结构、一套价值体系的建立、文明的某一连贯形式”
〔61〕

 。其中“文明的某一连贯形式”正是映射在历史的连续性之中，这是城市形态多元化的理论基础。

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并不是片面地对历史的肯定和尊重，而是以现在为基础，使现在成为过去与未来的衔接点，现在是重要的核心环节。正如前文所述的德芳斯大门，既是过去的轴线的延伸，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但更重要的是现在“暂时的休止”。意大利卢卡建立在古遗址基础上的椭圆形广场，也同样体现了“两千年的时空跨越和旧与新的延续”
〔62〕

 。

对城市建设历史的认知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经历了早期战争的毁坏以及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对历史建筑的排斥之后，1933年的《雅典宪章》也只是提出了建筑保护的概念，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扩展为对历史环境的保护，成为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的里程碑。直到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提出“考虑再生和更新历史地区的过程中，应把优秀设计质量的当代建筑物包括在内”，才初步体现了对历史连续性的考虑。1987年的《华盛顿宪章》，提出“保护历史城镇与地区意味着对这种地区的保护、保存、修复、发展，以及和谐地适应现代生活所需采取的各种步骤……新的功能和作用应该与历史地区的特征相适应”。联系到1976年《内罗毕建议》明确指出的“街区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数据与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城市或地区联系”
〔63〕

 ，我们可以看到对城市历史的考虑真正进入到了结构体系化的思考阶段，历史的连续性完整体现在了“适应现代生活”的观念之中。

保持历史的连续性的方法在规模上有两种，一种是整体上的理解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作为整体通过某种方式和手段与新的城市结构发生关系。像法兰克福（图6.42）这样仅限于对老城的整体保护的方式是比较普遍的，城市的西部大量的高层建筑完全形成了和老城相对比的新的天际线，而老城的保护实际上是在形式上保持不变，在生活中延续历史，新区的发展体现了时代与技术的进步。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中，通过在外滩对面的黄浦江边矗立起一座号称亚洲第一“东方明珠”的广播电视塔（图6.43），与周围耸立的现代高层建筑群，通过隔江相望来组织视线，以对比的方法实现了新城和老城的连接，完成了历史连续性的过渡。这和英国隔桥相望的爱丁堡的新老城区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我国诸多古镇的整体保护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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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2　法兰克福新老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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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3　“东方明珠”及周围环境

另一种是在局部保持历史的连续性，不同时代的历史建筑交织在一起。将局部的建筑或城市空间，组织进现代生活之中。例如在莫斯科特维尔林荫道上，将现代剧院建筑组织在14世纪建筑组群中，考虑更多的是在体量、比例、高度、轮廓线的相互关系。前苏联古建筑保护协会主席O. H. 普鲁金教授根据他50年的经验指出孤单的“供奉”式的保护古建筑是行不通的，必须保证古建筑适应现代生活的生命力，延续城市区块的功能，这就需要在历史环境中设置新建筑，而对于学术方面及居民居住条件的需要，则应该对该区域的古建筑功能作出更新
〔64〕

 。这方面的实例在国内也很多，由于局部的新老交替更接近人们生活的小尺度，因此处理好了，会非常生动，处理不好会引发尖锐的矛盾。在南京莫愁湖边上，由于没有得到很好地控制，耸立了很多大尺度的住宅楼，以至于莫愁湖的历史氛围被极大地削弱，仿佛成为住宅区中的小池塘。

保持历史的连续性绝不是反对现代化建设，也不是简单地历史符号的拼贴。前者将发展与保护看做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后者将历史简化为表面的形式，都是片面的。历史的连续性是指历史环境的整体延续，过去的成为历史，今天的建设也将成为历史，因此，着眼今天的生活，重视时代技术的进步，将历史组织在现代生活之中，才是对历史连续性的正确理解。

6.5.2　形式的秩序与指向

形式的秩序化对于城市景观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回顾那些整体规划过的城市时，尤其能够感觉到整体的形式秩序形成的空间序列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无论是代表西方古典的巴黎、华盛顿，还是中国传统的北京古城，以及后来的诸多经过规划的现代新城，如堪培拉、昌迪加尔、巴西利亚等，都是体现了秩序化的城市空间。

形式的秩序化过程，也是形式被赋予意义的过程，秩序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形式的秩序不仅起到视觉连续的作用，还需要做到联接意义的作用，能够通过形式唤起主体体验过程中对意义的感知，这就是形式的指向。只有这样，形式才是可以交流的形式，主体与客体才具有交互的可能性和持续性。巴尔特认为，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三个成分：能指，是事物的知觉形象；所指，是概念或意义；意指，是意义的关联，是将所指与能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
〔65〕

 。城市景观的形式秩序指向意义的过程，就是意指将能指与所指统一的过程。正因为形式对意义的指向，才形成了“以研究风格和建筑类型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类型学”
〔66〕

 ，罗西是研究建筑类型学的代表人物，克里尔兄弟是研究城市空间类型学的代表。

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基本手法是在形式上强调历史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改造，而没有深入思考形式指向的意义来自何方，没有深入考虑形式的语境，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末就成为明日黄花。实际上，当形式指向形式，通过更新的历史形式指向原初的历史形式，而间接获得历史意义的时候，同时也存在了脱节的可能，因为形式指向形式，取决于对历史语境的把握。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中国某城镇出现的“白宫”“天坛”等具有纪念性的行政办公建筑给人的观感，也不难理解一度盛行的“假古董”现象，甚至还有借异域的历史文化形式来表现某种独特的意义的现象。

城市景观更新中的形式秩序，既需要体现卡伦倡导的传统经验的视觉秩序，也需要具有将所指结构化的视觉秩序，如纪念性景观的形成，往往依赖于经过规划的轴线和对称的处理手法。但在这表象的形式秩序之后，还需要体现形式秩序之后的深层意义，往往采用对应于中心聚焦的视觉方式表现出来的纪念性，是因为中心代表着政治与文化的核心意义。正如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层层环绕的“围城”形式的构筑实际是社会礼仪秩序的体现。城市景观在形式上的秩序是社会文化秩序的反映，巴黎、华盛顿、堪培拉等形式主义的规划形态也都肩负着国家形象象征的重任。

形式的秩序与指向的统一基于对历史的连续性的把握。凡·埃克曾经这样认为：“在城市的尺度上，有很多相关的识别手段需要建立，用于建立一个不同尺度范围的可了解性。识别手段可以是新的或老的人工物——或自然造物或有巨大影响力的。在过去，这通常是教堂、宫殿、城墙、港口、运河、一条重要街道或广场——常常的，也有河流、山谷、山丘、滨海区，很多已经超出了它们的视觉冲击力。”
〔67〕

 他所说的超出视觉形象的部分正是指形式的意义，这种意义是连续的历史在现代的反映。河流、山谷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力对城市来说是永恒的，既是影响城市起源的重要因素，也是城市发展的凭依。而教堂、宫殿等新的或老的人工物的影响力则是来自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意义。而它们所建立的“可了解性”是针对现在的。形式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反映历史或未来，而是历史和未来在此时的汇聚。

形式的秩序以意义为基础，因此形式也就有了某种象征性。例如，开放的场所往往表现出公共生活的主题，可能是政治权力或宗教的表现，也可能是市场化的交流、公众的聚会等。而封闭的场所则表现的是相对私密的生活主题，如花园的静谧、墓地的超脱等。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圣刘易斯市，是美国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和文教科研中心，在美国拓展西部时，由于该市为必经之路，在1965年建造了被称为“西进之门”的高达192米的萨里南拱门（图6.44），这个不锈钢拱门标志着美国从密西西比河向西部的发展历史，是通向无边无垠的西部地区的大门。实际上，这是个振兴衰落的滨水区的开发计划，通过清理废弃的仓库而获得的40个城市区块的土地成为新的城市公园，巨大的拱门定义了公园与城市的边界，为城市生活提供了新的活力
〔68〕

 。同时，这也是另一个类似德芳斯大门的优秀设计，虽然没有明确的轴线，但同样很好地把握了连续的历史意义。这个拱门在形式上本只是公园的一个标志物，但通过形式指向的意义，使得它在城市尺度上获得了定位，成为圣刘易斯市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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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4　萨里南拱门

我们通过形式的组织来产生秩序，实际组织的是来自生活的经验，形式的秩序真正指向的是永恒的生活，城市景观是形式的秩序与意义的和谐演出。

6.5.3　社会生活的组织

以帕克和伯吉斯为主的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研究认为，城市是一种生态秩序，支配城市组织的基本过程是竞争和共生。理弗波尔
〔69〕

 （Lefebvre）更进一步地依据社会与城市化的空间结构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化空间的理性内涵，敏锐地将空间组织视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物质产物。社会和空间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交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空间不仅是社会活动的外在客观容器，而且也是社会活动的产物
〔70〕

 。城市空间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同构性，使得社会结构的发展对城市空间的分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合理组织个体与公共生活，是城市景观更新的基础，也是让形式秩序指向市民生活的桥梁。

现代的城市生活是多元的。在现代城市发展之初，柯布西耶以功能主义的方式组织的现代城市形象，因为缺乏对历史、人性的考虑，完美的形式秩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现代生活的实质。而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认识到的城市空间网络状结构的基础是城市生活组织，这是城市活力的基础。

城市景观的更新正是要完成网络状的结构塑造。城市景观并不仅仅是由广场、街道、公园或者某个标志物构成的。构成欧洲传统的中世纪景观的城市主要实体是住宅，在巴黎主轴线上的香榭丽舍大街的两旁是住宅，即使是在柯布西耶的伟大构想中的主体依然是公寓和住宅。柯林·罗（Colin Rowe）在分析佛罗伦萨的城市结构（图6.45）时，看到了个体建筑融入大的城市肌理的重要性，就好像连续的地面覆盖和强大的几何图案的效果，这是成功的城市形态中的内在表现力和价值
〔71〕

 。而图中白色一片的实体正是由住宅组成的城市肌理，没有这个坚实的基础，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只能是一盘散沙。法国建筑家Viollet-le-Due也认为：“在建筑艺术中，住宅是描绘社会习俗、审美习惯、人们习惯特性的最好方式；它的秩序，就像它的组织肌理一样，仅仅在很长的时间段之后才会改变。”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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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5　佛罗伦萨的城市结构

正视住宅作为城市实体构成的主要成分的作用，以及在城市景观更新中的重要性。城市景观更新不是广场上小品的排序，也不是在草皮上种花栽树，而是对城市生活的反映。我们既要认识到“住宅是人类居住生活的表象，是文化的忠实显现”
〔73〕

 ，还要认识到住宅是使城市变得永恒的基础，是城市景观有机的铺垫，是城市景观形成秩序的发动机。类似南京商业中心区边缘的城市形态（图6.46），是每一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高层建筑显示了城市的发展，但占据主体的依然是大面积不同时期的住宅楼群，住宅永远是城市景观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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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6　南京新街口中心住宅区

城市公共空间的存在早已有之，但城市美化运动是公共建筑大规模积聚的开端，使得公共生活从个体生活中凸现出来，这标志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这种分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74〕

 。1933年的《雅典宪章》提出的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的四大功能分区理论，实际上是对这种分化在制度上的肯定。公共建筑群与公共空间的积聚，使得城市景观在功能与形式上被组织起来，规模庞大而极具视觉冲击力，于是城市出现了各种大规模的中心，尤以CBD中心为最。

不过，公共中心的独立以及规模的扩大，使得公共生活与个体生活的交流出现了障碍。简·雅各布斯的“街道芭蕾”被川流不息的车流代替，芒福德的“社会戏剧”被机械的交往方式破坏。回顾意大利中世纪老城托底（Todi）的广场，在这张由阿若森（J. H. Aronson）绘制的名画中（图6.47）
〔75〕

 ，可以看到市政厅、教堂与其他住宅交织在一起，建筑的布局显示了社区生活的功能原则，作为成员参与到教堂和政治团体功能的市民，体验到的是个体与公共生活的沟通。此外，在中国传统的苏州水乡（图6.48），人们的公共生活常常就发生在街头巷尾、水上桥头，自然的因素都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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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7　意大利Todi中世纪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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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8　苏州平江路

当然，公共空间的分化并不等于公共生活的独立，但公共空间却是社会互动的基础。因此，以组织公共生活为内容的城市景观，成为沟通个体与公共生活的关键。积极的城市景观应该在创造积极的公共空间的基础上，以社会互动为目的形成自身的景观结构体系，这才能改变公共建筑与以住宅为主体的城市肌理之间的拓扑关系，形成积极连续的景观序列。

1988年，号称世界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在塞纳河边落成（图6.49）。这个在废弃的工业基地上建造的巨大体量，肩负着重建巴黎城市东部的重任。事实上，先进的信息处理与传播技术，不但构成了新型图书馆的交流方式
〔76〕

 ，而且建筑师佩罗（Dominque Perrault）设计的仿佛四本打开的图书的建筑形象，定义了一个象征性的场所，成为一个多元的休闲场所，一个超级市场，一个具有城市尺度的可识别的重要景观，满足了团体与普通市民之间的直接并自然的物质接触的需要
〔77〕

 。正是这些重要的关键点，满足了对城市生活组织的需要，构成了有扎实生活基础的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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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9　法国国家图书馆

总之，个体与公共生活的组织，是城市景观结构构成的基础，而公共生活与个体生活的沟通，是城市整体景观更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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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市景观更新方法

7.1　作为结构单元的街区更新

7.1.1　街区中的场所结构

街区又称街坊、街块，是最小的城市设计单位。在相关规划领域，分区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最小单元就是街区。以街区为尺度定义土地类型，从而限制了该地块的建筑类型和社会活动组织的可能性，这一点从城市的大尺度看，就具有了结构体系的意义。规划领域的传统街区、历史街区都是针对街区的特殊定义。

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控制范围也常以街区为单元，无论是全新开发还是保护更新，其中蕴蓄着新旧生活组织的需求，城市更新也因此成为新旧生活交融和更新的起点与契机。城市街区，是城市形态定义的最小单元，但却是中小尺度下研究城市景观的起点。现状的街区形态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其中保持着历史的连续性，包含着社会生活的组织，更新的过程就是形式的秩序与指向的不同对待过程。在更新过程中，将街区的物质形态与社会生活组织相关联，就将结构上的关联意义呈现出来。保护更新中保护的是形式秩序与指向的统一，全新开发则需要满足形式秩序与指向的定义与塑造。

一个街区的整体形象和风貌表面是由一栋建筑或者建筑群呈现出来，但在底层逻辑上却是通过街区内房屋之间的隐性关系构建而成。在街区的更新中，只有这种隐性的关系恒定，才能在建筑及建筑群发现变化的同时持续其特有的场所精神。房屋与房屋、房屋与街道、街道与街区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街区的物质形态部分，其中容纳社会活动的城市空间就是场所的雏形。沛纳海（Panerai）、卡斯泰（Castex）和德波勒（Depaule）曾这样描述过街区：“从整体上看，街坊被分成一个周边区域和一个内部区域。高密度的周边区域直接与街道相连，构成交换的场所并从整体上控制着整个空间组织。而街坊的内部区域则是一个与街道分离的孤立的区域，它具有隐蔽性甚至安全性……街坊内周边区域与内部区域的对比可以理解为体系中的不同特性。这种体系使特有的复杂组织得以梳理。它是一种融合各种活动、划分和整理多种功能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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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统城市街区的肌理特征有着很大的区别。欧洲城市的街区从传统城镇演化而来，向心的形态呈现的是城市生活整体统一的秩序性；美国城市的肌理大多从丈量土地的格网发展而来，这样的城市肌理带来了街区生活的开放性，也由此使得美国城市具有空间感，但缺少场所感，因为场所感来自于人们城市生活的集聚点。

中国城市在遭遇全球化冲击之时，城市空间和建筑形态也开始趋同于国际风格，不仅仅是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而是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大部分高速发展的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原有的城市特质，处处可见的是相似的、模式化的城市空间。全球化在不断地消解地域特质，城市均质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城市需要个性空间来均衡城市的全球化特征。

城市景观的概念与思想的基础就是试图在挖掘社会共有意义的基础上，塑造属于城市的个性空间。将城市空间形态个性化的过程，也就是景观化的过程。韩国金光铉教授曾指出：“场所正随着城市的扩张逐渐消失。不过场所还是在不停地生成，消失的部分也只是Christian Nurnberg-Schulz所说的‘实际存在的场所’。我们需要在现代城市中不断拓展场所的概念，并且需要把各种行为转换为场所。我们一直强调的城市更新、城市再生无非就是为了在均质化的城市空间中创造出新场所。”
〔2〕

 城市中的场所本就是组织起来的意义世界，城市空间的景观化过程就是在挖掘场所的文化积淀、历史特性的同时，与独特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的过程。全球化是时代的产物，我们需要通过景观化的手段打破城市的均质化，丰富城市的个性特色，促使城市文化的再生，更新与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新型场所。

20世纪欧洲街区更新的最重要的实例之一是柏林的波茨坦广场。二战后的柏林大量建设住宅建筑导致了城市景观的凌乱变化，于是在1992年进行了波茨坦广场改造的竞赛。但是柏林政府要求城市格局、建筑类型与建筑形式必须与原来的传统城市规划和建筑形式相协调。最终的城市更新方案是恢复了波茨坦广场百年前的城市空间，其核心概念为“借助于保留大部分原轴网，以期体现1940年前规划的空间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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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柏林传统的街区是150米见方的面积，而为了与新时期的市场需求相结合，采用的是80米×80米到100米×100米之间，还有一部分组团是50米×50米，因为这样可以很好地控制投资者的投资量，满足建筑类型与市民需要的多层次要求，例如住房、商场、酒店和音乐厅等。由于原有的建筑都是四层左右，因此新建筑在三、四层的高度做了平台，使得居住者能够保持原有街道空间的尺度感受。波茨坦广场的更新中，街区的尺度与建筑的风格和高度是变化最大的部分。这些部分都是为了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这正是形式秩序与指向的统一。历史的连续性以百年后的空间形态的回归，奇异地得到了接续，结束了由二战带来的城市混乱，仿佛柏林这个有生命的肌体恢复了健康。

街区中的场所结构与尺度息息相关。街区的尺度带来了出入口的数量、建筑体积与数量、街区内建筑多样度的不同。波茨坦广场的尺度变更是整个现代城市规划的缩影，现代城市的尺度变化使得我们再也回不到戈登·卡伦生活的中世纪空间，但这种空间尺度带来的愉悦体验还能作为一个景观元素而存在，一般出现在老城区，或者已经成为市郊的古镇。时代的更新，带来了尺度的更新，集成高技术的现代经济模式替代了小规模的产业模式，给城市景观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体量更高更大与人性化空间的缺失、阳光和天空的减少与户外运动的需求，街巷的自由散步变为集中的步行街，人们在城市中自由活动的区域和方式都有很大的约束，直接导致了城市活力的减少。

城市活力的来源在于社会活动的合理组织，以及公众行为的表述性。公众行为的表述性意义在于其能够呈现社会共有意义的积淀结果。如同波茨坦广场一样，城市更新在于整合城市肌理，而整合城市肌理在于空间与社会活动的一致性，只有这样，公众行为的表述性才能与社会共有意义同时呈现。基于这两者而产生的公众可驻留空间才具有了场所意义，场所也才具有了城市空间中的结构属性。街区中的场所结构的本质在于塑造具有个性的城市空间，同时也就具有了城市景观的内涵。

7.1.2　场所的主题性更新

城市场所的更新，除了早期的保护性更新外，日益表现出主题性的倾向，这种主题性，表现为在场所塑造中对特色的强调。这种倾向是通过在特定地域文化背景下对人们生活需求的研究，探索与城市休闲文化生活相结合的场所更新方式。这一过程满足了城市景观构建的三大原则，即保持历史的连续性、满足形式秩序与指向的统一、合理的社会生活的组织。

场所的主题性更新，旨在为人的心理活动、精神生活需求提供一个情感倾诉、文化体验的场所，通常依托城市中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街区或地段，或根据城市历史、文化、地貌特征等本土资源重塑场所的地域性，从而因其地域性的特征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如我国近几年出现的文化休闲街区、艺术文学创意产业园等，这些蕴含新时代城市功能的场所将眼光放在了城市传统风貌区与具有地域特色的地段，利用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独具特色的地理特征，在历史场所中植入时代元素，完成历史的连续性构建，形成历史与现代、人与自然的对话场所。

场所的主题性能够界定特定的场所氛围，营造场所的本质特色，从而激发人们在场所中更多的活动可能性。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提到：“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各种城市功能的划分，不少富有生气的城市和居住区变得死气沉沉。对于汽车的依赖也使城市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这就导致了另一种重要的需求——对激情的需求……人群的往来变化万千，新鲜的影像、新鲜的刺激层出不穷，更加突出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人。因此，正是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丰富的激情感受构成了富有生气的城市生活，而单调枯燥的体验则使城市死气沉沉……只要有人存在……人及其活动总是吸引着另一些人。人们为另一些人所吸引，就会聚集在他们周围，寻找最靠近的位置。新的活动便在进行中的事件附近萌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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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凝聚着城市的人文历史沉淀，并将其渗透到城市更新中，利用城市地理景观、人文历史塑造场所的空间氛围，增强场所的吸引力，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赋予场所更高的功能性，并将场所的功能性延伸到体验性。体验性设计是将单体创造、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融于一体，全面地创造一个具有磁力的人性化空间，使人不再是纯粹的使用者，更是空间的主角。体验式设计从视觉体验到空间体验、从视线的精心组织到空间流线的完美布置，给人留下难忘的体验和深刻的印象，体验性场所使人们心中产生对城市文化、城市环境的体验关联，实现人与自然、人与建筑、人与人的密切对话。

场所的主题可分为物质性主题与精神性主题，加上体验类的活动模式，与城市景观建构的三个层面相对应。物质性主题通过建筑风格、环境塑造等手法将城市多方面的特征表现出来。例如上海1933老场坊，建造于1933年，原为上海工部局宰牲场，整体建筑呈古罗马巴西里卡式风格，建筑布局呈外圆内方的基本结构暗含中国的“天圆地方”理念，整个建筑群体融合了东西方特色（图7.1）；由无梁楼盖、伞状柱、牛道、旋梯、廊桥（图7.2）等将建筑空间融会贯通。现在的1933老场坊是“风尚诠释复古”的创意生活体验中心（图7.3），而这些丰富的空间形态、厚重的建筑结构、东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等都是将1933老场坊塑造为主题性场所的重要物质形态因素。精神性主题是场所的整体氛围内在意义，注重激发消费者知觉体验的“前结构”，消费者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体验场所的主题涵义，并经过思考、感触得到心理上的情感满足。在改建后的1933老场坊中，场所的物质形态记录了中国近代建筑工艺与工业生产工艺的完美结合，而在功能新陈代谢后的21世纪，1933创意产业基地将老场坊的精湛工艺完整保留，并注入潮流、时尚的创意产业，将历史的完美工艺与时代的创意产业交汇在一起，打造跨时空的对话，塑造了1933老场坊的精神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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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上海1933老场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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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上海1933老场坊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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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现在的1933老场坊

通常场所的主题性更新具有三大倾向：历史主题、产业主题和自然主题。

（1）历史主题，不同于传统的历史街区的保护，而是立足更新基础上对历史建筑及其环境的再利用过程。以历史风格建筑及其氛围为主题，旨在再现城市人文生活的历史风情，挖掘并延续该场所的社会共有意义。通过保留、修缮、重建旧建筑或新建具有地域历史风格的建筑群来再现传统生活氛围，将具有价值的历史底蕴完整地展现到现代城市中，使得人们可以直接地感受、体验到城市历史、社会风情的浓厚。传统风貌区的保护性更新、一般城市老街的更新等都是属于该类，如上海田子坊、济南芙蓉街、高淳老街等；还有城市中复建的具有历史风格的新建筑群落，如南京秦淮河夫子庙区、南京1912休闲街区等。

（2）产业主题，是在历史主题的基础上，突出产业类型的特例，旨在传承城市历史产业的无形资产，并注入新的产业文化相互融合，体现城市历史产业的革新精神。面向的主要是已经面临淘汰或搬迁的中国近代工业厂区，经过改造更新将废弃的工厂、仓库等变废为宝，重新利用，注入时代精神，挖掘与现代城市生活发生交集的内容与内涵。如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八号桥、上海莫干路50号等，在功能定位上都是延续传统产业特征，将艺术、工艺等创意产业置入场所中。

（3）自然主题，是以城市原初的自然环境为主题，旨在将城市的自然风貌与场所进行隐性关联，体现场所的地域特征。将城市自然通过景观营造、抽象符号等手法运用到主题性场所的室外环境或建筑界面的设计中，在现代建筑中注入地域性文化符号。对一些没有深厚历史资源的城市或历史积淀不够深厚的城市区域，该类主题性场所将成为塑造城市个性的主要手法之一。如济南的泉乐坊、重庆的洪崖洞等。

7.1.3　主题性更新方法

基于原场所结构体系的特色研究，场所的主题性更新具有三种生成模式：主题延续、主题叠加和主题建构。分别对应的是城市景观结构的自我转换、适应性调整和秩序建构三种更新状态。

1）主题延续

主题延续是指基于原场所的社会共有意义积淀的基础上，适当整合场所的空间界面，让空间介质及相关功能适合现在的活动模式要求。场所主题因此而具有历史连续性，体现场所精神的历时性特征。该类主题生成模式要求原主题具有延续价值，主要对应于以传统风貌建筑群为载体的历史主题倾向，使场所得以继续展示历史文化的璀璨魅力。

（1）案例研究——南京1912

南京1912休闲文化街区位于南京长江路与太平北路交汇处，毗邻原南京总统府旧址。兼具民国建筑所特有的民国文化以及时尚流行文化，因此有着“昔日总统府，今朝城市客厅”的称号。休闲街区由17栋民国风格建筑组成，建筑群体青灰色与砖红色相间，风格古朴精巧。“共和”“博爱”“新世纪”“太平洋”四个街心广场点落在建筑群中，整组建筑群呈L形错落有致地环绕于总统府园区的一角。

“南京1912”的名称来源于其地理位置与城市背景，1912年是民国元年，民国曾是南京历史上最繁华鼎盛的时代，承载着南京一段美丽而又辛酸的绮梦。用简单的年号来命名该街区（图7.4），表达出南京1912休闲文化街区的整体民国文化气质。

[image: alt]


图7.4　南京1912街区

（2）场所主题分析

南京1912街区毗邻南京总统府园区。在南京1912街区进行的社会活动，是在民国文化的氛围中进行的当代社会活动，是场所历史与时代的共鸣。在明清时期，总统府为洪秀全的天朝宫殿，后为清朝总督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在此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此得名总统府。其后又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日伪统治时期。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总统府园区形成了深厚的民国文化底蕴，其中有典型的中式木结构建筑和民国时期的欧式古典建筑，同时西花园环境浓缩了江南园林的诗情画意。南京解放后，为机关单位提供办公场所。2003年总统府成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史博物馆。

在总统府园区以南为大行宫CBD建筑群，是南京四大CBD之一。商圈内包括高档商务写字楼大厦、商业广场和南京图书馆、江苏美术馆等商业文化现代建筑。总统府地段成为深厚的民国文化与繁盛的商业文化的交汇地，整个地段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1912文化休闲街建造于此既体现了场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文化交融，又体现了主题性场所活动的共时性特征（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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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南京1912商业街区的共时性特征

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得出1912休闲街区的主要使用人群的组成为高学历、高收入的年轻人士，包括大学生、商务白领、外籍人士、具有小资情调的年轻人等（图7.6南京1912休闲街区人群调查表）。1912休闲文化街区在打造“昔日总统府，今朝城市客厅”的城市品牌时，不仅通过建筑语汇将总统府地段的民国文化延续至新时代，同时其休闲娱乐功能的复合性适应了新时代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图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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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a　人群学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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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b　人群年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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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c　人群收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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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

（3）活动模式与场所空间

1912休闲街区为毗邻历史建筑群周边场地改造与新建的建筑群体，因此在空间形态的设计中采取了与周边环境进行空间形态求同的手法，使得该场所与总统府园区可融为一体。而新建的建筑群落又是新时代的产物，为了避免生硬、庸俗地模仿与临摹，在空间界面的设计上进行了细节存异地处理。空间上的求同存异手法使得1912休闲街区既原汁原味地延续了总统府围墙内的传统空间肌理，又糅合了新时代的特色。

从1912休闲街与总统府园区整个地块的图底关系（图7.8）中，可以看出前者布局规整，建筑排列有序，后者空间贯通连续，建筑布局较集中。但两个区块中的空间与实体的尺度相当，空间类型相当，因此取得了整体空间形态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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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a　1912休闲街区与总统府园区在建筑体量、建筑密度、建筑间距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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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b　南京1912休闲街区与总统府园区的图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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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c　南京1912休闲街区与总统府园区的图底关系

1912休闲街区的空间形态中可以提取出以下几种空间类型，与总统府内部空间有很多类似之处（图7.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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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a　总统府园区中的空间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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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b　总统府园区中的空间类型分析

空间形态A：线性交叉空间。主要是场所的流动空间，具有较弱的私密性，空间界面的装饰性一般，主要功能较少，通常作为交通空间（图7.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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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a　空间形态A

空间形态B：线性空间与大空间结合。线性空间为主要交通空间，是动态流线；大空间通常满足人的驻足、交谈、欣赏等个人活动，同时该空间具有复合性，可为休闲、娱乐、演艺等公共活动提供场所（图7.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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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b　空间形态B

空间形态C：大空间连续。该类空间为两个流动空间的串联，该类空间是场所整个空间序列的高潮部分，动静结合，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观赏性、功能性（图7.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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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c　空间形态C

空间形态D：围合空间。该类空间多为建筑或长廊围合的内院式空间，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和幽静的欣赏环境，一般作为花园或茶座等休憩空间（图7.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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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d　空间形态D

空间形态E：T字形空间。该类空间为半围合的建筑内院，室内外活动连贯流通，多作为沿街建筑入口空间（图7.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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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e　空间形态E

1912休闲街区在建筑体量、建筑密度、建筑间距（见图7.8a）上也与总统府保持相对一致，使1912休闲文化街区延续地段的历史空间肌理同时成为民国历史文化的体验区，活动的时代性与空间类型的多变，使该场所成为南京的“城市客厅”。

1912休闲街区在空间类型、肌理、材质上与总统府园区求同，使得整个场地的建筑肌理统一、具有延续性，从整体上承继了民国历史文化主题；在空间界面细部上进行异化处理，大胆地使用新时代的流行元素、时尚构架等，在不打破整体风格的前提下，变换门窗样式、增加特色装饰物，或通过室外楼梯、空中走廊等具有较强景观性的建筑构建来表达建筑的时代感。这种处理手法，主要体现在建筑的门窗、建筑之间的廊桥、景观小品等方面。

门窗：场所建筑从整体上延续总统府内的建筑风格，采用青瓦坡顶、青砖墙面为主，部分采用红砖、土黄色粉饰等。在门的设计上，将园区内常用的拱门夸张化处理，与玻璃、铁艺、木材等材料结合；在窗的设计上，或使用大片玻璃或运用几何图案的手法设计风格迥异的木质花格窗（图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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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1912休闲街区的门窗

廊桥：1912休闲文化街区场地形状成刀把状，为了打破建筑布局的单一式排布，在建筑与建筑之间使用廊桥元素进行连接。廊桥采用青砖等传统材料或玻璃、铁艺等现代材料（图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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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1912休闲街区的廊桥

景观小品：在1912休闲街区的室外空间中，注重景观小品的塑造。铁艺旋转楼梯、门框式景观外廊、木质休闲桌椅与绿意盎然的植物结合（图7.13），烘托出场所室外空间的趣味性、休闲性与时代性，与总统府诗情画意的江南园林别出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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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　1912休闲街区的景观小品

总之，南京1912休闲街区在物质空间形态上与周边街区，尤其是总统府园区的空间肌理相协调；在活动模式上融入当代社会的商业与休闲文化，通过活动使人们从精神上体验到民国文化与时代文化的碰撞；在社会共有意义的塑造中，凭借其凝重的民国历史文化、优美的建筑空间景观、精致的建筑装饰，塑造了一个既有时代气息又蕴含传统特色的历史主题空间；从空间、建筑等物质形态上体现出历史的延续性，打造了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主题性场所。

2）主题叠加

主题叠加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题倾向进行叠加，往往是在挖掘原有场所特色的基础上，融入新的特色主题。该类主题生成模式反映的是主题的多元复合状态，后续的主题是在结合时代发展的基础上保持其可持续性。主题叠加适合已失去部分存在价值的建筑群体，其中的旧元素需要与新元素叠加结合，从而产生新的场所价值。

（1）案例研究——上海红坊

红坊（图7.14）位于上海淮海西路核心地段，南邻徐家汇商业中心，西靠新华路历史风貌区与虹桥CBD商务区，内有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的融入带动红坊发展成为上海城市中心区最具活力的公共艺术中心。红坊旧址为上钢十厂——轧钢厂（图7.15），红坊以泛着时代印记的红色砖墙建筑为主，红色为场区的主色调，“红坊”因此而得名。红坊中艺术创作氛围浓郁，高大的厂房内有雕塑、绘画等创作展览功能，其次设有会议厅、大型活动及艺术展览场馆、多功能创意场地等，场所空间灵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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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4　红坊整体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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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5　上海红坊

红坊通过对历史厂区的保护性改造和功能重塑，将一座不再辉煌的废旧厂房打造成既延续了城市工业历史文脉又体现了城市艺术活力和时代精神的公共艺术殿堂。红坊将历史钢铁工业精神与时代创意产业精神相叠加，体现主题性场所的传统与时代的共生。

（2）场所主题的分析研究

红坊的更新从产业更新开始。红坊原为上钢十厂轧钢厂房，是曾经的钢铁工业的代表。厂区遗留有大量的红砖建筑群，历经沧桑显现出浓厚的历史韵味。厂房巨大的空间、裸露的钢筋经过历史的洗礼在更新中逐渐沉淀演化为钢铁工业文化的代表，成为产业与历史主题开发的基础。

在2005年，包括绘画、设计、雕塑等创意产业入驻此地，利用工业厂房的大空间精心打造成为具有鲜明个性的创意产业，形成了具有时代气息的主题性场所。建筑风格就工业形象与现代的创意产业形象相结合、厂房的高大空间与框架结构等特点与现代艺术相结合、自然的室外绿地公园与具有工业品位的景观小品相结合，共同完成了整体场所氛围的塑造。

场所的塑造需要很多尺度适宜的细节来支撑，比如绿地上摆放的采用铁、钢、砖、水泥等原始材料创作的雕塑艺术品（图7.16），比如粗糙红砖表面的精细金属标示，比如红砖外墙上攀爬的藤蔓植物。从整体到细节，红坊既传承了老工业建筑与生俱来的工业文化精神，又通过工业材料的工艺品体现了创意产业的艺术文化，表现出场所的历史工业与创意产业的主题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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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6　雕塑小品

（3）活动模式与场所空间

红坊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园，面向的主要活动人群为商务精英人士，其中包含有设计师、艺术家、学生，以及来此休闲的高端人士；业态包括娱乐时尚会所、俱乐部、IT办公楼、休闲商业、艺术画廊、花卉市场等。这样的人群与业态组合，需要浓厚的文化氛围来营造。

红坊的空间格局具有典型的城市场所特征，结构并不复杂，基本上是周边厂房形成的空间界面，围合了中间的大面积草皮。由于周边空间界面的进深幅度不大，因此大量的活动组织都在中央的绿色草皮上进行，这同时也构成了该场所活动模式的主要特色。

在空间界面的营造上，目前红坊的空间表皮利用红砖、水泥等原始材料进行重新组织形成新的肌理，使得建筑表皮的时代性与历史性并存。具体手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砌筑方法的变更改变原红砖材料的肌理，从而表现出灵活、新颖的时代气息，如传统砌法、十字镂空砌法、砖体凸出砌法、线脚砌法等（图7.17），砌法的更新在延续了红砖材料所具有的历史性特征的同时，在表现性方面增加了现代艺术氛围，体现了创意产业的主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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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7　砖的多种砌筑方法

另一种手法是改变材料的类型属性，使观者获得更新的暗示。如将通常应用于屋面的灰瓦放在室内与室外过渡空间的界面上，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增加空间的个性和新意（图7.18）；如在中央绿地的覆土建筑侧立面中，将各种铺地材料拼贴成几何图案，这种运用铺地材料的做法打破了墙面与地面的界定，突破了传统三维效果（图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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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8　地面铺装上墙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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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9　瓦墙面的手法

在空间介质的营造上，红坊由于得天独厚的场地优势，充分利用了绿地的向心性展示作用，除了前文所述的诸多雕塑小品外，还经常成为组织活动的场所空间，比如红坊模特拍摄活动及相关的摄影展、行动·派2010上海青年创意日、艺术红坊暨画廊联盟开幕式并同时推动了七个画展（图7.20）等。其中在行动·派2010上海青年创意日当天，有70多幅海报设计作品展示还有服饰主题秀、漫画展、舞蹈派等；而公益组织则带着年轻人玩起“低碳”环保桌面游戏（图7.21），从多个方面向青少年推广低碳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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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　艺术红坊暨画廊联盟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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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　创意游戏“绿行棋”

这一切，使得该场所的特质与现代生活互动，不仅具有新锐先锋的文化，而且具有了寓教于乐的现实意义，赋予了场所积极的主题，与原历史氛围相得益彰。

总之，上海红坊采用材料肌理与砌筑手法的方式大面积改变了原有空间界面的工业厂房的界面，完成了空间界面的时代化更新（图7.22）；采用创意雕塑与创意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空间介质的互动式更新；采用延续原有内外空间格局与材料、色彩的办法，完成了历史产业与时代产业在观念与观感上的叠加。最终，整个场所将历史遗留的物质形态与时代活动组织相结合，又在产业更新的基础上从活动组织的角度去营造历史工业的时代氛围，从而成功地保持了社会共有意义，在更新的基础上塑造了具有多层次知觉体验的主题性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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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2　空间界面的操作

3）主题建构

主题建构是在原有主题不明晰、特征不明显或底蕴不够厚重的情况下，借助更新的契机，将原有主题进行适应性调整并重塑，使场所主题在更新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内容，从而建构出以新主题为主、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征的场所结构。

（1）案例研究——济南泉乐坊

济南素以“齐多甘泉，冠于天下”“泉甲天下”而闻名，据统计济南有四大泉域、十大泉群、733个天然泉，在国内外城市中极为罕见，是举世无双的天然岩溶泉水博物馆。泉乐坊位于泉城济南核心区域县西巷（图7.23），是连接大明湖和泉城路的泉畔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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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3　泉乐坊地理位置

泉乐坊周边泉水密集，有大明湖、黑虎泉、趵突泉与护城河形成的泉水（图7.24），紧邻王府池子泉群，其业态包括购物、旅游、餐饮娱乐、创意LOFT等，是一个将商业与自然景观要素、购物行为与休闲体验行为相结合的特殊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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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4　周边泉水

（2）场所主题的分析

泉乐坊位于济南著名的泉城路芙蓉街传统风貌街区，这里具有深厚的泉城历史文化积淀与丰富的市井人文生活形态。该地段的大部分建筑从空间形态、建筑风格上表现出古城济南的历史风貌，传承着泉城市井文化的地域性特征，这是地块开发中原有的特色资源。

同时，泉乐坊周边泉水富足，整个地段被古护城河环绕，是济南最大的泉水密集区，但泉乐坊地块本身并没有水，是一个在周边环绕天然泉水的“干旱”地带，如果按照常规的开发模式，那么泉乐坊势必成为一处没有地域特色的普通商业街，而由于高密度与容积率的要求，可能还达不到理想的商业氛围塑造的要求。由于泉乐坊是泉城济南历史文化与“泉文化”的交汇处（图7.25），在泉乐坊场地周边已建造了大量的现代化娱乐场所与住宅，造成了泉城路芙蓉街传统风貌街区处于割裂状态（图7.26），这就使泉乐坊的开发定位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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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5　泉乐坊周边的泉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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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6　地块周边建筑类型

目前的泉乐坊选择了以地域特色的泉水为切入点，巧妙地将“泉文化”引用到场所设计中，将泉水作为景观元素引入到室外空间中，以自然要素为主题主导整个场所的氛围，将人的活动方式与景观元素密切结合，加强了泉乐坊的地域性特征，从而将历史的连续性用全新的自然主义手法来诠释，完成了基于地域特色的场所主题建构。在商业活动的组织中，以涓涓泉水串接购物空间，既点出了济南的地域特色，又基于时代特征对传统的泉水空间做出了全新的定义，开创出生机勃勃的泉城新天地。

泉乐坊定位自然主题，将“泉”作为泉乐坊的主要看点，又将功能定性为现代体验式商业，既满足了新的消费模式与生活需求，又从地域特色的角度延续了历史。在对泉乐坊进行的实地调研中，通过将泉乐坊室外空间与其紧邻的贵和购物中心（图7.26）的室外空间容纳的人群活动进行了对比（图7.27），可以看出“泉文化”吸引了更多的人驻足、休憩、嬉戏于泉水边，在满足人们基本的娱乐休闲活动外更增加了人们体验“泉文化”的机会。清冽甘美的泉水赋予场所灵秀的气质和旺盛的生命力，整个泉乐坊使人们在享受消费乐趣的同时亦可欣赏到泉城济南的翠湖青山、曲水潺潺，聆听泉水叮咚的美妙乐曲，领略以泉为名的古老济南的文脉厚重、历史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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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7　活动人群对比

（3）活动模式与场所空间

“泉文化”是济南的城市魅力，在泉乐坊周边的传统风貌区中泉水是点缀在建筑中的景观元素，甘甜的泉水是市民健康的饮用水，清澈纯净的溪流是市民嬉戏的清凉去处，泉是济南传统市井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泉乐坊中，萃取泉城路芙蓉街风貌区的市井生活精华，将“泉文化”引入到现代商业娱乐建筑场所中，从自然环境的视角下，将“泉”连绵不断地流淌在现代生活中，从而将场所中自然因素与生活方式绑定，实现了市井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塑造，以及自然因素“泉水”的意义的挖掘，最终以商业建筑的物质形态将有形与无形融合，构建了全新的主题性场所。

泉乐坊整个空间以一条内街为主要路径，内街曲折，空间丰富（图7.28）。在内街的空间节点，以泉为景观符号作为点缀，增加内街的游览性，使泉乐坊的空间变为具有地域自然特色的趣味空间。街区设计借鉴济南传统建筑与园林手法，以泉畔水巷、九曲廊桥、阳光天街（图7.29至图7.31）组成独特交通体系。泉乐坊空间与泉水叠加在空间节点上（图7.32），形成了曲折变幻、意趣盎然的建筑空间，将形态万千、趣味纷呈的泉水串联成特色空间序列。使人们漫步其间能体验到“柳暗花明”般的意外惊喜，充分体现了“泉水串流于小巷民居之间”的泉城风貌。虽然商业中心中的购物行为是人们的主要活动模式，但驻足交流、水边观鱼已经成为如同市井生活般的常态（图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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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8　泉乐坊内部空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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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9　泉畔水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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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0　九曲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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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1　阳光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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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2　泉乐坊内街空间与泉水形态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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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3　驻足观鱼

北宋诗人黄庭坚曾经有过“济南潇洒似江南”的诗句来赞美济南泉水市井的斑斓如画。在泉乐坊的建筑设计中，没有采用济南传统建筑式样，而是运用了现代手法将现代建筑与“泉文化”进行隐性关联，突出室外空间泉水潺潺，建筑与泉水创造了“济南潇洒似江南”的意境。这种意境就是社会共有意义的挖掘与历史的延续。

总之，泉乐坊通过将泉水点缀在场所空间之中，增加了空间节点的趣味性、观赏性、体验性，人们可以在此嬉戏、观赏、驻足交流，构成了“泉文化”的场所显现；同时，富有现代感的建筑风格与江南水乡的建筑文化取得隐形关联，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趣；历史、自然、市井文化的交织，共同建构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场所主题。

7.2　结构体系下的建筑更新

7.2.1　基于地域形态的建筑更新

“地域”一词通常指某特定地理范围内人文与自然要素形成的综合体。地域形态，来自于对特定地域的地理特征及文化特征的传承背景下构成的表象特征，包括地形地貌、建筑风格、建材及其营造技术以及特色人文活动等。

从城市景观的角度看，地域形态是潜在的、无形的控制要素，代表了大范围的界定以及城市特征的结构性要求。基于地域形态的建筑更新，其中对地域特色表达的特定要求保证了历史的连续性，对建筑影响范围内的文化活动的要求保证了建筑对象承载社会共有意义的可能性。作为城市物质形态的主要构成部分，基于地域形态的建筑更新实质上满足了形式的秩序与指向的统一。这也是为什么探讨建筑地域性，进而形成地域主义思想的源泉。

“地域”是一定范围的区域，具有空间和时间的维度。这个范围可大可小，随着范围大小的变化，建筑的特征与共性也不断变化。不同时期的人们对此认识有所差异，如20世纪初中国第一次民族运动时期，建筑师们的“地域”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建筑的共同特征局限于“大屋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民族运动后期，建筑师们的“地区”观逐渐转变为一个流域，如江南建筑的粉墙黛瓦；20世纪末，建筑师们的“地域”范围甚至缩小到一个城市，一组建筑，建筑的深层文化背景及影响因素成为建筑师们的关注对象。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处“文革”结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政治因素对建筑创作的影响逐渐弱化。“‘文革’对于古建筑的破坏，使得社会对古建筑或传统建筑形式有很大的包容性，在建筑中重新启用传统建筑形式来解决千篇一律的问题顺理成章”
〔5〕

 。受国际建筑思潮及自身民族性的影响，传统文化很快得到重视。国内一大部分的追求地域风格的建筑在设计上采用了程式化、形式化的传统建筑形式。如整修重建于1982年的北京琉璃厂文化街，建成于1986年的天津古文化街，南京夫子庙东、西市等。

1）案例研究——南京夫子庙东、西市

夫子庙两侧东、西市场形成于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废除、学宫停办之后，当时东、西市场围绕大成殿，商业繁荣，整个夫子庙地区出现百业兴旺的局面。后经日本侵华战争，夫子庙地域建筑遭到破坏。现夫子庙东、西市场为1985年复建而来，市场内商品种类繁多，既有小商品、日用百货、手工艺品，还有书香墨宝、珠光宝气，而且街市内还设置了供民间艺术表演或集会的广场空间。今日东、西市场与整个夫子庙商业建筑群繁盛的商业氛围，基本重现了明清时期繁华的街市风貌。

2）南京夫子庙文化街区建筑历史沿革

南京现存的古建筑除民国建筑外，大部分为明清遗存，多存在于城南中华门内的秦淮河两岸地区。明朝南京建筑气势宏伟，其建筑形制对以后的官式建筑影响较大，明永乐迁都后，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消失，建筑追求唐宋建筑风格的趋势逐渐减弱。明朝中期以后至清末，各地建筑风格与建筑技术逐渐发生变化，南京民间建筑对建筑创作的影响不断扩大，而且创作手法呈现出兼容性的特点，如梁架体系中抬梁式与穿斗式的并用；夫子庙地域建筑徽派做法的出现等。

南京夫子庙传统建筑群由文庙、学宫和江南贡院组成。江南贡院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图7.34），每逢考季，江南学子多居住于此。“夫子庙的市井，不仅是我国古代商品买卖的起源之地，亦是我国古代市井繁荣的典型代表，六朝时就号称秦淮两岸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
〔6〕

 。举子多借赶考机会，运载货物来南京贩卖，考后又购买大量货物返乡，由此带来了秦淮两岸商业活动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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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4　夫子庙江南贡院

隋文帝灭陈后，秦淮两岸几乎被夷为农田废墟。此后，唐复建学宫，宋扩建孔庙、贡院，此为“夫子庙”之始。几经兴废，于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而后又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遭到破坏，仅明德堂、青云楼等少量建筑得以保留。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市政府于1985年对其进行了修复，原址重建了棂星门、大成殿、尊经阁、敬一亭、聚星亭、魁光阁等，同时还复建了东、西市场。此后，随着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于夫子庙东、西市东侧和北侧又进行了二期开发建设（基本延续东、西市场的设计手法，此处不再详细介绍），将文庙、学宫和江南贡院连成一片。现夫子庙街区建筑多为明清建筑风格，为南京各种演出、展览等文化活动及日用品、民间工艺品等特色商品销售的重要场所。目前，夫子庙文化街区已成为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

南京夫子庙地区传统民居多为江南多进穿堂院落（或天井）式住宅，多为三进或五进，每二进之间是庭院或天井，最多达七、八进。一般排列次序是门厅、大厅、正房……大厅级别最高，明间为五架梁，前檐有轩，后有一步架，南京人称之为大七架梁，次间及其他房间都是穿斗结构。细部装饰手法简洁，重点在入口、大厅柱梁节点、檐下、门楣等。

秦淮两岸徽派民居多分布于秦淮河东段（图7.35），究其原因，与明清时期徽商多聚居于此有关。南京地区徽商创建的会馆大多数分布于城市东南部，即明清时期的科考之地，现夫子庙文化街区（图7.36）。徽商素有“儒贾”之名，以经商为名，行儒教之事，对本乡士子考取功名，不遗余力。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地区观念，更重要的是士子一旦金科高中，家族、乡党便是其思恩惠报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商业与科举形成互补共进的和谐关系，无论是商人投资会馆，还是本乡士子入仕都会促进会馆的创办以及商业的发展。徽商聚落或会馆选择科考之地或附近，可以更好地发展商业活动，并服务于前来科考的本乡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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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5　20世纪30年代内秦淮河东段两岸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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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6　安徽籍会馆分布图

3）东、西市场重建面临的主要问题

20世纪80年代前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引起了社会对地域文化的重视，具有南京地方特色的夫子庙文化街区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具有真实历史存在的传统街区，夫子庙的修复及东、西市场的重建成为开发的突破点。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设计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城市肌理的影响：主要是建筑体量、尺度等对周边城市肌理的影响。特别是东、西市场位于肃穆的大成殿四周，作为商业类服务建筑，必然要考虑其相对于夫子庙主体建筑群的从属地位，在不破坏整体的空间秩序的前提下进行规划设计，使新旧建筑群达到整体的协调与统一。

（2）文化的传承：明清时期的东、西市场，围绕大成殿，商店五花八门，商品琳琅满目，呈现了盛世时期的繁华景象。东、西市场的重建必然要考虑历史的连续性问题。

（3）生活方式的适应性：作为现代商业街区，夫子庙东、西市场的设计要满足最基本的当代使用要求。

4）建筑更新中的地域性要素分析

夫子庙文化街区建筑地域性要素总结如表7.1：

表7.1　南京夫子庙文化街区地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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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延续传统的总体布局

夫子庙两侧东、西市场形成于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废除、学宫停办之后，当时的东、西市场围绕大成殿，商贾云集，商业活动繁荣，整个夫子庙地区出现了百业兴旺的局面。为了更好地处理地区历史因素与现代生活需求的关系，通过对生活和工作在夫子庙地区的居民及一些游客，就复兴夫子庙街区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最终确立了复建大成殿，恢复东、西商业街的思路。

大成殿既是夫子庙的主体建筑，也是其四周的东、西市场的主要标志。因此最终按照清代建筑形式重建大成殿，规范了夫子庙地区的空间序列，进一步确立了夫子庙建筑群在该地区的主体地位。东、西街道则继承历史特征，确定为商业功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繁荣商业气氛，展现该地区的历史文化生活（图7.37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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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7a　夫子庙东、西市场复建前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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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7b　夫子庙东、西市场现状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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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7c　夫子庙东、西市场模型图（东南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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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7d　夫子庙东、西市场模型图

6）建筑肌理特征（表7.2）

表7.2　夫子庙文化街区东、西市场建筑肌理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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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7.2可知，东、西市场建筑群体布局基本延续了原有建筑的肌理特征，建筑层数以传统的两层为主，由于建筑进深尺度的增大和建筑室外空间的增加，建筑密度有所减少，但建筑开间仍采用传统尺度，以达到与传统建筑构件的尺度协调，创造出了“记忆”中的历史街区形象。基于传统商业街的空间特点以及部分现状建筑肌理特征，夫子庙东、西市场两条商业街的设计，采取了“曲中有直，直中有曲”的总体结构。

建筑的功能属性对建筑群体组合方式存在决定性作用，传统祭祀活动的要求促成了祭祀建筑的神圣性和相对独立性，且一般不对外开放，而作为服务性的现代商业街区则相对开放且与其周围地区的联系紧密。从而形成了以中轴对称的祭祀建筑空间作为空间主导，辅助性商业街空间布局相对自由的总体布局。东、西市场以轴线对称的夫子庙建筑群为轴心向两侧伸展，空间布局总体连续，局部开敞，既有连续的传统街巷空间，又适当穿插现代开敞空间。空间尺度以传统为主，适当放大。大成殿两侧附属建筑作为夫子庙与商业街的共同界面沿中轴线方向展开，使相对独立的夫子庙建筑群与东、西市场形成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图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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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8　夫子庙东、西市场现状商业

7）活动模式与场所空间

建筑的群体组合方式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群体组合所形成的外部空间形态与序列是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着特定的地方文化特征。中国传统的街巷空间尺度建立在步行或水运交通模式基础上，一般尺度较小，亲切宜人，给人一种归属感与认同感，且建筑高度一般大于街巷宽度。夫子庙东、西市场步行商业模式确立了街巷空间的宜人尺度，同时商业街建筑底层采用传统模式下的全开敞设计（即临街墙面采用落地门窗，可完全打开），空间可敞可闭，视觉上扩大了街道的空间感知，使商业街区空间中流动的人流始终处于拥挤与流畅之间，保持并诠释了“繁华”的特征，也部分满足了现代商业对大空间的需求。

由表7.3可知，东、西市场的外部空间尺度设计基本延续了传统街巷空间的尺度，在街巷宽度上略有扩大，但基本保持了街道的高宽比，从视觉感知与真实体验的角度满足了对传统空间氛围的追求。

表7.3　夫子庙文化街区东、西市场街巷空间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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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线性布局的建筑群界定了传统室外空间形态，形成了整体连续流动的空间界面。东、西市场的设计延续了传统街道的空间特征，空间界面呈现流动与连续的特征（图7.39a，b）。同时，现代生活方式决定了商业街不可能完全按照传统模式设计建造，因此为适应现代商业行为，无论是东、西两个广场，还是街巷空间都有所扩大，以满足人们休息、停留、聚会等活动（图7.40a，b）。此外，开敞空间的引入还有利于小商业、传统手工艺和民间艺术（灯彩、微雕、折扇、竹刻、风筝、剪纸、绳结等）的延续与发展。基于地形特征及整体空间需求，东、西市广场分别设置于大成殿两侧，基本处于对称的位置（图7.41），使得东、西市场街巷空间基本延续了夫子庙地区中轴对称的空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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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9a　夫子庙东、西市场复建后建筑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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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9b　夫子庙东、西市场复建后空间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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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0a　夫子庙东、西市场东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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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0b　夫子庙东、西市场西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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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1　夫子庙东、西市场空间特点

8）整体空间体量的协调统一

不同体量的建筑组合及建筑室外地平高差的设置，成为处理东、西商业街与中轴对称的夫子庙建筑群的关键。大成殿两侧附属建筑设置为一层，并沿中轴线方向展开，而东西商业街外围建筑设置为两层，整体空间形成内聚感，同时，使东、西市场与夫子庙建筑群相互呼应，加强东、西市场与夫子庙的整体感。此外，夫子庙的室外地平标高高于东、西市场室外地平，突出了夫子庙建筑的主体地位（图7.42），使得东、西市场与夫子庙建筑群形成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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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2　夫子庙及东、西市场剖切面示意图

为突出夫子庙建筑群的主体地位，同时受建筑肌理及地块地形限制，东、西市场主体建筑体量大多较小，且一般为硬山屋顶、徽派马头墙，只在街道空间的重要节点——东、西市广场处，设置了体量较大、等级较高的歇山顶建筑。东、西市广场空间及建筑的重点设计，使其成为商业街的主导性空间。此外，东、西市广场恰好设置于整个建筑群的横向轴线上，大成殿的两侧，与夫子庙建筑群共同使整个区域内的建筑秩序井然，有机统一。

9）建筑形态的地域性设计

夫子庙东、西市场形成于清朝末期，当时在宁徽商大多聚居于夫子庙地区，因此也带来了徽派建筑文化，致使该地域建筑大量出现马头墙。通过对夫子庙地区历史及现场建筑的考证，确立原样复建大成殿、学宫等象征性建筑，根据功能、经济、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借鉴徽派建筑做法灵活设计公共商业街建筑的设计策略。

受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盛行的民族思潮以及地域主义、后现代等建筑思想的影响，在东、西市场的设计中，建筑和街道基本采用了传统的尺度和形式。夫子庙地区传统商业建筑的主要特征是：屋顶以硬山为主；一层相对开敞，二层悬挑于街面约0.5—0.6米；暗红色门窗；封火山墙形式多为马头墙及观音兜形式。设计中紧紧抓住了地方传统商业建筑的这些特点，在东、西市场的建筑单体设计中，将这些地道的传统符号融合于灰瓦白墙之间。建筑体量上，不仅建筑层高、柱跨依据传统尺度，建筑沿街面也按照地方特征，每隔1—3跨利用封火山墙进行横向划分，并做相应的进退处理，化整为零，形成传统街道的小体量建筑组合模式。重点空间部位，如东、西市广场，部分建筑还采用了与夫子庙建筑相呼应的歇山屋顶。传统尺度的建筑体量与传统建筑符号的有机结合，使整个建筑群在物质环境上呈现出了浓郁的传统地方特色（图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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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3　夫子庙东、西市场现状

夫子庙地区的主体建筑为大成殿，其形象居于首要地位，建筑细节需重点设计，而东、西市场作为辅助建筑，其设计重在环境氛围的创造，因此，建筑采用现代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而传统符号或构件作为装饰镶嵌于建筑表面，如对木质门窗、封火山墙的应用。设计中对于结构尺度的适当控制和隐藏，以及传统形式与传统建筑群体尺度的一致性，使得东、西市场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夫子庙地区商业建筑二层悬挑的特殊建筑形式，尤其适合于现代结构的隐藏以及装饰手法的应用，如东、西市场广场处的歇山顶建筑采用了二层出挑同廊的做法，设计中将混凝土柱体隐于墙体内部，出挑部分则采用传统的木结构做法，对传统构件加以模仿，并作为一种装饰镶嵌于现代结构表面，使建筑呈现出地区传统特征（图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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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4　夫子庙东、西市场广场建筑

10）综合评价与反思

从夫子庙东、西市场的现实使用情况看，总体是成功的，成功之处源于传统的建筑群体布局，基于传统比例与尺度的建筑体量和外部空间，以及基本继承了地段“活的历史”——人的历史性活动以及民风民俗。在夫子庙东、西市的设计中，运用了大量的传统符号作为装饰，由于采用了合理尺度的建筑单体与传统建筑符号尺度的一致性，设计作品对传统建筑的形式模仿比较成功，基本达到预期的效果，呈现了该地区曾经的建筑文化氛围。总体上，建筑单体及布局基本延续传统特征，外部空间有所创新。

把传统符号作为一种装饰，是一种处理建筑中传统与现代关系最简单的方法，它简化了不同历史时期建筑特征的协调关系，而且操作简单，容易达成效果，在当时的理论水平和社会环境下是一种比较适宜的设计策略。装饰性复归的设计策略在当代，仍被应用在一些旅游区建筑的设计中，其优点就是比较容易被大众接受，能够较快实现经济效益，但缺乏创新性和时代感，过于程式化和形式化，且建筑体量受到严格限制，影响建筑的现代功能。装饰性复归设计策略较之前完整仿、复古的设计方法，它的进步之处主要体现在现代结构技术的引入。

7.2.2　基于空间形态的建筑更新

城市景观的空间形态，指的是由城市景观建构的三个层面（包括人工与自然的物质形态、特定场所下的活动模式与社会共有的意义积淀）共同组成并显现出来的空间特征，来自于城市背景下针对特定场所构成的多重界定与可行性，空间形态对于建筑更新来说，既是制约要素也是组成成分。从城市景观的角度看，一旦空间形态得以维护，那么就保证了建筑对象的历史连续性，以及对特定的社会共有意义的传承性。从而在实质上满足了形式的秩序与指向的统一。

从物质形态看，建筑类型是基于城市的土地规划结构而产生，建筑在城市的背景下是作为一种类型元素而存在；建筑与周边道路空间构成了路径与行为的双重结构关系；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与不同类型的建筑，构成了不同的城市景观斑块，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既有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又在物质形态上产生关联，包括体量、高度、方向、材质、肌理、联结等，因此城市建筑在结构和斑块两个不同的层面对城市景观产生影响，前者提示着景观的整体性要求，后者体现了结构类型的选择策略，无论是拓扑结构还是均质结构，最终应当走向整体的秩序结构模式。

1）案例研究——内秦淮河西五华里沿岸建筑设计

随着城市与经济的日益发展，内秦淮河两岸违章建筑林立，房屋年久失修，建筑质量普遍较差，而且大多失去了原有的地区风貌，不能体现地区的传统风貌。南京市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起着手全面开发和整治秦淮河地区，包括夫子庙地区和秦淮河两岸建筑及环境，体现融古都特色和现代文明于一体的城市风貌。近年来内秦淮河东段建筑及环境改造成功，东水关广场初成，“藏污纳垢不出流，满河污水祸四周”的局面得到彻底改变，周边景观环境和居民生活现状获得改善，并因此获得了联合国最佳人居奖。内秦淮河西五华里沿岸建筑研究及设计是在东段开发的基础上展开的。该项目西起水西门，东至甘露桥（图7.45），属于老城风貌区改造更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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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5　内秦淮河西五华里

2）地段历史背景及沿革

秦淮河源自长江，古名龙藏浦，又称淮水，东起东水关，经文德桥、中华门延伸至西水关，全长约110千米，是南京地区古代主要的漕运和商贸船只通道，唐朝以后改名“秦淮”。相传秦朝时，距离金陵东南方山不远的赤山湖出现王气，秦始皇南巡后惧怕金陵王气，派人“凿方山，断长垄”，开河以泄王气。

秦淮河流域自古就是南京地区的农业基地，一直是人口聚居的地方。秦淮河是南京古老文明的摇篮，她既是南京的母亲河，也是古代南京的黄金水道，也因此明代的秦淮河两岸形成了以工商业和享乐区为主的商业布局。著名的十里秦淮，六朝时曾是居民密集、市井相连的繁华之地，享有“六朝金粉”、“十里珠帘”的美称。内秦淮河两岸，六朝时期一直是繁华的居民区和商业区所在地，名门望族多聚居于此，商贾云集，商业昌盛，文化发达。隋唐以后，遭到统治者的人为破坏，渐趋衰落。到了宋代，经四次重修，秦淮两岸逐渐恢复昔日繁华，并发展为江南文教中心。明清时期是十里秦淮的鼎盛时期，科举恢复，江南举子汇聚于此，带来了秦淮两岸书肆文具、客栈茶社、酒楼妓院等的兴盛。明朝初期，内秦淮一带百业兴旺，各地商业会馆及王公贵族、豪商富贾府邸多分布于秦淮一带，基本形成了现在的建筑格局（图7.46）。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该地段建筑遭到毁坏。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城市发展和城市排污设施的建设，大部分河房建筑遭到人为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市对夫子庙地区及内秦淮河东段进行了综合开发，使秦淮河地区再度恢复昔日的繁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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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6　秦淮河地区会馆及公所分布

内秦淮河西段地块内留有诸多产业发展遗存。由于南京丝织业一直雄居全国之首，并且牵动了相关工商业的发展。丝织业的发达引来活跃的集市贸易和商贾贩运，饮食、客栈等行业随之兴起。工商业与各类手工业因市而集中设置作坊，从而为城南遗留下了独具工艺特色的地名，因货物和繁闹市集而得名的街巷有很多，如生姜巷、干鱼巷等。明清时期，为了便于经营，维护商业利益，商人们在此纷纷建立会所，为方便就近贸易，会馆在选址上充分考虑本身的经营活动和相关市场的关系，如北货果业公所就设立在生姜巷（图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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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7　果业公所遗存

现内秦淮河西段地块内建筑多为民居建筑，且多为1949年以后建造，少量清末建造。南京民居是江南多进穿堂院落（或天井）式住宅，常见为三进或五进，每两进之间是庭院或天井。内秦淮河两岸因地块狭窄，建筑多为二进式院落，临河正厅级别较高，明间多为五架梁，次间及其他房间多是穿斗结构。细部装饰手法简洁，重点在入口、正厅柱梁节点、檐下、门楣等。秦淮河西段民居建筑少见马头墙，而徽派建筑多见于秦淮河东段，究其原因，与徽商多聚集于秦淮河东段有关。在宁徽商创建的会馆有半数以上位于城市东南部商业最繁华的区域，即明清时期的科考之地。徽商聚落或会馆选择科考之地或附近，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前来考试的本乡子弟，进而扩大自己的商业利益。

河房是十里秦淮两岸临水的一种特殊建筑，其与官宦、歌妓、士子等的密切关系，是“十里秦淮，金粉之地”的见证，同时形成了独特的沿河城市住宅风貌。河房其实是一种侵占河道的现象，自宋代便时有发生，明代中晚期到清代是河房建筑最为兴盛的时期。河房供奢侈享乐之用，沿秦淮河而建，不受朝向限制。河房与园林结合甚为紧密，不但河房临水自然成景，院落中亦有园林小景。前门临街，后窗面水，整体格局仍为合院式住宅，富裕人家常在柱梁节点、檐下饰以简单而寓意吉祥的木雕图案，门厅入口处砌置有端庄朴素的砖雕门头，正厅对河开大窗，以便欣赏秦淮风光。

通过对主要地块现状建筑及环境调研统计（图7.48）得知：内秦淮河西段建筑整体风貌较差，其中风貌较好部分仅占9％，一般部分占27％，较差部分占64％；建筑多为一层，少数为二、三层，一层部分占72％，二层部分占19％，三层部分占9％，“无四层以上”建筑；建筑结构多为砖混结构，占58％，老房子多为砖木结构，占11％，三、四层建筑多钢筋混凝土结构，占4％；建筑质量多数较差，房屋年久失修，质量较好部分仅占20％，且多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建；建筑功能90％以上为住宅；现状建筑多数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造，达69％，仅11％为1949年以前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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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8　地段建筑现状研究（部分）

3）地段空间形态研究与设计理念

基于项目所在地块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对地段的空间形态的研究是整个建筑更新的根本。因此提出了探寻并保留原地块“历史”信息媒介、延续传统空间形态的总体布局的设计理念：

（1）城市肌理量化引导

城市肌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富含各种历史信息，成为承载历史信息的媒介。通过对主要地块现状建筑肌理的调研分析（图7.49至图7.51），发现从中部起点至西部端头，建筑有着体量越来越小、开间越来越小的趋势，这和历史上的河房居民的贫富差距有关，穷人总是被挤出城市中心地段。因此，在建筑质量、材料与形态都难以反映地域特色的情况下，以城市空间形态的量化为基础（表7.4），力求延续老城肌理，从而保证建筑更新中的历史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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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9　内秦淮河西段原状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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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0　内秦淮河西段原状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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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1　西水关建筑肌理（部分）分析

表7.4　内秦淮河西五华里建筑肌理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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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形态控制

基于城市空间形态的量化研究，设计力求在各个地段原有建筑肌理的基础上，提取建筑原型，以地区量化的传统肌理特征为依据，进行组合设计。因此，通过对地块空间特征的分析，建筑原型可基本归纳为三类（图7.52、图7.53）：建筑形式1与建筑形式3除建筑尺度外，形式基本相同，属同一类型，占总体建筑的35％左右；建筑形式2为地块主要建筑形式，且大部分历史较久，占50％左右；建筑形式4主要为少量的现代建筑，仅占15％左右，且多分布于地块端部。总体而言，内秦淮河西段建筑平面整体较为规整，由于基地地形较为狭长，建筑多为二进式合院形态，合院式建筑面宽多为2—4跨，6—11米，进深多为6—8米，建筑临河面多为两层，檐高6—7米，临街面多为一层，檐高3米左右。

[image: alt]


图7.52　主要地段建筑原型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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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3　内秦淮河西段建筑原型及尺度分析

秦淮河西段现状建筑肌理多为两进式院落布局，且建筑形体较小，一般为民居形态，基本延续了明清时期河房建筑的布局特点。根据建筑原型的分析，在基本保留原有民居院落式的空间形态以及群体组合方式的基础上，保证建筑的屋顶轮廓、开间进深在功能允许的范围内借鉴原有建筑的形态模式，以营造传统街区的视觉效果。

（3）建筑细部研究与创新

基于对秦淮河西段建筑地域性要素总结（表7.5），在“传统”形态的框架下，提出老材料老做法、新材料老做法、老材料新做法、新材料新做法等四大方法（图7.54），力求建筑细部的创新性。四大方法本身具有不同的属性，与不同位置不同建筑的限定相匹配，从而达到方法与理念的统一，知觉体验与历史形态的统一，以及整体风貌与历史连续性要求的统一。

表7.5　秦淮河西段建筑地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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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4　建筑细节做法的理念与方法

4）传统景观形态的研究与更新

基于传统空间形态的研究（表7.6），为了恢复历史性景观，营造传统文化氛围，针对室内外空间的塑造，沿用了传统街区街头巷尾的节点绿化空间，以营造小尺度的宜人环境。在此基础上，建筑群的布局以合院的方式组合，以营造围合中的小尺度宜人空间；在地块端头，与当代交通的便利性要求结合，以公共建筑的自由形态组合为基础，构成局部的小尺度广场空间。

表7.6　内秦淮河西五华里空间形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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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秦淮河河道为两岸建筑的主要交通要道，建筑沿河建造，沿岸建筑外部空间形式多样，变化丰富。基于地块的历史性及传统以水运为主的交通模式，因此建筑临河空间及河道空间成为重点，河道成为景观主轴。设计中注重沿河线性空间的连续性，以现有河道为基础，借鉴江南水乡建筑临河空间的布局模式和特点，增加设计了临水步行道路、游船码头以及景观节点等，通过空间的开合、形态变化，使长约五华里的岸线达到步移景异的效果。建筑总体布局基本延续原有的线性布局，并结合绿地空间组织宜人的空间节奏，力图恢复“记忆”中的秦淮风貌。

内秦淮河西段地块内现状建筑临街多为一层，临河面多为两层，建筑开间多为2—4跨。建筑主体为满足现代商业功能需求，体量在传统比例与尺度的基础上适当放大。为了消解尺度，在主要的沿河景观面多设置为两层高度，与传统形态衔接。同时通过山墙和体块分解，将建筑划分为较小体量，建筑沿河立面延续传统河房建筑沿河立面通透开敞的特点，开窗较大且多为落地窗，以形成传统河房民居的风貌特征；而建筑内部为贯通空间，从而使传统小体量与现代功能对大空间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解决。

设计中，为了平衡地块开发商对建筑面积的需求和地块历史肌理对建筑密度的限制，同时维持规划道路空间的高宽比例，除重要的历史性建筑外，沿街面建筑由原来的以一层为主增加为二层。但以院墙的方式营造空间层次，消解对街道空间的压力。建筑沿街立面以原建筑立面肌理为依据，通过研究墙面的窗地比和视线效果，将原一层屋顶和墙体抽象成为一条延续的墙面，通过与二层之间的分段处理以及窗地比例的控制，唤起人们对传统街道界面的记忆（图7.55）。而建筑内院形式则采用完全现代的处理方式，如型钢与玻璃的运用，突出建筑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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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5　沿街立面形式生成

5）对历史建筑的处理

地块内现存有大量有价值的历史性建筑，设计中，依据建筑的质量及历史价值，采取了原址保护、异地重建、原址复建、改造重建等四种不同的策略（图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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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6　四种不同的策略

对非常重要的历史建筑，如省市文物保护单位，采取原址保护的策略；对因规划道路拓宽受到损坏但对地区历史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建筑，如北货果业公所等，采取异地重建的策略；对质量较差的历史建筑，采取原址复建的策略；对于在某些局部有一定价值的建筑，在局部利用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建筑重建或复建时尽量采用回收的原建筑材料，如灰砖、小青瓦、木雕等，凸显建筑单体的历史性，增强地区的历史文化氛围，充分挖掘地块的传统文化资源。

7.3　结构体系下的景观更新

7.3.1　基于历史因素的景观变迁

以结构的观点研究城市景观更新中的历史问题，需要研究每一次的景观更新中变与不变的因素，以及不断积淀下来的深层内涵，进而可以判断历时性变化中的城市景观持久性来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复杂因素。从发展角度看，我们今天生活中对城市建设所做的一切，也必将成为历史。因此，把握景观更新背后的内在规律，可以在每一次更新过程中留下更多积极性因素，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城市景观结构体系，不断提高体系的稳定性，这是持久性景观产生的根源。

站在城市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持久的城市景观结构体系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直接反映。城市景观结构自身的变化规律也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结构每一次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景观的持久性是天然的，人文景观的持久性来自文化背景，城市景观结构体系的整体性不但具有明显的形式化特征，而且还整合了城市文化的多元性，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城市景观并不是对真实生活的直接反映，它需要我们去创造，去寻找反映我们生存意义的城市形态，而不仅是反映我们的生存状态。这种创造是本能的，是与生俱来的，就好像生存和意义从来就是同步的。而城市如何拥有城市景观，就好像文学作品如何成为艺术，需要从体系上去深入探讨。

城市景观提示了历史在城市建设中扮演的角色。保护历史，不仅是保护历史区域，还在于保护历史的连续性，让今天作为未来的历史在景观塑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完善景观形态中合理的历史梯度。让历史结合时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也是城市建设难度的体现。对过去尊重，是一个谦虚的态度，而非常态的高速发展，极易造成历史的断裂。

1）案例研究——南京新街口广场

南京新街口的环岛式街心广场，是1927年《首都计划》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当时在美国顾问帮助下的规划，采用了现代功能分区的理念：以明故宫一带为中央政治区，新街口一带为商业中心区，江苏路一带为花园住宅区，城南和城北为一般住宅区。

这一规划采取了“西体中用”的规划思想，体现了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目的是为了体现西方的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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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1928年修建了新街口广场，1931年修建了鼓楼广场。虽然与西方的城市广场还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代表了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革新。

新街口由于接近政权机关及住宅区，迅速成为继夫子庙和下关之后的新的商业中心。夫子庙依托的是以秦淮河为纽带的传统商业区，下关则是清朝以来作为通商港口的商业区，新街口则代表着现代商业区。并且由于位于城市的几何中心，又是交通枢纽，因此发展迅猛，“成为南京的交通、金融、商业中心。中山路、中山东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汉中路四条干道汇聚于此，这里终日车水马龙，熙来攘往。雄伟壮观的交通银行（今中山东路上的工行）、中国国货银行、阔气的大陆银行、玲珑的浙江兴业银行以及聚兴诚银行等，构成了一个银行区。福昌饭店、大三元菜馆、同庆楼菜馆、三六九菜馆（今址金陵饭店）等饭馆林立，灯红酒绿。中央商场、李顺昌服装店等商店云集，不胜枚举。《中央日报》、《朝报》、《新民报》、《扶轮日报》等有影响的报社，以及大华大戏院、新都大戏院、世界大戏院、中央大舞台等娱乐场所也汇聚在新街口。新街口成为当时南京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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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街口广场的出现，是中西文化碰撞下的产物，“迎柩大道”的建设成为新的契机。在此之前，新街口四周建筑曾经是老式青瓦灰墙平房。规划之后的广场周围，1933年开始建原交通银行南京分行（1933—1936年），1936年建成了南京中央商场，1952年建成了新街口百货商店等。1942年11月，汪伪政府将1928年由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出资、筱原金作和牧田祥哉所铸孙中山铜像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移至新街口广场中心，放置在广场转盘核心（图7.57），为这里增添了人文气息。至此，新街口广场与围合的建筑逐渐形成了代表南京核心的城市景观形象。“文革”期间为保护铜像将其迁移到中山陵园管理处，1985年该铜像又被迁移安放在孙中山纪念馆（原藏经楼）前至今。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南京缺乏群众集会广场的情况下，新街口曾经是南京的集会中心，曾经有过1951年的抗美援朝万人集会、1964年援越抗美万人集会等，“文革”前几乎所有集会都在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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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7　广场中心的孙中山铜像

1983年，新街口广场（图7.58a，b）的西北侧拔起了当时国内最高的37层的金陵饭店，率先打破了形式上的均衡态势，形成了新的形式秩序，新街口的景观结构从均质结构转换为一枝独秀的秩序结构，金陵饭店也一度成为南京的标志。1986年新街口环路建成，形成了新街口地区的基本界定。20世纪90年代，全国的城市建设随着经济的大幅度发展而进入高峰期，新街口的景观结构中的各个结构要素发生了巨大改变，新街口百货商店在1997年建设了新楼，南京中央商场在1999年也完成了新楼的建设。2000年出现在西南角的东方商城，正门门前广场面积达5000平方米，形成南京最大的商业广场，而新街口地区金鹰商厦等40多幢高层建筑在新街口地区的出现，也掩去了金陵饭店昔日的辉煌。这一次的更新以要素的置换开始，栉比鳞次的高层建筑使得形式的秩序重又打乱，回复到商业文化决定的均质结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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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8a　1983年的新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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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8b　1987年金陵饭店

如今，新街口地区不到一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云集了近700家商店。2003年开始的5年规划称把新街口商圈打造为“中华经典商圈”，历时性的结构转换还将持续下去。近几年在新街口百货商店和中央商场后建设的步行系统初见成效，加上2000年初政府启动的地铁工程已经开通，为新街口地区的地上及地下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将大幅度改变新街口广场既作为商业中心又作为交通枢纽的困境，改善人的活动与物质形态的结构关系。

199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由于考虑到尺度问题，南京市政府请当代雕塑家戴广文重新制作了孙中山铜像置于新街口，铜像较原来有所放大，高度达到5.75米，取孙先生为革命奔走、举步出行的瞬间形象。在2001年，因地铁工程的施工再次移走的孙中山铜像（图7.59），原定2年后的回归再次引起了争议，焦点在于历史文化与商业文化是否协调。2010年5月19日，孙中山先生铜像终于重回新街口（详细情况可参见本书第五章城市景观建构的三个特征）。从根本上看，具有包容性的商业文化和保持历史的连续性目的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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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9　2002年新街口广场

分析新街口商业广场的演变，体现了产业革命带来的经济与技术的冲击。首先是西方的规划理念的输入，保证了现代化城市空间尺度的产生，这才有后来成为城市集会广场的可能性，这是从行为模式上解放了空间的适应性；然后是高层建造技术的进步，这才有城市标志性建筑的出现，成为南京的形象代表，也更加显现了新街口广场在南京的重要性，这是从物质形态和空间界面上产生了持久性的变化；到1986年环路形成，体现了商业的高速发展，人流量的大幅度上升与交通量成正比，交通疏导成为汽车时代日渐突出的矛盾。而商业竞争使得发展速度几乎“日新月异”。

像新街口这样以商业文化为结构基础的景观结构体系，结构形式的不断转换是产业结构特质所决定的。结构的稳定性受到经济类型、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而合理的交通组织是组织人的行为活动的基础，2000年开始的地铁工程正体现了这一点，如今新街口成了地面与地下的交通枢纽。可以认为，新街口广场已经成为南京历史、文化、商业、交通、形象等各方面的中心，这是长期稳定的意义积淀形成的持久性景观结构体系。

2）案例研究——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本案例兼具街区更新、建筑更新与景观更新的特征，放在此节，重点强调历史情景下的景观氛围。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位于南京城南，指的是以夫子庙建筑为中心，秦淮河为纽带，东起东水关淮青桥秦淮水亭，越过文德桥，直到中华门城堡延伸至西水关的内秦淮河地带（图7.60）。南京城内从东水关至西水关的“十里秦淮”，从六朝时起，就已经非常繁荣，有“六朝金粉”之称。夫子庙始建于宋代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原是祀奉孔子的地方，是就东晋学宫旧址扩建而成，最初为建康府学所在地，后来“将设于浮桥一带的孔庙迁至今夫子庙，从此孔庙与学宫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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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夫子庙又坐落于秦淮河畔，因此，在结构意义上来看，既是历史文脉（孔子）与当时的公共生活（府学）的结合，也是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结合，夫子庙地区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人文景观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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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0　夫子庙秦淮河风光带南京地图（1945年）

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建学宫，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建孔庙，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建县贡院（图7.61），历时800余年，才使得目前的夫子庙完整地将孔庙、学宫和贡院等三大建筑群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在明朝都城图中依然能看到（图7.62）。在这个体系中，满足了人们读书、科考与祭祀活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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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1　建康府图（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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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2　明朝都城图

夫子庙建筑群经历了多次历史上的毁坏，又被多次修复，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最后一次是1937年被侵华日军焚毁，在此之前，民国时期的夫子庙一带还处于有序发展之中，从图7.63中，我们还能看到繁华热闹的气氛，在1936年的老地图上能看到秦淮小公园的地块（图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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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3　民国时期夫子庙聚星亭前（今亭为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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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4　1936年的南京老地图上能够找到秦淮小公园

直到1984年才重新恢复了明末清初江南街市商肆风貌（图7.65、图7.66）。1984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开发建设以夫子庙古建筑群为中心景区的“十里秦淮”风光带。治理秦淮河的污水、整治沿河房屋，将秦淮河沿岸整治一新，并根据历史资料恢复了一批名胜古迹。像这样在多次的毁坏后又获得重生的重要原因在于1700年历史文化形成的社会共有意义的积淀，通过潜在的结构体系制约并结合历史上的物质形态完成重建式更新。这是在景观结构的历时性转换中始终存在的表现，并且使得结构日趋稳定。

[image: alt]


图7.65　民国时期夫子庙泮池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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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6　20世纪80年代夫子庙秦淮河鸟瞰

这种制约还体现出对周围环境与建筑的巨大影响力。1997年，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又在乌衣巷旧址（非准确的原址）重建了“王谢故居”陈列馆，建筑的风格与夫子庙的民族风格很好地协调起来，同时开发的还有周围大量的民族风格的住宅。如今，夫子庙秦淮河形成的整个完整体系，带动了诸如香君故居、吴敬梓故居、瞻园等景点的发展，同时与白鹭洲公园连为一体，这个连接是建立在行人步行活动范围的基础上的。而与中华门城堡的连接，则是依托秦淮河流域建立。另一方面，夫子庙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旅游商业活动以及元宵灯会等人文活动，与物质形态的景观结构在内涵上契合、在空间上结合，是保持整个体系稳定与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1937年的焚毁，结构体系真正能够保持的只有内在的意义，存在于市民的集体记忆之中。到1984年的恢复，是以广场及东西市为核心的公共区域；到1997年，整个周边区域得到大幅度的发展，周围的居民住宅楼也被组织进整个景观结构之中，远近叠落的马头墙构成了层次分明的秦淮风光，以夫子庙广场与泮池为核心的公共空间构建了公共生活承载空间（图7.67）。至此，公共生活与个体生活产生了直观的交流，新时代的生活（如麦当劳）内容的不断融入，使得这个以历史人文因素为核心的城市景观结构体系，不断地与当代生活的实质内容结合，历久而弥新。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今天的生活内容逐渐成为城市的集体记忆，从而产生稳定的深层结构，始终能够自下而上地赋予城市景观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形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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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7　夫子庙泮池

2010年开始的内秦淮河整体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其目的是将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与市民及游客的活动更加紧密结合。不但构建以夫子庙泮池为中心的水上旅游专线，而且在内秦淮河西五华里沿线设置会所、客栈、餐饮等适合现代生活的功能设施。

7.3.2　基于文化因素的景观更新

历史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文化是其中的一种历史现象，文化可以看做发展过程中主体显现的一种特征。文化因素对于城市景观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主体的观念、决策与行为。

城市在发展中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底蕴，这种底蕴的积淀来自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但文化的载体却表现在城市物质形态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主导了物质形态的形成、发展，甚至消失。一座优秀的城市，应当保持这样的文化载体，丰富并不断地完善，从而在各个不同的尺度上成为城市景观建构的物质基础，最终达到形成持久性城市景观结构体系的目的。

基于城市景观结构体系的视角，我们应当看到文化因素的多样性在体系中相对应的方方面面，从而从文化的角度警醒并审慎地对待每一个潜在的文化载体的更新过程。

1）案例研究——南京明城墙

南京现存的明城墙始于公元1366年，陆陆续续历时32年于公元1398年停止建设。其中宫城部分全长达33.7千米，现存23.743千米，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景观，被誉为“世界第一城垣”（图7.68）。明之后多次由于战争局部损毁后再修复。1909年，开通贯穿全城的“宁省铁路”，复开金川门，引铁路入城，标志着南京近代交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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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由于近代城市交通的影响，先后开筑了草场门、海陵门、丰润门等。其中丰润门（现称玄武门）因两江总督端方举办“南洋劝业会”而开，目的是提供游览场所。这座城门的开辟，使玄武湖成为南京的“后花园”，如今玄武湖周边城墙也俨然成为玄武湖公园围墙，一个门的开辟，可谓改变了南京的山水格局（图7.69）。在此种情况下，城防功能日渐减弱，但一直存在。1914年开辟的海陵门（现称挹江门），目的是为开辟新市繁荣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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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8　明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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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9　玄武湖边的城墙

1934年，由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提出了《关于南京城防的建议案》，成为南京明城墙在1930年至解放前一段时间得以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这一点说明中国城墙的建造质量很高，即使面对现代战争武器，也一直在起着城防的作用。1937年，日本军队发动侵略战争，现代的飞机火炮等重型武器狂轰滥炸，仅仅带来了千疮百孔，却没能摧毁城墙。不过，从民国期间开始，就已经存在如徐悲鸿为代表的社会名流呼吁保护明城墙的历史文物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诸多学者反对的呼声中，从1954年开始，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目的是疏通城市交通和发展经济。到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运动开始，许多城市的古城墙遭到拆毁，南京明城墙大约三分之一被拆毁（图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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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0　保留的城墙段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明城墙的文物价值才逐渐被认知。1982年7月16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保护城墙的通告》。1984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及《南京城市规划纲要》等文本编制完成，它们在强调城市布局中突出古城格局及环境特色时明确指出：“旧城的标志最有价值的当属明代四重城池。”1988年，南京市政府成立了南京市城墙管理处，作为南京明城墙保护、维修、管理的专门机构。

2004年，《南京明城墙风光带总体规划和分段规划》完成，首次将旧城墙、遗迹、绿化带和道路联系成为整体，投巨资对前湖、月牙湖、东水关、武定门、东干长巷、中华门、凤台路、石头城、小桃园、神策门等地段明城墙进行整治。这时候，明代城墙的优势得以凸显：其依托自然山水，大胆摒弃了方正规则古城模式，采用自由走势，以“控江湖之势”的特色，使得明城墙与周边风景资源构成了体系关系，这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已经和城墙的保护同等重要。南京城墙周边风景资源非常丰富，如中华门城堡（图7.71）、雨花台风景区、明大报恩寺塔遗址、周处台、白鹭洲公园、夫子庙、内秦淮河、东水关和传统民居保护区、水西门遗址广场、莫愁湖公园、玄武湖、鸡鸣古寺、钟山风景区等，如果再算上后续开发的景点，几乎囊括南京全部重要的风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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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1　中华门城堡的城里城外

同年，南京明城墙保护的突出成就使“南京市明城墙保护项目”荣膺“中国人居环境典范奖”，这是全国29个获奖项目中唯一一个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2005年的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第一次在红头文件的题目上用了‘文化遗产’，取代了我国使用了几十年的‘文物’这个词，这个转换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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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文物是用来保护的，文化遗产是用来继承的。

继承，意味着对历史的连续性的尊重，文化的继承，终究是为了发展。通览南京明城墙的今昔，对明城墙价值的认知成为决策乃至其生存的关键，文化遗产的提法终于让对明城墙的态度走上了应该走的道路——继承中求发展，也只有这样，其城市景观的价值才不会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

2）案例研究——苏黎世城墙

苏黎世是个小中见大的城市，当瑞士还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时（1032年），苏黎世就已经是个自由的小镇了。苏黎世在1351年加入瑞士联邦，到19世纪时，已经成为瑞士联邦乃至欧洲的金融和交通中心，因此，虽然不是瑞士的首都，却是瑞士最大的城市。由于在历次世界大战中均未遭到破坏，因此较好地反映了欧洲城市的发展历程。

苏黎世起源于苏黎世湖和利马河的交汇处（图7.72），周围有五座山丘环绕。瑞士整个国家都属于山地地形，大多数城市都位于山谷平原与湖泊的交汇点，由于城市的发展最终都会触及坡地，如何利用并产生特色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苏黎世城市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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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2　苏黎世湖和利马河的交汇处

从最早期的城镇发展阶段开始，由于利马河两岸的地势起伏，从而导致了街道的崎岖不平，弯曲环绕，这种肌理一直很好地保持到今天。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这样说道：“中世纪城镇上街道多呈曲线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强调市中心的核心作用……从各方面说，大教堂是城镇的中心，所以教堂坐落的位置常常与比较正规的街道布局大小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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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黎世旧城的型制与此非常相像，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教堂都位于河边的重要制高点，并且分别位于仅有的几座桥梁的端头。构成了老城在利马河两岸起伏的天际线，成为老城的重要景观构成因素。

那时候，起着防卫作用的城墙是城市与郊区的分界线，以教堂为核心的城市自然布局构成了以宗教皇权为核心的秩序结构。当城镇的郊区不断扩大后，城墙也相应地不断往外扩张，原有的城墙就被拆除，这时候，城墙始终是作为城市的边界而存在，但拆除以后的城墙遗留下的城市空间始终存在，而且以特定的街道空间形态存在至今。苏黎世老城历史上的第一次扩张是在13至14世纪，以原有的主要横向路径为骨干，以利马河为中轴向外扩张，并建立了城墙，限定了新城区域（图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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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17至18世纪第二次扩张时，建立了典型的西方中世纪古典式城墙（图7.74）。而原有的城墙拆除后，自然形成了街道，而且是保留至今的最主要的两条大街，其中西侧的火车站大街成为世界知名的银行聚集区。这次扩张从1642年开始，最终使得1788—1793年的Mueller规划逐渐完成。从16世纪开始，准确的炮火攻击技术使得老式城墙堡垒式防御越来越不切实际，人们对安全的认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洗礼不断改变，于是在后来的再次扩张中，不再新建。不过这最后的城墙被拆毁后，原有的护城河被完整地保留至今，成为老城区域范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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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3　13至14世纪的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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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4　17至18世纪的城墙

在1846年斯密德（Franz Schmid）的鸟瞰绘画中（图7.75），我们可以看到城墙已经彻底消失。不过护城河以外基本还是农田，在1903年的时候（图7.76），老城的南部已经被大量建筑占据，被称为“雇工城市”（The Employee City），这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的，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引起了大量的工人集聚到城市，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雇工城市已经成型。

[image: alt]


图7.75　1846年的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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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6　1903年的老城南区

苏黎世城市结构的发展既不是盲目保护，也不是全然更新，而是顺应自然生长的规律，始终以老城为核心，不断地进行局部调整。1915年到1918年的国际竞赛方案（图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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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调整了以11—14世纪的历史保护区与河流两岸交通的关系，通过建筑形体的整合理顺交通，形成历史区域与利马河之间的入口关系。但是这一方案并未完全实施。随着行政中心与众多国际银行的建立，从火车站直通苏黎世湖的火车站大街的布局已经成型，到1950年（图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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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城中心已经形成了两条景观轴线，一条是利马河，一条是与之平行的火车站大街。河流两岸的历史街区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在画面左上方的高地上是苏黎世大学（创建于1833年）与苏黎世理工学院（ETH），而老城核心则分布了行政、金融与商业建筑，自然与人文活动交织在一起，充满了活力。如今，沿着立马河两岸展开的城市已经铺满了昔日的整个谷地，城市北面的两个山包上面，分别是两个重要的大学，苏黎世大学和苏黎世理工学院。在紧靠老城区的山包上，是高级住宅区。立马河穿过老城区，通向苏黎世湖，形成了苏黎世最主要的城市景观带。时代的差距使得老城更像城中之城，而大的城市分界随着高度发达的城际交通而日渐模糊，逐渐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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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7　1915至1918年的国际竞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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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8　1950年的老城中心

苏黎世呈现的是一种向心的布局，虽然由于地形的限制，而有相应的变化。从历史上看，苏黎世从10世纪开始在立马河两岸聚居，因为这里不仅有水，而且地势优越，属于丘陵地带，利于防守。从利马河岸延伸至城镇内部的早期的弯弯曲曲的、高低不平的小路构成了整个老城的结构脉络。

以护城河为边界的老城构成了第二道老城的分界线。事实上，整个苏黎世的结构体系就是这样以利马河为核心景观轴而形成的层层发散出去的类同心圆格局，不同的年代，形成不同的肌理、不同的景观，现代化的立体交通体系将这些城中之城整合成一体。保留下来的护城河演化成一个小水道，提示了古城墙的遗址。但是，实际的城市建设并没有对此作相应的强调和扩大，而是从城市的整体性出发，作了低调处理（图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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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9　今日护城河

护城河两边的新旧建筑景观的整体性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建筑的形象上，还是建筑的外部公共空间，河里河外的建筑在街道线形的延续性方面没有任何差别。差别仅在于不同时代的建筑群的密度和规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古遗迹的护城河其实已经消失了，不过，从地图上还能很清晰地看出整个图形脉络。

7.3.3　基于生态因素的景观更新

城市是个生态系统，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并构成了城市发展格局，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影响着城市的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成为城市景观结构体系中的结构性脉络。从城市起源角度看，人们逐水而居，集聚人群而构建城市。水环境也因此成为城市生态中的重要因素，保护水资源的生态环境意义重大。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母亲河，都有自身景观特色和历史积淀，这里仅选取两个中外实例，以解析水生态环境与城市景观形成之间的关系。

（1）案例研究——南京秦淮河

秦淮河属于长江下游的一条支流，全长103千米，水系流域面积2631平方千米，从南唐建都时起成为城市布局中的核心部分，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南京市的“母亲河”，承载了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

秦淮河，古称“龙藏浦”，又名淮水，正所谓“金陵之水，以淮为经”
〔16〕

 。南朝顾野王《舆地志》曾云：“秦始皇巡会稽，凿断山阜，此淮即所凿也，故名秦淮水。”后人误认为此水是秦时所开，因此自唐时始称秦淮河。秦淮河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句容县宝华山的竹园潭，一个是溧水县东庐山。至南京老城通济门下分内、外两支，成为外秦淮河与内秦淮河。自南唐开始，内秦淮河由通济门的东水关入城，环绕南部城区自西水关出城。外秦淮河成为南京南部城墙外的护城河，至西水关外与内秦淮河合二为一，向西北方向流至三汊河惠民桥注入长江（图7.80）。整个秦淮河流域土地肥沃、气候宜人、雨量充沛，是苏南重要的农业区。但其本身水容量并不十分充足，在长期的城市污水排放的过程中，无法达到自身净化和稀释冲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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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0　内外秦淮河

秦淮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开始由于河流宽阔、地势较低，大约在三四千年前，西部河段（今中华门到水西门之间）受长江潮汐影响，多为沼泽地。但至六朝时期，由于军事上的用途，对城市开始有了很大的影响。“所谓大抵六朝都邑，以秦淮为固，有事则沿淮拒守”
〔17〕

 ，当时许多重要的战争都凭借淮水的天险与运输的能力而展开，因此，在漕运、水利、商业等方面也有诸多作用。其后，由于隋朝江山一统，秦淮河对城市不再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又随着首都变迁进而失去了漕运上的价值。

直到南唐建都金陵城（今南京市的南半部），内外秦淮河之间成为城市重地。内秦淮至此成为城区河流，周边自然地势改变，排水泄洪渠道变得不再畅通，因此水患频发。如今中华路一带曾经是秦淮河在地质时期的古河道，每当夏季暴雨来临，就发生水灾。到南宋乾道年间，外秦淮一半也已经淤塞成为田地。

明朝定都南京，秦淮河又成为漕运关键。只是在数百年间，逐渐发达的织染业给秦淮河带来了严重污染。加上沿河居民便溺污水，其水质受到极大污染。以至于政府曾规定：“每逢春夏秋三季，以午前内河潮水未涨为染业漂洗之时，午后潮水已涨，为居民汲饮之时。冬季内河水涸，仍赴外河漂洗，彼此守定界限，两不相妨。”
〔18〕

 随着历史发展，城区内的内秦淮两岸不断建桥架屋，河房林立，河身迅速变窄，至清道光年间，大约只有原来的1/4，成一条细流。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内秦淮堵塞达半年之久。百年之后，“内秦淮只剩下一弯臭水，几处败岸”
〔19〕

 。“清光绪九年（1883年），江宁府在内秦淮河上游的武定门附近造拦河石坝，称通济门闸，每年定期开闸。此坝利用城外河水灌注内河，以使河水流动，涤除污浊，方便居民饮用。3年后，石闸因受山洪冲刷而倒塌。”
〔20〕

 南京解放前后虽然经过不断整治，但一直是城南主要排水沟，污染依然严重。

在人文方面，内秦淮河自东吴以来一直是繁华的商业区。六朝时成为名门望族聚居之地，隋唐衰落，宋代逐渐复苏为江南文教中心。明清两代，秦淮河畔成为科考举子、青楼粉蝶与民间艺人的聚集地，形成了“六朝金粉”的文化形象。洪武五年（1372年）起始的秦淮河元宵灯节的传统，持续数百年延续至今，今天已达到了一天几十万人的流量
〔21〕

 ，成为南京重要的人文景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形容秦淮河盛况：“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
〔22〕



在明代《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图7.81）中，生动地描绘了明永乐年间南京秦淮河两岸的繁华盛况，其中绘有109家商店及招牌店幌，属于现在的裕华路、东西长干巷。画中所绘秦淮河主要为外秦淮部分。那里一直是南京人口密集区。由于秦淮河的河道运输功能，此片区也一直是商业区和货物集散地，曾经有两大集市：以经营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为主的“米行大市”和以经营竹木薪炭为主的“来宾集市”。在当时由于明朝定都南京，南京已经成为全国的商业文化中心。从这个角度看，外秦淮河（图7.82）沿岸的生活氛围比夫子庙内秦淮一带要更加丰富，只是内秦淮河依托府学、贡院奠定了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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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1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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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2　外秦淮河

正因为秦淮文化已经成为南京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淮河的水利疏浚一直是各届政府的关注点。在民国年间，秦淮风景已成名胜区（图7.83），但两岸居民向河内频繁倾倒垃圾“致名胜之区，渐就湮没”
〔23〕

 。1928年9月12日，市政府下令疏浚秦淮河
〔24〕

 。当时的民国政府还将现代公园概念引入秦淮河，修建了秦淮小公园（图7.84），在公园内布置“含有党化意义及对于民众训练身心等各种标语”
〔25〕

 。1929年，民国政府又在秦淮河畔建白鹭洲公园
〔26〕

 ，以及其他文化设施及茶社、戏茶厅，意图清理娼妓文化，恢复传统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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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3　秦淮河进入夫子庙之前的部分（朱锲老先生摄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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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4　秦淮河小公园游船登船处

新中国成立后，洪水问题依然困扰南京政府。水利部门为了满足秦淮河流域内防洪排涝的需要，从1949年起，一直在分期分段疏浚河道，到1960年，在秦淮河武定门段兴建了武定门闸站枢纽。但是在1970年代，大量知青和下放户返程回乡，于内秦淮河沿线搭棚形成临水棚户区，加重了河水污染。1980年，在秦淮河江宁河定桥段至长江之间开挖了秦淮新河，增加了一条秦淮河和长江的通道，并在入江口兴建了秦淮新河闸站枢纽，水利工程的兴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秦淮河的防洪排涝的需要以及水环境保护的需要。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秦淮河污染日益加重，水质严重恶化，甚至出现了一天内黑、黄、蓝、绿四种水色，臭气熏天，两岸居民门窗紧闭，过往行人掩鼻而行。于是从1984年开始（图7.85），南京市政府采取“排涝与治污并重”的方针，全面整治横贯老城主城区、以夫子庙为中心的内秦淮河，至1990年，内秦淮河综合整治第一阶段任务，即称“十里秦淮”的南段河道经5年的整治基本完成。沿岸420家单位的废水完成治理，占全流域污染源的93.8％，显著改善了水质和沿河风貌。但外秦淮河，仍然是全市主要的排污河道。2003年，秦淮河主城段河域的综合整治成为南京的十件大事之一。但到了2005年，秦淮河水质依然难以保证，水里有死鱼漂浮（图7.86）。于是从2005年起的三年期间，“引江换水”工程正式启动，引长江水置换稀释秦淮河水，极大改善了秦淮河水质，使得秦淮河水质达到Ⅲ类水，达到景观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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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5　1986年正在整治中的内秦淮河夫子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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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6　秦淮河里漂死鱼

纵观秦淮河历史，秦淮河一直是处于治污疏浚状态，只是由于曾经是南唐繁华地段，构建了文化基础，因此在繁荣中逐渐积淀文化，成为南京传统文化风貌区。1990年秦淮风光带入选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列（图7.87），2000年被评为国家第一批4A级景区，2010年，南京夫子庙——秦淮河风光带景区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些是对秦淮河长期整治成果的肯定。如今秦淮河沿线生态环境日益改善，人文环境随着秦淮河西水关一带的风景环境的打造，还将进一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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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7　外秦淮河

秦淮河发展至今成为南京乃至国家的重要人文景区，其地理格局也有独特之处。内外秦淮河交汇于中华门城堡，内秦淮河的文化氛围与外秦淮河的生活氛围相互融合沟通，使得整体结构蕴蓄的内涵深厚而丰满，也使得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人们可以不断地参与并丰富其内涵，从而完成社会共有意义的积淀。这都是其重要的持续发展基础。

（2）案例研究——圣安东尼奥河（San Antonio River）

圣安东尼奥河是世界上著名的城市河流改造成功的案例，全长约384千米的圣安东尼奥河曾经是一条宽度仅2米的小河，其水源来自于城市北边的山泉：圣安东尼奥泉和圣培卓泉（San Pedro Springs）。在19世纪的时候，圣安东尼奥河无论是水量还是水温都很稳定，成为人们游泳的好去处（图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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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8　19世纪的圣安东尼奥河

在1921年圣安东尼奥河发生洪水决堤，造成巨大的损失（图7.89）。因此，在1929年由建筑师罗伯特·休格曼（Robert H. Hugman）提出了滨水区整治及开发方案——The Shops of Aragon and Romula模式，也可称为Paseo Del Rio（帕塞欧·迪尔·里约）滨水步行带模式。实际上就是将类似威尼斯水城的商业模式与奥姆斯特德倡导的公园环境模式整合，也就是现在普遍实践的滨水商业模式的早期形态，奠定了滨水商业模式的雏形（图7.90）。也正是这样的模式，带动了滨水两岸的商业发展，从而奠定了市民参与模式以及热闹的滨水商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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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9　1921年的洪水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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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0　圣安东尼奥河的滨水步道

由于流经市区的部分线形弯曲，政府因此采取了拓展策略，在防洪的基础上，适当改造并延伸原有河流，形成城区内的环状水系（图7.91）。这个想法曾经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一般认为这一段水域是毫无意义的，并且一定会空置。只是在1929年最终建成后，公众的注意力又转向如何美化整条河。这一段环形的水系统被称为滨河步道（River Walk），河道总长度约4500米，总占地面积为63000平方米，穿过了21个街坊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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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1　1836年和2000年的河道对比

1939年开始，政府又筹资建设了5200米长的步道和20座桥。“出于防洪需要，圣安东尼奥河两岸必须筑起6至7米高的河堤，但为了不阻隔水岸边人群活动，并使河道看起来不像个低洼的深谷，规划使河堤向后退，建筑物横跨在河堤与河滨步道之间，并且留出不少河岸空地成为小广场、阶梯、平台，河岸则用绿带来软化；控制两岸建筑的高度，规定建筑物必须向河面做特别的立面设计。”
〔28〕

 这一关键策略柔化了滨水空间，将人群活动引入了河堤之外，极大地增强了亲水性，从而为河道两侧更多的商业活动以及美化措施埋下了伏笔。

现在的滨河步道与防洪工程日趋完善，1968年举办世界博览会促进了滨河步道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了滨河步道的商业价值和旅游价值，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商，以及旅游宾馆的入驻。其后，1980年开始进行河滨步道修复计划。1987年的滨水步道实施了再开发。

在整个河道建设过程中，政府始终关注防洪问题。在奥尔摩斯坝和延伸段都难以满足排洪需要的前提下，政府花了10年时间，投入1.11亿美元修建防洪隧道，将水引入46米深的地下。4800米长的地下防洪隧道在1997年完工，成功抵抗了1998年的洪水。

圣安东尼奥市地处德州南部，水资源并不充足，河流源头的泉水随着大量开采，水位下降，早已干枯。考虑到圣安东尼奥已经成为全美乃至世界的著名景点，防洪问题已经成为景观形象的问题，因此，采用抽取地下水以及污水处理厂注入再生水的方式来维持干旱季节的河道景观，再生水分别来自圣安东尼奥市的污水处理厂、周边地区的旅馆和居民区。这些措施保证了对河流生态环境的改善及对水质的净化和控制。

滨河步道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一方面由于用地紧张，建设密度高，使得河道及两侧街区的功能复合效应非常明显，极大地保证了滨水区的活力；另一方面，市区街道与河流水位之间的高差较大，分层处理的设计手法将问题变成了特色，河岸亲水步道与高架步道构成了多层次的空间变化（图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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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2　多层次的空间变化

圣安东尼奥河其他部分的防洪设施是1968年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设计和建造的，虽然功能有效，但景观贫乏。因此在1998年成立了圣安东尼奥河改造监督委员会（San Antonio River Oversight Committee）来全面控制。2001年8月，圣安东尼奥市政府对圣安东尼奥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后，沿河增加了各类休闲服务设施和标示系统，增加新的停车点和水上巴士、游船等。2006年，圣安东尼奥河管理局完成了《流域保护计划》，采取了控制排放标准的办法保证水质。

如今圣安东尼奥河已经成为整个城市的景观连接枢纽，规划将沿河流域的文化遗迹、社区、公园、博物馆和其他文化设施等整合，提升城市景观的整体性，进一步加强河流与城市之间的结构体系关系，全方位地打造适合市民及游客的景观形象（图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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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3　圣安东尼奥河现状

在圣安东尼奥河的南部河段，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规划了圣安东尼奥历史遗迹公园，并且运用河流地貌学的原理，将圣安东尼奥河恢复到更加接近天然河流的状态，逐渐恢复自然河流地貌。

历时一百多年（图7.94a，b），我们看到原始宽阔的河水，已经成为城市中夹道穿行的小河，郊野风光演变成为城市风光。圣安东尼奥河从防洪功能的调控开始，依靠多年的科学管理和控制策略，最终实现了城市防洪功能和景观功能的绑定，成为国际著名的滨水游览胜地，也成为水资源经营管理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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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4a　1907年的圣安东尼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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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4b　100年后的城市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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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现代城市景观的实践范围与类型在不断地拓展，城市扩展中对于周边自然景观环境的衔接、城市公园的逐渐开放、城市环境本身的优化更新、城市文化风貌区的景观更新、城市范围内的景观因素的整合更新，等等，显示了现代城市景观实践涉猎面日益宽泛，对城市建设的意义也日渐重要。

从2000年开始关注城市景观，深感城市景观的角色在城市建设中逐渐凸显出来。早年我的导师钟训正先生、王文卿先生完成的南京夫子庙东西市的城市更新项目给了我很多的启示。我的博士生导师杜顺宝教授在风景环境及城市环境更新项目中的造诣深深地影响并引领了我城市景观研究的早期阶段。万事开头难，当研究偶有心得时，又有机会在自身主持及参与的项目实践中取得了更多的收获，特别是在南京秦淮河西水关的项目、玄武湖环境整治项目中，亲身体验了城市景观更新中的诸多困难和实践难点，对我的写作影响意义深远。

曾经作为访问学者在瑞士苏黎世生活学习了一年，在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ETH）的Bruno Keller教授、Willy A. Schimid教授、Hedi Heutschi女士以及苏黎世规划部门Pola女士的支持与帮助下，详细研究了苏黎世的城市建设与发展历史，其中的发展理念与策略给我很大启发，部分内容也成为本书第七章节的实例研究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又陆续访问了美国及欧洲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亲身体验了圣安东尼奥河两岸繁华热闹的氛围，深深感受到城市景观更新策略对城市形象、城市经济、城市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也因此，圣安东尼奥河的历史发展也成为本书的研究案例之一。相信随着实践与研究的更加深入，对城市景观的认知也会更加丰富和完善，对城市景观的研究方法也会不断地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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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LL, SHOP, EAT, ENJOY -- Many streets in Copenhagen are reserved
for pedestrians only, offering the pleasantries of unhurried window
shopping, dining in cozy cafes, and just plain enjoying life while
getting to know Denmark. Stroget (above) is Copenhagen's main shop-
ping street and the longest pedestrian street in Europe.
Photo: Danish National Touris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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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Destruction for Construction” proves
to be the most obstinate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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